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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国际上第一本介绍全球农田作物遗传多样性的著作，是来自生

态学、遗传学、人类学、经济学、作物育种学、政策等领域的 7 位专家近

20 年在世界不同国家开展研究的成果。本书注重农民管理的作物遗传多样

性，用研究案例为生态系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本书可作为农业院校师生的读本，也可作为生物多样性、生态学、环

境保护和自然保护等领域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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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书中可能未列出姓名、工作单位的许多参

与者或合作者，以及参与本书研究工作的很多当地农民、社

区成员、开发工作者、教育者、研究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完成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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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者 的 话 

作物遗传资源(crop genetic resource)也称为作物种质资源(crop germplasm 
resource)，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资源之一，也是人类发展最根本的物质基础

和战略资源之一，关系到世界各国的粮食安全和国计民生，并为人类提供良好的

生存环境。作物遗传资源是农业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世界各国高度重

视，纷纷建立种子库、种质资源库或资源中心，从而保存作物遗传资源并开展研

究。国际上制定了相应的条约或准则来收集、保护和利用作物遗传资源，如《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国际植物种质收集和转移行为

守则》等。 
农家品种(landrace)也称为传统品种(traditional variety)、地方品种(local 

variety)，是指经过长期驯化、在当地环境中选育或演化形成、适应了当地自然条

件和文化环境、与其他种群相区别的植物或动物的传统遗传资源类型，它与一般

意义上的品种(cultivar)或者正规审定品种(standardized breed or cultivar)不同，具有

明显的地域性，并与当地文化相互作用。农家品种一直以来是农业生物多样性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确保粮食安全，为人们提供营养保障，也提供其他产品和服务。

它们被认为是遗传资源宝库，为当地农户和育种家源源不断地提供培育新品种所

需的遗传材料。 

近半个世纪以来，诸多原因使作物遗传资源特别是农家品种面临前所未有的威

胁，一些十分珍贵、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已经消失或者濒临消失。虽然种质

资源库收集了大量的作物遗传资源，但是并不能保护这些遗传资源在原生境中的动

态进化过程，导致这些遗传资源今后可能难以适应因气候变化或其他自然灾害形成

的新的生态环境。此外，在许多欠发达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因为生态

环境特殊且复杂而不能栽培相同的优良品种或引进品种，也因为当地传统文化和习

惯的需要而必须使用不同的品种。所以，作物遗传资源的田间保护(conservation in the 
field)和在地保护(conservation on the farm)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物田间与在地遗传多样性：研究实践中的原理和应用》是 Devra I. Jarvis、
Toby Hodgkin、Anthony H. D. Brown、John Tuxill、Isabel López Noriega、Melinda 
Smale、Bhuwon Sthapit 七位作者及其合作者的杰作，他们根据多年在世界各国开

展农业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经验，聚焦农民和他们管理与创造的作物遗传多样性即

农家品种，将被科学界忽视的农家品种带入大众的视野，不仅充分展示了农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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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当地粮食安全和农民日常生计的重要性，也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农业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 

我们十分赞同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桑佩尔博士给予本书的高度评价，特别是他对本书的推介：

“该书是青年科学家培训的必选读本，有助于获得相关信息与解决方案，将为维

持健康且具有可恢复力的生态系统发挥积极作用。希望该书能被广泛使用，包括

所有的农业学校，以及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粮食安全、农村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培

训和科研机构。” 
本书中文版由龙春林、白可喻主译并统稿，具体分工如下：龙春林(目录、序、

前言、致谢)，刘博(第 1 章)，纪圆圆、韩雨桐(第 2 章)，舒航、李润富、方琼(第

3 章)，黄卫娟(第 4 章)，李建钦、代松家(第 5 章)，王艺舟(第 6 章)，罗斌圣(第

7 章)，白宇佳(第 8 章)，谷荣辉(第 9 章)，戚伟(第 10 章)，杨云卉(第 11 章、附

录)，唐雪娟(第 12 章)，白可喻(第 13 章)。最后由卓静娴、方琼、白可喻、龙春

林、杨云卉审校。 

在本书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诸多方面的关心和帮助：耶鲁大

学出版社无偿赠予简体中文版版权，原书第一作者 Devra I. Jarvis 博士及其所在的

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Bioversity International)(原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

International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nstitute，IPGRI)提供了相关信息和支持，科学

出版社编辑积极推进了整个出版工作，中央民族大学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

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忱！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得到了以下项目的资助：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

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项目(No. 31761143001 和

No. 31161140345)，民族医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自主课题项目(KLEM-ZZ201806)，
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项目(B08044)，中央民族大

学“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yldxxk201819)。 
受译者知识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201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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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数年前，我有机会访问厄瓜多尔奥塔瓦洛(Otavalo)地区的一些土著社区。我

们走到泥泞小道的尽头，聚集在一所用木头搭建的小学校，在那里见到几位妇女，

向她们了解她们所种植的农作物。在一张大桌子上，一行一行整齐地摆放着豆类

和玉米，每个品种旁都放着一张小纸片，其上写着品种名称。那是一场关于颜色、

性状和大小的盛宴。我花了好几个小时了解这些作物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

生活史，如有些在旱季长势良好、有些能抵御害虫侵扰、有些则拥有良好的口感，

这是在一定空间内数百年积淀的知识和经验，通过农民和他们世世代代的农业生

产实践得以保持。农民意识到作物多样性对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因此采取措施全力确保耕作系统中的作物多样性。 
该书的作者包括生态学、作物育种学、遗传学、人类学、经济学和政策等领

域享誉全球的专家，他们联合起来填补了历史空白，即把由农民管理的作物生物

多样性作为科学研究的核心，以满足人类的粮食需求并保证生产系统的良性循环。

该项工作不仅提出要保护生物多样性，更要利用多样性振兴农业以供养日益增长

的人口。该书体现了近 20 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研究人员与农民和当地社区开展研究

的成果，那些地区不同作物以传统品种的形式维持着遗传多样性，包括被科学界

忽视的作物。这一跨学科的工作是将作物遗传多样性和农业生物多样性汇入进化

生物学学科，并以适应人类世以来快速变化的经典案例。 
该书的一大显著优点是聚焦农民和他们管理与创造的作物遗传多样性。这部跨

学科的作品在分析过程中，紧扣农民及他们的生计、服务、对社会需求和变化所采

取的应对措施。有多少种多样性，具体是哪些多样性，这些多样性在何时何地得到

应用，这些信息通过恰当的方式方法得以收集和记述。这部引人入胜的教科书式的

学术著作，向学生和其他读者讲述了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农民与作物进化过程和农

业遗传多样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也许是我们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财富。 
作为生物学家，我在自己的祖国——美国，一个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且拥有

重要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从事保护工作，并任职于关注所有动植物生态

学问题的全球性研究机构，终于看到农业生物多样性被纳入进化生态学和人类生

态学领域，为此感到尤为高兴！该书是青年科学家培训的必选读本，对于获得相

关信息与解决方案，维持健康、可恢复的生态系统都是至关重要的。我的愿望是

该书能被广泛使用，包括所有的农业学校，以及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粮食安全、

农村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培训和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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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们中的一些人能有机会到厄瓜多尔奥塔瓦洛或其他农村社区走一

走，向当地人学习，了解利用作物遗传资源开展提高生产力和维持农民生计所付

出的努力，你们的工作将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富有，让人们生活得更加健康。 
 
 

克里斯蒂安·桑佩尔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201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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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源于研究田间作物遗传多样性的经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为读者展示

了大量的案例和图版。这一视角与农民在农田中栽培的作物遗传多样性紧密相关，

也与多样性保护相关，还与利用生物多样性维持可持续生产和农村生计相关。本

书所涵盖的采集和利用数据的理论与实践，包括甄别合适的途径支持农民栽培这

些品种的方法，源自通过参与式诊断和试验方法获得的传统品种及传统耕作系统。 
因此，本书介绍了数种方法和相关信息以便读者全面了解世界范围内农田中

仍然保存的传统品种遗传多样性的状况、分布和属性。本书是一本自成体系的专

著，而不是由相对独立的章节集结而成。本书侧重对生命科学(农学、生态学、遗

传学等)，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观点及资料进行多元分析。本书就像一个指南，

教导如何在一块大型画布上作画，从概念主线(如丰富的多样性可提高系统恢复力)

到评估、管理和利用田间作物遗传多样性等具体研究问题，这不是简单学术资料

的堆砌，或者某个专门领域的文献综述，我们更希望为读者提供相关的原始资料，

为读者对特定课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可能的突破口。 
在环境和社会急剧变化的当代世界，我们对农作物遗传多样性的在地保护和

利用也是动态进化的。我们通过多学科综合手段得出充分的证据，即传统品种对

农户和社区依然是至关重要的，能为提高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性做出贡献。所以，

利用传统品种的研究理论和实践，可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社区发展。

我们强调必须与农民和当地社区共同开展工作，尊重所有参与工作的人员。 
传统品种对世界上数以百万计农户的生活而言仍然十分重要。无论是生产者

还是农村社区都对传统品种加以维持和利用，因为传统品种对维持他们的生计至

关重要。利用传统品种可以提高农业可持续性、应对气候变化，进而提高农村居

民生活水平、实现更大的发展目标。因此，本书不仅为研究传统品种的遗传多样

性提供研究工具，也为继续保护和利用传统品种提供相应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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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许多农民和他们的家庭、农村社区投入时间及精力，这项工作就不可

能得以顺利进行，正是由于他们的精诚合作，本书的核心内容才得以呈现给读者。 
本书作者感谢瑞士政府[瑞士发展与合作署(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SDC)]慷慨提供出版经费。书中介绍的很多研究是由国际生物多

样性中心实施完成的全球项目的部分内容，其研究经费来源于瑞士(瑞士发展与合

作署)、荷兰[国际合作总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GIS)]、德国[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局/德国技术合作公司(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
BMZ/GTZ)]、日本[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IDRC)]、西班牙和秘鲁，以及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GEF)、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生物多样性公约》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秘书处、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FAD)。 

本书缘起于早些时候的一次尝试，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时编撰了名

为《农田在地保护的科学基础》的非正式文本，随后，以《农田在地保护培训手

册》(A Training Guide for in situ Conservation on Farm)作为书名翻译成俄语、西班

牙语、阿拉伯语和汉语而被广泛传播。很多同事在原来版本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

内容，并且不断注入新的成果，最终形成这部著作。他们包括国际植物遗传资源

研究所各分支机构的“当地家庭成员”，即布基纳法索的 Didier Balma，Mamounata 
Belem，Madibaye Djimadoum，Issa Drabo，Omer Kabore，Tiganadaba Lodun，
Jean-Baptiste Ouedraogo ， Jérémy Ouedraogo ， Mahamadi Ouedraogo ， O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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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    述 

1.1  引    言 

本书讲述的是世界各地农民利用并保留下来的作物遗传多样性，尤其是几个

世纪以来农民培育并保存至今的传统品种或地方品种的多样性，这是我们珍贵的

作物遗产。本书主要介绍了收集传统品种、传统耕作系统数据和使用这些数据的

原则及实践过程，使用参与式调查与实证研究法对农田作物的遗传多样性开展研

究，这些多样的传统品种有助于可持续农业生产和维持农民生计。 
若干名词被用来描述农民在其生产系统中培育并保存了多个世纪的作物品

种。这些名词包括地方品种、农家品种和民间品种。在本书中，除非上下文需要

不同的名词，我们一般使用“传统品种”这个词语。 
几千年来，农民驯化了多种植物，培育出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作物和传统品种。

通过对其生产系统的管理，他们保存并改变了在不同植物中发现的遗传多样性，

保留了他们所使用的耕作方式和选育作物的方法，以此人们维持了生计并获得更

多盈余以养育世界上不断增加的人口。 
在过去的 100～150 年里，化肥、农药的使用不断增加，机械化水平逐步提升，人

们对植物育种家培育的单一品种的依赖日益加大。这些变化带来了生产系统的简化，

使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也逐渐减少。而在传统耕作体系中，正是丰富的生产系统

与生物多样性提供了诸如病虫害防治、土壤质量维持、有机肥料的使用等诸多益处。 
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和新的单一品种的引进，人们普遍认为传统品种将迅速消

失，因为它们很难适应现代化的耕作方式，产量也相对较低。虽然在许多耕作体

系中，它们已经被替换，但与预期相反的是，传统品种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小型农

户仍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那些耕作环境不够理想的农民。20 世纪 80～90 年代，

传统品种在许多不同耕作系统中的价值得到一些研究人员的认可，特别是 Altieri
和 Merrick(1987)、Brush(1995，1999)等。 

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估计，目前大约有 5 亿农户生活在生物多样性

丰富或比较丰富的地区。在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家庭的农田产出提供了近 20 亿人

口的食物来源，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消费的 80%的食物都来自于此。因此，

在低投入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大量小型农户对传统品种的持续利用体现出这些品

种的价值，它们仍然是贫困农民生计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 Jarvis 等(2011)关
于传统品种价值的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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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各界逐渐达成一个共识，即现代农业的许多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它不仅会造成环境的破坏，而且会导致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生态系统功能的丧失

(MA，2005；Go-Science/Foresight，2011)。这些发现使人们意识到，在农业实践

中需要更多地考虑生物过程，维持或改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FAO，2012)，并

且思考采用何种方式才能够利用生物多样性来提高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生产效率，

如可持续集约化(FAO，2012)。 
气候变化也使人们更加关注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和利用，特别是

在作物和牲畜多样性方面。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气候变化会导致生产环境的改变，

因此就需要不同的作物和动物新品种(Zimmerer，2010；Hodgkin & Bordoni，2012)。 
人们对保存、利用传统品种感兴趣和关注，还有另外两方面的原因。首先，

人们更多地关心所吃的食物应在不损害食用者健康、生产者健康或环境健康

(Pollan，2006)的前提下生产出来。其次，人们对食物主权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

负责食物生产、分配与消费的人群能够成为食物、农业政策制定的核心，而不是

被迫响应国际商品贸易中市场和企业对粮食需求的减少(Practical Action，2011)。 
尽管不断提高人们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和传统作物品种重要性的认识十分紧

迫，但仍缺乏真实有效的相关信息的支持，包括多样性程度的高低、多样性存在

的类别，以及多样性被利用的时间和条件等。基于过去 20 年的大量实践，我们总

结出了一套经验、方法与工作流程，将会解决这些信息匮乏的问题。许多国家已

经开始致力于探索传统作物多样性的维持和利用，对目前多样性的数量进行统计，

收集保护多样性的方式，探明确保小农群体持续发展的相关因素。本书汇集了这

一系列工作的结果及相关背景，这些背景提供了一些信息、工具和方法，用于量

化传统品种多样性，有助于理解其价值，并支持农民继续保持这种利用方式，而

这也正是他们的首选。 
本书所持观点为传统品种及其遗传多样性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将继续发挥重要

作用，并成为正在变化的农业生产的相关组成部分。 

1.2  作物遗传多样性与传统品种 

作物遗传多样性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不同作物和品种及其之间多样性的总

和，它包括生物多样性的所有特点以及基因多样性的表达。在任何作物中，这种

遗传多样性为传统品种的开发、识别和进化提供了基础。1975 年，Harlan 给出了

一个关于传统品种最好的描述(或称之为地方品种)，他指出：“地方品种具有一定

的遗传完整性。它们在形态上是可识别的；它们已经被农民分别命名，并且不同

的地方品种被认为在其适应的土壤类型、播种时间、成熟时间、植株高度、营养

价值、利用方法和其他性质等方面都有所差别。最重要的是，它们具有遗传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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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动的人口、环境、微生物都处在一个平衡状态中，这种平衡状态和遗传动

态都是我们从父辈和耕种者身上继承的遗产。” 
Harlan 的简短描述抓住了传统品种的重要本质，他提及的很多问题和方面也

是本书的核心。Harlan 所指的遗传完整性的本质和内容到底是什么？对于不同作

物，在何种条件下什么样的形态学特征是重要的？如何通过使用统一的名称来区

分不同品种？作物适应性的本质是什么？农民如何平衡对环境适应性的不同考

量，并以此来适应不同的生产系统、满足不同的需求？最重要的是，如何在追求

产量最大化或保留特定病虫害抗性品种的同时保证遗传多样性？维持品种多样

性和 Harlan 所指的种群平衡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如何在世世代代的耕作者中保

存的？ 
如上所述，传统品种与通常被称为“低投入”的农业相关联。与植物育种者

选育的新品种相比，它们可能是低收益的，但似乎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规避风险的

能力；也就是说，它们在抵抗不利条件、极端气候及病害流行时会产生某些物质。

它们是自给农业的标志，在下一季作物收获之前可以维持农民及其家庭的生计，

并有盈余可供出售或交换。传统品种在农业生产体系中得到持续保存，但也要满

足不断发展的广泛社会需求，并调整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需要和挑战。 
作为方法分析的一部分，也为了可持续农业传统品种的保存、利用可以得到

支持，Jarvis 等(2011)综述了农民要保护传统品种的原因。他们引用的证据资料表

明，保存传统作物品种的最主要原因是这些品种能够适应边缘化的、特定的、混

杂的农业生态系统及可变的环境或生产条件，并以此作为保障来对抗环境和其他

风险，满足由病虫害管理所造成的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传统品种的采后特性(包

括其营养价值)能满足生产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并支持文化和宗教习俗。他们提出，

传统作物的多样性及品种间的多样性，使农民能够应对困难的、不确定的、不断

变化的生产条件。 
传统品种的主要特性，体现在它们应对生物或非生物压力、拥有自适应基因

和基因复合体、遗传异质性、具备当地社会文化价值等方面。通常传统品种还具

有其他特性，不同种群和个体中的有利部分能够相互作用，相互补充，而不是彼

此竞争。 
来自许多作物的证据表明，传统品种具有能够改良性状的有用基因，如抵抗

病虫害、耐受非生物胁迫等(Frankel et al.，1995)。在某些生产环境中，传统品种

在胁迫条件下的表现优于现代品种。对大麦进行实验的结果显示，在干旱和盐碱

化的极端条件下，传统大麦品种比现代品种的表现更加优异(Ceccarelli，1994)。 
还有证据表明，遗传异质性带来了抗病性，这一点在许多传统品种中都有发

现。多品系混合物(除了抗性基因外的近等基因系)的研究工作已经表明，遗传异

质性可以减少病害发生，发挥缓冲作用。由 Wolfe(1985：255)所提出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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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称：“相对于种群组分平均情况，多种混合物能够限制病害传播，使各组分

在敏感性上有所差别。” 
农村社区通常保留了大量不同的、可识别的传统品种，提供了另一个层次的

遗传异质性，这对社区和农户的生产策略十分重要。这似乎在自交和无性繁殖作

物如水稻、马铃薯、木薯中最为明显(Rana et al.，2007；Brush et al.，1995；Salick 
et al.，1997)。其中，大量的品种被识别和保存，每一个品种都有自己的种质特点，

正如 Harlan 所指出的，社区对各个品种的使用方式不同，有些作为主要生产品种，

有些是仪式所需，有些可能适应于存在耕作问题的特殊区域，有些是为了满足季

节性的需要，但它们之间是互补的。 
研究也表明，传统品种是由彼此互补的基因以某种方式“装配在一起”后形

成的植物群体，这样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对抗不同类型的压力，因为这一特

点，它们特别适合低投入农业。这个命题极具争议性。尽管大麦复合交互种群的

研究表明可能发生了积极的基因交互作用(Allard and Adams，1969)，但

Marshall(1977)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交互作用发生在品种混合物中。 

1.3  主要作物与小宗作物 

农业研究和开发大多集中在主要农作物，而忽视许多其他对人类有重要作用

的作物(Mangelsdorf，1966；Kahane et al.，2013)。三大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

提供全球卡路里摄入量的 50%，15 种作物占据了食物总摄入量的 90%(Ceccarelli，
2009)。然而，在传统品种仍然非常重要的农业社区，农作物的分布范围往往比以

现代品种为主的农业系统更广。不太重要的农作物都被贴上各种标签，如“次要

的”“被忽视的”“未充分利用的”，甚至是“遗失的作物”。 
小宗作物通常包括那些除全球现代农业生产系统中的重要作物之外的其他一

切作物。它们可能是全球性分布的(如荞麦)，也可能是区域性显著的(如印度的山

黧豆，其中包含显著抗营养因子)，或是极具地方特色的(生长在安第斯山脉，具

有较小块根和块茎的植物，如 maca 和 ulluco——块茎藜)。被忽视的作物通常指

那些被现代农业淘汰，但对当地社区仍然十分重要的物种，如埃塞俄比亚的 tef(译
者注：一种画眉草属谷物)和西非的 fonio(译者注：一种马唐属谷物)。未充分利

用的物种(以下引自 1975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使用的描述)包括那些被认为具有发

展潜力，但实际上未被充分利用的物种。出于某种原因，这些物种并不适合现代

农业或现有生产实践。这些作物类别经常重叠，并且存在一个明显的渐变过程，

范围从广为人知的作物如芝麻、荞麦和非洲花生，到那些分布非常局限、几乎完

全被边缘化的作物，如印度南部的小米等(如 Panicum sumatrense 和 Paspalum 
scrobicul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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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农业系统中，这些作物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与支持当地人民生计、

维持健康与营养、提供收入来源直接相关，也作为总生产系统的一部分支持农业

生态系统的功能(例如，作为轮作植物提供绿肥，或者能够生长在极端贫瘠土地上

的作物)。通常，这些小宗作物的传统品种没有得到明确定义，存在于这些作物中

的遗传多样性也少为人知。有时被保护的种群数量极少(每户只种一棵或两棵，如

尼泊尔中部山区一种开放授粉的丝瓜)，这会引发一些农民保存和改良该品种的有

趣问题。 

1.4  本 书 内 容 

如果传统品种仍然对农民和社区具有重要作用，并对其做出明确的贡献，而

且这些品种很可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关键作用，那么我们需要了解如何通过

改善农民的生活、农村社区和生产系统的可持续性来保护这些物种。因此，本书

为那些通过参与式调查和实证研究法获得的来自传统品种及传统农业系统的真实

数据的收集与使用提供了指导原则。这些原则强调将生物(农艺、生态、遗传等)、

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聚集在一起的重要性，并尊重研究中的各方。 
全书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传统品种能够适应条件的不断变化。这种适应

性包括确保种植材料的留存，并进一步应对变化(环境、经济、社会)，在应对变

化的同时保有恢复力。在这个方面，这些品种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的进化能力。

鉴于此，这本工具书集中介绍参与维持生产系统的进化能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

任务，因为当我们谈论保持进化能力，我们可能会提出以下问题：有什么用？为

谁所用？传统作物品种的保存和利用如何支持食物安全？如何保障那些保存和利

用这些品种的农民与社区的权利？究竟我们需要何种程度的多样性才能满足发展

需求？是作物改良(作物的遗传组合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的能力，还是农业生产

体系中为了产量和抗性的进化需求？ 
本书第 2 章和第 3 章讲述了现有作物的起源，以及关于保护和利用其遗传多

样性的国际与国家议程进展的背景信息。第 2 章介绍了驯化的过程，驯化所涉及

的特征或性状，以及驯化过程中发生的基因变化，同时描述了遗传多样性中心和

作物起源中心的重要性。第 3 章讲述了开展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工作的历史背景，

有关国家植物遗传资源项目的发展和演变，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国际公约的起源和

发展，并对这些都进行了检验和审查，描述了有关《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

工作、有关遗传资源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委员会会议、《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国际条约》。这一章还探讨了当地人民、农村社区、国家政策层面及国际组织

在遗传资源保护上采取的不同方式，明确作物遗传多样性的用途。 
第 4 章介绍了遗传多样性的基本概念及其在植物种群中的测量方法，包括种

 科
学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6· 作物田间与在地遗传多样性：研究实践中的原理和应用 

 

群规模和进化能力(选择、突变、重组和迁移等因素)如何影响遗传多样性的程度

及分布，此外还有繁殖生物学的影响、繁殖(交配)系统、授粉和种子资源的传播

等内容。第 5 章的主要目的是为读者提供获取和分析数据的工具与方法，以了解

遗传多样性在农作物中的分布程度，包括从农学到生物学再到分子生物学的方法，

如与农民合作获得多样性分布信息和数据的手段，以及农民自身如何看待多样性

并进行分类。本章强调了参与式方法的重要性，需要与农民社区达成明确的共同

协定，并优先获得数据收集和使用者等各方的同意。 
在不同海拔、坡度、坡向、降水量、温度、光照强度、风速和 CO2 条件下，

与质地、繁殖力、土壤毒性相结合，传粉者、害虫和地下有机物都对农业生态系

统中传统作物品种的分布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第 6 章提供了识别和描述影响作

物遗传多样性和生产力的关键环境因素的基本方法，包括农民对生物物理环境的

了解及其对周围生态过程的感知和观念等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方法。这一章还介绍

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作物遗传多样性在支持生态系统功能中的潜在作用。第 7
章探讨了作物品种在环境胁迫中的进化，阐明作物在不利环境中应对环境压力，

以及传统作物种内遗传多样性应对环境压力的基本原则。本章通过现代和传统作

物品种的比较，介绍了抗逆性、抗应激能力、生物胁迫、非生物胁迫的基本概念，

以及对其进行衡量的指标。在异质性环境及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下，适应特定环

境的多样性和作物自身的遗传多样性都是维持生产力的重要保证，两种多样性的

利用是有区别的。本章详细讨论的是遗传多样性、减少当前损害，以及降低基因

易损性或减少病虫害对未来农作物造成的潜在损失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文化可以被定义为社区同它的自然、历史和社会环境随时间推移而相互作用

的特定表现形式。这些环境不仅满足人们对于食物、饲料、水、药品和其他自然

资源的物质需求，也为道德价值观、神圣空间的观念、审美经验以及源自周围环

境的个人或群体特性提供依据。第 8 章是关于农民和农业社区的描述，他们在自

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经济环境中维持了作物的遗传多样性，描述内容包括年龄、

性别、亲缘关系、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相对财富、社会地位、种族和语言。

描述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方法也为理解人类利用和管理作物遗传资源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利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来分析社会、文化和经济等因素如何影响

作物遗传多样性的形成模式，范围包括农民及其家庭、生活圈、农业社区或正式

农业协会等。 
第 9 章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说明衡量田间多样性价值的指标和方法。出发点

不同，生产系统中的私有价值、公共价值以及被经济学家称作“总经济价值”所

需要的评价指标也会有所不同。本章讨论了“品种的选择”(种植哪些品种)和不

同作物的种植面积比例，提供了一些指导性意见，探究社会、文化、经济、田间

多样性和影响农民多元化决策的外部因素之间的联系。这包括了解作物遗传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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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产量的直接影响，这种影响效果与使用肥料、增加劳动力、控制种子类型等

生产投入息息相关，甚至能直接影响作物的性能或减轻损害，这与使用杀虫剂、

杀菌剂、选择抗性品种等可控输入因素相关。虽然不能直接增加产量，但可以减

轻病虫害对作物的影响，并在因果关系和多元回归分析测试中引入了计量经济学

模型。第 9 章还介绍了一些理解作物遗传多样性的市场或非市场价值的工具，提

出以创建市场链的方式来利用作物遗传多样性的基本原则。 
第 10 章介绍了政策和法律体制如何约束或阻碍农民保护和管理植物多样性，

旨在激励农民在农田中继续使用植物遗传资源，并对分析、制定以农民为导向的

政策措施的概念与方法进行综述，让农民的权利意识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国际条约》相一致。本章还探讨了政策工具如何确保技术符合农业现代化的目

的，内容包括种子法、知识产权问题以及植物品种保护的替代办法。本章构建了

政策形成过程的基本框架，包括确定政策改革区域、了解政策运用范围的背景情

况，以及政策研究发展所需参与式工具的落实。本章还提供了识别参与政策评估

及制定的利益相关者的方法和途径。 
第 11 章从作物生产的角度出发，更详细地说明了持续塑造作物多样性结构及

其演化的过程。本章还阐述了不同的进化力量，如迁移、基因流和选择在作物生

产的不同阶段影响作物多样性的程度。选择作为主要的进化动力，其重要性在一

个单独的章节中进行了讨论。本章也介绍了种子系统(农民和农业社区在生产实践

中用以确保传统品种种子活性的过程)，它是传统品种保护的主要途径之一。本章

最后一节介绍空间和时间尺度，以及社区管理资源的方法都可以影响传统品种的

保存。 
要在农业生产系统中发展和支持作物遗传多样性的利用与保护，不仅需要资

源和数据的专业收集与计算，还需要培养许多个人和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并动

员基层团体和组织开展实质性行动。虽然多方面合作很容易被忽略，但它是落实

田间保护的基本要素。第 12 章首先介绍了参与者的范围，以及必需的关系类型，

在这个群体中，责任和利益都可以共享。最后，该章介绍了一种组合方法，在此

前章节中已有介绍，即确定一系列行动方案，以支持传统作物品种的保护与利用。 
最后一章引导读者回到核心问题：我们为何需要保护农业生产体系中的作物

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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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1  传统品种，也称为地方品种、农家品种、民间品种，常常是蕴含着遗传可变性和遗传

完整性的种内变异。农民认识到传统品种的特性，选择他们所需的性状，并为之命名 
左上：尼泊尔的传统水稻品种；右上：摩洛哥农民在区分两个蚕豆品种；左下：越南顺化一个多样性展示区栽培

的传统芋头品种；右下：布基纳法索妇女在描述当地的珍珠稷品种。照片来源：R. Vodouhe(左上)，B. Sthapit(左
下)，D. Jarvis(右上和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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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农业起源、作物驯化与多样性中心 

阅读完本章，读者应了解以下内容。 
(1)农业和作物的出现。 
(2)与驯化相关的特征或性状。 
(3)驯化过程与在此过程中发生的遗传变异。 
(4)全球作物多样性中心。 
本章前半部分回顾了农业的起源、作物的驯化、驯化所包含的过程、人类选

择进行驯化的物种所发生的遗传变异等内容。现代作物的多样性反映了驯化过程

和不同作物的后续演变，这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变革、发展和人类全球迁徙而形成

的。世界上有些地方具有丰富的作物多样性，而这些“多样性中心”似乎往往与

许多主要作物的驯化相关联，与目前所见到的众多不同品种也有所联系。 
本章后半部分描述了这些多样性中心的定义和这个概念随后的发展。驯化和

演变的持续过程，以及农民、社区和社会不断变化的作物管理方法继续影响我们

目前所看到的变化中的多样性模式。无论在公认的多样性中心还是在中心之外，

都是如此。 
Harris 和 Hillman(1989)、Barker(2009)等学者从多学科角度研究了作物的进化

和驯化，Weiss 等(2004)给出了考古学方面的观点。近期更多的研究涉及从分子层

面获得的信息，包括 Fuller(2007)对“旧大陆作物”、Pickersgill(2007)对“新大陆

作物”的梳理，Burger 等(2008)以及 Purugganan 和 Fuller(2009)对驯化过程的综述，

Miller 和 Gross(2011)概述了一年生与多年生作物在驯化方面的差异。对个别作物驯

化途径的描述可以在 Sauer(1993)以及 Smartt 和 Simmonds(1995)的论文中找到。 

2.1  农业和作物的起源 

考古学文献记载，早在 20 000～25 000 年前人类就开始食用野生谷物了(Weiss 
et al.，2004)。在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也就是 11 000～13 000 年前，耕作

栽培就开始逐渐替代了采集渔猎。至少 13 000 年前，美洲的作物驯化在人类出现不

久后就发生了。有证据显示，在世界上多达 24 个不同的地区，采集和狩猎群体开始

独立栽种食用植物。在 13 个不同地区，谷物都是早期耕作的种类(Purugganan and 
Fuller，2009)。而在此后的几千年里，世界上不同地区有许多物种被驯化了，如中东

地区(星月沃地和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中美洲、安第斯山脉中段、撒哈

拉以南的非洲西部、东非高地和埃塞俄比亚、印度多个地区、新几内亚与华莱西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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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尼西亚及新几内亚)和中亚地区。表 2.1(Purugganan and Fuller，2009；Miller and 
Gross，2011)总结了有关作物驯化地点及推测得到的驯化时间等信息。 

表 2.1  一些主要种子类、块根类作物的驯化地点与时间* 
地点 作物 被驯化时间(到现在的年数) 

北美洲东部 鹅掌藜麦 Chenopodium berlandieri 
向日葵 Helianthus annuus 

4 000～4 500 
4 000 

中美洲 
西葫芦 Cucurbita pepo 
玉米 Zea mays 
菜豆 Phaseolus vulgaris 

10 000 
2 500～9 000 

南美洲新热带区的北部低地 

木薯 Manihot esculenta 
南瓜 Cucurbita moschata 
番薯 Ipomoea batatas 
花生 Arapis hypogaea 

6 000 
8 000～9 000 
4 000 
8 500 

安第斯山脉 

藜麦 Chenopodium quinoa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块茎酢浆草 Oxalis tuberosa 
棉豆 Phaseolus lunatus 
菜豆 Phaseolus vulgaris 

5 000 
8 000 
3 000 
5 000 
4 000 

西非 

珍珠稷 Pennisetum glaucum 
豇豆 Vigna unguiculata 
光稃稻 Oryza glaberrima 
山药 Dioscorea rotunda 

4 500 
3 700 
＜3 000 
存疑 

苏丹以东非洲 高粱 Sorghum bicolor ＞4 000 

东非高地 埃塞俄比亚画眉草 Eragrostis tef 
龙爪稷 Eleusine corocana 

4 000? 

近东 

小麦属(硬质小麦、面包小麦)Triticum spp.
大麦 Hordeum vulgare 
小扁豆 Lens culinaris 
豌豆 Pisum sativum 
鹰嘴豆 Cicer arietinum 
蚕豆 Vicia faba 

10 000～13 000 

中亚 苹果 Malus×domestica 
梨 Pyrus communis 

 

印度 
黑吉豆 Vigna mungo 
绿豆 Vigna radiata 
籼稻 Oryza sativa ssp. indica 

5 000 
 
4 500～8 500 

中国 

粟 Setaria italica 
大豆 Glycine max 
粳稻 Oryza sativa ssp. japonica 
芋头 Colocasia 
桃 Prunus persica 

8 000 
4 500? 
6 000～9 000 
存疑 
3 000? 

新几内亚和华莱西亚 
芋头 Colocasia esulenta 
甘薯 Dioscorea esculenta 
小果野蕉 Musa acuminata 

7 000 

———————— 
* 译者注：部分作物如芋头、小果野蕉的起源地仍然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花生”的拉丁名原著有误，应为

Arachis hypogaea，“龙爪稷”的拉丁名原著有误，应为 Eleusine coracana；“籼稻”的拉丁名原著有误，应为 Oryza 
sativa var. indica；“粳稻”的拉丁名原著有误，应为 Oryza sativa var. japo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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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地区，最早被驯化的作物包括单粒小麦和二粒小麦、大麦、蚕豆、豌

豆、鹰嘴豆、小扁豆，以及油橄榄和无花果。在亚洲，粟的驯化发生在中国北方，

而粳稻的驯化发生在中国长江流域，籼稻推测是在印度被驯化的。南瓜和玉米的

驯化则可追溯到 7000～10 000 年前的中美洲。在南美洲，菜豆、番薯和马铃薯的

驯化可以追溯到大约 8000 年以前，棉豆(Phaseolus lunatus)和厄瓜多尔南瓜

(Cucurbita ecuadoriensis)则可能更早(也许早在 10 000 年以前即已被驯化)。 
非洲的作物驯化可能发生得较晚(在 3000～5000 年以前)，像龙爪稷(Eleusine 

coracana)、珍珠稷(Pennisetum glaucum)、高粱(Sorghum bicolor)这样的作物很有

可能是在撒哈拉的南部边缘被驯化的(Barker，2009)。葫芦(Lagenaria siceraria)
是非洲的本土植物，并且可能早在 10 000 年前就在非洲被驯化了，它被用作容器，

而不是食用作物。考古学证据表明，葫芦是在晚更新世期间从亚洲传到美洲的

(Erickson et al.，2006)，这就意味着这个物种是最早被驯化的作物之一(Zeder et al.，
2006)。 

2.2  驯化带来的改变 

被我们驯化的多数植物物种，仅来源于有限的几个科。最重要的科包括禾本

科(谷物和甘蔗)，豆科(豆类)，茄科(马铃薯、番茄和辣椒)，葫芦科(南瓜、黄瓜、

甜瓜和葫芦)，伞形科的蔬菜、药材和香料，十字花科(蔬菜和油料)，蔷薇科的温

带果树，棕榈科(椰子、油棕)。某些属也尤为重要，如葱属(洋葱)、芸薹属(油菜

和甘蓝类蔬菜)、菜豆属(不同豆类)、薯蓣属(山药)和棉属(棉花)。 
作物驯化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人类对这些植物物种的利用使它们在形态学

和生理学上都发生了改变，而这些改变也使得目前被驯化的类群与它们的野生

祖先和近缘类群都不一样(Hancock，2004；Purugganan and Fuller，2009)。将考

古学与历史的证据联系起来，同时结合遗传学和基因表达上的研究，以及目前

作物驯化的模式和不同社会利用作物的方式，才能对作物驯化的历史进行综合

阐述。 
作物驯化使作物物种适应于人类的耕种。它包括对作物性状的筛选，这些性

状可以使作物无论在受干扰的环境还是在受到良好管理的环境中都可以顺利发芽

生长，使作物更容易采收、产量更高、便于储运(如谷物、水果、花、叶、茎、根

和块茎)。驯化既包括对所需属性的有意选择，也包括耕作和采收过程中对性状的

无意识选择(即植物生长所处的不断变化的农业生态环境)。驯化直到今天仍在继

续，尤其在那些农民会不断把野生植物引入耕作体系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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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禾谷类作物如小麦、大麦、水稻、小米和高粱，驯化伴随着一些典型

性状的变化，即种子落粒现象(当种子成熟时自由散播)的减少以及谷物粒度大

小的增加，其他还包括种子休眠的减少(播种后一起发芽)、分蘖同步、生长习

性逐步明确、成熟期更为一致。对于玉米，植物分枝的减少使其形成了单一且

巨大的秆，同时伴随着雄性和雌性花序数量的减少。以收获种子为主的豆类作

物如菜豆、小扁豆、鹰嘴豆、黄豆和蚕豆也表现出了相似的变化，即豆荚成熟

期更加同步、种子变大，以及更加明确的生长习性。对于油料作物，如向日葵

和白菜型油菜，虽然这些作物中某些种类的驯

化过程并不完全相同，但出现了相似的种子特

性。例如，果荚脱落现象依然在芝麻中保留，

在传统白菜型油菜品种中也存在相同的现象。 
像木薯、山药、番薯、马铃薯这样的作物，

驯化导致了其成熟的根或块茎等贮藏器官明

显增大。在这些作物中，这样的选择也导致种

子繁殖局部或全部退化，营养繁殖成为主流。

大部分蔬菜作物也出现特殊器官的显著增大，

如洋葱的鳞茎、卷心菜和生菜的叶子、花椰菜

的成熟花蕾，此外还有南瓜、辣椒、番茄、茄

子、秋葵和香蕉，以及多年生果树苹果、梨、

油橄榄、椰枣、杧果、鳄梨等。表 2.2 列出了

与作物驯化有关的特性，表 2.3 给出了作物及

其发生的变化的例子。 
 

续表     

特点 野生(原始)状态 驯化(衍生)状态 一年生作物举例* 多年生作物举例 

繁育系统 异花授粉 
雌雄异体 

自花授粉 
雌全异株，雄全同株，雌雄同体

水稻，蚕豆 杏，葡萄，番木瓜，李子 
黑胡椒，葡萄，角豆 

繁殖方式 有性繁殖 

通过单性结实进行无性繁殖  无花果，紫槟榔青，香蕉，

开心果，梨 

通过珠心形胚胎进行无性繁殖  柑橘类 

人工单性结实进行无性繁殖(嫁

接、压条生根法、扦插) 
 大约 75%的多年生栽培作

物 

通过块根或块茎进行无性繁殖 木薯，山药，马铃薯，

甘薯 
 

———————— 
* 译者注：木薯、山药、马铃薯、甘薯等并非一年生作物，但栽培者当年或者次年收获 

表 2.2  与作物驯化有关的一些特性 

与驯化有关的共性 

繁殖力提高 

种子和果实更大 

更均匀且更迅速地发芽 

从更深的土壤中发芽 

更加一致地成熟 

没有开裂的种子和果实 

自花传粉 

趋向于每年收获和年产量循环 

适口性增强 

颜色改变 

防御系统丧失 

对当地环境的适应性增强 

围绕某个表型特征的变化更多 

表 2.3  与作物驯化有关的变化，以及发生这些变化的一年生和多年生作物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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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特点 野生(原始)状态 驯化(衍生)状态 一年生作物举例* 多年生作物举例 

花序 

不可育花 不可育花变为可育花 谷物 

 花序轻微脱落 花序无脱落现象 小麦，大麦，水稻 
谷物，向日葵，豆类

种子 

较小 较大 大多数谷物，向日葵，

豆类   

结实率低 结实率高 亚麻 

果实 

毒素较多 毒素较少 南瓜属植物 杏 

含油量低 含油量高 亚麻，向日葵 丁香 

高休眠率 低休眠率 豆类，水稻 Polaskia(仙人掌) 

果实一致性较好 颜色、大小和形状变化较大 鹰嘴豆，番茄，辣椒 苹果 

果实较小 果实较大 豆类，番茄 大多数水果作物，橄榄，

椰枣，葡萄，石榴，苹果，

李子，杧果，香蕉 

含油量低 含油量高  橄榄 

果实开裂 果实不开裂 豆类 木棉 

壳的厚度 厚 
薄 

薄 
厚 

 美洲山核桃，杏 
葫芦 

防御系统 多刺 无刺 茄子 橄榄，李子，木棉 

生长型 

多年生 按一年生作物栽培 番茄，辣椒，茄子  

不确定性生长 确定性生长 谷物，向日葵，大豆  

高大 矮小 
 

鳄梨，椰子，番木瓜，苹

果，樱桃，桃，梨，李子，

柑橘 

倍性 二倍体 多倍体 硬质小麦和面包小

麦，花生 猕猴桃，面包果，酸樱桃 

注：引自 Miller 和 Gross(2011)，稍作修改 

在某些作物中，其多样性可以追溯到单一区域，或者只涉及一个过程，甚至

可以追溯到某个基因链，如玉米、向日葵和单粒小麦，尽管它们可能不止一次被

驯化，而且其他世系已经灭绝或被取代。近期的分子分析表明，水稻的情况很可

能也是如此(Molina et al.，2011)。至于菜豆和南瓜，它们至少有两个可以被辨认

出来的不同世系，这表明了它们在不同地方分别被驯化(关于菜豆的驯化可查阅资

料框 2.1)。而对于四倍体小麦、大麦这样的主要作物，它们被驯化的次数仍不确

定(Burger et al.，2008)。甚至某些驯化后的作物与它们的野生祖先产生了生殖隔

离，尽管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假设作物与其野生祖先之间会发生基因交

流。在许多作物中，尤其是果树，它们的驯化涉及多个地方(通常分属不同的地理

区域)，有着复杂的杂交史，而且是由不同人群对新品种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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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框 2.1  不同作物的驯化途径 
A. 高粱(Sorghum bicolor) 

狩猎聚居的人们似乎早在 10 000 年前就开始食用高粱了，而它的驯化起源

于埃塞俄比亚及其周边国家，但是驯化可能发生在围绕包括西非和中非热带稀

树草原的非洲的许多不同地方。在非洲的不同区域，自然选择作用看起来对不

同类型和许多品种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高粱是在 3000～3500 年以前传播到印

度的，随后传到中东和东亚。随着迁移，驯化使作物逐渐朝着籽粒更大、种子

不破裂和圆锥花序更加紧凑的方向发展。Harlan 和 deWet(1971)基于形态学识别

出 5 个主要的高粱栽培品种：①双色高粱，广泛分布在非洲的热带草原和亚洲；

②顶尖高粱，在苏丹中部及周边地区被发现；③几内亚高粱，在非洲东部和西

部都有生长；④多脉高粱，主要见于阿拉伯半岛和小亚细亚；⑤卡佛尔高粱，

主要在南非种植。驯化的数量性状基因座(QTL)已经在高粱中被鉴定出来，并

且在基因组的不同区域被定位(Hancock，2004；Smartt and Simmonds，1995)。 
B. 菜豆(Phaseolus vulgaris) 

野生菜豆在美洲有广泛分布，从墨西哥一直到中美洲，南边沿着安第斯山

脉延伸到秘鲁、玻利维亚和阿根廷。从墨西哥到中美洲分布的北部群体，从遗

传学和形态学角度来看，都与分布于南端的群体存在较大差异，并且表现出不

完全的生殖隔离。在考古遗址中，并没有保存得很好的菜豆残体，因此考古学

记载的情况不佳，但是中美洲的考古记录表明菜豆的驯化大约出现在 2500 年前，

而在南美洲，考古遗址出土的菜豆残体的时间还要更早，可以追溯到 4400 年以

前。对种子储藏蛋白质和 DNA 多样性的研究表明，菜豆至少是在中美洲的某个

地方或安第斯山脉的某个地方(很有可能是秘鲁南部的安第斯山区)被独立驯

化，而不是在南美洲被一次驯化后再往北扩散到墨西哥。这在目前的多样性模

式上也有所反映，如中美洲与安第斯山脉所种植的植物基因库之间存在局部的

生殖隔离(Gepts，1998；Kaplan and Lynch，1999；Chacón et al.，2005)。 
C. 香蕉(Musq* spp.) 

大多数可食用香蕉属于芭蕉属(Musa)的 Eu-musa 组，并且是杂交得到的二倍

体或三倍体，只来自与小果野蕉(Musa acuminata)(基因组 A)或与野蕉(Musa 
balbisiana)(基因组 B)的杂交。Fe’i 是一个小类群，仅见于太平洋区域并且源于澳

蕉种。香蕉驯化的第一个阶段包括东南亚和美拉尼西亚的人们将小果野蕉中产生

地理隔离的亚种进行杂交。考古学证据表明这发生在 6440～6950 年以前。驯化的

单性结实二倍体香蕉是由于人为地将繁殖范围外的所谓栽培野生型引入繁殖中，

小果野蕉和野蕉等当地物种杂交而形成的。语言学和其他证据表明它们至少有 3

———————— 
* 译者注：香蕉的拉丁名原著有误，应为 Musa 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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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的交汇区：①新几内亚和爪哇岛；②新几内亚和菲律宾；③菲律宾群岛、

加里曼丹岛和东南亚大陆之间。三倍体香蕉有不同的基因组，如 AAA、AAB 或

者 ABB，它们在这些不同的交汇区单独出现。 
对于许多三倍体亚类群，有 3 个值得注意，因为它们在远离起源区的地方被

大量种植：非洲 AAA“Mutika Lu-jugira”、AAB“非洲大蕉”，AAB(原书有误，

应为 ABB——译者注)“太平洋大蕉”。大量的栽培型、长期的体细胞克隆变异，

以及在中非的芭蕉属植物化石证据表明，每一个亚类群的古老祖先都可以追溯到

2500 年前(Zeder et al.，2006；Perriera et al.，2011)。 

与其野生原始种相比，作物的驯化常常包含作物在生殖生物学方面的变化。

许多像水稻、番茄和芜菁(Brassica rapa)这样的自花授粉作物，它们的野生祖先

及相关野生物种在遗传上都是杂交生物，许多重要水果和坚果类作物也有这种情

况，如杏仁、葡萄和番木瓜。块根和块茎作物变得很少产生种子，或者或多或少

地被抑制，如山药、木薯和马铃薯。人工种植的香蕉几乎不产生种子，从而使作

物的改良和新品种的培育变得相当困难。不育性障碍可能是全部或者部分存在的，

并且似乎通过不同的机制已经发展了多代，这些机制包括物理分隔、花期交替及

细胞学上的变化，如倍性的改变和染色体重组，以阻止减数分裂时期的成功配对。 
大约有 4/5 的作物是同源多倍体、二倍体，或两者都是(Hancock，2004)，这

也是一种隔离机制，并且从人类耕种的角度来看，这种特性还有其他优势，如体型

更大。芸薹类植物就是一个典型的杂合体，二倍体在其中拥有重要的地位。芸薹类

植物中的 3 种二倍体作物[埃塞俄比亚油菜(Brassica carinata)、芥菜(B. juncea)、欧

洲油菜(B. napus)]是 3 个二倍体物种[黑芥(B. nigra)、甘蓝(B. oleracea)、芜菁]杂
交得到的后代。 

在被驯化的作物中，一般而言其多样性都十分有限，仅为它们原始种或野生

近缘种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这是由单一的驯化过程所导致的，如小麦或小扁

豆，或者是由有限的驯化过程所导致的，如菜豆。这些情况仅发生在特定地区，

并且只涉及原始种整个基因库的很少一部分。这种建立者效应带来种群遗传瓶颈。

因此，在小麦属(Triticum)植物中，六倍体面包小麦的核苷酸多样性只有野生四倍

体祖先中所发现的核苷酸多样性的一半，而硬质小麦的核苷酸多样性似乎比六倍

体面包小麦还要低。 
许多多年生果树的种群遗传瓶颈效应不显著，相比于一年生作物而言，它们

更多地保持了野生原始种中的遗传变异比例(Miller and Gross，2011)。这些普遍

现象也有例外，如红毛丹和山竹。大多数多年生水果作物有较长的世代时间，且

多靠无性繁殖。一个理想的品种可以维持数百年的时间，如欧洲一些起源于 18～
19 世纪的苹果和梨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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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期间种群遗传瓶颈效应发生的结果之一就是有价值的基因依旧保留在野

生近缘种内。在作物改良中，作物野生近缘种的应用在过去 50 年中开始渐渐引起

人们的兴趣，尤其是那些很相近的作物野生近缘种或它们的野生祖先，其抗病基因

尤其具有价值。例如，超过 35 种抗病基因最初在番茄属(Lycopersicon)植物中被发

现，并且被用于提高番茄的抗病性(Bai and Lindhout，2007)。来自野生近缘种的基

因，如从疣粒野生稻(Oryza rupifogon)中发现的既对非生物逆境具有抗性又能增产

的基因，被转移到栽培稻中进行表达。由于许多作物和它们的野生近缘种是可杂交

的，因此为新性状的出现和持续几个世纪的驯化提供了机会。即使在今天，农民也

允许这样的杂交产物保留在他们的品种里(Jarvis and Hodgkin，1999)，或者运用野

生近缘种来为新的驯化作物提供育种材料，如西非的山药(Scarcelli et al.，2006b)。 
与野生原始种的遗传多样性相比，驯化作物遗传多样性普遍降低，但某些性

状的变异通常增加。随着作物传播、迁移到新的区域，它们对不同农业生态环境

的适应性也随之出现。小麦、大麦、小扁豆和豌豆从星月沃地传播出去，十分快

速地往东(巴基斯坦)和往西(希腊和地中海西部)蔓延。往北越过了巴尔干半岛以

后，需要作物适应更冷凉的生长环境和不同的白昼长度，这涉及谷物春化作用的

形成、光期钝感类型的发展。小扁豆和鹰嘴豆这样的作物并没有适应当地环境，

而是选择保留着与更温暖气候相适应的特征，而大麦、小麦、豌豆和蚕豆进化出

了相应的适应特征(Purugganan and Fuller，2009)。 
作物驯化是人类选择的结果。对于迄今已知的农作物驯化品种的多样性而言，

人类的文化和社会偏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选择带壳的还是裸露的大麦，选择两

棱大麦还是六棱大麦，在欧洲的一些地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由于当地人们

对变种的选择有不同的喜好。文化选择与当地食物偏好相关联的例子也很多，包括

对一系列作物特性的选择。例如，对玉米(墨西哥)中突然出现的性状与长期变化性

状进行选择，对印度香米和泰国茉莉香米有关性状的选择。至少在 8 种不同的现代

谷物品种中研究发现，降低淀粉酶的水平会引起黏性性状的产生(Sakamoto，1996)。 
长期以来，品种的不同性状都能得到应用，做到物尽其用，一些明显的性状

特征经常被用于选种，这些性状特征也是鉴别品种的形态指标(见第 5 章)。例如，

根据高粱的甜度来鉴别不同品种，根据梨、苹果和其他水果的果实大小、形状、

成熟特点来鉴别不同品种，根据马铃薯的不同形状来鉴别不同品种。在世界的不

同地区，许多蔬菜种类产生了诸多作物类型，芸薹属植物的变化就是最明显的例

子。在欧洲，甘蓝至少已经产生了 10 种不同的品种：甘蓝(葫芦茎状甘蓝、千头

甘蓝、皱叶甘蓝、散叶甘蓝)，卷心菜(有许多品种，圆形的、尖形的、皱皮的、

红色的)，羽衣甘蓝，抱子甘蓝，西兰花，花椰菜(有许多品种，白色的、绿色的、

罗马花椰菜)。对叶、茎、腋生芽、花等性状的选择，产生了不同的甘蓝品种 kohlrabi。
中国芥菜也是多样性丰富的蔬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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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驯化的进程 

在“农业革命”之前，依靠狩猎和采集生活的部落聚集成社区，管理他们所

居住的景观，植物和动物也是景观的一部分，如今他们依然这样做。各部落有着

关于生物资源的传统知识。Yen(1989)把这种环境管理称作“环境驯化”，包括偶

然的方面(在居住地中心改善荒地使土地肥沃，并且改变当地的植被)，还有很多

人为的活动，如在山谷控制洪水、火种的利用、管理周围的植被尤其是重要的植

被(有价值的树种和药用植物物种)。 
关于农业和驯化发展的驱动力存在着争议。农业的发展伴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

国家、城市的发展，以及越来越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分工不同，不同的群体

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如 Weisdorf，2005)。天气变化，尤其是当前越来越干旱、越来越

温暖的气候可能是物种驯化的主要动力。这 3 个因素(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通过作

物驯化提高食物供应量、气候变化)很可能共同作用，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驱动力。 
一些调查(Hillman and Davies，1990)显示，驯化发生的时间相对较短。对于

作物而言，驯化或许相对迅速。这个假说把驯化看成这样一个事件，即作物经过

几代(或者十几代)从野生物种被驯化为具有一些重要突变性状的优良物种，如结

实不脱落的谷物。 
然而，考古学的证据显示，从“完全野生”到“完全驯化”需要一段相当长的

时间。但经典研究或许表明，作物种子不脱落的性状演化时间可能不足 100 年，考

古学研究则认为大麦将种子固定生长在茎上的性状演化花了大约 2000 年。同样，

在小麦和水稻中这种特性的演化也用了很长的时间(Purugganan and Fuller，2009)。
种子大小这一性状的演化似乎耗时极长(尽管在 500～1000 年中，在星月沃地的一

些地区，相对于种子不脱落这一性状而言，种子大小性状的变化不是太明显)。最

近一项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种子粒度大小的形成明显早于种子不脱落性状的

形成，这表明和作物驯化相关的不同特性的进化是不同步的(Fuller，2007)。
Purugganan 和 Fuller(2009)指出，大麦、小麦、水稻种子不脱落特性演化的速率或

许为每年 0.03%～0.04%，这显示了对于这种性状的微弱选择力。 
关于作物驯化的研究倾向于关注主要农作物，尤其是起源于中东的主要农作

物，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东地区有大量的考古学证据。在起源于其他地区的

农作物中获得的新证据表明，作物驯化的进程比我们之前认为的更加多样。 
Meyer 等(2012)评估了 203 种主要和次要食用作物的驯化资料。他们认为，

对少数几种主要作物中的“经典”性状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包括染色体倍性的

改变、器官落粒性、多倍体的起源)，然而这些性状在范围更广的作物中并不是那

么常见。这或许反映了驯化程度之间的差异性，但却提醒我们，作物性状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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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危险的，作物驯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把考古学信息与分子数据分析的

信息结合起来，有可能在更加广泛的作物范围内阐明驯化的进程，这种分析方法

阐明了作物基因变异和基因组倍性改变的原理，为现今栽培的小麦品种的成功驯

化奠定了基础(Dubcovsky and Dvorak，2007)。 

2.4  驯化的遗传因素 

对种子作物一系列性状的驯化有时被称为“综合驯化”(Hammer，1984)，对

于控制这些性状基因的识别，是多年的研究兴趣点所在。表 2.4 列出了综合驯化

的两种作物(小麦和豌豆)的主要性状。 

表 2.4  小麦和豌豆中与“综合驯化”有关的一些性状 

小麦 豌豆 

落叶减少 豆荚果皮不开裂 

失去坚硬的颖壳 种子增大 

种子增大 株高降低 

分蘖数目减少 基部分枝数减少 

更加直立地生长 日中性 

缩短种子休眠 缩短种子休眠 

注：小麦资料引自 Dubcovsky 和 Dvorak(2007)；豌豆资料引自 Weeden(2007) 

许多与驯化相关的性状仅由少数基因所控制。在水稻中，植物器官不脱落这种性

状由单个基因位点控制，然而在高粱、珍珠稷、大麦中有两个基因位点参与这种性状

的驯化，上述例子中谈到的基因都是隐性的。在玉米和菜豆中，有限生长和无限生长

的性状被一个或两个基因所控制，向日葵和芝麻中的分枝性状也是如此(Hancock，
2004)。即使认为某些性状受大量基因调控，数量性状基因座分析却显示，每个调查

的性状都由少量的基因位点起主要作用(参见菜豆的例子，Koinage et al.，1996)。 
通过高分辨率作图、基因克隆和其他分子技术，可以更好地控制和驯化有关

的不同性状的基因。多样且复杂的基因结构图正在兴起。例如，Weeden(2007)得
出结论：豌豆的驯化除了和少量主要数量性状基因座相关外，至少还与 15 个已知

的基因相关。这些基因与蚕豆驯化的基因不同，说明在豆科植物的综合驯化中没

有共同的遗传基础。Vaughan 等(2007)注意到，驯化性状的等位基因经常可以在

野生近缘种的种群中被发现，他们还注意到参与驯化的转录调控因子常常属于不

同家族，而且基因和基因组的复制很重要。 
分子特性，尤其是数量性状基因座(多个基因影响一个特定的表型特征)是理

解植物驯化的遗传基础(请见第 5 章对分子方法的详细描述)。性状是选择的靶向，

影响性状的基因被称为“驯化基因”。研究的第一个驯化基因 teosinte branch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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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1)，在玉米植株的形态构成上影响了它的顶端优势，tb1 基因控制着玉米的分

蘖，不像它的野生近缘种蜀黍那样，玉米有着单一而粗壮的直立茎。 
数量性状基因座分析可以使我们监测与驯化性状相关的基因组区间，帮助我

们理解驯化所发生的改变是由许多影响小的因素引起的，还是由少量影响大的因

素引起的(影响较大的因素在作图群体中至少有 20%的表型差异)。数量性状基因

座分析显示，在一年生植物中，大量的驯化性状是由少数影响大的因素引起的，

但这种现象并不是普遍存在的(Burger et al.，2008)。例如，在玉米中有 10 个基因

位点控制器官脱落，在水稻中由 3 个基因位点控制，但是在高粱中只由 1 个基因

位点控制(Zeder et al.，2006)。 

2.5  多样性中心与起源中心 

在 20 世纪的前几十年，苏联农业植物学家瓦维洛夫(N. I. Vavilov)和他的合作

者对作物开展了大范围的广泛调查。瓦维洛夫认为苏联需要尽可能地从最大的范围

内引入多样的农作物，以改良作物品种从而适应该国的不同生长环境。瓦维洛夫考

察了苏联的各个地区，尤其是高加索山脉和亚洲中部，也前往邻近的国家，如阿富

汗、土耳其，以及中东地区的其他地方，并且到达了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国家。他还

考察了埃塞俄比亚、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美国的南部和中部

(Vavilov，1997)。瓦维洛夫的同事继续了他的探索，为植物工业联合协会(VIR，
即后来的瓦维洛夫研究所)探索植物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瓦维洛夫根据实地考察，以及回苏联后对所收集材料遗传多样性进行研究后，

将世界上的某些地区称为遗传多样性中心。他指出，那些区域也是主要农作物的起

源中心(Vavilov，1929；1945-1950)，为多山地区，并有证据表明这些地区曾经是

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包括墨西哥、美洲的中北部、美洲中部、安第斯山脉中部、地

中海流域、西亚(包括高加索地区)、中亚、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区、印度次大陆、东

南亚、中国(图 2.1)。更深入的研究展示了更加复杂的场景。在一些地区，作物起

源中心和多样性中心是对应的，但在其他地区，作物起源中心和多样性中心又有所

不同。Harlan(1971)指出，作物的多样性中心是小范围分布的，而他称之为非中心

的区域则在全世界广泛分布，如起源于非洲的高粱和起源于东南亚的香蕉。 
对假定的原始野生近缘种及传统品种进行分子水平的基因分析，为鉴定发生

主要驯化事件的可能的基因位点提供了新的信息。然而，需要谨慎解读这些分子

信息。考古学的证据显示，驯化发生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期，可能伴随着选择方

向和选择程度的变化，品种的保存显示了群体和文明的进步或者倒退。分子证据

显示，许多作物假定的生物起源中心经常位于瓦维洛夫认定的多样性中心的边缘。

多样性中心的概念在帮助我们理解观察到的多样性模式、集中力量收集品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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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护种质资源、为育种工作者寻找有潜在价值的变异或特异性状方面有巨大的

价值。 

 
图 2.1  瓦维洛夫提出的栽培作物的 8 个起源中心 
1. 中国；2. 印度；2a. 印度-马来区域；3. 亚洲中部，包括巴基斯坦、旁遮普、克什米尔地区、阿富汗和土耳其；

4. 近东地区；5. 地中海地区；6. 埃塞俄比亚；7. 墨西哥南部和美洲中部；8. 美洲南部(8. 厄瓜多尔、秘鲁、玻

利维亚，8a. 智利，8b. 巴西-巴拉圭)。资料来源：Harlan, 1971；翻印许可：美国科学促进会 

2.6  作物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 

作物遗传多样性的分布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作物及其品种

被农民和社群不断搬运。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开始发生在星月沃地，后来发展

到地中海区域和欧洲，保留在欧洲不同地区的早期作物证据揭示了农业革命发展

的速度以及农业在不同地区确立的时间。在土耳其南部和叙利亚发现的最早被驯

化作物的残体包括小麦、大麦、小扁豆和蚕豆，可以追溯到大约 10 000 年前。在

6000 年前，这批作物在希腊和意大利得到发展。在英国发现了更加适合北方气候

的农作物(小麦和大麦)，时间可以追溯到 3000 年前(Zohary and Hopf，1988)。单

种作物或者一批作物有着相同的迁移路线。随着作物的迁移，遗传多样性的新类

型也在发展，包括被作物占据的新领地上所发生的多样性丧失，与农民需求相关

的新突变的积累，以及作物对新的生长环境的适应。 
作物遗传多样性分布中最有趣的特征就是次级多样性中心的出现。在次级多样

性中心中，某些特定作物高度多样化，这些区域距离对应作物的起源中心十分遥远。

例如，埃塞俄比亚似乎是一些作物的次级多样性中心，包括大麦、小麦、小扁豆、

埃塞俄比亚画眉草(Eragrostis tef)和埃塞俄比亚油菜(Brassica carinata)。安第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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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的中心区域，除了是马铃薯的次级多样性中心，也是玉米的次级多样性中心。 
作物在其起源中心被驯化后不久，便借助人类活动开始扩散，从一块大陆穿

越到另一块大陆。近东地区的作物包括大麦、小麦、豌豆、小扁豆、野豌豆、蚕

豆、亚麻、葡萄等，扩散到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多瑙河、莱茵河流域，向东延伸

至印度北部，经阿拉伯半岛、也门向南抵达埃塞俄比亚。在 4000 年前，这些作物

传播到了中国。在印度发掘出的碳化植物遗骸可以追溯到大约 4600 年前，这些植

物经鉴定是非洲撒哈拉沙漠南部被驯化的小米(Zeder et al.，2006)。据估计，在东

南亚被驯化的香蕉，至少在 3000 年前引入东非(Zeder et al.，2006)。在世界的另

一边，从巴拿马热带雨林地区发现的木薯、块根类作物、玉米可以追溯到 5000
年以前。这些作物传播到巴西用了 2000 多年的时间(Piperno et al.，2000)。 

随后，沿着丝绸之路快速发展的贸易使作物散布到了欧亚大陆。从远古时期

到中世纪，香料通过海上和陆路从亚洲传到近东地区和欧洲。基因和考古植物学

研究揭示了古代印度洋贸易网络将非洲、阿拉伯半岛、南亚、远东地区连为一体。

大豆的早期扩散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关，随后从中国传入东亚和东南亚的其他

国家(DuBois et al.，2008)。 
史上最主要也是最快速的作物迁移，是在美洲和欧洲之间连通之后，随着哥

伦布航海而发展的，后来被称为哥伦布大交流(Crosby，2003)。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作物的扩散和适应发生得非常迅速，然而其他的却需要很长时间。作物扩散

导致了新的次级多样性中心的形成。例如，东非的菜豆品种十分多样，这是由南

美洲两个不同基因库的种质资源交换、随后的基因交流、杂交以及当地农民的选

择所造成的。在新环境中，一些作物的发展显然改变了其性状，新的突变类型能

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从而被农民接受并且固定下来。因此，与其起源地安第斯

山脉的马铃薯相比，北欧马铃薯的多样性相对较低，这是因为北欧马铃薯拥有使

它们适应新环境中长日照的基因。 
一些作物如何快速地成为欧洲(和美洲)农业耕作系统的一部分，是一个非常

有趣的问题。在一组由 Raphael 设计、由 Giovanni da Udine 于 1517 年(哥伦布第

一次航行到美洲新大陆后的 25 年)前后绘制的罗马壁画中，虽然没有马铃薯和番

茄，但我们可以发现精雕细刻出来的玉米和大豆(Caneva，1992)。 

2.7  作物驯化和传统品种的多样性分析 

作物驯化的程度，或者说我们理解的作物驯化后所拥有的性状范围，依作物

种类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一些谷物，如画眉草，仍然是小种子类型，这很难

管理；很多“驯化种”如不同类型的木薯仍然对人类有毒，在食用之前需要经过

特殊处理；果荚可能不开裂(如芝麻)或仅部分开裂的性状缺失。不同果树作物的

驯化程度千差万别：一些果树，如苹果，在不同环境中高度适应集约化栽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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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作物仍然保留了野生祖先的一些性状。以小麦和水稻的驯化为例，目前经历

了约 10 000 代；而对于生长周期长、依靠砧木维持的果树，驯化的世代数很少，

或许只有几十代。 
物种驯化至今仍在传统或者接近传统的农耕系统中继续发生，通过人为育种

来培育新作物。例如，在前述案例中，西非农民在森林边缘不断选择优质山药，

这里的林缘就分布着野生山药及杂草；而在危地马拉，人们将新的果树种类从野

外引种到庭院里(Galluzzi et al.，2010)。 
早期农民通过施加选择压力，创造了更加一致的作物，在驯化早期，或多或

少有一些独特品种开始出现。可以假设早期人工选择的关注点集中于与作物利用

相关的属性和农艺性状，如作物的成熟期，这些性状有助于作物的管理和收获。

无论如何，在驯化早期便已开始出现不同的品种。到第一次对作物进行描述的时

候(大约在 2500 年之前，由希腊人描述)，品种的概念已经确立，其特征性状也为

人所知。 
作物繁殖系统的性质和变化属性，对于早期传统品种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

在完全开放的远缘繁殖系统中，自交不亲和性为有性重组和多样性的产生提供了

条件，然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作物会存在以下风险：传粉过程不稳定、果实或

种子的安全无法保障、繁殖体不具备预期的性状等。无性繁殖和自花授粉使作物

避开有性繁殖的不确定性，但是无性繁殖完全稳定了基因型，自花授粉稳定了部

分基因型。这两种繁殖机制都有利于独特品系和品种的出现，这些品系和品种由

农民选择并命名，具有一定的持久性。 
理解作物驯化的过程以及与驯化相关的基因，为更好地进行传统品种多样性

分析提供了重要信息。同一作物中不同品系的存在、历史上栽培作物的不同起源、

参与驯化的基因可以帮助我们调查农耕系统中多样性的保存，也可以指导我们引

入新种源来提高当地育种材料的质量。多样性中心的甄别将注意力集中在世界上

一些重要的地域，这些地域对于作物的在地保护或者丰富且富有发展潜力的不同

种质资源材料，都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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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2  作物驯化是人类选择的结果。人类的选择和社会的偏爱对于如今发现的许多驯化作物

品种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 
左上：展示了在安第斯山脉中部的厄瓜多尔地区的马铃薯品种。右上：展示了在印度卡纳塔克邦班加罗尔地区的

龙爪稷(Eleusine coracana，一个未被重视且未被充分利用的物种)。安第斯山脉的中部和东南亚都是瓦维洛夫认定

的作物遗传多样性中心。左下：展示了驯化的持续过程。正如照片上所展示的那样，在肯尼亚东部地区的基图伊

一个农民在灌木丛中挖出了野山药(Dioscorea minutiflora)，种植在他自己的庭院里。右下：展示了在乌兹别克斯

坦的塔什干省帕尔肯特地区的一个农民在查看新疆野苹果(Malus sieversii)，该地区是瓦维洛夫认定的另一个多样

性中心。中亚大陆的农民不断把果树的野生近缘种带到他们的农业生产系统中，作为砧木和嫁接的材料。照片来

源：J. Tuxill(左上)，S. Padulosi(右上)，Y. Morimoto(左下)，D. Jarvis(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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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植物遗传资源及其保护与政策 

国际与国家作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历史回顾 

阅读完本章，读者需要掌握以下内容。 
(1)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的不同观点。 
(2)这些观点是如何影响当今国际及国家在作物遗传资源田间管理和使用中

的政策与方法的。 

3.1  自然、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 

本章我们将回顾国际和国家有关作物遗传资源保护的进展，这些信息形成了

当前对传统作物品种保护的争论和观点。在开展有助于理解、支持作物多样性维

持的工作时，当地居民、农村社区、国家遗传资源计划和国际组织或处理有关保

护和利用问题的协议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参与作物多样性形成、保护和利用的各

方人士之间，有时会出现利益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理解这种矛盾对于确定和实施

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作物多样性的合理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对遗传资源利用本质的认识存在明显的不同。一方认为管理、配置和使

用遗传资源是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的目标，如高产量和高收入(这一观点体现了人们

对植物遗传资源国家工作计划制定的许多努力)，另一方则是当地土著居民和许多

农村社区的观点。许多传统社区认为，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是大自然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正如 Sitting Bull 所说：“每粒种子都会苏醒，动物生命也是如此。

这种神秘的力量赋予了人类生命，也赋予了动物同样的生命权利，万物共同栖息

于此。”这种观点导致当地居民和政府之间关于如何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看法

产生明显分歧。正如一位评论员 Tirso Gonzales 所指出的：根植于西方社会的商业

文化与原住民社区的农耕文化存在着深层次的差异，包括文化、认识论(认识的方

式)、存在论(存在的方式)、宇宙论(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方式)等方面，然而早期人

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跨国界的农业研究、推广、教育、科学、知识和技术系

统，以及农村或农业发展中相对主要的、排他的或同化主义的理论和范式，都并

未考虑到这些差异(Tauli-Corpuz et al.，2010)。 
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观点也出现了类似的分歧。一个极端观点认为，当今

人类有责任保护大自然，并有责任为其子孙后代创造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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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极端观点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这与那些支持深生态学的人们所提出

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主张自然界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中维持微妙的平衡，生

态系统中的所有生命体之间相互依赖，和谐共存(Næss，1989)。当前的一些国际

协议，如《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履行过程中人们往往认为生物多样性是可以被人

为干预并赋予经济价值的。 
正是由于人类的干预、管理和持续选择，作物多样性才得以保存下来。从这

个意义上来讲，作物多样性可能是人类社会统治自然的结果，这种观点体现在植

物遗传资源的概念上，并影响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各个国家保护作物多样性的努

力，虽然这个概念并没有得到众多当地居民的认可和接受。即使是支持由农民、

牧民、育种家创造了部分遗传资源这一观点的人，在遗传资源的控制权、所有权、

管理权，以及如何从应用中获益方面，都存在许多不同意见。因此，传统作物品

种的田间保护就处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格局之中。本章主要是从国际的视

角讲述了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历史，并提出了一些影响田间保护工作的主要争论

和观点。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词汇和概念，它是由英文单

词“生物”和“多样性”合成而来，这个词最早被采用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参见

资料框 3.1)。事实上，一些用来描述作物多样性保护核心概念的词汇(如“生物多

样性”“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等)都是当时的新兴词汇。20 世纪 60 年代之

前，植物遗传资源这样的词汇是不存在的。有目的地对生物材料进行迁地保护和

就地保护的想法也是近些年才提出的。我们可以从早期的文献中发现，“保

育”(conservation)这个词在维持生物多样性中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词汇，以前用到

的是它的同义词“保护”(preservation)。这种保护带有一种责任色彩，即人们有

责任保护某个领域的生物或自然环境。 

资料框 3.1  生物多样性的定义 
“生物多样性”这一术语首次被使用是在 1968 年野生动物学家、环保主义

者 Raymond F. Dasmann 出版的《不一样的乡村》一书中，该书主要倡导对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在此之后，仅仅十多年的时间，这个术语便被广大学者广泛采

用。20 世纪 80 年代，该术语也在科学领域和环境政策领域广泛流传。托马斯 i洛
夫乔伊(Thomas Lovejoy)在《保护生物学》这本书的前言里将“生物多样性”这

一术语引入了学术圈。直到 1975 年，在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的一项保护自然

多样性的重要研究中，介绍了“自然多样性”这个术语并使其开始得到普及。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大自然保护协会出台的科学方案以及其会长 Robert E. 
Jenkins 与 Lovejoy 和当时美国其他保护协会的领军科学家都提倡使用“生物多

样性”这一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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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RC)举办的 1986 年全国生物多样性规

划论坛上，W. G. Rosen 提出了“生物多样性”这个单词的缩写形式，但是，这

个单词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 1988 年，昆虫学家威尔逊(E. O. Wilson)用这个

单词作为一次论坛会议的标题。 

支持植物遗传资源和传统品种保育与利用的项目伴随着大量激烈的争论开

展，涉及不同方面，包括如下几点。 
1)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形式应该得到规范认知。农业生物多样性作为总的多样

性的一部分，包括了人类和更广阔的景观范围内的所有其他要素(如非政府组织

ANDES 提出的方案：http://www.andes.org.pe/es/)，应该被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还

是人类为了进一步管理和使用而发展的一种资源(基因资源)？ 
2)遗传材料的所有权。农业生物多样性和传统品种应该属于数世纪以来参与

其发展和维持的农民、牧民、森林居民、渔民，属于其资源所有国(主要集中在南

半球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应该如 20 世纪 60 年代遗传资源保护工作人员提出的那

样，归为人类自然遗产资源？ 
3)农户、社区、植物育种家以及基因工程师所采取的方法对作物品种的持续

改良和品质提高做出了贡献，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很多品种才得以保存下来。

因此，他们的贡献应该得到认可并获得回报。 
4)单个个体自身的重要性(如传统的品种或种群)。它们作为作物品种未来选

择的基础或作为农业生态系统功能的一部分，连同其他所有成分，共同提供了一

系列的惠益或服务。 

3.2  植物采集者和收集者 

正如第 2 章所提到的那样，随着人类的迁移，作物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扩散。

许多作物从早期驯化中心开始传播，并且由于混合和杂交等形式产生了一些新的

作物品种，这些新品种逐渐适应新环境，成为适应新生产实践的新文化发展的一

部分。小麦和大麦经由中东地区传到欧洲，在 4500～5000 年前，英格兰中部栽种

了很多大麦和小麦，到罗马时代又出口到罗马，之后罗马人又带着他们征服的地

中海周围地区的新作物返回到了意大利。虽然他们并没有引进这些植物，但是他

们在贸易中带回了植物产品，如没药、乳香和香料等。在随后的 8 世纪、9 世纪，

随着伊斯兰教在地中海地区的传播，茄子、菠菜和西瓜等作物被引种到西西里岛

和西班牙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伟大的丝绸之路为产品和种子从东亚转移到欧洲

提供了路径。 
在美洲也有过类似的作物传播方式。玉米、豆类、南瓜、胡椒、可可、马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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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和木薯等作物，都被认为是在美洲大陆广泛范围内驯化的(Sauer，1993)。15
世纪末，随着欧洲和美洲大陆间的联系，其农作物之间也建立起了一种新的主要

传播方式。这些作物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得到广泛传播。玉米、菜豆、胡椒、

番茄以及随后的木薯等作物开始在旧大陆种植，与此同时，英格兰、苏格兰、法

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早期探险者和移民也把欧洲的农作物带到了新大陆。 
18～19 世纪，随着国际贸易往来的不断频繁，一些有用的新作物以及作物品

种的迁移也在持续增加。有时新作物的迁移会被当时的主要政权所控制，他们只

是为了寻找某种特定环境内的新作物(如斯里兰卡的茶叶)；有时他们则是为了打

破现有垄断而进行有意尝试。以橡胶为例，19 世纪 70 年代，Henry Wickham 爵士

从巴西带回了 70 000 粒种子到伦敦邱园，然后将其分发给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和

其他潜在的生产区域进行栽种。当时人们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具有潜在高价值

的庄园作物上，如棉花、甘蔗和油料作物，随后对观赏植物的兴趣也日益浓厚。 
自 20 世纪上半叶起，植物的育种和繁育研究不断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植

物育种工作者开展一些主要农作物如小麦、大麦、玉米和甘蔗等的收集工作。人

们用收集起来的这些作物品种来寻找和选择理想性状，并且将这些理想性状作为

作物杂交和选育的基础。这种方法最伟大的实践者当属苏联应用植物学管理局的

瓦维洛夫及其合作者。 
苏联在世界各地的遗传资源收集任务多达数百次，采集者带回各种各样的作

物遗传资源样品，通过对这些品种培育、研究，并进行各种杂交试验，以期培育

出新品种。到 1940 年，苏联应用植物学和新作物研究所已经收集了许多作物的遗

传资源，高达 250 000 份，其中包括 30 000 份小麦资源。按照设立在列宁格勒(现

为圣彼得堡)中央种子库的要求，这些用作研究的作物遗传资源被种植于苏联各地

的试验站及分站。瓦维洛夫利用这一巨大的种质资源收藏库，从地理学角度来理

解作物基因以及等位基因的分布和多样性的变化，提出了“作物多样性”和“起

源中心”的概念(参见第 2 章)，其中详细描述主要农作物变异的文章大多发表于

1935～1941 年(Loskutov，1999)。 
与瓦维洛夫同时代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如德国的 Stubbe、英国的 Percival 和

Hawkes、美国的 Harry Harlan)开展了很多类似的活动，并且从世界各地的传统品

种中收集了相当多的作物材料。收集的这些作物用来开展进化和遗传学方面的研

究，同时也是欧洲许多国家育种项目的基础。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的大

部分时间里，作物研究专家似乎相当频繁地去其他研究所或实验室进行访问，并

且与所访问的机构进行作物材料交换。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的 Bateson、L. R. Jones
和 Muller，英国的 Hawkes 和新西兰的 Frankel 都访问过瓦维洛夫研究所，瓦维洛

夫继续访问了其他的实验室，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因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种

访问交流才终止。 

 科
学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28· 作物田间与在地遗传多样性：研究实践中的原理和应用 

 

收集工作大多集中在遗传资源最丰富的地区，除了提供很多遗传学、考古学、

进化论方面的数据，还可以创造一些现代主义所追求的改良作物、牲畜品种，以

帮助人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创造“新人类”(Flitner，2003)，这一点颇受争议。

企业讲求实用性，旨在为国家提供农业新品种。瓦维洛夫的工作反映了苏联的农

业规模、当地的气候和农业多样性，以及培育适应国家各个地区的作物和品种的

必要性。 
虽然作物收集者、研究人员以及育种者关注未来，关注于使用有助于未来

农业改善和人类进步的作物资源收集方式，但是他们不得不时刻注意到负面影

响，即他们成功的工作所造成的资源的潜在损失。早在 1936 年，在一本有关大麦

的专著中就写道：地球上现存的作物品种，都是经过了漫长的进化过程所形成的，

它们构成了无价的遗传种质资源。然而不幸的是，从育种的角度来看，这一宝贵

资源库正在遭受危害。当新的大麦品种取代了埃塞俄比亚或西藏农民所栽培的传

统品种时，世界将失去一些不可替代的财富(Harlan and Martini，1936)。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作物品种资源收集工作，恶化了战后欧洲和世界其他

地区的饥荒状况。大多数国家的基本需求是确保它们有足够的生产力和资源来保

障农业的稳固与产量。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在农业研究方面进行投资。殖民地的农

业生产空间不断被殖民国家强占，这些殖民国家只重视种植对自己国家有用的农

作物。欧洲大多数国家在农业上投入了巨资，重点保证饥荒不再发生。部分投资

与收集资源的开发利用相关。尽管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 Lysenkoist 的遗传学说

方法严重限制了种质资源收集方式的发展，但在东欧和苏联，收集作物遗传资源

的工作仍在继续开展。20 世纪 60 年代，民主德国、意大利、荷兰、英国和许多

其他国家在农作物收集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展。 

3.3  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 

3.3.1  国家植物遗传资源项目的发展和演变 

20 世纪 80～90 年代见证了各国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卓越效果(参

见资料框 3.2)。这些努力逐渐走向正规化并促进了国家植物遗传资源项目或国家

遗传资源系统的建立，也就是说，构建了维持和利用植物遗传资源所必需的各个

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通常包括一个种质资源保存库、一个信息系统、

一系列研究项目、一些公认的能力建设活动、一个管理和决策部门(监督这些活动

的方方面面，并参与国际或地区有关遗传资源保护的辩论和谈判)。国家植物遗传

资源项目通常被纳入本国的农业系统，但是这些项目鲜少与环境机构、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问题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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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框 3.2  基因库中种质资源的管理 
迁地保护植物遗传资源已成为多项研究的主要任务，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

代。迁地保护植物种质资源的方式取决于植物的生物学特性。那些可以产生正常

型种子的物种通常可以被保存到种子库里，其种子可以在低温干燥的环境中储存

较长的时间。有些物种不产生种子，或者只有营养繁殖方式(需要保存基因型)，

或者产生所谓的顽拗性种子(即不耐脱水，因此不能干燥储藏)，这些遗传资源可

以被保存在田间基因库或者以组织培养物、胚胎、细胞培养液的形式保存，即所

谓的离体保存。某些物种的花粉也可或长或短地保存一段时间。迁地保护的目标

是维持原有样本的遗传特性，尽可能地不让物种发生基因突变、遗传漂变或漂移。 
种子基因库的收集过程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种子清理。应该尽可能地等到种子完全成熟时，选择最佳时机进行采收，

然后清理掉那些有损坏或破碎的不理想材料。 
种子干燥。以适当的速度干燥各种各样的种子，为避免种子开裂，应在适

宜温度下干燥种子，以免影响种子的寿命。一般来说，油性种子比淀粉质种子

更容易干燥，也就是说，油性种子的含水量可降至 1%，而淀粉质种子的含水量

则为 3%甚至更高。种子应在室温条件下干燥，即 15～20℃。 
种子储存。种子通常储存在温度很低的冰柜中。具体的储存温度取决于所

储存的种子。对于长期储存的种质资源(收集的基础材料)，其储存温度通常是

–18℃；中期存储(5～10 年)可以在 5℃或更高的温度下进行。在储存期间，所

使用的容器应是密封的，不允许与外界有气体交换(如储存在三层铝箔袋中)。

把每份种子样品分为若干小份，便于今后使用或分发，这已成为行业标准。对

于微小的正常型种子及离体材料，可采用液氮冷冻(–196℃)进行长期储存。在

这个温度下，细胞分裂和代谢过程都停止了，因此，从理论上说植物材料可以

储存很长时间而不会发生任何变化(Engelmann，1997)。 
种子活力检测。必须为储存的每份种子制订种子活力检测计划，从而较为

精确地预测种子活力开始下降时的最低阈值，以便及时更新入库的种子。 
种质复壮。当储存种子的活力下降到低于设定的最低阈值时，或储存的种

子数量降低到设定的最低量时，就要考虑在合适的生态环境中复壮种质资源以

补充库存。 
种子干燥、存储、活力监测的详细程序可以在作物基因数据库(http:// 

cropgenebank.sgrp.cgiar.org/)中找到。种子基因库的储存标准不断完善，并且被

国际组织采纳和称赞，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

(IPGRI)。目前该标准正在修订，将进一步具体规范种子库、种质圃和离体基因

库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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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植物遗传资源的收集工作大部分建立在育种工作者的需求框架内，对基

因和收集品种的保护却关注很少。而这些基因和品种正是确定理想新特性、了解

有用性状的遗传性以及在杂交和选育计划中作为亲本的基础。 
一些附属于育种或研究机构的基因库通常是其种质资源的主要供应者。许多

基因库都属于公共部门，因此受益于纳税人。基因库和研究机构或育种机构之间

具有互惠互利的关系，因为从育种或研究机构得到的评估数据很容易被一个相关

基因库所获取，从而促进了种质资源的利用。因此，收集的作物种质资源的使用

频度很高。在一些国家，基因库的收集管理是高度分化的，往往与某种特殊农作

物的研究和育种机构密切联系。分散的基因库收集工作可能会忽视长远的发展，

除非政府能够采取明确的责任制度，以维持这种分散的收集方式。在一些国家，

(国家)基因库与就地保护和农田保护活动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样的安排极

大地优化了所谓的互补保存技术——通过基因库和研究所提供的服务功能，增强

了自然/农田一方和使用者一方的接触，因此也促进了所保护的遗传资源的利用。 
尽管长期维持所收集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是许多农

作物种质资源库都已经被维护了相当长的时期。在列宁格勒战役期间，面对城市

的饥荒，负责保存种质资源的人们仍极力呵护每一份作物遗传资源，这个故事是

相当出名的。其他国家也都长期小心翼翼地保存着种质资源。例如，在英国得以

长期保存的、于 1938 年和 1939 年收集的英国马铃薯种质资源，由詹姆斯·赫顿

研究所(原苏格兰作物研究所)一直保存至今。 
多年来，国家遗传资源项目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广泛，不仅包括植物遗传资源，

也涵盖了动物遗传资源。此外，国家项目不仅关注遗传多样性的动态，还注重栽

培植物(有时也有非栽培植物)与家养动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明确动植物在农

业生态环境中的地位。总之，将基因库内容整合到国家遗传资源计划之中，开拓

了视野、强化了基因库的责任、突出了重点领域、促进了平衡发展。一般来说，

这样的国家项目或系统旨在从国家层面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遗传资源提供一个协

调平台，因此，它们为开展区域和全球范围的有关活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条

件(Spillane et al.，1999)。尽管农业生物多样性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得到高度

认可，但是大多数国家在结构和运作方面都一直将其置于农业机构当中，而很少

与其他的野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机构紧密联系。 

3.3.2  国际承诺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起源 

尽管美国植物研究和引种处的 Harry Harlan 等专家早就提出了警告(Harlan 
and Martini，1936)，但是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遗传资源的流失、维持遗传

多样性的必要性才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遗传学家和植物

育种者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1959 年在美国科学院举办的遗传资源研讨会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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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的丧失引起了 Jack Harlan 的注意(Harlan，1961)。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

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担忧转变成了一系列的计划和倡议，这也是开创国际植物遗

传资源保护事业的基础。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作为联合国的一部分，逐渐被视作开展遗传资

源保护和利用工作的重要舞台。1957 年，FAO 创办了 FAO Plant Introduction 
Newsletter，鼓励不同科研机构间进行遗传材料的交换循环，随后又为许多国家提

供帮助，支持其植物遗传资源的收集工作，并在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创

立了植物资源区域中心。1961 年 7 月在罗马举行的“植物开发与引进技术会议”，

是首个对遗传多样性丧失问题进行讨论的国际盛会。在此次会议的倡导下，“植物

开发和引进专家委员会”于 1965 年成立。1965～1974 年，该专家委员会定期开

会，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交有关遗传多样性丧失问题的意见，并且为种质

资源收集、保护和交换设定了国际指导方针。经过这一系列的国际讨论后，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植物生产与植物保护部”下设“植物生态与植物遗传资源

分部”这样一个新的机构。 
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国际科学联

盟理事会于 1964 年发起建立了国际生物学计划(IBP)，在遗传资源存在的问题及

相关的解决方案方面，IBP 与 FAO 并肩作战、互为补充。国际生物学计划设立了

“生物资源利用和管理部”，以及由遗传学家和植物育种家奥托 i弗兰克尔(Otto 
Frankel)领导的“植物基因库委员会”。虽然国际生物学计划侧重于以生态和种群

为导向，但这个计划的特殊之处在于从植物育种的视角聚焦于遗传资源的保护

和利用。 
另一个重要事件是成立了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IBPGR)。1972 年，国际

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实施了针对遗传资源的行动计划，这促成了 1974 年

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的成立。虽然 IBPGR 被划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一

部分，但实际上，董事会在行动上和财政上是独立的。在随后的 15 年里，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等关键问

题的处理方式上不断发生分歧，直到 1989 年，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的董事会

商定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中完全分离出来。大约 5 年之后，也就是在 1994
年，“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更名为“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IPGRI，
也就是现在的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 

从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的发展及相关组织所做出的各种决策和建议中，我

们可以发现当今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特别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农业生产体系中的多样性丧失(因此失去了很多传统品种)是农业发展中不

可避免的。绿色革命加速了资源流失的步伐，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更大的行动，而

不仅仅是单纯地寻找一个养活世界人口的简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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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遗传资源是世界遗产，植物育种者可以免费自由利用。植物育种者对

多个不同品种的基因进行重组，这是品种资源最好的创新方式。在植物育种方面，

免费使用品种应该得到大力支持，同时也应加强所培养的改良品种的国际交流。 
3)进行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同时应该关注世界各地机构中种质资源库的建

设，而且应该得到国际的支持，进而把它们所拥有的植物遗传资源分发给潜在的

用户(植物育种者和研究团体)。 
在未来的几十年，这些观点都将是争论的主题。 

3.4  保护政策的争论 

20 世纪 70～80 年代，越来越多的争论指向了正在发展中的国际保护措施，

该方法过度地依赖迁地保护，相当庞大的基因库都在北方，或者构成了国际农业

研究磋商组织的一部分。1979 年，在 Patrick Mooney 编写的《地球的种子》一书

中，谴责了北方利益集团引发的基因流失以及其对资源的掠夺。1984 年，Patrick 
Mooney 与 Cary Fowler 成立了“国际农村发展基金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

较为关注生物技术发明专利的发展，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是免费的，这就

导致样本的知识产权被 CGIAR 各个收集中心纳为己有。Mooney 发现“第三世界

的所有鸡蛋都被要求放在别人家的篮子里”(Mooney，1979)。 
关于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的问题，在以前主要是技术性的，到现在日益转变成

了政治性问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是关于作物遗传资源保护的最高决策机构，

1981 年，77 国集团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会议上提出了一份墨西哥倡议，呼吁

国际公约建立一个独立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新型基因库系统，并将国际植

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纳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控制的范围内(1981 年 11 月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召开的第 21 次会议第 6.81 提案)。1983 年，国际上重新商定了国

际遗传资源公约，并肯定了遗传资源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在商定的过程中，为

了更好地代表发展中国家和维护“农民的权利”，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成立了国

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商定过程中选择性地回答了来自不同组织和

个人的评论，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之间进行过几次谈

判。尽管该委员会越来越重视和支持国际计划项目的开展及能力建设，但是其首

要关注点依然是遗传资源的收集和迁地保护方面的技术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

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的继任机构——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IPGRI)对植

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的政策敏感性不断加强，并开始了广泛的在地保护工作。 
Esquinas Alcázar 等(2012)确定了当时讨论的两个主要问题。 
1)植物遗传资源遍布世界各地，但最大的多样性地带大多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

地区，并且这些分布区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然而，收集的种质资源却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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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都存放在了发达国家的种质资源库。那么储存的这些种质资源属于谁？这些种质

资源应该属于收集国还是应该属于储存国？抑或这些资源应该属于全人类？ 
2)对原材料或遗传资源来说，如果得到的新品种是应用技术的结果，那么为

何只承认技术发明者的权利(植物育种的权利、专利等)，而不承认遗传资源供应

者的权利？ 
1983 年，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的成立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

条约》的签订，为国际植物遗传资源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搭建了一个框架。一个非

常现实的需求就是找到一种可以反映农业实际情况和遗传资源在农业中使用情况

的方式。《生物多样性公约》(该公约于 1992 年生效)倡导的方式受到行业内外的

广泛关注，它强调了国家责任和国家主权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中遗传资源利用的潜在影响，1994 年，该协定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一部分被

宣布生效。经过长期艰难的谈判，该委员会的成员终于在 2001 年同意并签订了《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对作物多样性的特性及其管理和使用进行了规

定(见下文)。除上述问题外，该协定还需要处理遗传资源产权问题，这些遗传资

源由农民世世代代创造并留传至今，通过多边交流机制从全球获取遗传资源，比

单纯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为基础的国家间生物多样性的双边交换形式更为便捷。 
20 世纪 80～90 年代，遗传资源保护技术方面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 70 年代早期，一直存在关于静态迁地保护和动态就地保护孰优孰劣的争议

(Pistorius，1997)，但是就地保护逐渐被忽略，尤其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和现代植物

育种技术的兴起，传统品种迅速大面积消失(Frankel and Soulé，1981)。然而，出于

各种原因，在很多生产体系中，传统的作物和品种被保留下来。保护工作者和许多

非政府组织人员联合当地的农民及社区人民开始强调传统作物和品种的价值，并为

其观点寻求认可和支持(进一步的讨论见 Altieri and Merrick，1987；Brush，2000)。 

3.4.1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态系统视角 

随着 1992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生效，出于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尊重，相关

国际“游戏规则”发生了显著变化。《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第一条明确指出：与其他

有关规定一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的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

性的组成部分，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惠益包括通过适当

的方式获取的遗传资源所产生的利益，或者通过相关技术的适当转让而获得的利益，

同时要考虑到这些资源和技术的所有权以及通过适当的投资所获得的利益。 
因此，虽然该公约涉及广义的“生物多样性”，但仍然采纳了“遗传资源”的

概念，并强调“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的重要性。它以

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概念取代了人类全球遗产的概念，一个国家可以在其领土范围

内对资源的获取进行规范管理。事实上，《生物多样性公约》承认：①国家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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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源”的主权，包括遗传资源(第 15 条)；②国家有义务与这些资源的来源国、

当地社区和土著居民去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第 8 条 j 款和第 15 条)；

③正视和尊重在生物材料基础上获得的知识产权(第 16.5 条)。在很大程度上，《生

物多样性公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各组成部分的市场价值联系在一起，“生物

资源”容易通过知识产权得到应用(Aubertin et al.，2007)。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最近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新的国际议定书，该

议定书确立了惠益公平分享的措施，以确保遗传资源提供国得到公平的惠益分享：

《名古屋议定书》中关于遗传资源获取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关于公正、公平

分享遗传资源惠益的规定于 2010 年生效。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另外一个要素是它对就地保护给予了明确的认可，这

对作物多样性保护至关重要。该公约给予了这样的描述：“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栖

息地，保护生物种群得以维持和恢复的自然环境，保护驯化或栽培物种独特性状

形成和发展的环境。” 
这种认可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新认知和全面了解，同时也能帮助人们巩

固这种新认知。20 世纪 90 年代，研究人员对就地保护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一

些国家和国际研究计划也得以启动。这反映了 Bennett(1970)和其他人的早期思

想，关注的是探索动态的保护方法，强调了持续的适应和进化的重要性，并认识

到生态系统维护的重要性，在生态系统中，作物多样性由于环境和人类的相互作

用而不断进化。这种新的保护方法需要科学家整合更多的学科领域，包括人类学、

进化遗传学、群体遗传学、保护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Bonneuil and Fenzi，
2011/2012)。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实施涉及很多项目工作的开展，尤其是确认了国家应

该承担保护的关键领域。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于 2002 年成立。《生物多样性公

约》认为，农业生物多样性涉及与农业和食物有关的所有生物多样性成分，以及

农业生态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等有机体在基因、物种、

生态系统水平上的多样性，这些对维持农业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过程是至关重

要的(第 5 次缔约方大会)。《生物多样性公约》进一步解释了农业生物多样性是遗

传资源、环境、农民管理生态系统及生产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数千年来自

然选择和人类发明创造的结果。《生物多样性公约》确定了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几个

方面：①食物和农业遗传资源；②支持生态系统服务的生物多样性组分；③非生

物因素；④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 
这一举措将植物遗传资源及其保护和使用作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置于一

个更广阔的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中，这一点也反映在《生物多样性公约》自身的

工作计划中，工作的内容包括了人工传粉、土壤生物多样性、与食物和营养相关

的生物多样性。最近，在关于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决议中，《生物多样性公约》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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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遗传资源委员会的合作，促进联合项目的发展，制定一

个框架就农业生物多样性问题达成全球共识。 
多年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会议决策越来越多地强调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这

方面的重要性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框架中得以反映。2005 年出版的这个评估在

全球“生态服务”分类下起到连接野生动物和作物多样性以及日益突出的气候变化

问题的关键作用(MA，2005)。因此，作物遗传多样性近来成为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

关键部分(表 3.1)，它不只是提供服务(食品、饲料、燃料、药物等)，也具有支持、

调节、文化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系统功能在提高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和应对

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统水平上的农业生物

多样性增强了农业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提高农业生

物多样性对增强当地农业生态系统的适应力和恢复力至关重要(Ortiz，2011)。 

表 3.1  生物多样性通过生态系统服务给农业带来的益处(改编自 MA，2005) 

供给 调节 支持 文化 

食物和营养 有害生物防治 土壤形成 圣林作为食物来源和水源 

燃料 水土保持 土壤保护  

动物饲料 气候调节 营养循环  

药物 自然灾害调节 水循环 农业生活方式多样化 

纤维和布料 (旱灾、水灾、   

工业原料 火灾)  遗传物质库 

改良品种和提高产量的遗传物质 传粉  传粉者保护地 

抵御有害生物    

Bonneuil 和 Fenzi(2011/2012)认为，采取两种尊重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的模

式是可行的。一种(20 世纪应用最多的模式)是将作物多样性作为一种资源。植物遗

传资源被认为是农业和其他行业如医药或纺织业的基因储备室。这种模式强调用离

体基因库的方式来保护多样性，认为遗传资源是人类共同的遗产，是一种全球性的

公共利益，不断增强专业人员在管理、维护和利用多样性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最近的另一种研究模式中，研究者认为遗传多样性是动态生物系统的组成

部分，是不断变化和进化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研究模式关注就地保护并努

力维持一个可以保证进化和适应持续发生的生产系统。强调农民、农村社区和原

住民在保护工作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强调参与式方法在保护和利用中的作用。这

一模式认可了遗传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和相关的保护模式，并规范了所有者的权利

和义务，明确了野生近缘种之间(在进化、基因流和选择方面)存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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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国际条约》及全球发展体系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CGRFA)成立于 1983 年(见上文)，用来应对时

代政策挑战，建立一个处理植物遗传资源问题的国际论坛。后来，它的职责范围

扩大，包括动物、森林和水生遗传资源。目前，它负责指导农业生物多样性不同

组成的全球遗传资源现状报告的编制，也是开拓国际公认项目以支持其保护和利

用的论坛(http://www.fao.org/cgrfa)。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于 2004 年生效，超过 125

个国家批准了该条约。该条约试图建立一个植物遗传资源的全球性合作框架，以

确保他们的保护和利用对所有人都有利。该条约提供了一个国际法律框架来支持

在地保护，因为大多数国家已经批准了它，所以也有可能提供相关的国家框架。

然而，实施起来并非易事，至今没有几个国家从国家层面上真正执行该国际条约

生效所要求的各项规定。该条约的重要规定包括：第 5 条，该条款要求国家建立

兼有迁地和就地(包括在地)的保护方案；第 6 条，关于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第 17 条，提出预案建立国家和国际信息系统。第 9 条是至关重要的一条规定，

它承认农民从他们维持的植物遗传资源中获利的权利。该条约也建立了一个交流

和利益共享的多边体系，目前仅限于对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大约 35 种重要作

物和 50 多种牧草(http://www.planttreaty.org)。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被认为是建立保护和利用植物遗传资

源全球体系的最新力量，可以说该体系包含了支持全球性保护的全部力量。表 3.2
列举了正如 Hodgkin 等(2012)所说的发展全球体系的不同力量。可以认为，在地

保护从该全球体系中获得了国际合法性，一些力量也直接支持在地保护。最新的

全球植物遗传资源行动计划同意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成立一个分部，以支

持植物遗传资源的在地保护和改良。《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为一些

支持在地保护的国家级项目提供资金援助。 
 

续表     

潜在力量 目标及注解 

国际条约*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粮食和农业遗

传资源委员会* 

该委员会通过促进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可持续利用(包括

交换)，以及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它们所带来的惠益，力图减

少损失，确保世界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遗传资源包括鱼类等

动物、森林和微生物遗传资源及其他交叉组分和生态系统。委员

会已制定了一个长期计划来指导其工作 

表 3.2  全球范围内支持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潜在力量(Hodgkin et a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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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潜在力量 目标及注解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它的目标是对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以及公正

和公平地分享使用其所产生的惠益。该条约重视农民对全世界作

物多样性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旨在建立一个全球性体系，为农民、

植物育种者、科学家提供获取植物遗传材料的途径，并且确保使

用遗传材料的受益者及其所有国分享这些惠益 

《国际植物种质收集和转移行为守则》* 

它的目的是促进合理收集和可持续利用遗传资源，防止遗传资源

流失，保护种质资源提供者和收集者的权益。它规定了收集者、

提供者、贮藏者以及使用者收集和转让所贮集的种质资源的基本

责任。1993 年，FAO 采用了该规范，通过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

源委员会商议之后，由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它的实施和审查 

《生物多样性公约》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

工作组实施的这些项目旨在农业生态系统及其与其他生态系统

的交界处，增强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农业生产实践的积极影响，

降低其消极影响；也致力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可

持续利用，以及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这些资源所获取的利益。

2008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设立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的

方案最终通过审议。第 10 次缔约方大会(COP-10)的第 X/34 号决

议引起大家对开展作物野生近缘种研究工作重要性的关注，参与

各方同意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国际条约》、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共同认可的事务方面

进行合作。在第 10 次缔约方大会上，各方同意采纳《名古屋议

定书》关于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协定 

亚洲、非洲、南美洲和欧洲的区域网络协定* 这一协定包括在关于世界植物遗传资源第二次报告中确定的 18
个区域、亚区域网络 

作物协作网* 其目标主要是支持在某些特殊作物上的相关工作，特别强调遗传

学和育种问题 

专项协作网* 
包括不少方面。例如，未来作物工作组，他们关注未被充分利用

的物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作物野生近缘物种专家组；国际植

物园保护联盟 

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利益相关的国际

论坛和协会 
这样的论坛包括国际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规划、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利益相关的地区

性论坛和协会 

它们存在于每个区域，虽然有些在组织和结构上不同，但都关注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问题。它们包括非洲农业研究论坛、亚

太农业研究机构联盟、美洲农业研究与技术开发论坛、中亚和高

加索农业研究机构协会、近东和北非农业研究机构协会 

全球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与预警系

统* 

它的任务是对世界粮食供应和需求情况进行连续审查，发表世界

粮食形势的问题报告，并为个别国家即将发生的粮食危机提供预

警。对于粮食严重短缺、面临紧急状况的国家，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全球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与预警系统、世界粮

食计划署也将共同执行作物和食品安全评估任务 

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 它评估植物遗传多样性及其状况，包括当地和全球植物遗传资源

的原地及迁地管理、保护和利用 

GENESYS 
GENESYS 正致力于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信息交流，

争取维持和增加世界的生物多样性。它的目的是为育种者和研究

人员提供获取世界上大约 1/3 基因库资源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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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潜在力量 目标及注解 

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基金与金融机构* 

这一基金战略的目标是提高财政资源的可获得性、透明度、效率和

有效性，用来加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项目的执

行力。与该条约第 18 条的规定一致，除其他目标外，基金战略的

目标是开发不同方式和手段来获取足够的资源以落实条约条款 

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 信托基金是从个人、基金会、企业、政府等机构筹集资金，以支

持重点作物的永久储藏 

全球环境基金(GEF) 

作为一个独立的财政组织，它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

赠款，设立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国际水域、土地退化、臭氧

层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项目。虽然它主要支持国家项目，但全

球环境基金已达成全球战略，该战略以保护为主体，涉及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及利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环境

基金在过去十年中为多个国家项目提供了超过 1 亿美元的资助 

国际迁地收集协作网*(包括国际农业研究磋

商组织、热带农业研究和培训中心、国际椰

子遗传资源协作网) 

2006 年，根据《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第 15 条规

定，这些中心将迁地收集基因库纳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国际条约》名下。第 15 条规定取代了先前在 1994 年这些中心与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之间的协定 

就地保护区协作网*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人与生物圈计划是两个相关协作网 

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 
它的目的是储存世界各地收集的种子。这些种子大部分采自发展

中国家。如果种子一旦丢失，如由于自然灾害、战争或者由于资

源缺失，就可通过使用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的种子进行重建 

植物育种能力建设全球合作计划 
它的使命是通过更好的植物育种和传输系统，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粮

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一行动计划的长期愿景是在国家植

物育种能力可持续性增强的基础上，提高作物性能、确保粮食安全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的 
全球行动计划(GPA)* 

它也可能被归类为一个协议，但在这里是因为它强调行动，支持

全球保护目标所需要采取的行动。GPA 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对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并以此作为食品安全的基础；提

高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发展、减少贫穷

和饥饿；促进公正和公平地分享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利

用中所产生的惠益；协助国家和研究机构确定行动优先领域；强

化现有的项目；加强机构能力建设 

存放于千年种子库体系中的国家种质资源 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国家收集和国际收集同样重要，一旦种质资

源被存放在千年种子库体系中，它们就会成为有影响的全球资源 

国际非政府组织 

这些组织包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以及以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为具体目标的民间组织或协会，如

欧洲生物多样性专题中心、GRAIN、实际行动计划[Practical 
Action，前身为中级技术开发组(ITDG)]等 

国际研究力量 包括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及其他国际和区域中心的研究与育

种活动 

注：有一些国际协议，它们通过影响作物品种及种子的分发、可获取性与分布来影响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的利用。这些包括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鹿特丹公约》、世界贸易规则以及一系列在国际和地区运作的

种子认证计划。虽然它们通常不被视为全球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系统的一部分，但它们对农业遗传资源利用

和在生产系统中可能发现的多样性的影响不容忽视。 
*表示列入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对全球系统的描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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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业环境内外保护的重要性得到认可，《生物多样性公约》衍生出的决议

和项目越来越多地考虑农业层面。因此，“爱知目标”第 13 条明确承认农业物种

的重要性，并阐述：“到 2020 年，栽培植物、人工养殖和驯养的动物以及它们的

野生近缘种，包括其他有社会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物种，它们的遗传多样性应

受到保护，并且应制定和落实战略方针，使遗传资源流失降至最小值，确保其遗

传多样性的维持。”同样，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已经从单纯关注特定资源保

护延伸到了生态系统的功能、服务和可持续性，从而在其项目中体现生态系统观。

然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仍然持两种非

常不同的观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特别重视迁地保护和零散资

源有效保护的重要性，它明确认可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国际基因库和全球作

物多样性信托基金会工作的重要性。而《生物多样性公约》依然将生态系统观和

就地保护放在第一位。 

3.5  遗传资源在植物育种中的应用 

从原始形态来看，在农业出现之后才开始有植物的育种，那时人类从采集狩

猎的生活方式转变为栽种植物、饲养动物。很难确定作物改良技术在何时导致了

自然种群中原本不存在的新品种的形成，但是考古记录表明，亚述人和巴比伦人

早在 2700 年前就对椰枣进行了人工授粉。16 世纪，植物育种得到了重要发展，

包括对 16 世纪栽培药用植物的描述；1694 年，R. J. Camerarios 首次对植物有性

生殖进行介绍；1760～1766 年，Joseph Koelreuter 第一次对植物杂交进行系统的

研究；18 世纪下半叶，林奈创立了植物分类法。到了 19 世纪，植物育种作为一

种商业行为变得越来越重要。种子公司选择特定的品种，销售时带有标识名称。

农民可获得的作物品种飞速增多，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种子目录中含有大量

品种，个体种子户频繁从中精选出一些特定的类型。 
20 世纪孟德尔研究出的遗传规律(最初发表于 1865 年)被重新发现，基于选

择学说和遗传理论的植物育种工作也得到逐步发展。玉米和其他异花传粉作物的

F1 杂种优势价值得到公认，它们的生产也成为常态，不仅包括玉米，也包括向日

葵、番茄和许多蔬菜作物。随着杂交重要性得到认可，育种项目变得越来越大。

从 20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在新品种的开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扩大生产以应对战后粮食短缺是最重要的。新

品种保护方式的发展，特别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在促进私营企业对植物育种的投

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 10 章作进一步讨论)。 
在主要作物育种方面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国际农业研究体系的建立，这一体

系可以追溯到 1940 年，当时美国和墨西哥政府要求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对重要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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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作物的研究。因此，一个重点针对玉米、小麦、豆类和土壤管理的专门机构在

墨西哥农业部成立了。20 世纪 50 年代，印度和巴基斯坦效仿墨西哥，建立了技

术援助计划。1960 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在菲律宾的洛斯巴诺斯(Los Baños)成立。

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水稻基因改良工作，继承了已建立起来的系谱选育、国际合作、

种质资源和信息共享等模式，该模式早在墨西哥的小麦育种体系中得到应用。墨

西哥项目培育了第一个高产矮秆小麦品种，国际水稻研究所培育了第一个高产矮

秆水稻品种，这些创新成果通过国际育种协作网得到快速推广应用，刺激了绿色

革命的发生。 
传统品种为公立和私营机构培育早期的现代品种提供了原始材料。随着新品

种不断推广和广泛适应，传统品种逐渐被取代，这就导致了新品种适应区内多样

性的全面减少。现代品种往往需要高投入以实现高产，所以它们往往不适合于环

境变化复杂的低投入耕作系统，然而，传统品种却可以继续在这些区域种植。 
通过育种计划培育出来的品种性状越来越一致，遗传上也越来越趋同。对

于自花授粉作物而言，系谱选育程序可以培育出具有目标性状的纯合新品种。

对于异花授粉的植物，通过 F1 代或者双交杂种可以实现统一性。在某种程度上，

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高度选择的材料以适应现代农业技术，生产系统中的多样

性持续减少，可供开发和利用的作物遗传背景越来越狭窄。植物育种工作者更

倾向于并尽可能地使用已经改进的材料，而不是传统品种，因为后者需要几个

周期的额外选择投入以获得所需的基因型和现代品种的特性。当然，如果所需

性状仅存于传统材料中，他们也会接受使用传统品种，虽然这会增加一些额外

工作。如上所述，从传统品种向现代品种的转变，伴随着遗传多样性的全面丧

失。然而，一旦这种变化发生，多样性的损失要慢得多，对于一些作物而言似

乎从来都是如此无足轻重。多样性变化的 Meta 分析显示，1930～1990 年变化非

常小(van de Wouw et al.，2010)，在 20 世纪 60 年代减少了 6%，之后多样性似

乎还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些植物育种家已经开始尝试采取创新的方法来改良作

物，使其比传统的植物育种更接近农民的作物多样性管理传统，并且让植物育种

重回农民的田地。进化式植物育种在 20 世纪 50 年代首次得到应用，它基于广泛

的多样化种质资源，并通过持续精细选择大量后代以和自然选择相竞争(Suneson，
1956)。参与式植物育种(PPB)是指农民定期参与、自始至终享有决策权的植物育

种项目(见第 12 章)。通过采用这两种技术，有时把两者结合起来，育种家能为农

民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品种和种源，即使没有外部的供应和投入，这些品种也能更

好地适应不同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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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小结——喋喋不休的争论 

围绕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的政治争论一直不断，其强度和性质取决于各方所参

与的国家和国际政策论坛。这些争论随着政治观点及遗传资源对社会不同行业的

重要性的变化而变化。当前讨论中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如下。 
1)虽然对在地保护的最初关注强调保护的有效性，但是社会经济、文化方面

的需求正引起越来越多和更广泛的关注，当传统品种带来的利益能解决民生问题

时，尤其引人注目。 
2)生产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应变能力和恢复能力成为人们倍感兴趣的问题，而

多样性是体现这些特性的关键。植物育种公司也十分关注这些方面，它们意识到

不断提供更适应环境变化新品种的重要性。 
3)《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ITPGRFA)、遗传资源委员会与其他如知识产权保护组织之类的国际政策决议机

构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在不断地对一些国家的决策施加压力。例如，

ITPGRFA 明确提出缔约方必须履行的义务以支持在地保护，这也提高了人们对所

培育新品种的产权、所有权和知识产权等意识。 
4)传统品种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见第 11 章)，大多数保护与利用传统品种的国

家和国际项目都很难来应对这种状况。即使是支持保护传统品种的最先进的立法，

也仍然把传统品种看作性状稳定、一成不变的静态实物。 
5)共同关心粮食和粮食主权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发展，势必将加强对

传统品种在地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强势的农业发展项目经常有利于单一新

品种，却与传统遗传材料的维持相冲突。农业用地需求量的增加(如最近的“土地

争夺”)也威胁到当地利用传统品种进行可持续发展。 
6)在过去的 50 年里，植物育种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并受到大型跨国种子公司

的控制。它们对传统品种的兴趣是由于其可用于培育高产新品种。而这可以通过

种质资源库收集的材料实现，使得种子公司提倡取代生产系统中的传统品种。基

于参与式植物育种的作物改良方法在世界各地进行了测试，但除了国际干旱地区

研究中心涉及中东、北非和东非国家的大麦育种计划，其他都是只涉及少数作物

的小型项目。 
来自于上述问题相关的各方面压力，以及其他人员的反对意见，毫无疑问都

将会继续影响在地保护活动及其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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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3  支持植物遗传资源和传统品种保护与利用项目的发展，经常伴随着非常激烈的争论，

如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认知、遗传材料的所有权，农民、社区、植物育种者和植物育种家如何

进行作物品种的改进及改良，以及如何奖励他们做出的这些方面的贡献。一些植物育种工作者

已经开始尝试并采取创新的方法进行作物改良，那些方法比传统的植物育种方法更接近农民的

作物多样性传统管理措施，并把植物育种技术带到农民的土地 
左上：展示了在罗马召开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理事会第 146 次大会期间的一次主席团会议。植物遗传资源的

保护和利用一直是政府间机构议程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内容。右上：显示位于尼日利亚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IITA)

迁地保护基因库的豇豆储存库。底部的照片展示了改进的参与式植物育种方法。左侧照片：一个农民和一位研究

人员正在进行玉米选种。右侧照片：尼泊尔的育种者和农民正在共同挑选稻种。照片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 Alessia Pierdomenico(左上)，IITA(右上)，D. Jarvis(左下)，B. Sthapit(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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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作物种群多样性及其演化 

阅读完本章，读者应基本了解以下内容。 
(1)遗传多样性的基本概念及对植物种群的测度。 
(2)种群大小、进化动力和生殖生物学对遗传多样性的程度与分布的影响。 
首先介绍种群遗传学，更多内容可参阅 Gillespie(2004)、Hedrick(2004)、Hartl

和 Clark(2007)、Hamilton(2009)、Frankham 等(2010)或其他相关文章。 

4.1  多样性的本质 

多样性是指发生在一个系统或者相关的一组实体中的变化属性和变化程度。

生物多样性分为 3 个层次：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Frankel et al.，1995)。生态系

统多样性描述的是一个区域乃至整个生态圈内生态系统的种类和数量。物种多样

性是指地球上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种类的数量和频次。遗传多样性是指

种内、居群、品种等一组个体之间遗传物质的差异，是由个体 DNA 序列的不同

导致的。 
农作物的遗传多样性通常是指同一作物不同品种之间的多样性。在自花传粉

或无性繁殖的品种中不同植物个体具有遗传相似性，如水稻、马铃薯和苹果(如蛇

果与澳洲青苹之间存在品种差异，但无遗传差异)。而部分或完全异花授粉的作物

在品种内和品种间也可能存在大量遗传变异，如同种不同个体的玉米、珍珠稷和

卷心菜会因自然传粉而表现出较大变异。 
植物物种、种群以及品种的多样性程度体现了其 DNA 序列的变异程度，因

此产生基因差异。基因是一段具有遗传特性的 DNA 序列，分布于细胞核的染色

体上或者叶绿体和线粒体等细胞器，一般对应单个蛋白质或者 RNA。 
遗传物质是描述植物性状的首要依据。等位基因(allele)一般指位于同源染色

体相同位置上控制着相对性状的一对基因，出现在染色体某特定基因座的两个或

多个基因中。二倍体生物，如水稻，每条染色单体都携带着相同的等位基因，并

占据相同位置。若所有位置的等位基因完全相同，则就此基因而言，该个体为纯

合子。反之，则该个体为杂合子。 
通常，一个基因位点在某一种群中只有两对等位基因(如孟德尔研究的圆皮和

皱皮豌豆)。然而，一个基因位点可能有多对可替换的等位基因。这通常体现在种

子蛋白质、同工酶与微卫星等生化和分子变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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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种群或传统品种具有一对或多对等位基因或者其他形态的基因。基因型

是某一生物个体全部基因组合的总称，反映生物体的遗传构成，即从双亲获得的

全部基因的总和。表型是指生物体所有特征的总和，是基因型和环境共同作用的

结果。 
DNA 序列的差异不一定产生表型差异。事实上，物种的大多数基因都属于隐

性基因，其变化不一定产生明显的表型变化。检测遗传变异，通常检测花色等特

定质量性状，以及株高、成熟期与种子重量等数量性状(表 4.1)。所检测的遗传变

异还包括了抗病虫害、特定酶形态与生化差异(次级代谢物含量)、DNA 序列差异

等相关性状的变异。最后列出了近十年多样性研究分析的重要方法，现今多项个

体 DNA 变异检测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见第 5 章)。 

表 4.1  数据类型：以表型与基因型为例(部分数据) 

部分数据 表现型 基因型 

度量和测量性状 株高，粒重 DNA 序列变化 

定量或定性数据——有序 单株豆科植物种子数 简单序列重复(SSR)或者微卫星标记 

定量或定性数据——无序 主要抗病基因，种子颜色 随机扩增多态性 DNA(RAPD)，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

(AFLP) 

注：表现型和基因型数据是可度量的，有序或无序 

4.2  作物、品种与种群：种群结构 

农田保存和利用有助于理解作物遗传多样性的数量与分布。遗传多样性的定

量分析模型可以解答很多问题，如一种作物的不同品种如何发生遗传变化；一个

品种的不同种群如何在同一村庄或农田生长；不同品种之间存在多大的遗传差异；

某些品种具有其他品种没有的特殊性状(单独或组合)。 
植物种群遗传学能够解决很多问题，该学科有 3 个目的：①描述植物种群内

与种群间的遗传多样性；②预测造成不同多样性变化类型的本质与进化力；③开

发可预测遗传稳定性与变化的研究模型。研究植物种群遗传学意义重大，如研究

一个地区可以提供多样性样品的作物品种或种群，从而帮助农民和社区在提供适

应性强的品种、减少敏感性品种、满足多样性保护的目标上做出决策等。 
种群(population)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占据一定空间的同种生物的所有个体。对

于传统作物品种，农民通常会留种并保存，以便管理品种多样性。 
在一定地区内，作物种群结构具有复杂性，且有明显的分层现象。第一层次

是品种的数量及其种植的面积比例。第二层次是不同品种可能以一定的种植面积

生长在多个社区或地域的多种土地类型上。第三层次是在地理上或者其他方面特

 科
学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46· 作物田间与在地遗传多样性：研究实践中的原理和应用 

 

征突出的群体即亚种群，包括不同树龄的多年生果树或者在土壤、光照及湿度等

不同生境下生长的植物类群。 

4.2.1  种群大小 

种群大小是指一定区域内同种生物的所有个体的数量。根据种群与物种的概

念，种群大小可以是单一农田里某种植物的数量，或者特定区域内该物种的数量。

在任何一代，并非每个植株个体都会与其他植株进行交配和基因交流。对于自花

传粉和无性繁殖的物种，除了发生罕见的异型杂交，其种群往往会分成不同的遗

传谱系。在很多农田中，作物是靠播种繁殖的，这样该区域的个体数量就会非常

多。种植在家庭菜园的植物，如辣椒、丝瓜和果树类，种群就会小很多。 
种群大小是影响基因组成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当种群大小发生偶然或灾难性

变化时。相对于大种群，小种群往往具有较低的遗传多样性与较多的纯合子基因

座。种群规模的减小会导致种群内个别基因的缺失和错位。人为管理也可造成种

群大小发生变化，如农民会选择小部分植物作为繁殖下一代的亲本。病害、洪水、

飓风等灾害也会造成种群大小的变化(见第 7 章)。 
频率和密度是通常用来描述种群丰富度或大小的两个参数。频率(frequency)

是指在一定面积的单位空间内的种群个体比例，包括在农田、农场或某个地形环

境下特定品种的比例。密度(density)是指单位面积(或单位空间)中生物的个体数

量。例如，村里每户农民都在各自农田里种植一棵果树品种，此时频率较大，但

是密度较低。 
尽管在自然条件下，并非所有种群个体都能产生相同数量的子代。对于作物

种群，农民经常会挑选一定数量的优良种子供来年播种，即使不考虑人为挑选因

素，实际发芽的种子也只占其中一小部分。“有效”种群大小包括有助于配子传递

到下一代的个体数量。但是如果植物亲本的繁殖力变化较大，如大多数种子来自

同一植物，那么有效种群的个体数量可能比实际种群更少。同时，有效种群大小

将反映早期的建立者效应、种群大小瓶颈、作物育种体系、植物繁殖力变化以及

农民对亲本种子数量的影响等。 

4.2.2  成熟期、多年生作物及其结构 

上文提到，成熟期差异较大的植物对种群结构具有显著影响。不同花期的植

物不会交配，这可能导致处于不同成熟期的种群分化成不同亚群。当然，正如新

鲜蔬菜一样，这样可以有助于农民确保持续不断的粮食供应。不同花期对不同品

种的生殖隔离相当重要，如玉米通过减少交配机会以保持品种的独特性。 
确定性(determinacy)是指在一定种群内植物之间相互协同以达到共同开花

与成熟。田间种子在成熟与播种期间，确定性的选择压力较大。尽管不同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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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龄与成熟期可能不一致，但在较长时间内的多次开花、结果周期仍会有重

叠现象。对于多年生植物种群，每年定期开花会影响种群结构，而自身成熟则

不会造成影响。 
多年生农作物，如果树等植物，在其农田种植中可能具有复杂的年龄构成。

农民在种植新群体或补充损失时，可能会选择不同基因型的作物，进而影响同龄

植物之间的交配体系、果实产量与基因交流。对于野生植物种群，土壤中的休眠

种子也属于年龄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园林和农田中被丢弃的果实种子以及当地

储存的种子也是其中一部分。 

4.2.3  连通性 

连通性(connectedness)是指存在地理隔离的植物种群间的联系，种群空间上的

分隔和种子或花粉在种群或亚种群间的传播频率。当供体种群与受体种群的等位基

因频率存在差异时，可以称为基因流(gene flow)。相关理论模型如大陆-岛屿模型、

多岛模型和踏脚石模型可以用于分析种群间的连通性(详见文献 Hamilton，2009)。 
集合种群(metapopulation)(即一组种群组成的种群)是存在连通性的一个极

端例子。集合种群最初形成的原因在于，系统内一些种群明显消失，形成暂时空

余的生态位，之后被其他一些种群重建或占领。这一概念强调的是种群消失和重

建的生态过程，而不是异花授粉、迁移、种子混杂等方面。集合种群似乎是在当

植物在区域内有多块适宜生境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有时这些品种会在土地流转时

遗失，随后，农民可能会从另一个外部来源的种群中重新获得种子。应用集合种

群的方法有助于理解传统品种的遗传结构，相关内容将在第 11 章继续讨论。 
农田规模缩小或优良新品种的大规模种植，都会导致传统品种种植面积的减

小。作物的遗传进化，尤其在农民参与选择的影响下，将会产生更多的变异。有

些作物品种在少数农田里存留一定时间，但多数品种会迅速消失，但这是否与种

群较小或其他原因(如农民选择更优良的替代品种)有关则很难判断。稀有品种的

部分或完全近亲繁殖，有可能造成等位基因变异和近交衰退。 

4.2.4  最小存活种群 

种群大小、生活史、连通性与繁育体系(见下文)形成了“最小存活种群”的

概念框架。最小存活种群是指拥有一定遗传多样性水平，能够确保在特定时间种

群的可持续性(进一步讨论见 Frankel et al.，1995)。对于农作物，这些概念则与小

种群的大型多年生植物关系更紧密，如果树，或者庭院作物，如香料、辣椒或蔬

菜。但是，鉴于作物品种的自然管理和农民人为确定某一品种种植的重要性，即

使最小存活种群在评估可观测种群大小时有效，仍很难应用于作物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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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种群遗传结构 

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种群个体数量，没有提及种群的遗传结构特征。在

分析种群遗传结构之前，需要先研究种群的遗传特点，如基因与等位基因如何在

种群内或种群间发生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异及其变化频率。如上文所述，在确定种

群内和种群间多样性尺度与分布方面，有很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包括用于形态特

征的变异分析法、表型量化相关变量法、生化特征和 DNA 标记法等。许多国家

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都能够通过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AFLP)、微卫星、单核苷酸

多态性(SNP)、表达序列标签(EST)等方法生成所需的分子数据。在过去十年内，

随着测序水平的迅速发展，开展产生大量植物特定位点的 DNA 序列、植物全基

因组测序(见第 5 章)等方面的研究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是，相关数据的管理与分

析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尽管 DNA 分析水平发展迅猛，但通过现有的采集和分析方法所获取的信息，

却仍来源于定量数据或是简单的品种分布数据。即使获得了全面的 DNA 数据，

研究作物种群遗传结构也需要结合作物形态学、农艺特征和农民或生产者感兴趣

的形态特征。 

4.3.1  丰富度与均匀度 

丰富度(richness)和均匀度(evenness)是研究及维持作物多样性较为重要的概

念与参数。丰富度是物种的不同等位基因、基因型或不同类型的总数。均匀度是

指一个群落或生境中全部物种个体数目的分配状况，反映各物种个体数目分配的

均匀程度(Frankel et al.，1995)。丰富度与均匀度可用于研究微卫星基因的等位基

因数、单倍型、等位基因控制的表型(如种子颜色或生化标记)等数据，也可用于

研究作物生产系统中的品种数量频次或作物物种数量。但最常用的是通过分析定

性数据和定量数据，评估种群多样性(表 4.2)。 

表 4.2  丰富度和均匀度的测量 

 丰富度 均匀度 

定量或指标数据 范围(依据样品大小) 变异系数、偏度系数、峰度系数 

 分类数 变异成分 

定性或统计数据 类型数 相似类型的频率 

 等位基因数 遗传多样性 Nei 指数 

 多位点基因型数量、克隆数、单倍型数量 遗传多样性 Nei 指数*，Shannon-Wiener 指数* 

*这两种指数均包括均匀度和丰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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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举例说明了 Yambasse(位于布基纳法索)地方高粱品种的均匀度和丰富

度。对 80 位农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 5000～17 500m2 的土地上，农民总共种植

了 6 种不同的高粱品种。种植最多的品种 Belko 占地面积达 38%，种植最少的品

种 Bura pelga 占地仅为 3%。个体农户种植 1～3 个品种，占地为 2500～10 000m2。 

表 4.3  Yambasse(位于布基纳法索)高粱品种的丰富度与均匀度(Sawadogo et al.，2005b) 

农户名 总面积

(m2) 

高粱品种名 
丰富度 辛普森指数

(1-sumsq) Belko Gambre Kara 
Wanga Zulore Zugilssi Bura 

pelga

Bouda, Laurent 17 500 0.29  0.14  0.57  3 0.57 

Mare, Salamata 5 000  0.50 0.50    2 0.50 

Ouedraogo, 
Marcelline 5 000 1.00      1 0.00 

Ouedragogo, 
Hamidou 17 500 0.29   0.14 0.57  3 0.57 

Sampelga, 
Barahissa 5 000  0.50    0.50 2 0.50 

Ouedraogo, 
Inoussa 7 500 0.67    0.33  2 0.44 

Dakissaga, 
Boukare 17 500 0.57   0.14 0.29  3 0.57 

Dakissaga, 
Bintou 5 000  0.50 0.50    2 0.50 

高粱总栽培地

样品农户调查 

80 000 农户调查平均丰富度和辛普森指数 2.25 0.46 

 社区丰富度(社区品种总数) 6  

  0.38 0.09 0.09 0.06 0.34 0.03   

社区品种面积

覆盖率(%) 
 

社区辛普森指数(基于社区水平上的品种所占面积比) 0.72 

遗传差异系数[=(社区辛普森指数–农户调查平均辛普森指数)/社区

辛普森指数] 
0.36 

从数据中可以计算每位农民和每户村庄所采样品的均匀度和丰富度[丰富度=6；
均匀度通过遗传多样性 Nei 指数计算(或随机杂合性指数 He) = 0.72]。对于种植在

不同地区的品种，也可以估算其遗传差异——遗传多样性比例[(社区 He-农民 He)/
社区 He = 0.36]。 

Jarvis 等在 2008 年调查了 8 个国家 27 种作物的传统品种多样性(图 4.1)。此次

调查通过对不同国家共 26 个社区 2000 多家农户的访谈，记录了品种名、每个国家

3 个社区的品种种植面积。研究者发现，从农田或者社区水平上来看，作物品种的

均匀度与丰富度密切相关。在一些情况下，与低频率出现的品种丰富度占据多数相

比，高频率出现的品种丰富度的优势显现。这表明维持作物多样性可能是为了应对

未来环境变化、社会和经济需求而采取的一种保障措施。但在有些情况下，品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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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数分布更为平均，这可能意味着农民对作物品种有所选择，以便满足当前的多样

性需求和目的。遗传差异表明农民所在社区均匀度的比例变化，强调了多数小农户

采用多样性品种策略的重要性，促进了农田作物遗传多样性的维持。 

 
图 4.1  8 个国家 26 个社区的 27 种作物在农田水平上的丰富度、均匀度和遗传差异(Jarvis et al.，
2008) 
(a)农田均匀度与丰富度呈对数相关性。黑圈为主食，灰圈为非主食(P=0.03)；(b)农田面积与作物遗传差异呈对

数相关性。白圈为杂交品种；半黑圈为部分杂交品种；灰圈为近亲繁殖品种；黑圈为无性繁殖品种。图中排除了

低于 50m2 农田的农户样品(如庭院) 

4.3.2  作物多样性、杂合性、近亲繁殖与遗传结构 

在等位基因水平上的种群遗传参数及其样品统计信息，通常用来描述不同方

面的种群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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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态性位点比例。这是采样位点具有基因多态性的比例。比例的估计值取决

于大多数等位基因的频率(95%或 99%)以及用于检测变异的技术。在分子研究中，

比较检测的是偏离每个核苷酸位点的核苷酸比例。 
等位基因丰富度。这通常估计为种群中多数基因座中，每个基因座上的平均

等位基因数。它描述了作物品种、种群和地区多样性数量。样品大小对估算实际

值影响较大。当基于不同种群样品大小进行比较时，这个估值可通过二次取样或

稀疏法进行调整。 
杂合性。杂合性是指杂合基因型的比例，是另一个种群内遗传多样性的有效

测量指标。可观测杂合性(Ho)是已知杂合基因的基因位点所占比例，并将测量的

多个等位基因的组合列入二倍体基因型。杂合性的预期水平(He = 1– 2
ip )是给定一

组等位基因频率( ip )在随机交配下的预期杂合性水平。这种预期的随机杂合性是

遗传多样性大小的衡量指标，即遗传多样性 Nei 指数，与生态优势度辛普森指数

相关( 2
ip )。可观测杂合性(Ho)与预期杂合性(He)的大小差异可以为种群内或品种

间的繁殖提供信息参考。 
近亲繁殖是指种群内有亲缘关系的个体交配。通常为远系繁殖的物种(如玉

米)，持续的近交会造成种群质量降低、繁殖衰退。 
基因多样性。遗传多样性 Nei 指数是种群或受试样品中随机选取的两个不同

元素的可能性，随机拷贝的两个基因可能具有不同的等位基因，可以反映同一地

区的两个随机作物品种的差异性。在分子研究中，核苷酸多样性是样品中随机两

组不同序列的核苷酸平均数量的差异。在随机交配群体中，这相当于核苷酸水平

上的杂合性。 
遗传差异。遗传差异有多种定义和测量方法。一种是通过一系列表型特征或

是基因标记对整个系统基因多样性进行测定(如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一组种

群)，或是与种群内非同一性的作物群体(遗传多样性 Nei 指数)进行比较。遗传差

异也可通过对种群间所有非同一性作物所占比例进行测定。因此，种群分化可以

通过种群内过量的平均基因多样性(随机杂合度)所占的比例进行测定(Hs)：

GST =1 – (HS /HT)。 
这种测定方式有利于不同系统之间的比较，但当本地品种非一致性(HS)较高

时，种群间的遗传差异则不增加，并排除对成对的序列、品种、农田、区域等实

际差异的考虑。缺少人为选择，作物形成遗传差异的速率则等同于突变率和种群

大小，反映遗传漂变。然而，对于多数农作物，农民的选择将有可能增加遗传差

异率并放大遗传漂变的效果。 
等位基因频率与分布。等位基因可能在许多种群中广泛分布，在整个作物或

品种范围内的发生可能受所在地的环境限制，也可以在一个或两个种群中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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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位基因在整个种群范围内可产生合理的频率变化(一般超过 0.05)，或变化

很小(频率低于 0.05)。 

Marshall 和 Brown(1975)利用等位基因频率与分布区区分了 4 种不同的等位

基因(表 4.4)。他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应当制定保护策略，以便最大程度地保

护当地常见的等位基因，因为这些等位基因很有可能具有适应特殊环境的耐受性

(如抗旱、抗霜冻、抗病等)。等位基因广泛存在，在任何合理的采样策略中都应

该考虑并接受这个情况。 

表 4.4  等位基因频率及其分布种类 

  等位基因分布 

  广泛分布 地方分布 

等位基因频率 一般罕见   

4.4  作物品种与种群的进化 

随着上千年的不断驯化，农作物经历了重大变化，并在自然和人为选择下发

生进化与演变。在很多情况下，农民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作物性状，进而改变了作

物的多样性。近 150 年间，随着商业化和科学植物育种的加快，作物的变化速度

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农田选择过程，我们在生活中食用最为频繁的作物像水稻、小

麦、玉米、营养价值高的水果和蔬菜及油菜等则变化得更快。 
遗传进化是伴随作物管理的必然过程，并会产生显著效果，一些性状(如作物

种子的形状、颜色和大小)会比野生种群更加突出。进化会产生品种的差异，体现

在作物种群遗传多样性的差异程度与分布上，但多样性不会在空间和时间上随机

分布。不同等位基因的频率与其性质，以及不同种群的特性如杂合度、基因多样

性、均匀度和丰富度都是不同进化力(选择、突变、重组、迁移与遗传漂变)造成

的结果。生殖生物学包括育种系统、授粉和种子的扩散机制与方法。在与其他作

物相互作用的同时，进化会造成遗传隔离、基因流、当地种群灭绝或其他影响。 
Barnaud 等在 2007 年对喀麦隆北部一处村庄的传统品种的遗传结构与动态变

化进行了分析，提供了进化力与生殖生物学相互作用的例证。Duupa 村庄的农民

区分了 59 个以高粱命名的分类群，共包含 46 个传统品种。农民在田间将种子混

合后进行播种(平均每块田地上有 12 个传统品种)，这种做法增加了种子的基因交

流。Barnaud 等(2007)记录了植物空间分布类型与农民对传统品种的认知，并通

过 SSR 标记对 21 个品种进行鉴定和分类。通过遗传距离与聚类分析法，将 21 个

品种分成四大类，这些类群与传统品种的功能和生态特点相对应。品种的遗传变

异占到了总变异的 30%。传统品种的 GST平均为 0.68，这表明品种间存在较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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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近亲繁殖。品种间分化较为显著(GST=0.36)。历史因素、育种系统的变化和

农民耕地都影响遗传变异。除了增加基因流，农民生产实际对不同农艺和生态特

征组合的传统品种有着重要的保护作用。 

4.4.1  遗传选择 

种群内个体乃至同种的不同种群，存在不同的存活率与繁殖率。然而，这种

繁殖变化不一定产生进化并引起物种遗传结构的变化。与种群其余个体相比，被

选择的个体需要长期携带受青睐的特定基因或者组合基因。 
自然选择是塑造作物多样性水平和类型的重要进化驱动力。由于基因组成的

不同，携带易熟基因并能产生更多后代的个体将在种群中脱颖而出，进而出现自

然选择。选择通常会改变等位基因频率，而部分等位基因会在后代中产生基因型

频率的变化。自然选择可能发生在作物生活史的任意阶段，如发芽、出苗、生长、

开花、种子生产或收获等。 
选择不一定导致进化上的改变。例如，种群可以在等位基因频率均衡的条件

下进行平衡选择，如部分甘蓝作物自交不亲和的等位基因，或经多个生态位选择

的基因，不同的变种适应不同的环境斑块。这种平衡选择在频率不变的情况下是

一种保持多样性的重要保障。同样的，并非所有的进化改变都是选择的结果(例如，

对遗传漂变的小种群进行随机取样，会造成等位基因频率的改变、种群大小的瓶

颈效应)。然而，一般情况下，选择和遗传进化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选择过程也极

其丰富多样。选择理论包括多种模型，表 4.5 中列出了描述多种选择类型的术语，

而且这些模型具有相关性，不存在单独的类型。与此相反，在农场或自然条件下，

需要联合应用不同的选择模型进行研究。读者若需要了解每种模型的应用，可以

翻阅种群遗传学相关书籍。 

表 4.5  主要根据个体繁殖力差异选择的界定模式 

属性 目的或内容 选择模式 

表型 特征值 
农民意识 

直接、定向、删减、稳定性、破坏性 
故意、疏忽、潜意识、关联 

波动 变异性 暂时或空间上波动，生活史或成熟期 

遗传 等位基因多样性 
遗传体系 

纯化、平衡、杂合优势、多样化 
单倍体、有性繁殖、亲缘关系 

种群 生态变化 自然的、频率或密度依赖性、r 选择或 K 选择 

作物选择可能是农民出于保存某些农艺性状或满足特定需求的目的。此外，

农业管理的意外结果也会带来选择压力。在存在遗传变异的种群中，环境因素会

影响对生态适应性的选择。农民会对植物性状进行有意地选择，如种子颜色或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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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中的淀粉构成(蓝色或红色、硬粒或马齿型玉米)；菊苣的叶片形状(scarola 品

种的叶片或 indivia 品种深裂的叶片)，特别是成熟特性(早熟和晚熟)，或是与烹

饪相关的特性(如高粱的甜味)等。 
农民被动做出相关选择性诱导变化的例子：①干旱引发收割提前，使得成熟

时期发生变化(如近 20 年西非高粱和小米品种发生变化)；②具体植物类型的选

择，如为增加马铃薯块茎产量而选择开花最少的品种；③在驯化过程中，选择种

子不易脱落的小麦谷物品种。在环境选择方面，包括生物压力所带来的后果，如

抗病虫害(第 7 章中有讨论)。本书第 11 章将会阐述农田系统的选择模式。 
定向选择的效果取决于该性状的遗传力和选择强度，可以用方程式表示，即

R = h2S，其中 R 表示选择响应，h2表示遗传力，S 表示选择强度。作物产量和产

量成分等特征可发生定量变化，并受许多基因调控，这些基因的表达受环境影响

较大。上述这类特征通常具有低遗传力，每代的选择响应也较慢。反之，具有简

单遗传调控的作物特征则响应较快，农民也较容易选择或用其他品种取代它们。 
农民(或专业的植物育种家)在耕作时，当作物特征受到复杂基因控制时，通

常会观察许多不同特征。在作物总体表现与存活情况方面，首选类型的品质受相

关性和多效性影响，可能有所降低，从而使得人为选择与其他选择压力相抵消，

如作物生活史上的一些特征(种子休眠特性、生长特性与光周期响应等)。这意味

着，即使农民进行严格的选择，响应也可能很小，会造成传统品种的变异量显著

增加。像玉米这样的远交物种，种群中植物个体的选择基本上针对雌性植株，实

际种子的选择是由雄性随机授粉产生的。这样的繁育体系相对于选择的结果是非

常保守的，同时也保存了种群遗传多样性。 

4.4.2  突变 

突变是染色体上核苷酸序列的遗传变异，是新的遗传变异来源。植物的自然突

变率极低(每个基因突变的概率约为 10−5，每个核苷酸突变的概率为 10−9)。大多数

变异是中性的，与生物体的健康有关，或者仅会产生轻微的有害影响。然而，作物

驯化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产生可以栽培与利用的品种，如第 2 章中讲到的，谷物、

大型水果和蔬菜大多具有不落粒特性的基因复合体。在有些情况下，像玉米的籽粒

着色，人们似乎选择了与增加突变率有关的突变体系。这些系统编码着复杂的性状

特征，如种子(玉米)、茎秆(甘蔗)和树叶，有助于农民识别品种。作物的突变是持

续发生的，使农民对“罕见类型”或新类型进行筛选。由于这些突变对生产和利用

意义较大，换言之，人们对多样性的兴趣促进了这些突变性状的保存。 

4.4.3  重组 

重组是等位基因上的连锁基因产生新组合的过程。不同染色体在减数分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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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随机的基因重组，此时连锁基因之间发生交换而在后代中出现亲代所没有的

基因组合，遗传程度取决于连锁基因的遗传距离与重组量。在突变的基础上，基

因重组可能产生肉眼可见的新植物(性状新组合或隐性基因表达)，之后被农民筛

选出来。 
繁育系统对基因重组及其效果有着很大的影响。远交或随机繁殖可以保留较

多的杂合体和重组体，而近交繁殖则会消耗杂合性，从而减少重组机会。在远交

繁殖的物种中，除了染色体上联系紧密的连锁基因，基因重组会打破所有的基因

组合(有利或不利的)。对于二倍体，近交繁殖降低了发生在基因和选择的等位基

因中的重组。另外，近交繁殖会使下一代具有优良基因型的杂合体减少。当植物

通过块茎、茎段、单性生殖产生的种子进行无性繁殖时，因为没有发生重组，植

物基因型将被保留到下一代，而选择也能在不同的无性繁殖体系中进行。 

4.4.4  迁移 

农业的一大特征就是作物及其品种可以在地区、国家和大陆之间迁移。随着

人类的活动，驯化作物也成功随之迁移，并分布到世界各地，包括分布在欧洲和

非洲的玉米、马铃薯和豆类，以及美洲的小麦和大豆等。这种迁移的过程类似于

自然种群的扩散和新种群的建立。在种群遗传学中，迁移适用于个体植物的移动

过程、营养繁殖、种子和种群间花粉的扩散等。迁移有利于外来种与当地种之间

的遗传交流，促使基因融合。当外来配子或种子遗传基础与当地品种不同时，两

者就会发生基因交流。 
无论何种方式的迁移，发生何种基因流动，对传统作物品种性状的改变都是

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异型杂交或部分异花授粉作物，如玉米、珍珠稷和高粱。异

花授粉作物的有序管理能够维持特定品种的主要性状。来自作物野生近缘种的基

因流对作物的进化相当重要，能够扩大其遗传基础，并且增加基因多样性，便于

人工选择(Jarvis and Hodgkin，1999)。 
像突变和重组一样，迁移对农民来说是新变异类型的有效来源。经交配和重

组后的迁移能够产生更多的变异类型，构成了现存的部分传统品种和其他新品种。

Louette 在 1999 年对墨西哥 Cuzalapa 的 7 块农田进行研究，揭示了玉米品种(传统

和现代)在三个收割季内存在不断变化的模式。部分种子丢失导致的有效种群规模

定期减少，会造成稀有等位基因的丧失。Louette 认为，如果农民各自独立管理自

己的种子库，会降低种子的多样性，造成近亲繁殖的增加，并使作物产量降低。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物种的迁徙(引进新品种)、农民的田间管理会增加作物多

样性，使不同玉米品种之间发生基因流动(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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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三个收割季 7 块不同田地上玉米品种的分布(Louette，1999；Lewis Publishers 授权许可) 

当地短周期品种：B 代表 Blanco，N 代表 Negro，AA 代表 Amarillo Ancho，Ta 代表 Tabloncillo，P 代表 Perla；
当地长周期品种：C 代表 Chianquiahuitl；引进的长周期品种：A 代表 Amarillo，AR 代表 Argentino，NX 代表 Negro- 
exotic，H 代表 hybrid 

4.4.5  遗传漂变 

随着种群代代相传，基因频率的随机波动会引起遗传漂变，其程度取决于

种群大小，种群越小，影响越大。最终，遗传漂变这种发生在两个或多个种群

或亚种群内的随机过程，会导致等位基因被固定在某个位点上。亚种群发生的

遗传漂变，可以引起种群间的较小变化，经过世代的积累，则会产生明显的遗

传分化。 
从保护生物学的角度来讲，遗传漂变的潜在影响在较小种群或观测样品中的

表现最为明显。有两个主要影响，即等位基因变异型的消失，尤其是罕见基因，

以及近亲繁殖的增加(或杂合体的减少)。等位基因丰富度的丧失或遗传侵蚀的发

生是种群或样品规模下降的最明显特征，近亲繁殖对微小种群也会有较大影响。

这种理论是基于“50-500 法则”，其中 50 是避免近亲繁殖的最小存活数量，500
是阻止遗传侵蚀的最低数量。避免近交衰退是当前作物存活的一种必要适应，同

时，等位基因丰富度是适应多变环境的必要因素。关于本节，更多内容可参考

Frankham 等(2010)的研究。 

4.5  繁殖生物学 

植物繁殖生物学研究的是植物产生后代的各种机制，以及如何影响基因多样

性在种内和种间隔离与传播的学科，因此它是农田多样性动态变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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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繁殖(交配)系统 

植物的主要交配系统包括异型杂交(交配受精)、自花授粉(自体受精)和无性

或营养繁殖(包括无融合生殖，是指无须施肥，由性功能改变而产生的无性繁殖)。

在很多作物中，即使人工选择会青睐某一种类型的作物，混合交配系统仍然会发

生(例如，谷物种子的产生或马铃薯的营养繁殖)。繁殖系统受成熟时间、花期、

授粉模式、与父母本的亲缘关系程度，以及特殊形态和生化特征的影响(雌雄同株，

如玉米上的雌花雄花同株；雌雄异株为雌性和雄性植物分开的种群，如开心果，

或者芸薹属植物的自交不亲和系统)。作物育种系统能够决定种群内和种群间遗传

多样性的形成，并影响物种个体产生新的基因型多样性。 
具有高度自体受精的植物被称为近交或自花授粉植物。自交不亲和植物主要

是通过远系繁殖或异花受精。无性或营养繁殖的植物有时被称为无性繁殖系。事

实上，植物种群具有广泛的育种系统，不同种群的育种系统是灵活多变的。例如，

在番茄基因库[番茄属(Lycopersicon)]中，栽培番茄(L. esculentum)及其他种是自花

授粉，而其余种则是完全自交不亲和，属于异花授粉[如智利番茄(L. chilense)]。
然而，对于某些物种，情况并非如此。因此，醋栗番茄(L. pimpinellifolium)可能

是栽培种的祖先，能够自交亲和，但在其狭长的分布中心内有 40%是异花授粉，

极端情况下会降到 0。其他番茄属植物[如多毛番茄(L. hirsutum)]则是自交不亲和

的，且其核心种群具有很大的遗传多样性，边缘化的自交亲和种群会产生单一形

态的种群。 
对于异花授粉的植物，有性繁殖会使更多个体拥有新颖独特的基因组合。种

群将会保持平均杂合性，但会在不同基因座上产生具有新组合等位基因的个体。

相反的，对于自花授粉物种，当其亲本是杂合体时，其后代的个体仅携带一部分

等位基因。因此，平均有一半的亲本杂合体会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过程

将会使遗传多样性减少从而形成孤立谱系，并严重限制了新多态位点基因型的出

现速度。无性繁殖植物则会将全部的基因型复制到下一代，基本没有任何突变。

在植物种群规模较小且亲本的数量较少时(如作为新一代物种或是选择遇到的瓶

颈等)，则可以用自交或无性繁殖相结合的技术，虽然会减少基因多样性，但能够

达到快速繁育下一代的目的。 
鉴于有性生殖涉及遗传物质的交换，熟悉物种繁殖模式是理解种群内遗传多

样性的重要因素。例如，与自花授粉相比，有性繁殖的种群拥有更高的遗传多样

性水平。Hamrick 和 Godt(1997)基于同工酶的研究，总结出育种对作物种群内和

种群间的影响变化。表 4.6 对植物三大主要育种系统的遗传特征做了比较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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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植物育种体系对种群遗传特性的主要影响 

遗传特性 异花授粉 自花授粉 无性繁殖 

种群内多态性水平 高 低 有限 

等位基因丰富度 高 适中 有限 

杂合性 高 低到 0 高 

不同基因型 个体遗传上的独特性 多位点基因型较少 少或单一基因型 

重组 高 有限 无 

多态性水平上的种群差异 有限 显著 极小 

母系选择的反应 保守，缓慢 纯合，快速 严格，快 

迁徙 种子和花粉 多位点结构 多位点结构 

无性繁殖是指通过部分根、块茎或扦插等方式进行繁殖，是许多作物的基本特

点。马铃薯、山药、甘薯、香蕉、芋头和甘蔗都是世界范围内较重要的无性繁殖物

种。大多数果树通过扦插繁殖，或用母本的侧枝来繁殖，包括草莓、苹果、杏、荔

枝和红毛丹。这些植物可以通过有性繁殖、重组或种子繁殖产生新的植物类型。在

安第斯山脉地区，农民和育种者同时利用营养繁殖与种子繁育种植马铃薯。在贝宁

(非洲西部)，农民通过移植根部进行栽培，保留了部分山药品种，同时，又从周围

森林引种，通过有性繁殖来增加产量。椰枣树通过根蘖繁殖，使得农民能够保留特

定的优良基因型，而萌发的种子则为农民选择新表型提供了更多来源。 

4.5.2  授粉 

授粉是花粉粒传播的过程。仅靠重力作用的花粉传播，其传播距离很有限。

而通过风媒传粉，花粉能够传播至更远的地方。有报道称，风媒传粉的距离可达

数百千米。此外，对另外一些作物来说，虫媒传粉是较为重要的花粉扩散方式

(Klein et al.，2007)，昆虫能将具有活力的花粉携带至数千米以外的地方。 
虽然有些花粉传播距离很远，但大多数授粉仍遵循就近原则。传粉远近取决

于作物育种系统。对产生纯合种子所需的地理隔离距离的研究，为不同育种体系

作物的成功授粉提供了借鉴。杂交繁殖的花粉迁移比自交繁殖更频繁。对于杂交

作物，1000m 是较安全的生殖隔离距离，对于自交繁殖通常在 200m 左右，而对

于谷物，20m 就能满足条件。 
植物具有很多花粉传播的不同机制(如重力、昆虫、鸟、风)，对种群内和种

群间遗传多样性的潜在分布有着重要的影响(Loveless and Hamrick，1984)。重要

的远交物种如玉米，与野生种相比，花粉传播的强度仍然比种子传播要弱得多。

复杂的种子系统是作物的典型特征，不仅受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也受到人类

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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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种子传播 

在有性繁殖植物中，种子传播模式也会影响种子分布。种子传播的可能媒介

包括重力、风、洪水、各种各样的动物包括人类。某些传播形式能够将种子传播

至较远的距离，对种群迁移和基因交流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于大多数农作物，尤其是以收获种子为目的的作物，自然条件下的种子传

播没有人为传播作用强。事实上，种子器官脱落性经过农民的长期选择之后变得

弱化。新环境对人为管理下的作物品种和种群的迁移有着不可预测的影响。病虫

害或杂草对农作物的种子传播也会带来较大的影响，如入侵非洲的木薯粉蚧

(Nassar and Ortiz，2007)。 
对野生物种和作物近缘种来说，种子传播机制是个体迁移和种群遗传学的主

要影响因素。以花粉为例，仅依赖重力的种子传播通常只分布在亲本周边地区，

而依靠风媒传粉的物种有着更大的地理流动性。另外，依靠各种动物摄食，随着

哺乳动物或鸟类活动，种子可以传播得更远。 

4.6  小    结 

通过实地调查所观察到的遗传多样性，构成了农民生计维持与品种保存的基

础，这些正是多种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如突变、重组、基因流与基因漂变等。

作物遗传多样性取决于作物本身的生物学特性、环境和该作物被利用与种植的方

式。种群遗传学方法为描述可观测的遗传类型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为发展和检验

创建、维护、影响现有模式的重要因素假说提供了方法。下一章，我们将探讨研

究作物遗传多样性及其保护利用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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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4  选择、种群规模与繁殖生物学是塑造作物多样性层级和模式的重要因素。有些植物如

石榴，经驯化后形成两性花同株的性状，即同时具有两性花和可育的雄花。主动或意外迁移导

致的基因流对作物传统品种有重要影响，尤其是玉米这类远交作物 
左上：厄瓜多尔地区的玉米在不同时期开花，这个特性减少了杂交机会，保证了品种的独特性。右上：乌兹别克斯

坦农民在查看石榴花，进行人工选择。左下：在尼泊尔久姆拉，种植面积不同的传统水稻品种(水稻是自交作物)影

响着各个品种的种群规模。右下：研究者在蚕豆地里访谈摩洛哥农民，蚕豆是一种部分远交的作物，远交程度取决

于种植的品种和生长环境。照片来源：C. Fadda(左上)，M. Turdieva(右上)，D. Jarvis(左下)，A. H. D. Brown(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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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作物多样性测度方法 

本章论述了多种描述作物遗传多样性程度和分布的信息，以及获取和分析数

据的方法；明确了在获取、分析和解释数据时可能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 
阅读完本章，读者应基本了解以下内容。 
(1)使用品种名称、农艺性状、生化和分子标记手段描述田间作物之间多样性

程度和分布的方法。 
(2)与农民合作获取多样性程度及分布信息和数据的方法。 
(3)分析遗传多样性数据，以及整合信息与数据的多种方法；农民所使用的品

种名与学名的关系；农民对作物农艺性状、用途和遗传结构的描述。 

5.1  生产系统中的作物和作物品种 

任何一种被农民种植并出现在特定的农业景观中的作物品种都存在于一个更

大的生产系统背景之中。它与其他作物品种一起种植，通常还有牲畜，并且伴随着

能够提供绿篱、薪柴、建材、药品和其他有用产品的其他植物物种。这种更大的背

景与生产环境的本质共同影响作物用地的数量和类型、耕作时机和品种选择。 
农户依据土地性质和劳动力等因素，视情况不同而使用不同的作物和品种。

庭院和大田可能种植着不同的作物品种就是个常见的例子。任何分析作物多样性

的工作都要考虑这个大背景。同样，也需要适当考虑不同类型的农民(性别、财力、

年龄)对其维护和使用的不同作物、牲畜及其他物种重要性的看法。 
耕作制度的特点同样对农民选择种植的品种有重要影响。例如，许多不同形

式的轮歇农业(shifting cultivation)都涉及不同的作物及品种，以适应清除、种植及

自然更新周期中各个阶段的需要。在世界很多地方，人们会依据时令节气而优先

选用不同品种(见第 6 章)。例如，在俄塞俄比亚提格雷州(Tigray)，农民可能会

在 mehir(长雨季)和 belg(短雨季)期间种植不同品种的大麦(Hadado et al.，2009)。
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很多地方，在 kharif 和 rabi 时期，人们种植不同的作物和品种，

反映了这两个时期的供水量及其他节令特征的区别。 
在所有支持农场使用传统品种的调查或项目中，有必要把很多能够勾画出生

产系统整体画面的不同品种作为考察对象。从谷类、豆类、油菜、蔬菜、水果等

不同类别中选择作物，反映出农艺措施、需求、经济视角、生物学特征在判断某

一类型多样性的存在原因或者做出特定的决定时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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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探索多样性的程度和分布 

在任何地区，一种作物遗传多样性的程度与分布信息可以有多种来源，这

些来源为多样性的管理提供补充信息。这包括品种标识(如农民描述自己在管理

中识别出的名字或独特的作物单元)，农业形态特征或者可见性状分布的方式，

以及变种在生化、分子特征(“marker”)上的范围和类型。这些原始资料就其本

身而言并不是完整的，但它们在理解农民或者社区如何管理作物遗传多样性上

有重要价值。 

5.2.1  品种结构和名称 

在任何地区，要理解一种作物遗传多样性的丰富度和分布，就要从调查农民

对作物种植材料(种子、块茎或其他繁殖体)的选择开始。首先是理解品种结构。

当地农民如何理解多样性的单位或者确认品种或品种系列？在管理品种多样性上

起重要作用的作物特点是什么？关系到品种鉴定的特点是什么？哪些做法影响了

种植材料的保存和交换？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要直接调查种植材料的处理方式和农民管理作物的方

式，还需要探索多方面的情况：产业系统的物质层面(水、土壤等)，社会经济和

文化层面(包括种族、性别、收入、社会地位、阶层)，地理层面(农民、社区和地

形相互联系的方式)。调查的目的是弄清社区里的农民识别和使用品种的方法。所

有信息最好通过不同的参与方式调查，并且需要农民及其社区充分地参与信息收

集过程，最终所需信息来源才能得以确定(参见 Susskind et al.，2012；阐述的与参

与式方法关联的一般事物的关键性评价)。 
品种名能够反映一个品种的不同特性，例如： 
• 材料的原始来源(如命名人、地区或试验站)。 
• 植物的形态学特征(如颜色、外形、生长习性、高度)。 
• 农艺性状表现(如花期、早熟性、产量)。 
• 品种对特定环境因子的适应性(如土壤类型、对特定病害的抵抗能力)。 
• 对该材料的运用(如利用其易于烹饪、口感好的特性，适合用作稻草或饲料，

宗教或祭祀作用)。 
农民根据对植物生长从种子、苗期、花期到结实期的性状描述来识别和命名

品种。因为农艺形态标准组合常常用来定义一种品种，所以农民用于鉴别和维持

传统品种的特征往往是复杂的并且是相互关联的。农民给品种的命名直接反映其

特定的性状，如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州的龙爪稷(Eleusine corocana)的命名是根据其

种子的颜色：红色(keyih)、白色(tsa’ada)、黑色(tselim) (Teshaye et a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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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物的当地名也可能是隐喻性的，在墨西哥南部的玉米品种 nal t’eel，玛雅

语意为“公鸡玉米(rooster maize)”，作为当地第一批成熟的玉米，其品种名称令

人回味。 
农民喜爱或者评价最高的品种特点不一定与其名称相符。例如，农民重视

的品种特点可能更多地与它的农艺性状(如产量或者抗旱性)或者价值(如烹煮

品质或者饲料品质)相关，而实际使用的品种名称所指的却是其视觉特征(颜色

或者外形)。名称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新引进的品种可能会在其来源或者引进人

逐渐确定之后，再根据其特点来命名(Nuitjen and Almekinders，2008)。在乌干

达，不知名的香蕉被引种到村庄后被赋予了新的名字。不同的族群引种某一品

种也可能会赋予其不同的名字。鉴定品种结构的重要一步是，尝试了解人们是

如何给品种命名的，以及当地所有族群是否认同该品种的所有名字。不同年龄、

性别及经济状况的农民可能会以不同方式评价某一品种的特性，这可能也反映

在对品种的命名上。 

5.2.2  品种名称的一致性 

在品种结构和鉴定的研究中，一个常见的难题是解释农民如何为其使用的品

种命名(Sadiki et al.，2007；该文有更全面的讨论)。不同农户、村庄、区域的农

民在对同一个品种进行命名和描述时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有差异的，而且品

种名称也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品种名称在村庄内可能是相同的，但在地区尺

度上却有变化。例如，在摩洛哥相邻的不同村庄，蚕豆的品种名与用来区分品种

的农艺性状的一致性作比对时，Ain Kchir 村庄使用的名字和农艺性状被用来作为

参考数据。在相同的空间跨度上，名字的变化比用以区分不同品种的农艺性状的

变化更明显(图 5.1)。 
另外，同一村庄的同一品种可能会有多个品种名并且这些名称实质上在地区

范围内的社区之间不断重复。即使同一位农民，也可能对同样的品种使用不同的

名字，这取决于访谈时的情景和传达的信息。如上所述，在一个社区内，特定名

称的使用情况可能会随着社会因素(如农民的性别、年龄、种族)的不同而变化。

弄清可能会影响到名字使用的这些因素，对多样性管理是有益的。Sawadogo 等

(2005b)发现高粱的品种名与植物形态(如株高、株型、颜色、谷粒大小、颖片特

点)，农艺性状(如生长周期、花期)，环境适应性(如抗旱性、抗病虫害)，使用

价值(如烹煮品质、口感)等都有关系。所调查的两个不同村庄在使用的名称上有

差异，有些品种名称有 4 种以上；有些品种只在一个地方种植，在另外一个地方

也为人所知，却被赋予不同的名字。语言差异也在解释使用不同名称上起到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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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摩洛哥的蚕豆(Vicia faba)和布基纳法索的高粱(Sorghum bicolor)名称一致性(引自

Sadiki et al.，2007；承蒙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提供) 
就一致性指数 r 和距离 d 之间的相关性系数而言，名称和农艺性状系数分别为–0.537 和–0.173；就相关性重要程度

而言，名称和农艺性状系数分别为 0.002 和 0.280 

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某一地区在传统作物品种命名上的差异，强调农民及

社区之间在名字使用上“缺乏统一性”，基于名称的不信任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名

称与其他基因标记相关性差。但是，品种名称与基因和文化内涵、选择和进化结

果一起构成作物多样性的管理单元。品种名有助于我们理解农民对其多样化的使

用(Brown，1999；Jarvis et al.，2007b)。所有调查都应包括探究农民使用名称的

方式。继而关注的是拥有同样名称的品种除用于鉴定品种之外，还有哪些相同的

农艺性状(除了用作识别码)。最后探究蛋白质或 DNA 标记的结果与农艺性状或

农民定义作物的品种特性之间的一致性。 

5.2.3  农艺形态学——特征和评价 

农艺形态特征既包括易观察到的作物特性(如六棱大麦与二棱大麦；龙爪稷的

红、黑或白色种子；高株型与矮株型)，也包括与产量直接相关的定量特征(种子

粒度大小和单株结实量，可收获的马铃薯或芋头的大小和数量等)。农艺形态特征

还包括一系列与生产相关的变量，如全生育期天数、抗病虫害性、对非生物胁迫(如

霜冻、干旱或水浸)的耐受性。这些或多或少都会遗传下来，可能是某一具体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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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也可能变异为独立的品种。 

5.2.3.1  特性描述与评估 

遗传资源工作者常常区分特性描述和评估两个概念。在使用上，特性描述涉

及的是或多或少能简单遗传并且不易受环境影响的特性，因此在任何环境下，都

可以在植物生长过程中被直接测量或观察到(如花的颜色、种子颜色、生长阶段特

定的性状)。在理想状态下，这些特征都是典型的且基本不受环境影响。 
评估所涉及的是那些通常定量遗传并且常常受环境影响而变化明显的特征。

在复杂基因控制下，这些特征常与产量、质量、性能、对生物和非生物胁迫的耐

受性有关。 
农艺形态特征试验测量与分析，与其他基因数据收集和分析结合，在理解农

民如何选择并管理那些用来鉴别传统品种的单个植物特征及分组特征时起到重要

作用。品种的农艺形态特征描述和评估与植物育种家和农民直接相关。农艺形态

特征的收集和分析虽然耗时，但是与基因多样性测量的其他方式相比，通常相对

经济且简单。 

5.2.3.2  田间和试验站试验 

一些对农艺形态变化的测度和分析，应该由研究者和农民共同实施才更为可

取。这能深刻揭示农民是如何描述并重视某一品种的，弄清楚他们识别并认为相

关的特征是哪些，这样的合作确保研究者能够理解农民对这些特性及其相对重要

程度的看法。农民在自有土地上，使用常规耕作方式对不同样品或品种开展种植

试验时，会使用该品种在原生境中的特征来规划并组合，这正是农民自己的田间

试验。田间试验的指导原则：①使用农民选择的田地；②按照农民惯常的时令来

种植；③按照农民管理自己作物的方式进行试验(Mutsaers et al.，1997)。 
管理田间试验的方式显然取决于可用土地和劳动力，以及农民的生产实践与

兴趣。但是，在不同农场进行种植试验，以及应用重复试验或者放大的样地设计，

能提升试验结果的价值。通常，样地设计的要点是选择位于社区不同地方的三个

及以上相互独立的农场，因为这样才能体现该品种在不同生长微环境中的差异，

也能避免一些随机事件的干扰，如洪水、滑坡或其他可能破坏试验样地的因素。 
在田间试验中，为了覆盖品种多样性，应该包含多个不同样品，或者来自不

同农民的普通品种群。即使是稀有品种，至少也要收集来自当地两个农民的种群

材料。田间试验的要点在于要有“对照(checks)”，这个对照是研究者所熟知的，

并且依据试验的特殊目的而选择的品种。例如，要验证抗病虫害水平，我们就需

要以易感群体和抗性群体作为对照。通常，稀有品种可能没有足够的种子，因此

这些品种必须在上一个生长季提前进行繁殖。田间试验同时也能为当地农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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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以了解不同品种在同样的耕作条件中的表现(Snapp，2002；Virk and 
Witcombe，2008；Lammerts van Bueren and Myers，2011)。 

在周边试验站或选点进行田间试验，可以为大田试验结果提供补充。选点试验

与大田相比，可以设置更多的控制条件。多点试验中也涉及随机试验设计、多次重

复、选点面积更大、不同处理、符合试验目的的备选设计、附加变量的测度，以及

为测定特性的结构化工作计划。尽可能邀请农民来观察这些试验，并对试验材料进

行评估。不管应用哪种试验流程，所有试验应该运用合理的重复和控制条件，以获

得定量数据。Mutsaers 等(1997)曾经对这些可应用于农田和试验站的方法进行阐

述，并将其发表在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技术报告第 4 期中(IPGRI，2001)。 
田间试验和试验站试验都是证实小组讨论和访谈中获得的品种特性信息的重

要方法。为了理清农民在描述当地品种时使用的标准，可以在示范点种植各个品

种，每种种植若干行，但不要告知农民种植的具体品种及其位置，并在不同生长

阶段邀请多位农民加以描述及鉴定，包括幼苗期、花期、抽穗或果实成熟期和收

获后的果实、种子等繁殖材料。 
农民有意或无意地选择可能包括对产量有重要作用的农艺形态特征、与品种

鉴定有关的特性。在这些选择的过程中，常常会观察到新的特征(突变、基因流动、

重组导致的结果)，并依据其相关度或潜在价值选择保留或舍弃。文献中提到的例

子很多，农民发现并保留了符合自身需求的新类型(Richards and Ruivenkamp，
1997)。 

农艺形态特性的数据收集流程应当规范，并且可以应用于田间试验和试验站

试验中(后者常可获得更多的数据)。收集过程常常需要对植物特征进行物理测量

(通常有形态学、物候学、种植表现、病虫害抗性)。形态学特征如种子大小、果

实颜色、叶长可以直接进行测量。叶、花和果实的物候学特征可以在一个持续的

生长期内进行记录，以确定花期或果实成熟时间等信息。与种植性能相关的特征

包括种子数量和大小或其他有用部位的尺寸。 

5.2.3.3  农田实地观测 

到农民的田地里进行特殊性状的直接测量是很有用的，可以借此对病虫害的

严重性、花期或成熟期、分蘖数量等特点进行评估。例如，始花期通常是指第一

株开花至 50%的植株开花这段时间，通过实地观察每天的开花数量来记录。病虫

侵害方式的评估办法在第 7 章有具体描述。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察是不可重复的，

而且会受到环境因素的显著影响。在差异较大的生长环境中观察这些特征，能够

评估环境变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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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4  温室与实验室实验 

尽管大部分的农艺形态特征都是通过田间试验来评价的，但有一些在温室

或者实验室条件下进行可能更好。环境控制室(environmental chamber)可以用来

在特定条件下描述并评估植物种群的特征(如不同的盐度、温度、湿度和 CO2 浓

度)。病原体感染实验常常需要使用特定的病原体进行重复的温室实验(见第 7
章)。通过研究埃塞俄比亚传统高粱品种对象鼻虫特异抗性的实验发现，在实验

室条件下，高粱品种对象鼻虫侵染的敏感性与农民对该品种敏感性的分类高度

相关(Teshome et al.，1999)。许多先进的研究机构已经开发出对特殊表型进行分

析的设备，这使得在高度控制条件下对特定品种进行更为准确的测定成为可能，

其中经常包括结合分子遗传学研究手段的隔离种群分析。 
营养分析，或称饮食学分析，是基于特定大量营养素(糖类、蛋白质、脂类)

和微量营养素(维生素和微量矿物质)含量区分品种的方法。例如，番薯中的胡萝

卜素、玉米中的类胡萝卜素、大麦中的植酸酶(phytase，一种铁、锌吸收抑制剂)，

根据这些含量的不同以区分出多个品种(Frison et al.，2006；Bohn et al.，2008)。
传统品种与亚洲地区收集到的改良品种大米相比，营养素组成中的蛋白质、铁、

锌、钙、硫胺素、核黄素、烟酸和淀粉酶已经有很大变化。研究表明有些特定的

大米品种比其他品种铁含量高 2.5 倍，锌含量高 1.5 倍。光谱分析结果显示，大多

数传统品种营养素含量较高，高产的现代品种营养素含量较低(Kennedy and 
Burlingame，2003)。营养分析可以验证农民对特定品种中有益营养物含量特性的

了解，而且可能发现农民和消费者不太熟悉的营养功效。 

5.2.3.5  数据选择和分析 

由于可供分析的潜在变量或性状还有很多，因此从农民的视角来选择变量是

十分重要的，再结合研究的必要性，最终得出可供管理的分析条件。作物生物多

样性和大量伴生植物构成了一份下文网站中的描述性特征清单，这些性状在特定

的作物中存在变化，在针对研究目标选择相关性状时有指导意义(http://www. 
bioversityinternational.org/browse_by/tag/descriptors)。使用此清单时必须谨慎，它

为描述和测度选定性状提供了一个标准方法，因此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若研究者收集到多种变量的大量数据，可以利用多种统计学方法(如排序)进行研

究。经过分类等数据处理之后，农艺性状的数量可能会减少(见第 6 章)。在墨西哥进

行的玉米研究中，利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选定了 7 个农

艺性状，在受试的 15 个玉米品种中，85%的变异都与这些性状相关(Arias et al.，2000)。 
很多文献都可以用于指导农艺性状调查的设计，并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包

括 Mead 等(2003)在农业与实验生物学中使用的一般数据分析，Wildi(2010)在植

被生态学中的数据分析，Dunn 和 Everitt(2004)在品种性状上应用的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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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saers 等(1997)的方法也值得借鉴，尤其是应用在田间试验分析上。 

5.2.4  生物化学变异 

许多作物品种往往在生化特性上有所不同。这些特性包括次生代谢产物，如

芸薹属植物中的芥子油苷含量、不同品种的玉米或高粱中糖和淀粉的组成、木薯

中的抗性营养因子的含量差异等。对这些变异的分析常常超出了农田品种保存的

范围，但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如山黧豆(又称草豌豆或 khesari dhal)(Lathyrus 
sativus)的抗性营养因子]：这些特性对当地社区人民的健康起到重要作用，且与

抗病能力紧密相关，因此值得研究。 
检测与植物蛋白种类、含量相关遗传变异的技术有很多。例如，以不同植物

多种形式的酶(同工酶)和等位基因来反映氨基酸序列变异，就可以通过电泳法直

观地展现出来。20 世纪 80～90 年代，同工酶变异为分析植物种群变化提供了重

要手段。Hamrick 和 Godt(1997)使用文献中的同工酶数据来比较自花与异花授粉

品种，以及作物与野生近缘种，该文献很好地综述了该方法。在种子贮存蛋白和

同工酶中应用遗传变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基因测序的方法所取代。但是，这个

相对较老的技术仍然有用武之地，如品种鉴定、交配系统分析，或者在分子设备

受限或缺乏的情况下仍可发挥作用。 

5.2.5  分子遗传变异 

分子生物学方法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研究遗传变异。这些方法能够检测到 DNA 序

列的变异。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分子生物学方法日益增多，而且应用广泛。它们

在植物遗传学与遗传多样性上的应用被列入诸多综述和教材中，近期最全面的综述

有 Semagn 等(2006)和 Agarwal 等(2008)的文章。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网站上也有两

种学习模块可供访问：http://www.bioversityinternational.org/training/training_ materials/ 
using_molecular_marker_technology_in_studies_on_plant_genetic_diversity_vol_1.html
和 http://www.bioversityinternational.org/training/training_materials/genetic_ diversity_ 
analysis_with_molecular_marker_data_learning_module_volume_t.html。 

群体遗传学和遗传多样性常用的分析方法都是利用“无特征变化”，也就是对即

使特定生物学功能相关的基因位点发生变异，该生物学功能也并未改变的现象进行

分析。然而，随着特定基因的位置和序列信息越来越丰富，人们对基因组的特定区

域、特定的酶、蛋白质、代谢途径，甚至与特性相关联的变异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随着众多的作物全基因组测序的完成(登录 http://ncbi.nlm.nih.gov/genomes/ PLANTS/ 
PlantList. html 可获取植物基因组序列信息)，下一代基因测序技术的发明和逐步推

广(Egan et al.，2012)，以及表达序列标签(expressed sequence tag，EST)测序方法

的出现，用于作物变异研究的分子技术将得到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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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合的分子标记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研究对象和调查目的。因此，一

个鉴定种群中个体百分比或者建立作物基因档案的研究与在作物品种和物种之间

重建进化关系的研究是不同的。物种和种群水平是农田保护调查研究中最常见的

尺度，最好的标记是基因位点特异性、共显性、高度多态性、全基因组的随机分

布和频度分布、再分化能力。熟悉不同标记系统的特点及表现形式有助于解释分

子研究中获得的结果。 
发展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研究，是第一个测定 DNA 多

态性的分子标记技术。来自不同植物的 DNA 由限制性内切酶消化后呈现差异化的

DNA 碎片。这项技术很强，但是需要相当多的高品质 DNA。聚合酶链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技术带来了分子标记技术的大发展，可以分为两

类：①随机引物 PCR 技术或序列非特异性技术；②目标序列 PCR 技术(Agarwal et 
al.，2008)。表 5.1 列举了最常见的在作物遗传多样性分析中使用的技术，并提供了

一些使用案例。 

表 5.1  用于遗传多样性分析的不同分子方法对比 

技术 丰度 优势 缺点 多态性
位点

特异性

DNA
需求量

主要应用 

RFLP 高 无须 DNA 靶标的先

验知识；开发成本低

重现性；技术要求高且耗

时；需要较多 DNA 样本

和特殊的放射性探针 
共显性 是 高 基因型；基因图谱 

RAPD 高 无须 DNA 靶标的先

验知识；开发成本低

重现性；技术要求高；模

板 DNA 的质量和浓度极

大影响产出 
显性 否 低 基因型 

SSR 中 具重现性；高度 
多态性 

需要探针的先验知识；开

发成本高 共显性 是 低 
基因型，种群遗传

学，植物地理学基

因型 

SSCP 低 开发成本低；分析时

间短 单链移动性由温度决定 共显性 是 低 基因型 

CAPS 
(亦称
PCR-R
FLP) 

低 重现性好，迅速；易

于解释；开发成本低

需要目标基因探针的知

识；判别能力取决于目标

基因 
共显性 是 低 突变的基因筛选 

SCAR 低 高重现性 需要目标基因探针的先验

知识 共显性 是 低 基因型 

AFLP 高 无须先验序列信息 技术要求高；开发成本 
中等 显性 否 低 基因型；种群 

遗传学 

DNA 
测序 低 高重现性；开发成本

低；便于建立数据库

需要探针的先验知识；目

标基因必须根据目的来选

择 
不适用 是 低 系统发育学，植物

地理学 

SNP 高 高重现性；高度 
多态性 开发成本高 共显性 是 低 基因型；种群遗传

学；系统发育学 

PCR、SSR、单链构象多态性(single strand conformational polymorp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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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P)、切割扩增多态性位点(cleavage amplified polymorphic site，CAPS)及 DNA
直接测序都是很受欢迎的研究手段，并且同时叠加使用可靠性较低的随机扩增

多态性 DNA 技术(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RAPD)。PCR 技术需要

利用 PCR 来扩增目标基因，并且需要选择合适的引物。这是一个限制因素，特

别是对非模式生物，如稀有物种或稀有品种，因为可获取的信息极少。然而越

来越多的作物及其野生近缘种的 SSR 探针或特定基因引物的信息已经变得更加

触手可及，这些探针和引物在实验室间的共享也越来越多。 
Vigouroux 等(2011a)用 SSR 技术测定了尼日尔农民管理的珍珠稷在 27 年内

的多样性变化情况。珍珠稷和高粱是尼日尔主要的主食谷物，至今尼日尔仍然种

植着很多传统品种。农民主要使用自留种子，若种子短缺，则可以取自大家族中

的其他成员，如果没有，他们会从当地市场购买种子。1976～2003 年，该地区经

历了多次干旱。尽管有年际差异，尼日尔尼亚美(Niamey)地区的降水量每年均减

少 4mm，1950～2003 年共减少了 200mm。1976 年，研究人员收集了来自该国家

不同地区的珍珠稷样品，并使用 28 SSR 和 25 SSR 分别对 1976～2003 年收集的数

百份高粱和珍珠稷的样本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评价了等位基因数量、遗传多样

性 Nei 指数、每个基因位点和每个样本的杂合性。总体来说，就等位基因丰富度

而言，没有证据显示这两个作物的遗传多样性存在流失现象，而且 1976 年和 2003
年收集的样本之间差别很小(高粱的 GST = 0.0025)。 

对 1976～2003 年采集的珍珠稷进行了栽培试验，并进行了三个季度的评估，

结果显示其适应特性发生了显著变化。2003 年采集的品种开花稍早一些，且有较

短的穗，表明这一时期有进化上的变化。珍珠稷中影响品种花期的多态基因(PHYC
和 PgMADS11)已经被鉴定出来并且显示出选择性，表明其在珍珠稷这个品种的适

应性方面起重要作用(Vigouroux et al., 2011a)。 
由于价格较低且重现性较高，基于 PCR 的技术中，SSR 和 DNA 直接测序是

最常用的技术。SSR 技术的普及是其多态性水平高，可分析多个位点，并且可以

对个体或种群进行 DNA 综合分析。尽管许多步骤实现了自动化，能够满足大量

样品测试，但是如果没有探针，该技术的初始发展成本很高。该技术并非没有缺

陷，如共显性不完整，存在扩增偏差、PCR 重组、隐匿性旁系(两个非同源等位

基因产生相同的碎片，因此不能被识别为非同源等位基因)等。 
DNA 直接测序最能充分阐述物种的变异。获得目标 DNA 片段的准确核苷酸

序列，使研究序列和关联基因的功能性变异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从而突出变异

的真正本质。目前，直接测序一次只关注一个位点，描述的遗传变异信息也仅限

于该目标基因。与细胞核 DNA 相比，细胞器基因(mtDNA 和 cpDNA)由于其细胞

多拷贝性、非重组遗传(通常是母系遗传)和高突变率，已经在种群和地理谱系研

究中得到普遍使用。然而，mtDNA 和 cpDNA 都是母系遗传，只能揭示母系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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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种系发生的信息。不同世代，核基因组会通过有性生殖携带父系基因，重组出

新的基因型。这类基因，如果对于种群是新的，不会携带它们原有父本的 cpDNA
标签，而总是携带母本的 cpDNA。直接测序的优势在于测得的序列可以保存在数

据库里，如日本 DNA 数据库(The DNA DataBank of Japan，DDBJ)、欧洲分子生

物学实验室(The 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EMBL)、美国国家生物

技术信息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NCBI)基因库。这些

数据库允许研究者重新使用已发表的序列，并且不需要同时分析所有的样本就可

以对比种群的变异性，具有高度重复性和对比性。 
基于 PCR 的分子标记技术，如 SSCP、CAPS、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AFLP)、序列特异性扩增区(sequence characterized 
amplified region，SCAR)，具有诸多优势，包括对技术要求相对不高、成本较低

(AFLP 除外)、高度可重复性。利用这些技术可以画出基于单个位点(SSCP、CSPS)
或多个位点(RFLP、AFLP 和 SCAR)的基因图。但是，它们揭示基因变异程度的

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标序列和其他很多因素，如限制性内切酶的结合能力。

新方法的使用，如单核苷酸多态性分析(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或
下一代测序技术，将大大促进在作物和品种全基因组的基因变异性方面的研究，

Poland 和 Rife(2012)对“基因型分型测序”进行了描述。 
筛选遗传变异的新的分子技术的发展刺激了基因数据信息分析工具的开发。

RFLP、SSCP、CAPS、SCAR 产生的多位点数据可用传统的数据分析工具在特定

条带或变量下进行分析。为分析 SSR、SNP、DNA 序列，很多软件已经被开发出

来，使研究者可以进行全面且复杂的分析。附录 A 列举了多种软件供参考。这些

软件可以分为 4 类： 
• 频率数据分析软件(如多维标度法、平面坐标分析)。 
• 重建系统发生树软件(通常结合 DNA 序列)。 
• 使用 DNA 序列及标记数据的网络和亲缘地理分析软件。 
• 调查种群结构软件，通常用于 SSR 和 SNP 数据，但是一些分析软件也可以

用于 DNA 序列。 
Excoffier 和 Heckel(2006)的文章中有分析软件的介绍和使用指南。 

5.3  运用参与式方法收集数据 

要了解传统品种遗传多样性的丰富度、分布和结构，需要与农民密切合作，

需要采用参与式工作的基本原则(Gonsalves et al.，2005)，以及与民族生物学田间

工作相关的很多方法(Emerson et al.，2011)。首先，调查者要对品种结构和农民

使用的命名法有清晰的认识，了解单个农户或农村群众如何认知他们所种植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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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种，需要不断重复的参与式过程；同时，参与式方法也提供了关于农民如何

认知不同作物的性状，以及这些性状在社区和农场层面上得到怎样的管理等非常

重要的信息。结合农场试验计划和农民的行动来探索农业形态异质性的方法应该

得到进一步推广，因为在使用生物化学或者分子方法来研究农作物样品的过程中，

农民的参与和所提供的信息也是重要的因素。总体来说，参与式方法可用来调查

与农民管理和品种命名相关的内容(表 5.2)。 

表 5.2  参与式数据收集程序 

方法 目的 类型和范例 

访谈 评估知识和认知 结构访谈、半结构访谈、非结构访谈；

个人、群体、核心小组讨论 

田间观察和持续记录 直接观察和检验 现场观察、季节性的长期持续记录 

直接测量 测量物质属性 使用科学的测量工具，采用当地的测

量单位 

标本采集 收集标本以备后期的特征分析 样本，编目 

试验 检测和观察生物物理过程、性能和产出 试验，田间监测 

参与式图表和可视化展示 阐明和解释过程、相关性和结构 线条图、制表 

参与式制图 位置和方向 剖面图，标出边界 

参与式排序和打分 分类、排序、比较 矩阵排序、分类排序 

参与式观察 记录过程 各种人种志的研究方法 

游戏和角色扮演 记录行为、决策和群体动态 民间游戏、故事讲述 

模型和使用可视化工具 展示和推荐具体案例 构建小规模模型，海报 

列举 识别和建立清单 列清单、头脑风暴、卡片法 

测试 使用标准化方案评估 知识评估、技能竞赛 

在田间工作开始之前，与调查社区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调查

中要问农民很多问题，这需要占用他们大量的时间。被调查者可能认为有一些问

题是很私人的或者是秘密的。因此，在整个参与式调查过程中调查者要尽量让被

调查者感到舒服自在，调查者所使用的方法应该是过去使用过并已被证明有效的

方法。由于采集到的样品基本是一些农作物及不同的作物品种，因此还需要与当

地农民签订平等、明晰的协议来保证所收集的信息和材料是可以使用的。可采用

的方法很多，其中一个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研究平台(PAR)所使用的“事先知情同

意书”。在玻利维亚和沙捞越(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开展工作时所有的研究者和当

地社区签署了事先知情同意书(http://agrobiodiversityplatform.org/climat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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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oject/aims-and-objectives/abd_and_cc_project_fpi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形

成了一套相关的行为指南和方法(http://www.unep.org/communityprotocols/index. 
asp)，民族生物学学会的指南也值得参考(http://ethnobiology.net/code-of-ethics/) 
(译者注：实际上是指国际民族生物学学会发布的《民族生物学学科规范》)。最

近，一些研究项目还出台了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指南(Lapeña et al.，2012)。
国际上更多的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等相关法律问题，以及一些特别行动的执行情

况分别详见第 10 章和第 12 章。 
参与式数据收集常常开始于对所获得的第二手资料进行分析，随后是小组层

面的讨论或核心小组讨论，并通过关键人物访谈来对数据进行补充。除了入户调

查，采用合适的抽样策略来选择受访者进行调查也是常用的实施手段。最后一步

是进入社区进行确认，即把从农户、田间和实验室工作中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整合

分析，与社区群众一起对结果进行讨论。 

5.3.1  关于农户品种识别和特点描述的核心小组讨论 

核心小组讨论(FGD)一般有 10～12 人，他们被挑选出来以确保在工作中能代

表整个社区的情况。群体成员的身份多样，应该包括社区里不同性别、年龄或不

同社会地位的人，以确保能发表不同意见，表达不同观点。核心小组讨论和个体

调查并不是要去确定方法是否是参与式的，其作用在于可以体现这些数据是在哪

里收集的，是通过个体还是群体途径得到的。从核心小组讨论或者是个体农户调

查所得到的对某一问题的回答，都可以被视为调查的结果。在核心小组讨论或者

是个体农户调查中均可采用参与式工具来收集信息，如有关种子来源的参与式制

图方法可以被运用到核心小组讨论或者是个体农户调查当中。 
通常情况下，品种识别工作是从农民带来的当季作物样本开始的。所有样本

被放置在房间的一边，以便大家能够一眼看到。之后要询问不同样品的类群，并

将写有品种名称的标签放在每一个分类群中。假如看到某一农民所带来的一个品

种和他带来的另一个品种比较相似，那么可以把这两种品种分为一类。 
接下来将询问所有农户其品种名称是否和其他农户所提供的名称相同。如果

有所不同，需要记录他们所使用的名称并且划为另一个相邻的类群。为了取得品

种分类的一致意见，还要鼓励农户之间相互讨论并明确他们的判断，有时也有可

能同一种品种有多个名称。为了获得对品种的细节描述，每一个品种要指派一个

农民志愿者来负责主持对这个品种特性的讨论。讨论的问题可以从他认为这个品

种是传统品种、外来品种或者是现代品种开始，询问其他农户是否同意这个看法。

提问或讨论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们得出一致意见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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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由农民描述各种特征，指出这个品种和其他品种的不同之处，并将每

一项特征写在卡片上。协助者要构建一个矩阵表，表中列出不同品种的名称、农

户鉴定出的特征、它们的理想价值等。参与者看到这个矩阵表时可以再次修订或

者纠正表中的任何条目。然后协助者要记录品种的形态学特征，区别哪些是和品

种特性、对特殊环境的适应性、利用和品质等相关的特征，并且一定要注明这些

结果来自于“农民描述者”。 
小组讨论的首要目的是以参与者所带来的品种样本为依据来探索农民鉴别品

种或命名品种的方式。例如，农户甲的品种 X 是否和农户乙的品种 X 相同，或者

和品种 Y 相似，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品种。第二个目的是获取不同品种的关系及

特性的更多信息。例如，是否所有的农户都认为品种 A 早熟并且口感好。小组讨

论也能够提供种子系统在社区操作层面的信息(对于研究一个或者一类品种集合

群的特征十分重要)(Jarvis and Campilan，2006；第 8 章和第 11 章)。 
在与农民收集信息时，要准确记录且不能更改被调查者所提供的每一种品种

的名称；要使用当地的一种或者多种方言来记录农户的所有回答，并避免任何主

观认为需要纠正的错误。由于数据是从不同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其他分

类类型的群体中收集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在识别、评价和选择命名的作物种类时

可能存在多样的方式，因此，选择合适的方法非常重要(见第 8 章和第 9 章)。 
通过个人访谈和详细的田间调查，获得了农户所提供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信

息，包括每一个农户所种植和保留的品种数量、种植区域等。在一定程度上也获

得了种子来源信息，如哪些农户是自己留种或者是从其他来源获得种子。很多文

献都讨论了典型样本选取的标准，以及哪些样本在不同层次上代表社区所使用的

不同作物类群(Legendre and Legendre，2012；Sokal and Rohlf，2012；De Vaus，
2013)。 

通常情况下，至少应该调查社区内 10%的当季种植户。在这个标准下调查农户

的数量可以进行调整，受访者总数应达到 60 名左右。为了收集更完整的信息，应

保证受访农户中一半为成年男性，另一半为成年女性，而不是去调查那些被“指派

的”性别群体。访谈内容包括用参与式方法来识别每一个品种的数量和分布范围。 
对农户直接进行访谈也常常用来学习与每一种品种相关的最重要的属性和特

点，以及他们在特殊区域种植的原因。访谈应集中于当前所发生的事件(现在正在

做什么，或者田地里正在种植哪些作物等)。一旦了解了当前的情况，就可以此为

对照来访谈过去种植的作物、为何会发生变化、未来计划等。 

5.3.2  在不同地块制作品种空间分布图 

田间调查另外一个重要的工具是让农民为他们的田地和作物绘图。在农户访

谈过程中，要请农民画出他们的农地，展示出土地的边界和面积大小，根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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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田划分方法来做出标记。访谈者要求农民提供农用地的总面积和每一块田地

的面积。之后农民要识别出每一块田地中当季分别种植的作物，分别标注出名称、

代表符号等。也可以将大的田块单位分成更小的田块，然后访谈者要询问农民每

一块大田或者小田里种植的每一个目标作物的品种，并相应地在图上标识出来。

访谈者需要使用在核心小组讨论时所收集到的信息来检验此时农民的品种识别和

命名是否与核心小组讨论时所得到的结果一致。每一个品种的种植面积也可以根

据这些信息来进行计算。 
核心小组讨论的信息对于澄清及获得农户调查中收集到的关于当地品种在农

场层面的数量和分布的准确描述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在中国西南香格里拉的核

心小组访谈中，当地农民带来了 5 个不同的青稞品种并分别进行了描述。然而，

在单个农户调查中，大多数农民却说他们只种植了一个当地人称为 Ma Nai 的青稞

品种。而调查者在对田间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直接观察时，注意到田间作物植株

的高度、形态学特征并不相同，这也表明了农民认为他们只种植 Ma Nai 的地块里

其实生长着不止一个青稞品种(图 5.2)。 

 
图 5.2  基于一个农户调查的农地图，展示了该农户的地块内与地块间种植品种的空间分布

(Jarvis et al.，2012；承蒙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提供) 

当受访农户被问及在她的田地里是否种植了不止一个品种时，她的回答是 Ma 
Nai 种子中总会混着一些 Nai Shu。访谈者接着问 Nai Shu 是否占到了种植面积的

10%，她非常准确地告诉访谈者，Nai Shu 占到种植面积的 6%～7%。她还谈道，

不只 Nai Shu 品种，Ma Nai 其实也分为两个品种，即白 Ma Nai 和黑 Ma Nai(比例

相同)，只有在收获的时候才能清楚地看出这两个品种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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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农户告诉调查者，3 个品种的种子混在一起种在她所有的四块地里，大

约有 7 亩(1 亩=1/15hm2，下文同)。调查者还调查了粮食种子是否会被分开使用，

但是最后发现种子的管理和食用是一起进行的。所以，不同的调查方式和调查结

果结合在一起能够提供更为准确的关于农民保持作物品种多样性的描述。以下是

统计品种丰富度和均匀度的公式。 

丰富度=3 

均匀度= − (0.06ln0.06+0.47ln0.47+0.47ln0.47)/ln3  
              = 0.8(原著该公式有误，此为修订公式——译者注) 

如果访谈者认为只有该农民第一次提到的那一个品种，那么这里丰富度的估

计值即为 1，均匀度为 0。 

5.3.3  关键人物访谈 

参与式信息收集的第三步是通过关键人物访谈和讨论获得一个地区作物品

种结构及分布的基本描述。即把当地公认的乡土专家集中起来，并与他们一起探

讨前期调查所收集到的信息。在此过程中，可不断修订存在问题的信息，纠正错

误，进一步验证从其他来源所获得的信息。 
从各种讨论和调查中，尤其是对作物和品种的绘图中，关于地方传统品种

的整体图景开始逐步显现，其中包括了不同品种的种植、主要优势和弱点、价

值、角色及其在社区的重要性等。通过核心小组讨论和关键人物访谈来探讨农

民的品种分类已被证明是探讨一系列保护和利用方面的有用的“四格分析”方

法。“四格分析”以是否是常见的(为大多数农民所种植)，或者稀有的(只有少

数农民种植)，是否种植有较大的面积，或者只在很少的土地上种植等内容为基

本依据。 
大面积种植的品种通常是农户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农户对其有很大的依赖性和

期望值。小范围种植的品种通常被用作文化目的(如作为节日的礼物)，这是每一个

家庭都要用到的，但是数量不需要太多。这些品种有可能作为一种具有较高价值的

商品在市场上出售(虽然其产量相对较低)，为农户带来收入。能大面积种植的稀有

品种必须能适应于特殊的农业生态条件，只会出现在社区的一两个地方。如果可能

的话，应该对这个粗略的分类进行与种植区域及种植频率相关的更为精确的分析，

由此可能揭示出其中某些细微的差异。表 5.3 展示了尼泊尔半山区所种植的水稻品

种分类数量，展示了所种植品种是常见的还是稀有的，是大面积种植还是小范围种

植的情况。图 5.3 显示，当收集和分析所有不断增长的特殊传统品种的百分比数据

时，关于这个区域和农户的作物品种利用的整体图景即可清晰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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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一个在尼泊尔卡斯基地区绘制的水稻品种的 4 单元格表，展示了社区所认知的每一个

作物类型的品种数量(Jarvis et al.，2007b) 

 常见品种 稀有品种 

大面积种植 9 3 

小面积种植 3 36 

很多传统的社区中，品种数量最多的往往是那些稀少的、只被种植在较小土

地面积上的作物。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它们常常只被单个农户种植在一两块田地

里，似乎这一类品种时刻面临着消失的威胁(如种植者去世、生病或者改变主意不

想种了等)。因此，它们的基因结构和属性可能会很有意义。与此同时，这类品种

需要得到当地社区或者一些保护项目的优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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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a）展示了每一个品种种植面积的百分比；（b）展示了农民种植的每一个品种的数量；

（c）展示了尼泊尓卡斯基半山区农户传统稻米品种实际种植面积的比例、农户栽培品种比例的

比较。（c）中，右上角的品种被大多数农户种植，在村寨的稻作农业面积中占据了重要比例。

一些品种被少数农户种植，在水稻生长区域占有少量面积。对主要的种植品种而言，品种种植

面积的增长和种植该品种农户数量的增长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主流趋势之外的那些品种，如

图中在主要趋势线以下的那两个点，是属于被大多数农民种植在较小的土地面积当中的品种，

但是，这些品种种植面积的百分比并没有像其他品种一样以相同速率增长。这两种品种(rato 
anadi 和 seto anadi)均为糯米品种，主要种植在灌溉地或者持久水涝的田地里。糯米主要用于制

作节日庆典期间使用的当地食品，具有特殊的宗教和文化意义，因此，这种品种被很多农民小

面积种植(Sadiki et al.，2007；承蒙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提供) 

5.3.4  数据整理与分析 

通过上述方法和步骤收集到大量不同类型的数据信息。各类信息表现出不同

的特性，如开放式问答得到的是定性数据，使用参与式工具得到的是可视性图表。

在输入用于分析的 Excel 或 SPSS 软件之前，这些数据首先需要按照可输入分析的

要求进行整理。第一步是通过设定数值的特性和标准，将原始数据转换成统一的

数据库。数据处理是按不同参与式方法收集到的不同数据类型进行的。这些数据

类型从广义上可以分为：①特性和表征；②评级和比较；③可视性数据。 
特性和表征数据要列出名称、标准、特点描述、原因，以及其他类似标准的

名目等以鉴定和描绘特殊的品种。评级和比较包括排序、打分，以及农民给出的

比率、对比和表示区别的数据。为了便于对这种数据类型的编码，在信息收集的

计划阶段需要事先设定一个打分范围或规模。 
认知度调查是另外一类数据，这涉及关于评级和比较类的数据。给每一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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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回答赋予分值，并将其分配到一定的等级量表当中。这类分析揭示了对作物

和品种的某些特殊信仰、态度、规范、动机方向，以及范围的一致性程度等。 
可视化信息包括地图、图形和标本等，一般用于农户直观表达对某一个特定目标

的认识。在通常情况下，可视化工具可用来说明位置、方向、联系、模式和趋势等。

可视化数据通常由被调查者绘制或者书写的符号、标志和标签来表示。对可视化数据

进行内容分析，是采用一种通过由田间数据等信号分析农民所表达的引申义的方法，

然后通过分配对应的数字和数值将田间数据编码进数据库中。任何一个地图或者图

表，不管它是来自于个人访谈还是核心小组讨论，都应被视为一个观察单位。一组图

表也可以被编码，从而也可以使用传统调查数据的分析方法来进行分析(第 8 章中列

举了运用这种方法进行信息编码的案例，也可以参阅 Jarvis and Campilan，2006)。 
一旦信息被编码以后，就可以使用 Excel、SPSS 或者其他的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检验任何已经被识别的趋势或者差异显著性的过程一直很重要，并且这个内

容在项目设计之初就应该予以考虑。有一位统计学家作为团队成员参与研究，或

者至少能参与统计方案的讨论是参与式数据收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5.4  制定调查计划 

一般来说，只有很少的情况(如果有的话)有可能需要上文讨论过的所有研究

和分析方法，支持所有社区的农民进行品种多样性的农家保护和使用是不切实际

的。支持农家保护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确定需要进行的研究。这取决于有哪

些问题需要从作物或者种植面积方面进行回答，并且将以何种方式来提供必要的

答案，但是要尽量减少调查量。 
正如第 1 章中提到的，在形成农家保护策略的时候，可以用 5 个疑问词的询

问方式来提问，即 what(为什么)、where(在哪里)、how(怎么样)、who(谁)和

when(什么时候)。本章和第 4 章的描述聚焦于提供基因多样性保护的信息(解决

为什么的问题)。收集数据的方式(试验设计)也可以作为回答其他问题的切入点。

例如，不同的社区或农民是否保存着相同类型、相同数量、具有相同性状或基因

多样性的品种，或者确定该品种在研究范围内的地理分布等。在调查品种多样性

分布或者是特殊区域内数量的多少时，精心计划的研究能够产生一些关于物理、

生物或社会经济方面的重要假设。对这些因素重要性的研究详见第 6～9 章。 
无论规划哪种调查，确定调查的目标是很重要的，这关系到要询问哪些问题

和收集哪些数据。例如，如果主要目的是调查通过维持传统品种来增强社区抵御

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和恢复力，那么关于谁来维持多样性、保存体系的存在方式等

就成为工作重点。如果研究目的是确保最大程度地保护多样性，那么就可能需要

优先考虑运用品种结构和分子方法对多样性进行一个完整的描述[例如，尼泊尓高

海拔地区的水稻(Bajracharya et al.，2005)]。如果研究目的与基因流失相关，就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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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时间性方法，并辅以分子和形态学方法，如 Vigouroux 等(2011a, 2011b)在
尼日尔珍珠稷和高粱的遗传多样性变化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如上所述，决定研究

者要问哪些问题是确定采用哪一种分子生物学方法的前提。事实上，对于旨在支

持传统作物在地保护的工作而言，提出合适的问题、设计研究方案、制订可以获

得所要求答案的计划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5.4.1  研究区域作物品种结构是什么样？它是怎样保持的？ 

这个内容应该是所有研究保存和使用传统品种工作的第一步。例如，在尼泊

尔发现的水稻品种和在秘鲁发现的马铃薯品种都具有高度结构化的命名方式，品

种间具有明显的差异，这些特征在该区域其他作物中并未发现。又如，摩洛哥大

多数传统大麦品种只被识别为 baladi(当地种)，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缺乏品种分

类和分离的鉴别体系。所以，对研究区域作物品种结构分析的目的，是试图理解

社区内和社区间的农民如何区分种子，以及与命名和特性相关的管理实践。 

5.4.2  什么是传统品种中的遗传多样性分布？ 

一个有趣的研究点是品种的遗传变异及其在作物种植区内的种植方式。在研

究过程中，需要通过频度对品种数量进行评估，用来判断哪些是普遍分布的种，

哪些是常规品种，哪些是稀有品种。如果有可能，需要进行品种内和品种间遗传

多样性的评估，以探明这个品种是否含有其他品种所没有的“特有等位基因”。如

果有条件，还可以运用遗传标记方法如序列表达标签(EST)和无表达的 SSR 序列

等。田间或是试验站获得的表型数据、农民对不同品种重要特性的看法，为了解

有用变异提供了必要的补充数据，以帮助指导保护决策。 

5.4.3  什么是观测多样性的地理分布？ 

当研究兴趣(和大多数行为)集中于某个特殊社区或者特定区域时，关注点有可能

是发现变异品种分布区域的独特性。因此需要提供其他区域的品种样本以获得充足

的信息来评估该品种是否在目标区域以外也有其他变异性。这里分享一个典型案例，

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研究者从一个名叫 Yaxcabá 的村子收集到 15 个玉米品种，然

后将其与整个半岛区域层次收集的玉米材料进行比较。在所收集到的 314 个玉米类

群中，有 182 个来自于 Yaxacabá 和邻近地区，剩余部分主要来自于三个州，即尤卡

坦州、金塔纳罗奥州(Quintana Roo)、坎佩切州(Campeche)。这些类群表现出 34 个

形态学和物候学性状特征，研究者使用了主成分分析方法对这些特征进行分析。尤

卡坦类群主要形态学特征的描述大都与生殖性状相关，如穗和籽粒大小等。第一主

成分轴分别确立了金塔纳罗奥州、坎佩切州和尤卡坦州的地方品种情况；植物营养

方面的特征归于第二轴。从 Yaxacabá 村和邻近社区所获得的玉米类群几乎涵盖了所

有的形态多样性特征(Arias，2000；Chavez- Servia et al.，2000；Sadiki et 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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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空间分析工具，如地理信息系统(GIS)等，也可以将相关的环境和经济空

间数据整合起来，围绕作物遗传多样性来评估作物的多样性特征。这部分将在下

一章中进行阐述(第 6 章)。 
从一般性问题到具体问题的探讨，能够得出并形成可以检验的假设，这要求研

究者将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例如，某些多样性的保持途径，具体的遗传性特征如

选择、迁移或者基因流，或者改善一些重要品种的可能性，以及这些不同方面如何

整合起来从而呈现出传统品种管理的全貌等。这些问题将在第 11 章中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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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5  农民以个体或群体的形式不断参与到一个过程中，提供他们对种植品种的看法，可以

使农民对品种的命名和品种的结构有清晰而全面的理解。左边的两张照片中，农民在描述他们

如何区分自己种植的品种 
在左上角的照片中，乌干达农民在种有香蕉和芭蕉的地里就作物品种的区分进行讨论。在左下角的照片中，摩洛

哥农民带来不同的大麦品种，集中在一起开展讨论。右上角的图片展示了乌干达菜豆的品种特征，横行中列出的

是乌干达菜豆的品种名称，竖列中给出了农民曾经描述的乌干达菜豆的特征。通过这样的方式，农民与研究人员

一起对品种特征的描述进行了比较。右下角的图片是厄瓜多尔萨拉古罗(Saraguro)村的两名妇女正在讨论不同地方

品种的菜豆种子的不同特点。图片来源：P. De Santis(左上和右上)，J. Coronel(右下)，D. Jarvis(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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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6  植物表型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涉及植物生长、发育、差异、抵抗性、结构、生理学、

生态学、产量等特性，在测量个体定量参数的基础上，会形成更加复杂的综合特征，它包括表

征和评价，从直接观察单场试验到仔细分析控制条件下的具体性状 
左上：农民与研究人员一起，对尼泊尔贝格纳斯村多样性试验地块中传统水稻品种的性状进行评估。右上：大块

试验田中的一部分，400 个硬质小麦品种被鉴定为能够适应佐治亚州、阿姆哈拉、埃塞俄比亚气候变化的品种。

左下：一个表型的开发，允许在高度控制的条件下对特定性状进行测定，并进行分离群体与分子遗传学研究的结

合分析。右下：小麦的一些 SSCP(单链构象多态性)凝胶电泳片段，表明不同 PCR 片段之间的点突变呈现出多态

性，其多态性源于二级折叠结构的迁移率。图片来源：B. Sthapit(左上)；C. Fadda(右上)；Anthony Pugh Photography/
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左下)；D. R. See(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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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农业生态系统的非生物组分与生物组分 

本章结束时，读者将了解到以下内容。 
(1)如何辨别、描述影响作物遗传多样性和产量的关键环境因子。 
(2)如何获取、分析农民对他们所处生物物理环境的相关认识。 
(3)作物遗传多样性在支持生态系统功能中所扮演的潜在角色。 

6.1  农业生态系统的定义 

农业生态系统由人工管理的农业系统中的非生物组分与生物组分组成。农业

生态系统是一个作物演化的竞技场，为了生存，作物与农民都必须面对竞技场中

同时存在的压力与机遇。农业生态系统中的非生物组分包括温度、土壤、水、相

对湿度、光照和风；生物组分包括寄生生物和食草昆虫、作物与其他植物间的竞

争、生物体间的共生关系，如地下有机体和传粉者。同时，作为实践管理者的农

民也是农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物组分”，农民通过灌溉、施肥、防治害虫、套

作等实践来进行农业系统的管理。 
非生物和生物因素随着时间(季节、年度和随机变化)与空间从微环境到生态

区域范围进行变化。大多数农业生态教材(Gliessman，2015；本章结尾中推荐的

阅读材料)中均可见对每个个体因素的深入探究。因此，本章重点介绍对利用方法

和工具的理解，对经验数据和农民的传统知识的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非生物

与生物组分影响田间作物遗传多样性的程度和分布范围，以及为利用作物遗传多

样性改善生态系统功能提供的框架结构。 

6.2  农业生态系统的非生物组分 

非生物组分在影响农业生产系统中传统农作物品种多样性的程度和分布中发

挥作用，其中重要因素包括地形差异、海拔、坡度和坡向、降水量及其分布、温

度波动、光照强度、风速、CO2 浓度水平，以及土壤特性(包括土壤的质地、肥力

和可能的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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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气候因素 

6.2.1.1  温度 

温度几乎影响植物的每一个生理活动和物候过程，包括发芽、生长、光合作

用、呼吸作用、开花、坐果和果实发育。对大多数植物而言，其生长需要一个最

适温度范围，在这个温度范围内，生理过程中的各项功能达到最佳状态。作物品

种通常能适应凉爽或较温暖的气候，然而作物具有耐受严冬或酷暑并完成其生理

发育的能力则显得尤为重要(详见第 7 章)。在赤道附近山区的农作物种植海拔上

限地区，植物必须适应从夜间接近冰点到晴天强太阳辐射的温度变化。在高海拔

的热带地区，日温波动十分显著。高海拔地区的温度、日长和降水量呈现出季节

性变化规律。温度是典型的月变化、季节性变化，因此，需要测量每个月、每个

季度的温度变化，通常需要测量和记录温度的平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并尽可

能提供到最近的气象站的距离以及霜冻的发生概率、年霜冻天数、每年的初霜日

和终霜日。 

6.2.1.2  水 

在全世界的干旱、半干旱或季节性干旱(不足)环境中，当地农民都能调整其

农业类型来适应水资源短缺或赤字。然而对于依赖雨水灌溉农田的农民而言，重

要的因素则是该地区降雨的分布规律、周期和可预测性，即一年内降雨的频率和

降雨量在季度间的差异性程度。另外，降雨的持久性和强度对农田同样具有重要

影响，如潜在的病虫害、低洼田的水灾等。因此，除了每年或每季降水的平均值，

单次降雨量同样需要予以重视。 

6.2.1.3  光 

农作物通过光合作用捕获作为初级能量来源的日光并将其转化为化学能，最

终以碳水化合物的形式储存在作物体内。影响植物光合作用效率的主要因素是其

所处的场地环境中能接受的光总量，最终影响植物的综合生产力。植物特定的光

照环境较大程度上是由其生长地的纬度和海拔所决定的，同时这两个因素均影响

植物接收日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冬季的日光需要穿越更厚的大气层才能到达高

纬度地区并被地上植物接收，因此高纬度地区植物接收的光照强度往往低于生长

在赤道附近热带地区的植物。高海拔地区的大气层更薄，吸收和散射的光较少，

生长在赤道附近高海拔地区的植物能够接收特别强的光输入。 
通常利用定性测量(如无阴影、局部阴影或完全阴影)来检测植物在阳光下的

暴露程度，也可以通过测量光周期(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来检测植物生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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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定时间点。光照强度在一些地区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如高海拔赤道

区，稀薄的大气导致可见光、紫外光和红外光的高通量，部分作物需要适应该光

照条件。 
高海拔地区通常伴随着一系列特定的非生物因素，包括较低的 CO2可用性和多

变的降雨、光照、土壤和温度。同样的，其他生态地理的生态位也很可能与非生物

因素具有“关联”。半荒漠地区通常伴随着浅滩、沙质的土壤、稀少的降雨和极端

温度等因素。另外，半荒漠地区还易受强风影响，故需要测量飓风的频率或年最大

风速(km/s)。坡度和坡向也在某种程度上以更精细的方式影响着区域的水分环境，

朝北的山坡上趋于保持更长时间的湿度，朝南的位置由于较强的日照辐射量，干燥

得更快，需要测量并记录在给定的时间内给定表面积上所接收的太阳辐射能。 
在气象学的通用教科书中，包括对大气变化的研究(温度、湿度、气压和风)

及其对天气的影响，推荐读者参考 Ahrens(2012)、Neelin(2011)和 Bonan(2008)
的文章，以进一步了解更详细的气候变化过程及其测量方法。 

6.2.2  土壤 

土壤是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共同作用形成的，这些作用决定着给定土壤的

特定属性。涉及土壤形成过程、土壤结构、土壤化学和土壤养分的内容可参考

Brady 和 Wiel(2007)及 Plaster(2009)的教材。土壤物理变量包括基层岩或母质的

类型及其在形成土壤的过程中发生的矿物质颗粒的特殊运输模式(如水、风、冰或

地心引力)、尺寸和土壤颗粒的固结度(沙、淤泥和黏土是主要的土壤颗粒类型)。 
化学作用包括从母质中释放矿物质(通过水合作用、水解作用、溶解和氧化作

用)，并形成次生矿物——在疏松土壤中最明显的是黏土。显著影响作物生长的土

壤的主要特性包括土壤的阳离子交换能力、pH 和营养成分不足。阳离子交换能力

是度量土壤保持矿物营养能力的一个指标，包括硝酸盐和磷酸盐(带负电荷的离

子)、钾和钙(带正电荷的离子)。具有较强的阳离子交换能力的土壤能够很好地结

合营养物质，防止淋溶现象发生，并使得它们可被农作物和其他植物所利用。一

个相关的特性是土壤的 pH，可用于测量土壤酸碱平衡。 
土壤养分不足或具有毒性在决定农业生态系统中作物品种的生存和生产力方

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土壤可能会缺乏氮、磷、钾，或是缺乏次级微量营养素(如镁、

硫、锌和硼)。相反，也可能由于土壤中的铁、锰和铝元素含量过高而导致土壤具

有毒性。土壤中养分有效性可能与其 pH 和季节性降水有关。 
土壤中包含植物(以根和根茎的形式存在)、真菌、微生物、微观和宏观动物

群。土壤有机质的积累通过分解和矿化过程产生所谓的腐殖质。凋落物化学成分

具有很强的遗传基础和多样的基因型，这一特性解释了其呼吸作用、碳和氮分解

速率的显著变化、硝酸盐和铵盐的可用性。关于土壤动物区系和微生物群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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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可参考 Sylvia(2004)和 Paul(2007)等的资料。 
以上介绍的典型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使土壤内形成了可定义的土层和

分界。 

6.2.3  环境干扰 

生态学定义在农业生态系统中非生物或生物组分水平上的间歇性或周期性随

机变化为随机事件，是非生物或生物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的、不可预知的、背

离常规环境条件的“一个小插曲”。随机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发生

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的影响。例如，厄尔尼诺事件(视情况而定)所导致的干旱

或暴雨是随机事件，在一些地方还会暴发像严重的枯萎病或瘟疫这样的随机事件。

随机事件给作物造成严重生存压力，同时还会显著减少作物在一个社区或地区的

总量大小。 

6.2.4  CO2 含量与气候变化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化石燃料的燃烧和土地利用的变化导致大气中 CO2 浓度

从工业化前的 280ppm①上升到今天的 400ppm(Showstack，2013)。大气中 CO2以

干摩尔分数为量度，可将其定义为 CO2 的分子数除以干空气的分子数乘以一百万

(单位 ppm)。测量两个世纪之前大气中 CO2 浓度的最直接方法是测量南极或格陵

兰岛冰层中滞留气泡(液体或气体夹杂物)中 CO2 的浓度。涡流协方差(涡度相关

值或涡流通量)是一种用来测算在大气层和生物圈之间的垂直湍流 CO2 通量的数

学方法。在自由大气 CO2 浓度增加(FACE)实验中，在自然土壤中生长的植物包

括作物，通常在高浓度 CO2 下显示出更高的光合作用率和生产力。大气中 CO2 浓

度的增加会提高作物潜在的生产率，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可能结果大相径庭，导致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其他环境因素的改变有关，如温度、土壤湿度、其他限制

性营养的可获得性，以及害虫和病原体种群的改变(Leakey et al.，2012)。 
在如今全球气候变化的模式下，CO2 浓度升高只是农业系统预期会发生的众

多生态环境改变之一。气候模型表明，农民需要调整作物和农艺措施，以应对不

断升高的温度(白天高温的最大值和夜间低温的最小值)，降雨量、雨季、降雨分

布地区和土壤湿度的改变，以及随机事件频率和强度的增加；机会也会随着扩大

种植面积和引入新品种而增多(例如，在安第斯山脉或喜马拉雅山脉等达到高海拔

极限的山地地区栽种主要农作物)。高温和多变的降雨可能会加大许多作物所受的

物理胁迫。例如，温度升高至 32～35℃，将导致水稻和玉米产量下降 5%～

10%(Gregory et al.，2009)。 

———————— 
① 1ppm=1μL/L——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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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组分 

农业生态系统中影响作物遗传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生物组分，包括病害、虫

害、杂草、天敌、传粉者和地下生物体。这些生物有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作物

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消极的或中性的，而且其影响范围极大。据估计，仅由害

虫和杂草造成的作物损失就占潜在收成的 42%(Pimentel and Cilveti，2007)。反观

其有利方面，传粉为农业提供的服务占产品市场价值的 1%～16%，具体数值取决

于作物品种，相当于在美国每年就获利 2900 亿美元(Hein，2009；Calderone，2012)。
生物交互作用对作物施加选择压力或赋予各种作物选择有利性，因此具有影响作

物遗传多样性的潜力(见第 7 章)。 
竞争是一种源于生态系统中资源限制所产生的生物交互作用，即两种处于

劣势的生物体需要使用共同的资源，可能发生在同种或不同种生物体之间（如

作物和杂草）（Liebman and Gallandt，1997）。互利共生是两种不同生物体之间

形成的对彼此有利的相互关系，是缺此失彼都不能生存的一类种间关系，如授

粉、菌根共生体。 
共栖是一种生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方受益，另一方也无害。例如，

阴性植物小果咖啡(Coffea arabica)受到固氮遮阴树种印加树属植株的防护，该属

在中美洲林荫下咖啡园较为常见(Gliessman，2015)。与此相反，偏害共生指的是

两种生物体之间相互作用，生活在一起的两者其中一方不获得利益的情况下，对

另一种生物体产生有害效应，如植物释放到环境中的化学成分对另一种生物体有

抑制或刺激作用，即化感作用。寄生关系则指的是两种生物共同生活，其中一方

依赖于生物体间相互作用获益，同时损害另一方，如一些农作物病害。捕食是一

种生物体通过杀死和消费另一种生物体来使自身获益，如象鼻虫或其他作物昆虫

破坏种子的生存能力。 

6.3.1  病原体 

全球因为作物病害造成的平均作物产量损失在 16%左右，其中植物病原体是

造成作物损失和损害的主要原因(Oerke，2006)。病原体进化率是由一定时间间隔

内病原体繁殖后代的数量和其他一些特征，包括与生殖力相关的遗传能力所决定

的。温度变化会影响很多病原体的繁殖率，在低温来临前较长的生长期给病原体

演化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庞大数量的病原体能够增加越冬和度夏的病原体存活率。

致病性是一种微生物引起宿主损害的能力。毒力是一个病原体群体对抗相应寄主

种群所表现出的抗病基因多样性的一般能力，有时可作为致病性程度的评判标准。

攻击性是一种植物病原体侵入宿主并在宿主体内扩增和传播造成宿主损伤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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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测定标准。 
很多病害传播的模型是通过网络分析完成的(Moslonka-Lefebvre et al.，2011；一

篇关于不同网络结构及其在病害传播分析中应用的综述)。网络分析模型通常用于证

明流行病在初发感染后发生的概率，该模型的结果受传染病初期的接触方式影响。 
随着全基因组快速测序和便携式实时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的出现，鉴别农

田里新的植物病原体，并在其发展为毁灭性灾害前及时发现变得更加可行。而在田

间，可变基因组区域的特定 PCR 引物与特定病原体的无毒基因相关，可以确定新

型无毒基因的隔离群，从而提供新的紧急灾害早期预警系统[Skinner et al.，2000；
真菌基因组计划(Fungal Genomics Program，FGP)，http://www.jgi.doe.gov/fungi]。 

6.3.2  害虫 

农作物害虫包括植食性昆虫的集合体(尤其是甲虫、蝇类、鳞翅目、半翅目和

直翅目)，以及如线虫之类的土传病害。鸟类和啮齿类脊椎动物也可能是重要的农

业有害生物，它们通常取食果实和种子。大多数害虫的种类还未确定，作物在田

间生长和成熟时它们分别会导致作物叶、茎、根、果实和种子的损害，而在某些

情况下，害虫直接引起的只是一些轻微损伤，但令人担忧的是它们可以成为有害

病原体的介体。另外，由害虫导致的作物收获后的损失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因为为了生存农民要将他们收获的作物储藏起来以度过一个更长的时期。 
作物虫害严重性的评估和管理方案有效性的测试都是从实地调查和采样量化

现存的虫害开始的，虫害为害的范围和农民所遭受的损害程度都是考虑因素。在

农场或试验站疯狂生长的变种集合，为害虫生命周期和侵染过程的详细观察、不

同作物品种相对性能的详细观察提供了便利。害虫研究往往利用遮阴棚，即利用

金属丝或织网将作物围住的结构，并保证气流和沉降的正常发生，但是否包括昆

虫和其他害虫则取决于试验目的。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是一个术语，用于定

义一系列防止或抑制有破坏性的有害生物群体的做法，但不包含减少农药的使用。

这种方法开始作为一种生态防治有害生物的替代方案，需要了解与社区和生态系

统水平相关的有害生物生物学和生态学(另见下一节生物防治因子)。过去的半个

世纪以来，关于这项实践的大量文献已可在网上或印刷书本中获得(见本章“延伸

阅读”)。 

6.3.3  生物防治因子 

害虫的天敌也被称为生物防治因子(BCA)，包括捕食者、寄生者和病原体。

植物病害的生物防治剂最常指的是拮抗剂。天敌数量取决于成虫的食物来源、替

代猎物或寄主、越冬场所和躲避不利条件的处所(Landis et al.，2000)。在过去的

30 年中，已鉴定出许多有效的种，目前至少有 230 种作为害虫天敌可在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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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买到。Van Lenteren(2011)提供了在目前强大生物控制大背景下有关 230 种天敌

的相关信息。业界已研发出一套质量控制指南，作为规模生产、运输和分发的方

法，并可为农民提供指导。栖息地的管理设计旨在满足农作物害虫的天敌需求，

以此吸引物种来提供生态系统自然生物防治的服务。空间最优模型致力于探索农

业景观中自然天敌栖息地的经济最佳空间构型(Zhang et al.，2010)。 

6.3.4  杂草 

杂草是指生长在不需要它们的地方的植物，一种植物是否被判定为杂草取决

于农民。杂草是与作物争夺光、水、空气和营养物的主要竞争者，并且可以减少

或抑制作物生长(Liebman and Gallandt，1997)。农业对杂草种类通过演化适应干

扰环境的能力有主要影响，这种适应表现为能在新开辟的肥沃土地上定植的能力

较强。杂草通常繁殖率高，并具有在反复干扰条件下保持繁殖能力的特点。已经

有许多文章综述了关于杂草的有害影响，但只要有适当的管理，它们也可以防止

水土流失，并为有益昆虫提供栖息地。一些杂草还是可食用的，在生长的早期阶

段，农民还会将其采集回来并作为野菜食用(Madamombe-Manduna et al.，2009)。
还有一些杂草是栽培植物的野生近缘种，是研究作物改良遗传多样性的重要资源

(Turner et al.，2011；另见第 2 章)。 

6.3.5  土壤有机体 

土壤中有许多生物有机体，包括古菌、细菌、真菌、原生动物、藻类和无脊

椎动物，它们通过影响土壤肥力从而起到维护和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力的作用。

这些生物通过 4 个主要行为起作用：分解有机物、营养物循环、生物扰动作用(土

壤移动或消耗)，以及对土传病害和害虫的抑制。由于土壤生物分类多样性较高且

其扮演的角色不同，基于对土壤肥力的不同功能意义、采样所得的近缘种，通常

将它们按类群进行划分。 
对地下生物多样性分析的重要工作已经证明具有特定功能的群体相对组成的

显著差别可以作为土壤健康的指标。例如，在线虫组中，伴随着土地利用强度的

渐增，植物寄生线虫有明显增加的趋势。通过观察由大型底栖动物物种组成的“生

态系统工程师”群体，能预示多样性和丰富度减少的明显趋势，这一群体包括如

蚯蚓和白蚁之类通过土壤运输、建造团聚体结构、形成气孔来对土壤产生主要影

响的生物体，同时也为其他土壤生物提供了微型生态位(表 6.1)。更好地利用植物-
微生物-土壤氮素转化，可以增加土壤有机体调控和支持服务，如分解和养分循环

作用，有助于水土保持(Jackson et a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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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土壤生物的主要功能群体(Swift and Bignell，2001；Moreira et al.，2008) 

功能群 作用或影响 

蚯蚓 通过通道作用、矿质元素和/或有机物的摄入影响土壤孔隙度和

土壤养分的关系 

白蚁和蚂蚁 
通过通道作用、土壤摄入和运输，以及通道结构影响土壤孔隙度

和土壤质地 
通过运输作用、撕碎和消化有机物影响营养盐循环 

其他大型生物如木虱、千足虫和一些昆虫幼虫 通过对枯死的植物组织及其捕食者(蜈蚣、更大的蛛形类和一些

其他类型的昆虫)的撕裂作用，扮演着垃圾中转站的角色 

线虫 

植物根系的植食性动物，食真菌线虫、食细菌线虫、杂食性线虫

及其捕食者同时翻动土壤 
占据已经存在的小孔隙，在那里它们依赖于水膜生存 
通常在属水平和物种水平上具有较高丰富度 

菌根 
与植物根系共生，提高养分有效性并减少植物病原体入侵 
不同的作物种类对菌根(小麦)的接种有不同的响应，菌根的定植

取决于宿主的基因型(珍珠稷) 

根瘤菌 微生物固氮，将氮气转化为植物生长可利用的形式 

微生物生物量 

土壤总分解和养分循环利用的间接测量指标。微生物生物量由三

个非常不同的类群提供，即真菌、原生生物和细菌(包括古细菌

和放线菌)，但将它们分离后进行测定是不实际的，因此，微生

物生物量的估计通常依赖于相对粗糙的化学方法[细胞的裂解，

随后测定全氮(和磷)，将这些数值转化为碳的等值，与对照试样

进行比较]。这种方法分辨率相对较低，但可以从整体上评估土

壤的分解能力 

6.3.6  传粉者 

传粉者是指能将花粉从雄花花药传送至雌花柱头来完成受精过程的一群生物

机体。授粉可使植物受精，最终通过结果和种子的形式产生下一代。非生物授粉

通常借助风、水或重力，生物授粉通过动物(昆虫、蝙蝠、鸟类、啮齿动物、蜥蜴)

来完成。目前已有大量文献关注授粉和植物育种系统，如 Roubik(1995)和
Free(1993)对作物开展的相关研究。一般，玉米和高粱等禾本科谷物是由风来帮

助完成授粉过程的，而大多数水果和蔬菜则是通过昆虫和其他动物完成授粉。有

些植物需要交叉授粉，需要来自不同种植物的花粉，如大部分温带和热带果树必

须依靠昆虫或小型动物完成交叉授粉。虽然已有事例充分证明作物的低坐果率导

致的作物产量降低是由于传粉者的减少，但目前很少开展关于果树自身品种多样

性在促进交叉杂交和生产更好的果实产品作用方面的研究。 
传粉者有不同的需求和生命周期，许多动物传粉者依赖于未受干扰的环境

或自然区域并将其作为其生命周期的一部分。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昆虫和种内不

同的昆虫都在一天或一年的不同时间，以及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捕食植物。最近

已经开发出用于检测和评估作物授粉“赤字”的参考方案，并提供了可能消除

或减少这些“赤字”的措施(Vaissière et al.，2011)。目前已有研究选育某些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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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诱集传粉者的基因型来作为一种提升授粉服务的管理战略(Jackson and 
Clarke，1991；Suso et al.，1996)。 

6.4  农民对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和非生物组分的描述及分类 

虽然农民可能不会用科学术语表达他们对非生物和生物因素的理解，但他们

却拥有关于气候、土壤和水分利用率的丰富的生态学知识，庄稼与杂草、害虫和

病害的相互作用知识，以及农场环境里一些其他自然要素的相关知识。传统生态

知识是社会生态系统里人与环境动力学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的时间越长，传统

生态知识便有望更准确地反映社会与生态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并促进群体适

应周围生态系统的变化。在农民所构建的生态系统里关于植物利用、景观管理和

生态过程的相关传统知识是组织和制度的主要构成部分，也就是在第 8 章深入讨

论的社会体系塑造了人与景观的相互作用并控制了资源的使用(Olsson et al.，
2004)。Van Oudenhoven 等(2011)、Berkes 等(2000)、Nabhan(2000)，以及 Bentley
等(2009)均做了大量研究来描述不同地理区域原住民了解生态过程的特定方法。 

欣赏和学习农民的生态知识的一个出发点是意识到他们的理解是系统性

的。农民和其他农村居民拥有详细的民间分类学知识，他们能对环境中的非生

物和生物组分进行识别及分类。基于他们的经验和认知，农民描述和开发出能

鉴别植物、动物、土壤、天气现象、植被类型、地貌(如丘陵、河流和其他地貌)、

生态演替阶段、虫害和病害、杂草、植物的竞争对手、共生生物和其他生态域

的分类系统(表 6.2)。通常包括的问题如下：当地农民如何对构成他们周围环境

的各个领域进行分类？是否从主宰景观的地理特征开始？这些特征对农民选择

和管理作物品种是否重要？ 

表 6.2  建议与农民讨论的环境因素及其主导因子清单 

领域 与农民讨论的范围 

地形 海拔、位置和形状；包括山顶、河流、谷底、高原、悬崖 

土壤 颜色、质地、生育力、酸碱度、可使用性、湿度、一致性、排水剖面、实用性、

盐度、土壤中的生活物质、对水土流失的易感性、淋溶 

气候 温度、降水、蒸发量、海拔、曝光度、地势(包括陆地和水体的位置)、风、 
季节性 

周围植被类型 植物区系组成(包括优势种)、人类管理/干扰程度、周围植被的指示种、杂草 

土地利用区域 技术应用、管理程度、与住户的距离、所有权 

生态学演替阶段 轮作的重要性、休耕的年数、原生干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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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对生态系统特征进行分类是基于其物理特征、形态学特征和化学性质，

如土壤的质地和颜色。农民的生态分类系统能够作为环境特征的指标，这些环境

特征对多元品种栽培非常重要。例如，了解特定区域详细的降雨和降水模式有助

于揭示降雨的变化，有助于农民确定农业生态系统类型，进而选择种植的品种。

在高海拔地区，严重和频繁的霜冻及冰雹可能就是一个关键问题(资料框 6.1)。 

资料框 6.1  藜麦对霜冻和冰雹的耐受性及其相关传统知识 
玻利维亚高原每年有 200～220 天发生霜冻，在雨季冰雹几乎随时发生。

天空中少云，低速的西风(阿塔卡马沙漠)或北风(雪山)被当地农民当作在玻

利维亚高原发生霜冻的关键指标。预测冰雹发生的主要指标为较大的昼夜温

差、局部的乌云和无风，一般可提前 2～3h 做出冰雹预测。农民利用自己有

关气候的传统知识能够鉴别出哪些地区为霜冻或冰雹频繁发生的区域，哪些

为这两种灾害同时发生的区域。据当地生产者证实有霜冻和冰雹风险的区域

是众所周知的，利用这些知识，他们制作了一幅与耕作体系和天气相关的假

想图，他们认为水比较集中的平地、低平原通常为霜冻风险高的区域，而山

坡都是霜冻风险较低的区域。 
以下处理霜冻风险的战略是针对包括栽植期和品种特征的微生态系统：在

霜冻很少发生的山坡上种植具有更广栽植期的品种，并根据栽植期可分为晚熟

型或早熟型品种。重新确定冰雹轨迹方向(改变其方向)的实践方法包括制造烟

雾和燃放鞭炮，另一种做法是在寒冷的夜晚围绕栽植场所生火。每个社区指定

一个或两个人提醒大家即将发生的冰雹，收到警报后，农民和牧民制造烟雾来

使冰雹的轨迹偏转或是降低其强度(Bonifacio，2006)。 

除了对其周围环境的分类，世界各地的农民对气候变化及其对农业系统产生

的影响有广泛认识。农民最常见的观察结果是平均气温升高(尤其是夜晚温度升

高)、更加不规律和稀少的降雨，这些都是目前研究发现与局部的气象数据紧密相

关的结果(Gbetibouo，2009)。Mijatović等(2012)发表的一篇对 172 个案例研究的

综述中描述了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相关传统知识增强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

系列压力的恢复力，并指出本地社区居民需要在其农业生态系统中确保应对气候

变化可恢复力。 
有时，农民对其生态系统做出的改变是永久性的，如改造梯田以减轻侵蚀作

用，尽管随着时间梯田需要定期维护才能保证其正常功能(Stanchi et al.，2012)。
也有的改变仅勉强维持几年或数十年的时间，如农田的轮作和森林的休耕，还有

一些其他的干预措施时限更短，如通过一天的除草来除去作物的竞争对手。管理

干预在农作物发育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均可进行，并且由于实施的时间不同会产生

相应不同的影响，像除草这样的临时干预在耕作期可能有很多次，农民也会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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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程度和数量的不同做出精准的反应。例如，不同次数的除草和轮作可能会对农

作物产生不同的影响，像农药、肥料和除草剂这一类投入品可能是天然的也可能

是合成的，使用这些产品所产生的效应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通常，根据农耕群组可以做出一个农事历(图 6.1)，使用圆形农事历而不使用

线形的，可使整个循环都用一个简单紧凑的图表来进行说明。 

 
图 6.1  季节性日历示例：在墨西哥 Yaxcabá 栽培地农业活动的循环周期。该图表应按顺时针

从左下角开始读(周期的开始)，并以环形的方式在 15～18 个月的过程中连续循环(图表由 John 
Tuxill 根据在尤卡坦 Yaxcabá 对农民进行的访谈制作，经作者许可印刷) 

农民可以以分类体系为指导，以确定在何时何地种植何种特定品种，结合具

体的地形、土壤、演替阶段和不同作物品种套作来培育品种。在一个轮作或刀耕

火种的农业生态系统中，农民可以在一英亩(1 英亩约合 6.07 亩，下文同)已经休

耕数年并达到植被再生演替阶段的土地里种植不同品种或物种。在间作系统中，

主要作物的品种遗传多样性可能是相关的，栽种在一起的不同作物的品种复合体

根据成熟时间、对土壤的适应性或其他特征来进行选择。 
在墨西哥尤卡坦州 Yaxcabá 村，农民所使用的民间土壤分类系统与正规土壤

分类具有相似的复杂性，这也是了解当地栽培品种的关键所在(表 6.3)。根据品种

的成熟时间，Yaxcabá 的农民种植与特定的土壤和地形特征相匹配的玉米品种，

农民优先把早熟的玉米、豆类和南瓜品种栽种到颜色较深的、细粒红土和黑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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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中的 K’ankab 和 Box-lu’um)，通常种植范围非常有限，而晚熟品种则被种

植在土地资源丰富、色泽较浅的石质土壤中(Arias et al.，2000)。 

表 6.3  墨西哥尤卡坦当地的土壤分类与正式的科学土壤分类之间的对应关系 

土壤* Tsek’el Box-lu’um Pus-lu’um Ek-lu’um Chak-lu’um K’ankab Ya’axom Ak’alche 

石质土 X        

黑色石

灰土 
 X X  X X   

始成土    X X X   

淋溶土    X X X X  

强风化

黏盘土 
     X   

变性土       X X 

潜育土        X 

*FAO，1990 
来源于 Juan Rodriguez（2000），承蒙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提供 

对于在农民的生产系统中发现的植物和动物，民族生物学家发现民间分类法

与正式的林奈分类学相比较在物种水平上颇为相似。在对诸如墨西哥和巴布亚新

几内亚这样地点差异较大的研究中发现，本土农耕文化的民间分类学知识能识别

的物种数量与那些由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用详细的系统目录清单鉴定出的物种数

量相似(Berkes，2008)。比物种水平更高层次的分类中对应则不明显，与林奈分

类法的主要不同在于民间分类法不使用进化关系结构，对于那些不太容易观察到

的生物群体或在农民生活中不太重要的群体，一致性也较低(如昆虫与鸟类)。另

外，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生物体如作物品种往往在民间分类中被明显区分(Hunn，
1993)，这对了解作物地方名与作物品种遗传多样性之间的相互联系非常重要，正

如第 5 章所探讨的一样。 
本书第5章中通过参与式调查方法系统地收集了当地农民有关当地农业生态系

统因素相对重要性的信息。如前所述，田间观察、田间和实验室的实验数据相互关

联起来是观察及量化农民的相关传统知识的方法。确定农民对其周围生态系统环境

组成部分的相关传统知识和信条最常见的方法有以下几点：①参与式和可视化图

表，包括线图和图表制作，用以说明和解释过程、关系和结构；②参与式绘图，包

括剖面图和边界标记来定位及确定景观中的组件；③根据环境特征或状态的不同特

性进行参与式排名和打分以对各组成部分分类、排序和比较(Tuxill and Nabhan，
2000)。剖面图是一种常用于收集农民对其农业生态系统认知的方法，剖面图的绘

制包括团队集体穿越农场养殖区域(通常是从最高点到最低点)，让小组成员确定和

描述该地区的主要地形特点、现有植被、作物布局和生物物理限制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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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所描述的方法可用于搜集农民对病虫害的认知，并以此来确定种类

名称的一致性。Mulumba 等(2012)在乌干达研究调查农民的知识与对病虫害、

寄生虫/病原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认知，首先要求农民把他们带来讨论的植物材料

分为健康和不健康两组，然后农民对不健康的植物进行分组，根据他们对植物

症状的识别区分出受到不同虫害和病害损害的植物，进而收集农民对观测的植

物患病和受到虫害所表现的症状的描述，其中包括对植物不同部位(叶、茎、果

实、根)和不同生长阶段所表现出的症状列表。除此之外，还要农民明确定义他

们区分植物不同生长阶段的标志。之后提供其他植物病虫害的照片让农民鉴定

并说出他们对这类病虫害的称呼，请他们按损害的严重程度对所鉴定出的不同

病虫害进行排名，最后根据作物在系统中对病虫害复合体的抵抗水平列出品种

排名。此外，还要请农民画出他们认为在当地农业系统中不同病虫害的源头，

并介绍他们用来选择好的种植材料和管理病虫害的做法。表 6.4 是调查结果的一

个事例。 
 

续表     

学名 Colletotrichum
indemuthianum

Phaeoisariopsis 
griseola 

Ophiomyia 
phaseoli, 

O. spencerella

Cosmopolites
sordidus 
(Germar) 

Helicotylenchus
multicinctus 
(Cobb), 

Pratylenchus 
goodeye 

(Sher and Allen) 

Mycosphaerella 
fijiensis 

俗名 炭疽病菌 具角叶斑病 豆蝇 香蕉象甲 线虫 黑叶斑病 

农民的叫法 
一系列的症状

(没有明确的叫

法) 
Amatologojjo Ekisanzire 

Kajojo, 
Kayovu, 

Kisokomi, 
ekikoko 

Lusensera, 
Enjoka 

一系列的症状

(没有明确的叫

法) 

农民的描述 

植物叶子从上

部开始腐坏，用

水浸湿豆荚，没

有形成种子，棕

色的病灶沿着

叶缘和茎形成

腐烂的豆荚，

损坏的豆荚* 植物体变黄*

球茎趋向于从

地面冒出，叶

变成微黄色，

叶鞘干枯，仍

着生于茎上，

球茎切开有

洞，叶在早期

就开始掉落，

花束矮小难

闻，劈开假茎

有彩色条带

根腐烂变干，羸

弱的根导致植

株倾倒，产量下

降，食物变硬，

收割时手指变

硬且干，球茎腐

坏，鞘凸起裂

开，根在植物倒

伏前变干 

叶缘和尖端干

燥，叶上有干

斑，植物变干，

但从不落叶，柱

头发育不良，茎

有黑斑，叶片中

部干枯，花束柱

头不能增长到

所需要的尺寸 

被影响的植

物部分(农

民的叙述) 
叶，豆荚，茎 豆荚 根，茎，叶 球茎，茎 根 叶 

损害严重的

主要阶段(农

民的叙述) 
花期，结荚期 花期，结荚期 幼苗期 

未受精前，花

期，收获期；

所有阶段 
所有阶段 芽期 

表 6.4  乌干达农业生态系统中农民对作物病虫害的分类和描述(Mulumba et a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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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名 Colletotrichum
indemuthianum

Phaeoisariopsis 
griseola 

Ophiomyia 
phaseoli, 

O. spencerella

Cosmopolites
sordidus 
(Germar) 

Helicotylenchus
multicinctus 
(Cobb), 

Pratylenchus 
goodeye 

(Sher and Allen) 

Mycosphaerella 
fijiensis 

农民判定的

重要性与通

过网站判定

的其他虫害

和病害重要

性的对比 

      

Nakaseke 高 高 高 高 高 中等 

Kabwohe 高 高 高 高 低 低 

Rubaya 高 高 高 — — — 

Bunyaruguru — — — 高 高 高 

*农民提到症状但没有命名病害，在所有地点都要高度重视这些症状 

6.5  降低复杂数据集的维度 

为在地保护所设立的站点可能具有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因素：不同的土壤、

杂草发生率、病害和/或管理实践，以及不同数量的植物或动物物种。α 多样性是

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或生态系统中的多样性，通常用该生态系统中的物种数量(即

物种丰富度)表示。β多样性是指从一个生境到另一个生境的物种组成变化(例如，

从一个农民的田地到另一个农民的田地，或沿着环境梯度的变化)。在计算 β多样

性时，通过比较统计物种总数或每个生态系统特有的实体来进行。γ 多样性是整

个区域或景观水平上的多样性量度(Whittaker，1972)。 
一组典型的农业生态系统的数据可能记录大量的因素(非生物、生物和生态系

统管理因素，包括经验测量值、农民的描述)，与此同时考虑这组数据的维度是不

可能的。如第 5 章所述，任何分析的第一步都是简化数据组，用来确定哪些维度用

于描述数据整体变化时是最重要的。在确定哪些变量将是农业生态数据收集的重点

时，首先直接咨询农民，他们往往可以提供关于当地环境因素及其对作物产量的影

响、如何采取措施将影响最小化的独到见解。对于有些环境压力，当地传统品种已

经具有适应性，而另一些可能限制进一步生产的可能。一般情况下，有关作物遗传

多样性的农业生态研究重点为：①确定影响作物遗传多样性程度和分布的关键非生

物或生物梯度；②标记农民所认为的有约束或限制效应的生物和非生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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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分类与排序 

分类和排序是用于减少复杂数据集维度常用的两种统计方法，这些多元的方

法可根据多样的非生物、生物和管理特点来探寻试验点之间的关系，根据形态特

征和/或遗传标记探寻作物样品间的关系(见第 4 章和第 5 章)，以及家庭之间基于

社会和经济特点的相互关系(见第 8 章和第 9 章)，此外，绘图的方法有助于确定

不同空间尺度的作物遗传多样性、农业生态和社会经济信息之间的相互关系。 
分类方法将具有相似特征的群体分为一类，该方法可以是分层的，在相似的

样品组中简单地得到系统树图或非层次结构的结果。对于每一个分类，有许多不

同的聚类算法，往往会导致采用相同的数据得到大相径庭的结果。非层次分类明

显更快，因此往往更适合大型数据集的分析(Gauch，1982)。 
排序方法用于在二维或三维空间排列样本，其位置反映出相似性。相似的样

本(如具有相似特征的田地)相互间位置很靠近，而随着样本间距离增加，差异也

逐步增大。如果高度相关的两个变量中任何一个可作为另一个的替代品使用，说

明数据存在冗余(Causton，1988)。排序技术可被用于识别这些相关性并用以减少

需要考虑的变量数。 
排序方法可以是基于如极点排序(PO)、多维排列或主坐标分析(PcoA)这些以距

离为基础的方法，即依靠单位面积内对称的距离或相似矩阵。其他的排序方法是以

相关性为基础的，如第 5 章中介绍的主成分分析(PCA)、交互平均法(RA)和去趋势

对应分析(DCA)，后面这些方法都基于协方差或相关矩阵，而不是距离或相似矩阵。 
第 9 章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背景下讨论的多元回归是用来了解几个独立或预

测的变量和从属或标准变量之间的关系。多元回归也可被研究者用于提问，或是

回答一般的问题，即“什么是最好的预测指标”。另一种描述一组因变量和一组

自变量间相互关联的方法是典型相关分析(CCA)，如关联变量的分布规律与某一

套特定的农业生态因素、某种类型的住户或某一种族或性别群体，这类分析涉及

一组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相互关系。二进制判别分析(BDA)用于关联物种模式与环

境数据，环境数据用多个状态表示，植物数据以存在/不存在的数据形式表示。BDA
对于覆盖大范围地理尺度的数据或是当只有存在/不存在类型的数据可用时非常

有用。多重判别分析(MDA)用于预先决定的群体，可通过早期的分类或排序方法

进行说明。MDA 用于描述该类预定群体及分类群间的差异性和重叠度。 

6.5.2  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映射关系 

在自然界中的许多现象显示出某种空间分布的形式，即在特定位置的某个环

境因子的价值与在相邻位置的价值具有极大相关性，地理信息系统(GIS)可以用

于探讨众多因素间的这种空间关系。GIS 是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该系统能够同

时以制图的形式处理空间数据，对地图上“何处”及相关属性建立联系，即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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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逻辑链接的非空间属性数据进行成图分析，可以在地图上的不同区域或点进

行标记和描述。GIS 在农场保护中的应用还存在着将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学、

文化和其他人口数据与生物物理环境、目标类群数据整合的挑战。 
专门研究物种和遗传多样性数据及分布的分析技术是 DIVA-GIS(http://www. 

diva-gis.org/)，该技术是一项采用制图和分析地理数据来阐明作物与野生种之间的

遗传、生态、地理分布模式的免费计算机程序(Hijmans et al.，2001)。该技术可以

通过制作生物多样性分布的网格地图来找到具有高、低或互补水平的多样性区域。

当前版本(2012 版)允许进行物种分布建模(生态位模型、气候包络模型)，并结合

了带有绘制地图选项和查询的气候数据，可以预测不同气候模型中的物种分布。 
遥感技术(RS)是通过传感仪器(飞机或卫星)对远距离目标进行数据采集，以

此来获取一个特定对象的相关信息。RS 是基于地球表面上的每个物理对象吸收或

反射从短波紫外线(UV)到长波微波之间的来自于太阳的电磁波的原则。对植物来

说，叶片中不同数量的叶绿素吸收不同程度的光辐射，使我们能够获得植物物候

状态、植物的种类、害虫的影响等信息。根据水和土壤具有吸收及反射光的物理

性能，RS 能够提供关于水资源充裕/缺乏或土壤湿度的信息。遥感数据还可以提

供一组诸如气温、绿地的扩张等辅助数据，以及对环境管理有用的信息。 
遥感数据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可以提供大面积范围内的所有信息。例如，陆地

卫星 ETM+可提供涵盖“场景”185km×185km 的面积，空间分辨率每像素 30m，

这意味着在很宽的区域范围内我们可以区分每隔 30m 范围的差异。然而在一些情

况下 30m 的空间分辨率还是太粗。新一代传感器已能提供几米每像素分辨率的图

像。例如，SPOT 卫星可提供 20m 中型空间分辨率，如今已提升到 2.5m，能够绘

制出在社区层面或种水平上的植被(传感器的综述见 Xie et al.，2008)。 
因此，该研究第一步是评估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如果对分析时间序列

数据有兴趣也可评估“重访时间”(重复之间的时间周期，通过遥感追踪同一个目

标)，下一步是确定植被指数，从原始的卫星图像推断和量化区域内绿叶植被的密

度。可能最常用和最为熟知的植被指数是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这使我们能够

量化区域绿叶植被的密度。NDVI 的主要优点是可用于较长的时间序列(超过 20
年)，并可被用作地理信息层面或其他统计评估。在作物管理领域，NDVI 经常结

合使用其他指数以获得对不同作物进行管理的全面信息(在作物管理中的植被指

标综述参见 Hatfield and Prueger，2010)。一些 RS 产品可作为地图使用，而且往

往是免费的(见附录 B 中互联网资源的部分列表)，这些免费提供的产品的主要缺

点是分辨率较低以至于不能提供所需的高分辨率图像。 

6.6  生态系统多样性及其功能 

每当一个物种或一个品种在当地农业生态系统中灭绝时，其能量和营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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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随之散失，随之而来的有生态系统效率和社区响应环境波动能力的变化。生态

系统的调节服务来源于对生态系统过程的调节，如固碳、气候调节、病虫害的控

制、水分调控和授粉过程，能够提高水质和授粉效率，增强作物对病害、节肢动

物虫害和自然灾害(水灾、旱灾)的抗性。支持服务包括水循环、土壤养分循环和

土壤的形成。Diaz和Cabido(2001)认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管理、

支持服务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最近研究的重点开始关注作物遗传多样性在耕作

生态系统中具有提供生态系统调节和支持服务的潜在作用。Hajjar 等(2008)提出

了一个检验作物遗传多样性潜在作用的框架，用于支持增加的功能特征和农业生

态系统其他生物组分之间的兼性交互作用(图 6.2)。 

 
图 6.2  作物遗传多样性的直接(功能性状增加，促进性互动加强)和间接(保证连续的生物量积

累)潜在优势，增强了农业生态系统的功能和服务。虚线框内的内容表示间接影响(引自 Hajjar et 
al.，2008，Agriculture，Ecosystems & Environment，由 Elsevier BV 通过版权许可中心许可，按

书籍/教科书的格式重印) 

功能多样性是一个实体性状的价值或范围，而不仅仅是不同实体的数量。功

能特征是指那些可依据它们的生态作用来定义的物种特征——它们如何与环境和

其他物种相互作用(Diaz and Cabido，2001)。促进作用是物种或品种(Mulder et al.，
2001)之间所发生的正相互作用。存在于不同系列传统品种中的作物遗传多样性已

显示出对生态系统的功能有直接的影响，可以不断增强其功能特征并促进其交互

作用，从而提高地下(土壤生物)和地上(授粉者)的关联多样性，开花植物的遗传

多态性也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影响传粉者觅食，这反过来又可能影响授粉类型

和丰富度，从而维持传粉种群的数量。更多文献记载的是关于作物遗传多样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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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中通过增加作物品种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的作用(在第 7 章中详细讨论)。 
Hajjar 等(2008)认为，作物遗传多样性在应对非生物和生物压力、社会和经

济变化时可增加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性，促进生物量维持，从而间接提高生态系

统的调节和支持服务功能，如 CO2固定和减少水土流失等。 
这场争论仍在持续，即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确定作物遗传多样性的水平和尺度，

将有助于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以减轻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并对潜在的作物遗传

多样性进行管理来增强或创建生态系统服务。进一步的工作是要确定在非可持续

的农耕实践中，由作物遗传资源提供的哪一项生态系统服务的风险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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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7  农业生态系统中非生物组分包括温度、土壤、水、相对湿度、光照和风。生物因素包

括寄生性和食草害虫、作物和其他植物之间的竞争，以及生物体中有利(共生)的关系，如地下

生物体和授粉者。农民可能需要通过管理环境来提高农业条件 

左上：农民对冰冷的江河水进行改道，通过太阳提高水温，用于促使高海拔地区水稻花期提前，因此在低温来临

前水稻已经成熟。在刀耕火种或轮作的农业生态系统中，农民可能根据数年的休耕布局和植被再生的演替阶段在

一个块区种植不同品种或物种。右上：在土质为石灰土的墨西哥尤卡坦州，当地人采用轮作的耕作方式。父亲将

传统经验知识教会儿子，教导他们如何在这些石质土中播种玉米、豆类和南瓜。人口压力使该地区的平均休耕期

从 50 年降低到 8 年，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左下：蜜蜂在给肯尼亚当地的葫芦瓶(葫芦属)授粉。右下：叙利亚 Nebek
地区的农民采用当地的作物品种结合雨水收集来对抗干旱、强风，用于恢复退化的景观。图片来源：D. Jarvis(左
上、右下和右上)，Y. Morimoto(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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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农田生物多样性及其对不利环境的适应性 

阅读完本章，读者应对以下知识有较全面的了解。 
(1)作物对逆境的适应。 
(2)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管理生物与非生物逆境的不同策略。 
(3)评估农户如何利用多样性来管理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方法。 
(4)遗传脆弱性，一个与田间遗传多样性相关的概念：对潜在损失与实际损害

进行测评。 
第 6 章讨论了传统农作物品种的一般种植环境。在本章中，我们主要侧重于

讨论生物与非生物条件极端化的环境特征，以及农作物品种在这种环境中的适应

与管理。这类环境通常被称为逆境(受胁迫环境)。这种环境条件通常不利于植物

的生长，威胁作物生产力和小农户的生计。 

7.1 环境胁迫下作物品种的演变 

在易受到环境胁迫的地区，一些历史事件证明传统品种在维持农户生计上

起到了关键作用(见第 2 章、第 8 章、第 9 章)。环境胁迫影响了种内多样性的

产生和维持，也正是这种多样性提升了作物应对胁迫的能力。极端环境造就作

物的一系列特性，或者使其形成相互依存的复合体，从而使作物得以生存下来。

作物的适应性取决于传统品种在极端生境中是否具有可以耐受特定胁迫的特殊

基因型(如抗病基因型)。 
耐受性基因型可以通过表型可塑性来适应更大区域的环境(单一基因型在不

同环境中表现出不同表型的能力)。当种群因为环境的变化或者迁移到新的环境中

而经历一个新的选择压力时，带有潜在基因变化的适应便相应持续出现。在摩洛

哥，灌溉蚕豆和旱作蚕豆种群具有不同的遗传特征，从而反映出彼此面临着不同

的自然选择压力(Sadiki，1990)。 

7.1.1 传统品种和环境胁迫 

经常遭遇多重胁迫的传统品种在田间不断进化。许多学者的研究论文都揭示

了传统农作物品种之间或品种内大量的遗传变异(Teshome et al.，2001；Newton 
et al.，2010)。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对比一种基因型和其他基因型，或对比

同一物种不同品种之间在农田中的存活力和维持生产力的能力，来衡量比较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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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受性。传统品种有可能在多重胁迫因素下发生演化。一个传统品种适应一种

胁迫时(如铝盐毒性)，可能会有助于其适应其他胁迫(如高盐和营养缺乏的胁

迫)。当生长在低胁迫环境条件下时，较弱耐受性基因型农作物的产量会高于强

耐受性基因型的农作物，这种情况是十分常见的。农民在胁迫易发区域必须特

别注意不引进没有较强适应性或者高敏感度的品种，这些品种在不利条件下或

者病虫害多发地区歉收，并且十分容易破坏当地的基因多样性，而这些可能被

破坏的基因多样性则正是农民希望从它们这些品种中获得的。为了应对关键抗

逆类型的潜在损失，对特定作物的适度多样性管理是农民应对胁迫环境的重要

生计策略。 

7.1.2 胁迫与响应的测定 

作物生理学家与植物育种专家已经研发了大量用来衡量植物受到胁迫程度与

反应程度的方法和技术。然而对于胁迫原因的识别仍旧较为困难。最基本的就是

来自于天气与农地环境的变量。为了比较和建立变化模型，人们必须在不同的地

点、不同的时间来收集与种植周期和农田异质性相关的变量数据(见第 6 章)。时

空价值可以通过均值和变量进行估测，通过与初始状态对比来建立坐标、排序和

量化。作物的响应在最终产量或者给予农民的经济回报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植

物生长过程中利用仪器测量叶绿素荧光及光合气体交换或形态学特征的变量，都

是已知的用于缓解某种特定胁迫所发生的生理变化[例如，卷叶程度和干旱胁迫程

度；见 Taiz 和 Zeiger(2010)撰写的植物生理学教材]。实验田或者温室实验所获得

的基本变量(产率)的转变对于胁迫的衡量体现了基因型比较的一般问题。在所有

环境中具有中间媒介和弹性产量的基因型将会比只在有利环境中活跃的基因型表

现得更为多样。一些基因型可能具有对一种特定胁迫的抗逆能力，但在良好的环

境中却表现不佳。 
为了定义一个胁迫应答的指标，我们可以考虑将 Ys作为胁迫地块的作物产量，

将 Yc作为对照地块的作物产量。从基因型多样化种群中选取一个特定种群或者品

种作为样本，与对照样本进行比较，从而估算出这些产量。现在我们定义 MY 为

平均产量，作为试验田中不同列的平均产值。胁迫处理的试验田的不同列产值的

平均值为 MYs，对照试验田则为 MYc。参考 Dodig 等(2012)的研究，我们定义胁

迫敏感指数(SSI)为 

SSI=[1−Ys/Yc]]/[1−(MYs/MYc)] 

该指标或者相类似的指标是为了将胁迫下的作物产量 Ys和对照条件下的作物

产量 Yc相联系，将其标准化并与试验中所有种群样本的灵敏度相对应。鉴于实际

试验田中包括大量的样本列，我们可以通过重复试验来对比不利环境中的 SSI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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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胁迫抗性指数(STI)可以被定义为 

STI=Ys×Yc/(MYc)
2 

这个公式揭示出了另外一个胁迫度量问题，也就是如果 Yc值低，抗逆率(Ys/Yc)

则会高。这种几何产量也是一种用来衡量具有中等抗性、产量稳定且在良性环境

下表现良好的基因型或具有抗性但在良好环境下表现不佳的基因型的配套方法。

这个几何产量的计算方法为 n 个产量测量值乘积的 n 次方根。例如，有两个产物

产量的测量值(2kg/hm2 和 8kg/hm2)，其平均产量为 5kg/hm2，而几何产量则为

2 8 4× = 。 

7.2  非生物胁迫和作物遗传多样性 

在任何地方，气候、土壤、地形因素都会在一定水平上影响作物的生长、产

量和农场生计。根据作物品种及人们对品种的评价，农民将会首选具有或者被普

遍认为在胁迫条件下不降低产量、质量和经济价值的品种来种植(见第 8 章和第 9
章)。土地的海拔、坡度、坡向和排水面积是研究中用来描述特定地域或者农区的

4 个重要自然地理指标，它们也是所有研究中都应搜集的关键数据，因为这些指

标会影响一个或多个下文将会讨论到的胁迫因子，这些指标并非胁迫因素本身，

但可以作为非生物胁迫的指示变量。 
抵抗非生物胁迫的策略主要有三种：逃离、回避和忍耐。如果某种作物生

活史中的敏感期出现在胁迫条件出现之前或者胁迫条件消失之后，则该作物便

可以逃离胁迫，因此种植时间也是农民用来帮助作物逃离胁迫的手段。例如，喀

麦隆旱季的高粱，随着雨季的结束对种植的稍微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农民前期

在苗圃中育苗，然后再移栽到地里便达到了这样的目的，这种办法非常奏效

(Soler et al.，2013)。 
回避胁迫的机制也是相似的，通过植物特定的性状及结构来实现。其机制

就在于防止植物暴露在胁迫之下(如叶子形态和朝向的变化)。另外，胁迫忍耐

也会被胁迫条件本身触发，并试图去减小胁迫对植物本身的影响，这是由特定

的基因组来调节植物的生化适应而形成的一套机制，例如，避免冷冻胁迫的机

制通常与植物的物理特性有关，植物体内冰晶的形成就是一个例子(Gusta and 
Wisniewski，2013)。 

非生物胁迫没有单一的抗性机制存在，任何单一的适应都基于多样的机制。

基因组学的研究定义了可以应答于不止一种胁迫的许多基因，当只有一种胁迫存

在时也会引发这样的多个基因来共同应答，而其他基因的表达则更为精细。然而

基因应答不是单一胁迫(生物或者非生物)的叠加(Seki et al.，2007)，但由于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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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的相互作用，多重胁迫的情况带来的响应要多于单一响应。Atkinson 和

Unwin(2012)强调开展更加系统的植物抗逆研究，这种研究可以迅速辨别植物在

遭受生物与非生物胁迫时起主要作用的调控因子。 

7.2.1 干旱胁迫 

干旱是高温和水分缺失的共同结果。当细胞膜失水时，干旱胁迫或者缺水胁迫

就变得严重起来，此时磷脂双分子层的通透性增强，细胞膜的完整性和功能受到

损害。植物体或者基因水平并不存在一个统一对抗干旱胁迫的机制(Blum，2004)。
事实上植物生理和细胞代谢的任何方面都会受到影响(Mahajan and Tutejan，
2005)。如果植物生长的敏感期水分充足，便可以成功避开干旱胁迫。逃避干旱的

特征包括植物根系从深层土壤中吸收水分、减小蒸腾量，从而降低减产导致的损

失。渗透压调节也属于逃避干旱的一种特征，即细胞溶质的净积累可以降低细胞

内环境的水势，因此更低的细胞渗透势可以通过吸水而保持细胞内的渗透压。这

种胁迫应答和适应性脱水特征是十分重要的，并且与干旱胁迫下的产量息息相关

(Blum，2011a)。与干旱忍耐和干旱逃离相关的不同变量特征可以是很基本的，

即在不同的基因型中表现不一，或者是可诱导的，并随着生活史的变化而变化。

干旱胁迫本身由于其周期、时间、程度的变化而多样，并且由于环境变化(G×E)
而对基因产生影响。 

在干旱胁迫应答研究中，原则上试验应该在温室或者田间进行，在种群水

平对试验组进行定量的干旱处理，而对照组则进行定量的灌溉处理。在种群内

部估算植物个体之间的多样性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因为必须精确测定干旱处理

组和灌溉处理组的同一基因型个体。对于像马铃薯这样的无性繁殖作物

(Cabello et al.，2012)或者自花授粉的作物而言，操作起来就不太成问题。对

于研究自花授粉的作物最理想的方式就是从试验材料中提取单株植物后代，但

这个过程需要许多资源且很少成功。比较典型的是，传统品种并没有在个体植

物水平上被评价，而是评估其多年来的单位面积产量、产量的稳定性和抗逆指

数(Dodig et al.，2012)。许多关于传统品种耐旱的研究从育种家的角度来识别

植物忍耐和逃避脱水相关的基因(Blum，2011b)，而不是从农民的角度去处理

当地环境中的材料。 
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州中部，玉米种植户经常提到一种被称为“canícula”的气

候事件，就是在雨季期间的 7 月末和 8 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玉米对水分需

求的关键时期，首先是抽穗期和抽丝期，即能育花粉与雌花受精的时期，其次就

是玉米的灌浆期。在此期间干旱胁迫将导致玉米减产。播种时间早的玉米品种如

nal t’eel，种植后 7 周成熟，如果种植早或者 canícula 延迟，玉米可以在 canícula
来之前完成授粉和籽粒成熟从而躲避干旱胁迫。生育期较长的尤卡坦玉米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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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x-nuuk nal 和 ts’íit bakal，需要 3.5～4 个月才能成熟，当干旱来临时，它们可以

通过延缓植物的发育和恢复生长来对抗干旱(Tuxill et al.，2010)。 

7.2.2  低温胁迫 

低温、霜冻、冷水、冰雹等几种情况可对作物产生严重的胁迫，大大限制

了作物的分布区域和它们的品种多样性。突发的冷冻胁迫(如上述某一种情况的

发生)或者一个长期的慢性胁迫(如较长时间的低温或冰冻)需要不同的机制来

共同抵御。热带植物处于 0～15℃的情况下时将遭遇“寒害”，其细胞表现出功

能障碍。 
寒害在不同气候区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热带地区，总体而言在 15～20℃

时就可以造成寒害，且大部分是造成花粉败育。寒冷的天气和冷水灌溉在庄稼的

生长期都会对其生长造成影响从而引发寒害。这种“寒冷抗逆性”通常用来描述

植物对低温做出应答和植物在低于其最适温度时保持正常生长。而抗寒的机制(如

温带地区植物在零下温度得以生存)在同一植物体的不同部位是不一样的，如谷类

植物的花序和叶组织，根和茎组织中也不一样。Gusta 和 Wisniewski(2013)在最近

一篇温带和阿尔卑斯高山气候下植物适应寒冷的综述中，指出了有关检测机制的

多样性。他们强调抗逆性实验必须要考虑实验环境，因为温室实验的测试结果往

往只是代表田间实际情况的少数几个指标。 
大多数关于传统品种抗低温的报道都基于种质资源调查，这些调查从不同的

地区和国家获取了大量用于育种的基因资源。在当地和社区水平开展的相关抗逆

性研究则比较少。Li 等(2004)的研究是一个例外，他们发现中国云南五大稻作区

的传统水稻品种具有显著的耐寒特性。另一个工作是 Sthapit (1994)做的，他通过

叶绿素荧光分析和根系再生能力研究，鉴定出具有高抗寒能力的当地水稻种质资

源(如 Chhomo rong、Kalopatle、Takmare、Jumli Marshi、Sinjali、Raksali、Atte、
Himali、Seto Bhankunde、Phalame 及 Bhatte)，所有这些材料都来自于尼泊尔海拔

1200～2600m 的丘陵高地。 
在玻利维亚高原，在藜麦的现代和当地品种中都发现了不用程度的抗寒特性，

并且当地的品种具有最高的抗冻性(Bonifacio，2006)。在这些植物材料中，易受

冻害影响的材料则是来自几乎从未发生霜冻的河谷地区，而高抗冻性的材料则来

自于高寒地区。在同一项研究中，当地藜麦品种具有叶片小、叶柄短、叶柄着生

角度小、茎秆柔韧性好等特征，这些都与其抗冰雹的能力有关。 

7.2.3  高温胁迫 

高温胁迫影响植物的生长，植物在不同的生长阶段会有明显不同的耐热性阈

值(Wahid et al.，2007)。一些作物需要达到一定温度才能成熟。适应高温胁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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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数量的植物通过维持其结构和功能以避免高

温胁迫带来的损害。例如，椰枣可以适应高温天气，然而，如果椰枣挂果期高温

时间过长，将会直接影响果实的质量。农民都会选择早熟的品种，以减少其暴露

在极端高温环境下的时间，这便是通过遗传多样性的利用来避开高温胁迫而不是

抵抗高温胁迫。椰枣种植区强烈且频繁的大风会加重高温胁迫的影响。椰枣凭借

其强大的根系和修长的轮廓成为最强大的耐风果树之一。利用传统品种的多样性

来减少大风天里的落花落果，通常是农民围绕农场种植一些传统品种来保护其他

品种(Rhouma et al.，2006)。 

7.2.4 不良土壤条件：盐度、酸度、贫瘠、毒性 

已知对土壤不利因子(如低氮、盐碱化、铝毒和酸度)耐受的基因有很多，

这些基因表明，抵御土壤胁迫因素的遗传变异可能存在于单一种群中。农田土

壤因素的异质性，使得从混合种群中识别出抗逆植物更加困难。另外，小尺度

下土壤的不利因子可能为农民识别耐受基因型创造条件。盐碱化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Na(+)的排斥、组织对耐 Na(+)的耐受性和渗透耐受性。Witcombe 等

(2008)全面综述了应对干旱、盐碱、低氮、铝毒的抗性选育。植物的氮肥利用

率(NUE)反映氮肥吸收效率和利用效率，有助于确定低氮环境下植物的生产能

力，是粮食产量与土壤、肥料中可用矿化氮的比值。植物可以更高效地利用氮

(提高利用效率)，或者增加从土壤中获得的氮量(增加吸收效率)。氮肥利用效

率水平反映了根的表型多样性(Garnett et al.，2009)，而不同尺度下根生理学、

土壤生物群的活动、可利用氮之间的联系影响植物生产力(Jackson et al.，
2008)。传统品种中，植物的氮肥利用率相关基因存在着大量的遗传变异。硬

粒小麦的研究表明，在低氮环境下，与现代品种相比，传统品种具有更高的氮

肥利用率(Ayadi et al.，2012)。然而，与传统品种相比，改良品种对增加土壤

氮的可用性更加敏感。 
在越南沿海地区(Lang et al.，2009)、孟加拉国(Lisa et al.，2004)，无论在传

统品种的种间还是种内都已经显示出了耐盐碱的高度变异。越南南定省位于红河

三角洲的 Kien Thanh 村和 Dong Lac 村，其水稻生态系统拥有一些盐渍土以及海

洋边界陆地。为了选择最好的品种以应对盐分胁迫，农民通常会评估农田里的

植物状态。他们认为，水稻耐盐和耐酸的关键阶段是分蘖期和孕穗期。在秧苗移

植后的 30 天和孕穗期，农民利用如下特征评估植物状态：颜色(相对于黑色，白

色更健康)、根系活力、叶片颜色(相对于黄色，绿色更健康)，以及生长水平(Hue 
et al.，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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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水分过量 

洪涝是对全世界许多生态系统的一种环境胁迫。尽管其可能成为植物养分的

一种重要资源，但是洪涝有可能会造成缺氧和低氧胁迫。缺氧情况下植物呼吸途

径会被转移成厌氧途径并且会发生不利于植物的生化变化。植物也可以通过改变

自身内部结构、代谢和物理性延伸(伸长)来避开低氧胁迫。它们也可以在应对低

氧胁迫或被浸没在水中的时候通过休眠来改变这些过程。在原本高产的低地及河

漫滩，海平面的上升和相对浸没期的增加将会更为普遍(Sarkar，2010)。水稻作

为洪水泛滥环境里的优良作物，很可能可以承受更严重的胁迫，而更为大家所知

的是，传统品种也带有相关的耐受性基因(Singh et al.，2010)。在被水淹没时用于

改善氧气供给的相关基因的变异，令作物在全球变暖大背景下愈演愈烈的逆境中

具有更强的抵御能力(Bailey-Serres and Voesenek，2008)。沿着东南亚和西非的河

流系统，农民在洪涝多发区依赖于传统的水稻品种，这些品种可以忍耐大型的季

节性洪流汇聚，通常这种情况下的水平面会比生长季节高出几米。 

7.2.6 CO2 含量的升高 

对小麦、水稻、大豆和菜豆的研究，阐释了植物在应对 CO2 升高时所发生的

种内变异，其中包括种子的产量变化(如菜豆)(Bunce，2008；另见第 6 章)。育种

家通过作物对 CO2 的响应能力来选择主要作物时，遗传多样性可能是一个关键，

因此作物可以利用更高浓度的 CO2增加肥力从而使其长得更好。 

7.3 生物胁迫和作物遗传多样性 

生物胁迫是由生活在作物内的生命形式引起的。生物胁迫可以影响不同的种

群、品种和个体。生物胁迫包括有害动物(昆虫、线虫、其他草食动物)，如仓库

害虫，还包括病原菌、寄生植物(如列当)、土壤微生物、缺失授粉媒介、放牧牲

畜和杂草竞争等。在此前关于非生物胁迫和作物遗传多样性的部分，我们着重描

述了不同胁迫对作物种群影响的相互关联性，以及作物在应对胁迫时形态、生理

和分子水平的变化机制。然而对于大部分的生物胁迫，其胁迫因素本身就与非生

物胁迫存在巨大的差异(Teshome et al.，2001)。自然环境变化会导致寄生生物宿

主种群自身调整而发生改变，为了应对这种变化，害虫的大小和基因组成，以及

病原体种群将会通过变异来适应环境(Le Boulc’h et al.，1994)。协同进化是两个

或多个生态学上相关的不同种群相互影响彼此之间进化的过程。作物与生物胁迫

因子之间相互进化的潜力引出了一个问题：增加宿主的多样性是否永远是有利的。

通过作物多样性来控制生物胁迫对于农民的长期耕作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如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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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病原体的产生(Marshall，1977；Jarvis et al.，2007a)。 

7.3.1 病原体 

植物病原体引起的病害已经成为驯化作物进化的一个主要影响因子。至今植

物病原体仍旧是导致作物损失的主要原因，并且它们利用遗传多样性来应答宿主

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策略。化学方法可以减轻病害影响，但这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

而且非常昂贵。农民必须依赖农艺上的策略(如种植时间的安排、混作、轮作等)，

也就是通过利用宿主作物在应答时表现出来的遗传多样性来达到目的。抗病性被

定义为植物所具有的可以阻碍病害发展的特性。抗病性是植物的一种能力，这种

能力让植物在感染传染性病害或非传染性病害时不会产生严重的损害或造成产量

损失。植物的抗病性分为两种：生理小种专化型抗病性和生理小种非专化型抗病

性。生理小种专化型抗病性的其他名称有垂直抗性、主基因抗性、定性抗性。生

理小种非专化型抗病性又称为水平抗性、小基因抗性、数量抗性、田间抗性。小

种专化抗性经常被单一显性基因控制，因此被许多植物育种家广泛利用，因为其

相对容易识别且具有遗传操作性。相反，小种非专性抗性则较难以识别，并且受

到多个数量性状基因座的控制，使研究人员更加难以培育和筛选出新的品种。 
根据文献报道，由于传统品种与病原菌长期的协同进化(Teshome et al.，

2001)，从种子库收集的传统品种可筛选出抵御病害的种质资源。对虫害或者病害

的有效防御通常依靠上百个基因或者 QTL 的充分表达。因此，抗性的变化必然伴

随着许多基因表达的变化。 
当作物随人类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时，抗病性的种质资源和病原体

也随之传播。抗性基因为了应对新的病原体而进化，但作物有可能还具有先前的

抗病性，因为该作物在长期繁衍的过程中曾经抵抗过相对应的病原菌。我们在世

界范围内筛选可以抵抗黄矮病毒(BYDV)的大麦品种时发现，生长于埃塞俄比亚

的抗性种质高度本地化，而埃塞俄比亚本身也是一个多样性中心。Qualset (1975)
认为埃塞俄比亚是 BYDV 抗性变异产生的区域，病害的发生有利于抗性品种的

自然选择。类似的，在全球范围内筛选具有抗性[包括因蛛形锈菌(Puccinia 
arachnidas)导致的锈病和后叶黑斑病菌(Phaeoisariopsis personata)导致的叶斑病]
的花生种质研究中，结果显示 75%的抗性种质来自于秘鲁的塔拉波托地区。秘鲁

是花生多样性的次生中心，而这个次生中心是从驯化花生的原生中心——玻利维

亚南部发展而来的(Subrahmanyam et al.，1989)。另一个关于抗病性的例子来源于

离多样性原生中心遥远的安第斯山脉，该地区的蚕豆出现了巧克力色的斑点(蚕豆

赤色斑)从而引发相对应的抗病性。蚕豆在几百年前先到达美洲，之后其多样性中

心转移到新月沃地。 
具有不同种类抗性的传统品种似乎在进行着广泛传播(Teshome et a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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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归功于多样性原生中心和次生中心的病原体及宿主的协同进化。通常情况

下，作物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中心和害虫或者病原体的多样性中心是一致的(Allen 
et al.，1999)，但是也存在例外。Buddenhagen(1983)指出，大量的抗病基因都来

自于宿主与病原体长期共生的传统品种。这些种群中有部分产量可能不高，但是

其内在的基因可变性为抵御病害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大面积种植单一、整齐的作物品种会增加病害大规模发生的风险(Marshall，

1977)。多样性-效益假说认为，多样化抗性的遗传基础对农户十分有利，多样性

栽培比单一栽培可以更加稳定地减少病害的危害(Jarvis et al.，2007a)，这是因

为单一栽培在抵御病虫害时有可能崩溃，并造成整体大减产。当新的害虫或病

原体出现时，病虫害将会大面积发生。而具有丰富遗传多样性的土地则很少出

现大幅度减产的情况，因为同一区域内具有多样性的作物更有可能抵御病虫害

的大规模发生。替代或多样性有害假说则认为，混种作物及其不同致病型有可

能构成不同病原菌种群，或因此通过重组或一步突变而成为超级病原菌。超级

病原菌背后的理论备受争议(Mundt，1990，1991；Kolmer et al.，1991)。为了识

别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决定多样性的有利因素，还需要对作物异质种群开展更

多的研究。 
非生物选择压力可能与病原体导致的压力叠加起来，影响抗性选择的强度。不

丹高海拔地区偶然发生的稻瘟病(由稻瘟病菌引起)可能是毁灭性的灾害，导致当

地作物全部死亡。这表明，稻瘟病基于一种强大的选择压力，耐寒性也是一个重

要特性，实际上可能是这个系统的主导选择压力(Thinlay et al.，2000)。高通量分

析技术的最新进展，能帮助识别那些应对不同生物和非生物胁迫的宿主、病原体

与载体 (Garrett et al.，2006)。 

7.3.2 节肢动物类害虫 

在 18 世纪、19 世纪应用昆虫学开始兴起时，人们就已经开始栽培抗虫作物

品种了。作物自身生长和仓储期间，传统作物品种在抵御节肢动物类害虫时呈现

出多样性。几乎所有植物都具有抵御食草动物的几道不同防线。植物在这方面的

抗性由不同特性组成，并使植物本身可以抵御节肢动物类害虫的危害或者帮助其

从虫害中恢复。排趋性是具有抗性的植物在对抗节肢动物时的非偏好性反应。排

趋性的出现就是植物在化学或形态学上制约昆虫行为，从而避免或防止植物自身

成为宿主。土耳其的传统小麦品种在形态学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实心茎

秆型小麦可以抵御叶蜂，而空心茎秆型小麦则不能(Damania et al.，1997)。植物

的抗虫性就是植物体通过影响节肢动物的生活史而保护自身不被啃食。人们通常

用不同植物种群的互惠移植实验来研究植物防御的微进化，该实验还可以同时研

究食草动物的行为，这些行为也是自然选择的动因(Agarwal，2010)。抗逆植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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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致病性节肢动物害虫之间的不兼容反应是通过引诱节肢动物的植物蛋白和抗性

基因产物合成化感物质来进行调节的。Smith 和 Clement(2012)提供了 40 种以分

子图谱为特点的节肢动物抗性基因的目录，这些基因来自 20 多种大宗作物，该目

录还介绍了许多抗性基因位点、基因产物、遗传抗性和表型抗性。 
墨西哥玉米(Arnason et al.，1994)和埃塞俄比亚高粱(Teshome et al.，1999)

传统品种在贮存期间，其抗虫害能力存在明显的区别，这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关

键性状。在埃塞俄比亚，耐贮存的品种和抗虫害的品种都与其化学成分的活性有

着紧密的联系。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州，不耐贮存是农民不愿意种植玉米优良品

种的关键因素(Latournerie Moreno et al.，2006)。传统品种的颖壳能完全包裹谷

粒，保护谷物在贮存时不受害虫的侵害。选用良种的农民确实也对良种进行了

本土化改造，使其成为良种的“改进版”，于是该“改进版”显示出与当地玉米

相似的耐贮存特性。 

7.3.3 其他生物胁迫 

作物可利用遗传多样性来应对其他对植物生长和繁殖造成不利影响的生物因

素。例如，来自杂草之间的竞争压力，远缘植物之间的花粉败育，以及种子传播

者和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在缺少花粉的情况下，植物可能因选择压力而进

行自花授粉或增加自体受精的比率。固氮菌可以形成影响豆科植物生长的根瘤，

而根瘤的菌株又表现出多样性，并且已经成为培植人工草地豆科植物的一个关键

指标。传粉者有时会偏爱其中一个品种，尽管品种之间极为相似。在某些情况下，

有花植物的遗传多态性会影响授粉者的觅食，进而影响花粉的种类和丰富度，因

此也影响种群的维持。蚕豆作为昆虫授粉作物，其花部特征的多样性有利于吸引

昆虫传粉，从而产生种群内的异花授粉(详见 Duc et al.，2010)。 

7.4 生物胁迫与非生物胁迫的比较 

生物胁迫与非生物胁迫在其特征和农田中的遗传多样性应答机制方面相互对

应(Brown and Rieseberg，2006)。以下列出一些相关的潜在区别，用于指导制定

研究假说。这些区别包括：①非生物胁迫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化的尺度要大于生物

胁迫。非生物胁迫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且影响更广阔的区域。②环境导致的“颗

粒性”(Levins，1968)，即个体所经历的环境时空变化，都是不同的。非生物胁

迫表现得粒度更粗而生物胁迫则为细粒度。③协同进化是生物胁迫的一个特征，

即植物种群对环境的应答和自身进化将会影响生物胁迫程度和相应物种的未来进

化。应对非生物胁迫的作物基因变异并不会直接引起胁迫水平的变化，这与对病

原体种群产生的变异是相反的。④作为总多样性一部分的种群差异(GST)，对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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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胁迫的反应比生物胁迫更加明显，因为地域内形态多样性更有可能发生。⑤非

生物胁迫的时间发展趋势更为缓慢。病原体感染的时间与作物在气候变化或非持

续土地利用模式影响下相比较，病害来得更加迅速。⑥生物和非生物胁迫的多样

性策略的范围及角色，如混栽和杂交，是不同的。就非生物胁迫而言，种群内的

多样性规模可能比较小，应该强调抗性品种的使用。⑦表型可塑性、规避胁迫、

抗逆机制多元化、生命史中不同阶段的抗逆性等手段，在遭受非生物胁迫时能协

同作用，比遇到生物胁迫时要有效得多。 
其他生物与非生物胁迫之间的差异不那么明显，而且分辨生物胁迫和非生物

胁迫的差异十分复杂。例如，植物在应对单个胁迫适应性应答时，我们较难分辨

到底是主要基因还是次要基因的累积表达更重要。植物在抵御重金属和铝毒胁迫

时是主要基因在发挥主导作用，主要基因成为生物胁迫应答过程中实质上的“基

因的基因”。相反的，耐旱和对生物胁迫的定量抗性响应有着更加复杂的遗传基

础，对这两种胁迫的响应在植物不同生长阶段会有所区别。生物与非生物之间

不断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植物的环境。例如，豆科植物中对盐敏感的共生体，

以及谷物中通过培育根部抗病品种以改善对干旱胁迫的应答，都属于这类相互

影响的例子。 
抗性和耐受性的实验因其复杂性而不同。对于非生物胁迫研究，实验的可重

复性、机制的多重性、从实验室到田间的判断，都会存在许多困难(Munns，2005)。
对于生物胁迫的研究而言，测试应答往往具有小种特异性。因此，实验中致病结

构与当地病原菌种群的实际关系是研究的关键。 
农民对产量的主要胁迫认知是非常不同的，这种不同主要是对各种胁迫诠

释的区别，包括植物症状、年际气候变化、相关生物体的重要性、农民的知识

和经验。 

7.5 农民通过管理作物遗传多样性来应对环境胁迫 

农民已经开发了许多种适应环境的方法来帮助植物应对所面临的生物与非生

物胁迫。对植物的威胁可能与当地气候、季节性变化、病原体的影响有关；植物

对胁迫的应答可以是简单的或复杂的，可以是暂时的或永久的，也可以是传统的

或现代的。农民对农业环境的管理可能与对周围自然生态系统的管理是紧密相连

的。对于农民来说，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也作为十分重要的参考指标，该指

标可以帮助农民确定雨季的开始与结束，同时也可以影响农民对作物的种植时间、

管理和收获。表 7.1 总结了农民所面临的不同类型的环境胁迫，并列举了改造环

境以减少作物受害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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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环境胁迫和农民对环境变化可能做出的应对方式 

环境因素 农民应对环境变化的可能方式 

极寒 遮盖作物，用覆盖物防霜冻 

极热 为作物遮阴 

黏土含量高/排水不畅 移除黏土层，增加排水沟 

含沙量高/易干燥 增设输水管 

多砾石/多石块 移走石块 

过酸或过碱 施肥、采用土壤添加剂 

营养含量低 施肥、采用土壤添加剂、间作、与豆科作物轮作 

高铝或高盐 施肥、采用土壤添加剂 

降水量高/土壤积水 增加排水沟 

年降水量低 使用灌溉系统/收集雨水 

季节性降水量低 增设临时/季节性灌溉系统 

荒漠化 设立防沙带 

易受侵蚀威胁 平整土地或开垦梯田种植 

光照不足 移走遮阳物 

长/短日照 混农林种植、作物轮作 

局部强风 建立防风林，混农林种植 

害虫 使用杀虫剂、设置物理屏障、间作、轮作 

病害 破坏病菌生长条件、使用杀菌剂、轮作 

与其他植物竞争 除草、减小株行距、使用除草剂 

这些农事管理实践并非是针对特定品种的，它们涉及作物品种周边环境的管

理而不是作物品种自身，这类管理实践或许还与适应特殊环境的品种利用相结合。

例如，越南北部沿海地区为了尽量减小盐胁迫导致的损害，农民不仅要知道如何

利用品种多样性，同时还要在水稻长成秧苗之前用专门的办法来处理。 
首先，用淡水(来源于河水或雨水)灌满农田；其次，在灌满淡水的情况下犁

地翻耕，这样可以有效地排出地里的咸水。最后，再次灌溉、播种和移栽秧苗。

农民认为这样将会降低铁和铝的毒性水平，水稻就能生长得更好(Hue et al.，
2006)。在尼泊尔的高海拔农耕区，耐冷的传统水稻品种可以生长在海拔为 3000m
的地区。农民通过改变水流路线，使从山谷里引出的水经阳光照射后升温，然后

再用来灌溉水稻；温水可以诱导作物适时开花和收获。 
由于植物的发育反映基因型和环境的影响，因此人们并非总是容易精确识别

农业生态系统管理因素是如何影响当地遗传多样性的。也不是每个农业实践都对

本地遗传多样性有显著作用。有许多关于农民在农业上的投入对遗传多样性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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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假说，如施肥的多少、肥料的成分对农作物遗传多样性产生影响。通过改

变作物所面临的环境选择压力，农民的管理实践可以改变作物种内或种间遗传多

样性的模式。而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确定农业环境的管理如何影响作物遗传多样

性，从而提高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我们需要调查的另一个问题是，农事管理实践

是如何影响农民维持和选择遗传多样性的。 

7.6 作物管理中的“遗传多样性选择” 

农民在作物管理方面所作出的选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影响作物环境的农

事选择(表 7.1)，另一种是所谓的“遗传多样性选择”。后者的这类选择是利用作

物的种内多样性来减少不利因素所带来的影响，而不是利用其他方法(如施用化

肥、农药或者诸如轮作之类的农事实践)来达到目的。遗传多样性选择是一种会影

响现有生产力、进化和下一季作物生存的管理选择。这类实践包括对空间的管理

和对作物种内多样性的管理。多样的空间管理在试验田不同行列或者不同的样点

可能是随机的。科学家也可以通过请教会进行作物种植空间安排和品种安排的农

民来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这些调查的信息主要是用来检验作物品种和空间安排、

病虫害损伤水平与作物通过昆虫等小型动物异型杂交结实而授粉的程度这三者之

间的关系。 
在传统果树高度多样化的温带或热带地区，农民利用果树品种多样性在果园

或庭院中进行杂交，提高果树结实率(Turdieva et al.，2010)。根据调查，在亚洲

腹地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温

带国家都存在这样的利用方式，这种增加品种多样性的方式已应用于苹果(Malus 
sp.)、杏(Prunus armeniaca)、梨(Pyrus sp.)和石榴(Punica granatum)。而在亚洲

南部和东南部的热带地区，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马来西亚等地的农村

社区，杧果(Mangifera indica)、红毛丹(Nephelium lappaceum)和柑橘(Citrus sp.)
也利用了品种多样性来经营。果树品种之间的花期相互交错可以延长其整体花期，

而且可以增加授粉的成功率。这种方法在墨西哥尤卡坦州用于玉米品种的种植，

农民将短生育期玉米品种和他们喜爱的长生育期玉米品种种植在一起，从而确保

玉米在生长期遇到严重干旱导致玉米生育期缩短的情况下还能有一定产量

(Tuxill，2005)。 
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那样，遗传多样性选择也包括通过品种选择来适应农

业生态系统中某个特殊的环境因子。从一个更加精细的层面来说，当农民从众多

品种中选择某类特殊作物或者种群时，就是在进行基因选择，所收获的种子将作

为下一个种植季节的种源，这样就会影响下一代作物的遗传结构(见第 5 章)，并

以此作为应对未知环境变化风险的管理策略。 

 科
学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116· 作物田间与在地遗传多样性：研究实践中的原理和应用 

 

7.7 利用多样性应对环境压力 

气候因素可以对作物产量造成持续、不断增加的不利影响，或者它们可能发

生不规律的变化，在长度、强度、频率等空间与时间上发生周期性变化。这种空

间和时间变化尺度范围可以是同一块田地，也可以跨越整个区域，可以是一天，

也可以是一年。每年春天雨季来临的时间可能完全不同，其温度也可能是季节性

的，或昼夜间急剧上升或者下降，大风和寒流来临的时间可能会很早(在花期)，

也可能很晚(正值结实的时候)。随着授粉媒介的变化，害虫、病菌感染与传染频

率和严重程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些都是经常发生的不可预知事件，往往会影响农

作物的生长状况和农田生态系统的健康。 
在不同环境中有意识地选择相适应的品种非常有助于维持生产力，作物多样

性的利用是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和气候变化时维持作物产量的保障。要想理解农

民如何利用作物多样性来应对变化的环境，需要先考虑以下问题： 
就稳产高产而言，何种环境因素让农民认为是一种威胁？ 
不同作物品种及其基因型组成在应对不利环境因素时是如何区别的，有哪些

方面的区别？ 
农民如何利用环境变化的相关知识和品种多样性最大限度地避免作物减产并

保证产量维持在一定水平？ 
农民熟知他们的作物品种所具备的抵御不利环境的性能，并用于应对非生物

和生物胁迫。第 5 章概述了参与式诊断程序(如核心小组讨论和调查)，收集农民

所掌握的有关多样性方面的知识，包括传统品种、非生物胁迫、生物胁迫。正如

第 6 章所描述的那样，参与式诊断工具可以用于判断农民的知识，包括不同地方

品种的状况是否良好、是否健康或者处于某种胁迫之下，以及他们用于判断某一

作物是否健康的标准。Döring 等(2012)比较了植物健康的一般定义(取决于定义

者的价值观)与自然定义(基于植物健康本身，而不是人为判断)。他们的综述讨论

了植物健康的定义是如何影响植物保护类型的，即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还是其他

的替代类型。规范主义者承认定义植物健康的方法多种多样。自然主义者认为，

在特定情况下，大家都接受由受过正规训练的专家用自然科学方法确定的定义。

这些观点既揭示了植物健康化学防治和自然观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反映了生态防

控与规范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 

7.7.1 气候波动和气候变化 

气候的持续变化(如升温和季节性降雨减少)形成一个气候变化的不利形势。

Vigouroux 等(2011b)记录了非洲萨赫勒地区的珍珠稷这个地方品种如何适应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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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干旱。他们对比了 1976 年和 2003 年原地采集的样品，并发现命名相同的品种

在遗传多样性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 2003 年的样品具有更短的生育期，其适应

性也有较显著的变化，且光敏色素 C 等位基因或称 PHYC 早花基因位点的频率

也有所增加。这是关于传统品种多样性可能帮助植物应对气候变化趋势的一个

很好案例。 
也许对适应性反应更具有挑战性的是在一定区域一定时间内增多的气候变

化，极端天气变得更加频繁，极端程度更加多变。在追求农田可持续生产时，遗

传多样性和其他策略可能是农民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工具。 
面对变幻莫测的雨水，农民可以通过种植不同品种、成熟时间不同的作物来

分担风险，或者他们通过种植播种时间不同的一两种作物也可以达到相同目的。

鉴于这种复杂性，理解作物多样性、环境变化和胁迫之间的动态关系是非常必要

的。传统品种在种群内和种群之间具有丰富的遗传变异，从而可用来应对干旱。

农民(如西非种植高粱的农户)利用这种多样性把气候变化造成的风险降到最低，

如在作物开花前迟来的降水和不稳定的霜冻(Sawadogo et al.，2005b；Weltzien et 
al.，2006；Zimmerer，2010)。埃塞俄比亚有一个典型的案例，种植高粱的农户采

用了改良的高粱品种，据称这个高粱品种可以抵御干旱，然而研究发现它并不那

么耐旱，而农户自己的品种却更加耐旱(Lipper et al.，2009)。研究者还指出，提

高农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多适于不良环境栽培的品种。 

7.7.2 空间变化及规模：异质性土壤 

正如第 6 章所讨论的，土壤性质和条件在许多方面影响农民对作物品种的选

择。在一些情况中，农民在特定土壤条件下基于土壤的质地及相关营养元素含量

种植目标作物或品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条件也在变化并导致农民改变作物

品种的组成和多样性。半干旱地区的土壤在进行灌溉时往往会积累盐分，需要及

时管护以避免过度盐碱化，从而影响植物的生长。当土地盐碱化程度增加时，会

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盐碱地中的耐盐基因型可能比盐敏感基因型

的作物产量更高。相反，耐受性基因型在尚未达到盐碱度的阈值时，不能体现其

抗盐能力。从整片土地来看，抗性作物的产量可能会比较低。因此，农民对环境

变化程度的认知是保证作物产量可持续的关键。 

7.7.3 重大灾害随机事件：洪水、飓风等 

极端天气事件往往引起极大关注，因为其可能越来越频繁出现，并且变幻莫

测。不同播种和成熟时间的作物及品种使得农民能够在不同环境条件下栽培与收

获作物，从而应对季节中由于飓风、干旱这样的环境因素造成作物总产量的损失。

造成这样的破坏显然对多样性不利，而且恢复多样性需要付出额外费用。如果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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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贮存种子，则以异地保存作为替代便成了关键，重新引进的种子，其理想状

态应该尽可能地和已流失的品种相似，并且能就地发生迅速多样的遗传变异。这

些问题将在第 11 章和第 12 章中进行更加充分的讨论。 

7.7.4 致病性、侵略性和毒力的变化 

农民的作物群体和其他生物体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生

态系统就地演化决定了不同时期植物遗传多样性的形式，也决定了农民如何利

用这种多样性来应对病害带来的负面影响。毒力(病原体种群在相关宿主种群

中克服其现有的抗性基因多样性的平均能力)和侵略性(植物病原体大量地侵

染、传播、对宿主造成伤害的能力)的改变会影响利用作物品种多样性应对病

害损害造成不利影响的效果。流行病的发展(病害在一定时间内的强度和严重

程度)取决于其发生后宿主、病原体、环境和人类之间的时空规模。区域内协

同进化的地理镶嵌分布是当地自然环境中宿主-害虫-人类共同进化的结果。这

些地理区域之间的物种迁移和地理隔离所造成的差异及相互联系创造了宿主-
害虫相互作用的集合种群(Bousset and Chèvre，2013)。植物保护的策略在于一

定时间内的高效性(产生的效果在时间和空间上作用于一点的能力)和稳定性

(宿主植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持续功效)。任何策略的效率取决于病原生物和种

群大小，而稳定性则取决于病原体种群的适应动态。在农业生态系统中，季节

性的或年度的作物-害虫相互作用的变化进一步增加了它们的复杂程度。害虫种

群随着气候条件的变化、农民的投入和宿主抵抗力的情况而波动。另外，伴随

着人类的活动，害虫的流动性非常大。这种便捷的流动性，再加上一些适宜的

条件，会引发流行病的广泛传播，并对作物种群造成多重影响。植物病原体的

迅速繁殖，可以增加因气候变化带来的其他变化，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Garrett 
et al.，2011)。 

7.7.5 混作、间作和相同农田中不同地块中的不同品种 

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农民更愿意在一片土地上混种或在土地内不同小区域分

开种植不同品种的作物，因为作物对当地病虫害具有抗性，并因此确保产量的稳

定性。在最近的一个案例中，Mulumba 等(2012)报道了一个重点研究项目，该项

目旨在研究乌干达的农民利用芭蕉(Musa spp.)和菜豆(Phaseolus vulgaris)的传

统品种多样性，作为控制害虫(香蕉象虫和豆蝇)及病害(香蕉叶斑病、线虫、炭

疽病和角斑病)的一个方案，以减少病虫害导致的损失。在发病率较高的区域，

拥有较高品种多样性水平的家庭，其作物受到的损害会更小。作物的多样性(在

同一农地进行作物品种混作、间作，或在不同地块上种植不同品种)可以减少害

虫和病害造成的损害。Tooker 和 Frank(2012)回顾了基因型多样性对自然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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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或作物系统应对病虫害、植物生产力的影响。他们认为农田里增加的基因型

多样性能很好地确保害虫大量减少和作物产量增加。最近，Ssekandi 等(2015)
报道了包括 50%的抗性品种的菜豆混种可以显著减少豆蝇对易受感染的新型品

种的危害。 
利用作物品种多样性通过一系列方式管理害虫和病原体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害

虫或病害的种群大小、减缓其传播速度。由于宿主混种可能限制病害的传播，这

种传播被认为与品种组成相关，假如一些品种与易感品种之间存在一定区别，那

么品种混合可以降低病害的严重程度。Wolfe(1985)通过 100 多项研究发现，两个

易感品种混合后，其感染率只有单品种种植感染率的 25%。之后，品种混栽便被

广泛应用于有机农业的试验中(Dawson and Goldringer，2012)和进化育种策略中

(Döring et al.，2011)。 

7.7.6 影响病害发生的机制 

在混种和遗传背景不同的种群中，可以预想到影响宿主种群发病或者病害严

重程度(通常是减少)的机制有多种(Wolfe and Finckh，1997)。以下列出可能适用

于空气传播、飞溅传播和一些土壤传播病害的 7 种机制。 
1)增加易感基因型植物之间的距离，可以降低致病性孢子的密度、感病的可

能性。 
2)抗性植物作为病原体传播的屏障。 
3)为了降低病害的总体严重程度而对更具竞争力和携带抗性基因的宿主种群

进行的选择。 
4)提高病原体自身的多样性可能会减少病害的发生和导致的损失(Dileone 

and Mundt，1994；Milgroom et al.，2008)。 
5)在宿主基因型出现的专性致病型病原体的发生区域，致病孢子所诱发的抗

性反应可能阻止或延迟邻近致病孢子的感染(如大麦混种中的白粉病)(Chin and 
Wolfe，1984)。 

6)病原体小种之间的相互作用(如竞争宿主的可用组织)可能减轻病害发生的

严重程度。 
7)屏障效应是相互作用的，也就是说，一种基因型的宿主可以作为病原体抵

御另一种基因型宿主的屏障，而另一种基因型的宿主也会作为针对前一种基因型

宿主的病原体的屏障。 
前 4 种机制应用于混种和异质种群。后三种则应用于带有特异抗性的宿主-

病原体系统。 
将对植物病害响应不同的基因型的宿主作物品种混栽，有助于反映那些更具

抗性品种种群与病害水平相关的整体应答。此外，当特定基因型受到病原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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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他基因型即更加具有耐受性的基因型品种的产量往往可以得到补偿。 

7.7.7 对农民-作物-病原体-环境动态系统多样性管理的分析 

关于如何管理农田中遗传多样性的知识可以帮助农民应对生物胁迫，可以

用植物病理学的“病害三角范式”来分析(Scholthof，2007)。所谓病害三角，

是一个用来理解种群中传染病动态的重要工具。当有机体或病原体在适合病害

发展的有利环境条件下遇到合适宿主时，病害就产生了。三角概念强调了三个

元件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之间相互成对反应的事实。仅操纵三角的其中一边就

可以减少病害感染的风险和控制病害。在农民管理生物多样性来应对生物胁迫

的案例中，我们认识到农民扮演了一个影响这三个轴的中心角色。Mulumba 等

(2012)的研究方案目标在于测试和记录这个中心角色和它的影响力，并且包括

以下步骤。 
步骤 1：参与式诊断，通过规范核心小组讨论和入户调查收集农民在作物品

种多样性和病害管理实践方面的信息。 
步骤 2：就地观察(在农田里)，并通过对实际发病的样带划分和打分，以及

参考种植多样性数量和病害损失的关系，量化害虫和病菌感染。就地观察应该在

病虫害发生期入户调查时进行。 
步骤 3：传统农家品种抗性的就地评估。对一系列标准不同的品种采集样本

进行测试。 
步骤 4：通过收集隔离种群来估算病原体和病害的多样性，从而为试验地和

实验室工作作准备。 
步骤 5：试验站中进行重复试验以便合作者可以追踪一段时间内流行病的发

生情况(幼苗应答、发病步骤、产量影响)。 
步骤 6：进行温室实验，在对照实验中测定宿主-害虫或宿主-病原体之间的相

互作用，以及测量相互作用的多样性和测试多样性对脆弱性的影响。 

7.7.8 评估农田中生物媒介造成的损害 

将品种多样性程度和农田里病虫害导致损失的程度联系起来，需要测量农民

种植在农田里的每个品种遭受损害的严重程度(上述步骤 2)。混合系统的和随机

的抽样可以使每块农地的打分具有代表性。应该对遭受到所对应目标病虫害损害

的现有品种进行打分，并且参考每个案例中一株或多株植物 30 个观测值的平均数

进行估算。 
用齿行法(zigzag method)来获取一个合适的样本，就是在地块中按照“Z”字

形路径，从样地中的起始点到尽头，尽可能覆盖到种植品种的所有地区，跨越多

行作物，从高到低并避开边缘，具体如图 7.1a 所示。如果在农地里走“Z”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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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会对作物造成大量伤害，那就从不同的点进入样地，沿着图 7.1b 所示的样点即

可。评估者在每个样地中间的 GPS 读数，对于后期地图绘制十分重要。 

 
图 7.1 示意图是收集农场农田中作物品种受到病虫害为害的观察数据 
(a)展示的是一个“Z”字形排列的 10 个样点，每个样点有三个观测点；(b)则是一种改进的设计，当进入农田样

地时能使对作物的损伤最小化的线路图，展示了从样地一侧进入到达“Z”形排列样点的方式(引自 Jarvis et al.，
2012；承蒙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授权) 

在沿着这条路径的 10 个随机样点中采用三点观测法：一个向左边，一个向右

边，一个在正前方。利用为目标病虫害提供的评定量表对在这些地区中的一株或

多株植物进行评级，并对每个品种或一个样地中的混种做出总分为 30 的评分。如

果一个品种分布在多个样方里，每个样方里则可用较少的样点来提供 30 个观测数

据。从这30个观测数据中可用从0～100的等级评估来计算，该计算基于发生率(植

株、枝条或叶片被感染)乘以严重程度分数而作为其中的比例。农户作物受损指数

(HDI)的估算参考每个品种的加权伤害分数，这些品种在农地中覆盖一定比例的

区域。之后 DHI 可以被用来与第 4 章所讨论的农户作物丰富度和均匀度值进行比

较。受损水平的方差也用来比较农户间种植不同品种的情况，以及用来对比不同

社区或不同年份内社区景观的变化。 

7.8  遗传多样性、生产力损失和遗传脆弱性 

在一定时间内，许多变量在特征化相互作用系统中非常有用；宿主和害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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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环境里相互作用就是这样的系统。在此，我们专注于三个可适用于农户样

地的关键概念——遗传多样性、(病害)损害度和遗传脆弱性——以及它们之间的

相互关系。图 7.2 是一个多样性-损失-脆弱性(DDV)图，概要展示出了关键概念

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构建假说的框架，并与不同的环境和作物系

统相比较。下面则是描述 DDV 图坐标轴的细节，以及一个假定的、简化了数字

的多样性例子，用于衡量宿主-病原体相互作用的理想化系统。农民会选择一个

多样性策略，该策略将实现产量的最大化和病害损害的最小化，以及脆弱性的

最小化。 

 
图 7.2 遗传多样性、当前病害损害或生产力损失、遗传脆弱性相互关系的三维框架 
X 轴=脆弱性(未来产量损失的可能性)，该数据以遗传同质性、低恢复力、突变、迁移水平衡量；Y 轴=遗传多样

性，以丰富度、均匀度和差异度衡量；Z 轴=产量，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收益衡量(引自 Brown，2012；承蒙国际

生物多样性中心授权) 

7.8.1 多样性-损失-脆弱性构图 

多样性-损失-脆弱性(DDV)图是一个三维结构，先命名 3 个坐标轴，再在标

题后进行描述。一般而言，3D 绘图中 Y 轴水平，Z 轴垂直，X 轴为斜线，或者被

想象成与页面的平面垂直。在这种情况下，X、Y、Z 三个维度分别代表了遗传脆

弱性、遗传多样性和损害度这 3 个概念。X 轴则可以被用来衡量任何遗传脆弱性，

或者未来损害风险，这些都将在后面讨论。第二个(Y)轴可以用来衡量遗传多样性

(如丰富度、均匀度等)。这是农民可以通过他们对品种和种质资源的选择来操纵

的独立变量。第三个(Z)轴则是用来衡量田地中生物胁迫所造成的损害，或者作为

一种更加简洁的衡量产量的方式。3D 空间里面的一个点代表着每个坐标轴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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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场、一块田地或者是一个社区和特定作物宿主与病虫害胁迫的测量值。为

了研究系统作图可以引导人们发现和测试关系，并且按照特征进行分类指导(如作

物种类、特定的育种系统、病原体种类)。 

7.8.1.1 遗传多样性轴 

遗传多样性(Y)轴已经在不同地方予以广泛考虑(Jarvis et al.，2008；见第 4
章)，且多样性可以用许多方法来测度。品种名称丰富度、均匀度和农田之间的差

异都是理想的测量指标(Jarvis et al.，2008；见第 5 章)。遗传多样性 Nei 指数(一

种占主要地位的辛普森优势度指数的补充)结合了丰富度和均匀度的概念，但更加

侧重于最常见类型频率的均匀度。Sherwin 等(2006)认为 Shannon-Wiener 信息指

数是一个更有用的多样性统计，尤其是对于农田内、农田之间、社区内或社区之

间的分区到单元的多样性的不同层次数据。 

7.8.1.2 损失或生产力受损轴 

生产力(或者损失)(Z)轴所呈现出来的是其数据集合与 Meta 分析，该轴的尺

度跨越了对不同作物系统(可以是非常多相的)包括从非特异性系统定义的专性病

害应答类型(如锈病症状表现)到形态学特征的测量。多维尺度法如主成分分析法，

提供了结合许多变量而参考更少指标的方法(见第 6 章)。对于所有受损度的测量，

关键在于缩放方向一致，以便用较高分值表示较多病害、更多损失、更少的产出，

或者表示更加不利的病害结果。我们此前列举了如何获得农田里受损度的可靠

分值。这条轴上的其他变量包括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测度(见第 8 章、第 9 章)，

以及用多样性控制病虫害而取代杀虫剂以减小损失(将在第 9 章进行讨论)。 
用来衡量农田因病原体、寄生虫或害虫导致损失的变量包括一个区域内某种

害虫的数量或暴发情况、作物受损情况和减产情况，对使用杀虫剂的应答，以及

已知具有抗性的宿主基因型的应答。通过监测病虫害影响来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

对减产的评估，用来收集宿主植物和害虫以检测其对当地生理小种的响应，对当

地和外来宿主植物在应对生理小种时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进行比较，以及对于影

响宿主应答特性(如形态学)的多样性评估和中性标记的多样性评估。 

7.8.1.3 遗传脆弱性轴 

第三个(X)轴表示遗传脆弱性，这是在量化方面最有挑战性的维度(Brown，
2008)。遗传脆弱性是“作物或植物本身的遗传构成受到害虫、病原体或环境不利

因素影响而造成的结果”(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3)。遗传脆弱性侧重于

未来的潜在损害，而不是当前作物的实际损害。如果作物种群缺乏可以让它们应

对新的生物因子挑战的遗传多样性，缺乏应对可能加剧的非生物胁迫的遗传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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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则作物种群是“遗传脆弱的”，尤其是这种适应性遗传多样性出现在其他地

方。因此，遗传脆弱性的概念比单独的脆弱性要更为局限。如果该地区缺乏“遗

传的”、适应性强或抗性强的多样性，那一定可以从其他地区找到。遗传脆弱性源

于遗传(多样性缺乏)并且具有相应的遗传补救措施。一个显示高度遗传脆弱性的

例子是整个地区只种植了一个基因型(例如，一个绿洲只种植来源于同一个克隆体

的椰枣，其味道和产量都可能很好但非常容易受到病害及其他影响，那么农民就

可能选择栽培一些不被看好的品种)。 
对遗传脆弱性进行测度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一个客观的数字必须建立在对未

来环境因素的精准把握的基础之上。表 7.2 列出了概念及度量，这些都是基于不

同的遗传脆弱性提出来的(Brown，2008)。第一种类型几乎是简单的命题作文，

并认为当新的环境挑战来临时遗传一致性本身可能会导致作物的严重损失。对于

这个概念，品种多样性的丰富度和均匀度都是一般的衡量标准。换句话说，多样

性的估算可以基于标记基因序列的变异。这个概念依赖于变量和可能性的相互关

联性，其中多位点的基因型或品种相关的遗传多样性在平均水平上更主要是用于

满足未来遗传多样性(如抗性基因)的需要。一个高分值的丰富度意味着更多基因

型或品种存在于现有的当地系统中，包括所有当前频率可忽略不计的基因型或品

种。它们代表着被分散的多样性，但仍可用于下一代或之后作物的繁殖和分布。

另外，均匀度测量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和具体范围内(在农田里、农场里或者村庄里)

已经分布的植物多样性。一个高分值的均匀度意味着目前的多样性可以抵抗广谱

真菌致病类型并耐受更广范围的土地类型。 

表 7.2 遗传脆弱性的概念和度量 

遗传脆弱性的概念 度量 

遗传同质性：该地区生长了一种或者很少品种的作

物，并且这些品种共同展现出非常相似的抗性结构 品种多样性的丰富度和均匀度。不同抗性的遗传多样性 

环境脆弱性：一个地区的现有品种，尽管适应了该地

区的现有环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因多样性的

缺失将会使它们缺乏适应环境灾难和胁迫的能力 
当种植在胁迫增加的生态群中时，地方品种的相对敏感性 

突变脆弱性：作物将会容易受到病原体的新突变致病

型的影响 致病的非当地致病型或明显隔离的物种所占的比例 

迁移脆弱性：作物将会很容易受到从其他地方迁移来

的害虫或病害的影响 
随机迁徙害虫或病害繁殖体成功侵染的概率 
植物在本土环境以外病害高发地区感病的比例 

注：改编自 Brown(2008) 

品种丰富度可以用来衡量遗传脆弱性，我们还没有进行多样性和脆弱性的相

关性分析。然而，将多样性度量建立在中性标记(见第 5 章)或一般遗传分类(如品

种)基础上是可行的，根据描述生物间相互作用的数据来衡量脆弱性也是可行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多样性的分布及其对脆弱性的影响也反映了多样性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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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布。环境脆弱性的产生是当一个地区受到某种新的灾害胁迫(如不断干旱或盐

碱化不断加剧)时，对农民来说难以获得用来帮助适应这种新胁迫的多样性。 
通过病原体和害虫的遗传变化或迁徙产生的生物压力会进一步增加未来损失

的概率。病原体的毒力突变对于作物种群是新变异，这样就会使其产生易感性。

我们将此标记为突变脆弱性，并将其作为感染的平均概率来测量，或者用来测试

外来分离病害菌株对当地品种为害的平均水平(一个隔离群是离开母群并保持培

养在可控环境里的微生物培养物或者亚群)。每个隔离群的分离值是不加权的，因

为它们将来会发生突变，而变成哪种致病型或毒性都是未知的。 
耕作区生产力受威胁的最后一个情况是新的病菌或害虫迁移到该地区且当地

种群对其敏感。我们将这种情况作为迁移脆弱性，也就是以农场或者社区水平为

单位，一个随机的迁移体在进入该地区后导致损失的可能性。在更广的范围内，

新的植物病原体在农业生态系统中出现并跨越了广泛的时间尺度，Stukenbrock 和

McDonald(2008)通过这些情况划分出 4 个演化模型，并且强调了遗传多样性在未

来应对这种类似事件的重要性。这里的重点是当地的空间尺度和更短的时间尺度。

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哪种毒性病原体或害虫种类会进入这片区域。为了便于比较，

我们尝试使用近似的计算，也就是利用现存的害虫和病原体的威胁源的地理分布

知识，反过来为距离和类似迁移进行加权。如果对当地种群样品病害易发区进行

一系列检测，其分值也是基于植物受损的比例，那么对于迁移脆弱性的选择性评

估是可行的。下一部分提出一个假定的例子，是关于所测试宿主品种抵抗不同病

害隔离群的案例。 

7.8.2 遗传学定义的相互作用系统 

在这个简单的假定例子中，一个包含 5 种宿主基因型或品种的样本在可控条

件下被测试，该测试用来探究作物分别对 5 种病菌的隔离种或 5 种害虫侵扰的应

答。同时，宿主在田间测试时的应答被列为 F 排。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将这种应答

总结为二态变量；但是原则上可以扩展到范围更加复杂的分类变量和数量变量，

并利用工具对其进行聚类。 
这 5 种病菌的隔离种落入三种应答类型中并被样品的宿主所识别(SSSSS、

RRRRS、RRRSS)，相应的样本频率分别为 0.4、0.4 和 0.2。因此害虫生物型的多

样性是 3，遗传多样性 Nei 指数是 1−(0.4)2−(0.4)2−(0.2)2=0.64。宿主应答的统计

数据是三种类型(SSRRR、SSRRS、SSSSS)的丰富度，遗传多样性 Nei 指数为 0.56。
如图 7.3 中定义的那样，宿主-病原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分为 9 类。在一个总数为

25(=5×5)的测试中，每种的频率在(6, 6, 3, 2, 2, 2, 2, 1, 1)范围内，且遗传多样性

Nei 指数为 0.8416[在这个完整的表格中等于 1−(1−0.56)×(1−0.64)](图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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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遗传学上定义的交互系统模型(引自 Brown，2012；承蒙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授权) 
*遗传多样性 Nei 指数(Nei GD)是辛普森均匀度/优势度的补充多样性指数；高 Nei GD=各类型频度相当，低 Nei 
GD=某些种类占优势 

7.8.3 DDV 变量之间的关系 

为了分析遗传多样性进化和生物胁迫，在构建概念框架之后，我们就可以考

虑三个关键轴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了。 

7.8.3.1  多样性与损失 

损失是如何与多样性相关联的，这是理解传统作物在其自身生物环境中形成

多样性的基础。以下是一些指导性的研究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对生物胁迫的应

答和它们本身在本源环境中的遗传多样性。 
(1)相对于现代和外来品种，当地品种及其基因型的表现如何？ 
(2)在农户自己的农田和社区中，遭受生物因子胁迫导致的损失和品种多样性

关系的总体格局是什么？ 
(3)随着更多多样性的出现，仅仅是各个品种平均承担损失，还是不同组分的

利益叠加，或者是作物确实付出了降低多样性的代价？ 
(4)作物种类之间的关系和生物因子胁迫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区别？ 
(5)在一个能量化的系统中，我们可以获取类似样式的简单案例，度量损失和

多样性有什么样的关系。 

7.8.3.2  多样性与遗传脆弱性 

正如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的，如果遗传多样性本身也是脆弱性的度量，这些

坐标轴之间的关系是很难分析的。然而我们也注意到这三个坐标轴，农民可以通

过品种的利用最大程度地影响多样性坐标轴，也就是说，当地品种种植的数量(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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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度)和均匀度。显然，有必要调查在降低脆弱性方面增加多样性的假定好处。例

如，对于作物品种混种的利用或者效果最佳的品种多样性组合(组成元件的丰富度

和均匀度)，种植安排(时间步骤、随机、分排间作、划片种植和小农田种植)，规

模化种植和采收管理等。 
什么样的系统展示了对农民有利的脆弱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关于遗传多样性(品种)策略和降低脆弱性的问题，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有趣的

理论与之类似，即用于最佳投资管理的“最佳证券投资理论”。有趣的类似问题

是：利用公司股权之间(类似于不同组分的混合策略)投资的最优分配以获得最大

的总体产量和最大的可恢复力。该理论的基本结果主要集中于随着环境变化基因

型的表现所构成的方差-协方差模型，并被它们所发生的概率加权。当负相关为主

时，也就是在整个投资组合当中，当不同的“投资”在一定时间和市场范围内应

对不同挑战而表现不同时，其可恢复力(脆弱性最小)就越大。在品种多样性的案

例中，当“利益相关”网(定义为负相关减去正相关)有一个较大的绝对价值时，

脆弱性降到最低。 

7.8.3.3  损失与遗传脆弱性 

可以预见，现有作物受到的损害和未来可能损失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农民开展

多样性种植的决策。大量的病原体种群是造成宿主种群严重损害的原因之一，而

接种菌种的激增很可能会促进新型毒力生物型的进化。因此，所关注的问题如下。 
(1)农民如何应对来自病害对作物造成的损失？他们是否会喷洒农药，还是改

变栽培品种，改变种植方式，或者干脆承受损失？ 
(2)目前作物受到的损害是否预示着作物未来的损失？还是因此影响了农民

对管理方式的改变？ 

7.9 小  结 

本章讨论了如何用作物遗传多样性来应对农田环境中的生物和非生物胁迫的

案例与方法。当然，这个概念可用于病害虫综合治理方案的一部分。然而，众所

周知的是利用作物遗传多样性的方法也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况。确认何时、何地，

以及遗传多样性如何表达或正在如何表达才是真正具有挑战性的，同时这些也是

农田中应对不利环境胁迫的关键。对于这样的决定，我们更加理解社会文化、经

济、环境政策是如何影响农民作决定的，并且在后面的章节我们也会讨论(第 8、
第 9 和第 10 章)。这些都将会成为农民、研究者和开发者用以决策和付诸行动的

基础。通过“多样性-丰富策略”和其他可行的方法进行对比，可以在胁迫条件下

通过对作物进行管理来维持其持续的生产力(见第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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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8  在任何一块土地上，气候、土壤和生物胁迫因素大规模的变化都可能影响作物生长和

生产力水平。许多田地里的传统品种也经常遭受多重胁迫的影响 

左上：摩洛哥的椰枣绿洲。当地的农民选择早熟品种来减少作物暴露在极热环境下的时间，使植物品种躲避热胁

迫而不是忍受热胁迫。右上：从乌干达的三个地点带来的攀爬和低矮的菜豆传统品种被种植在一起并测试它们对

角斑病(Phaeoisariopsis griseola)和炭疽病的抗性。左下：线虫(Radopholus similis)为害的厄瓜多尔芭蕉品种呈现不

同形态。以下字母序号是用来区分不同芭蕉(Musa spp.)品种的: (A) Dominio Hartón; (B) Dominico; (C) Gros 
Michael; (D) Orito; (E) Barraganete; (F) Dominico Verde; (G) Limeño; (H) Dominico Negro; (I) Guineo de Jardín; 
(J) Williams。右下：中国四川省昭觉县的玉米混种试验是将一个现代品种和三个传统品种共同种植，进行抵抗北

方叶枯病的研究。照片来源：D. Jarvis(左上)；Joyce Adokorach(右上)；D. Vero/D. Vaca, C. Suárez-Capello/J. Lopez(左
下)；H. X. Peng(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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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谁是多样性的管理者？ 

社会形态、文化和经济环境特征 

阅读完本章，读者应基本了解以下内容。 
(1)如何来描述农民和农业社区通过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来维持

多样性。 
(2)分析社会、文化和经济的作用如何影响作物遗传多样性在农民和农户协作

网或农民协会及农村社区的构成模式。 

8.1  农民的角色和作物多样性的管理 

农民对农作物多样性做出的决定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形态、文化和经济环境

所决定的。这些因素影响着作物多样性的程度和类型，而农民通过他们的知识、

资源和后续的操作去维持作物的多样性。社会科学研究人们如何形成社会组织、

如何正式或非正式地组织集体活动。文化可以被定义为社区与其自然、历史和社

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环境不仅满足了人们对食物、饲料、

水、药物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而且为伦理价值、圣境、美学体验和当地个人

或团体的认同感奠定了基础(Kassam，2009)。文化研究重点是社会或群体的习俗，

信仰和价值观。经济学研究涉及人们基于市场和非市场价值所做出的关于分配与

利用资源的决定。分析社会、文化、经济之间的相关性，将有助于提高对作物和

品种管理系统的理解，同时有利于指导多样性就地保护方案的设计与实施。需要

考虑的特性包括年龄、性别、亲属关系、相对财富、教育、社会地位、种族和语

言，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也是基本特性。 
作为多样性诊断活动的一部分，要从不同的空间尺度上研究上述特性，包括

农业生产单元(通常并非只是一个农户家庭)、农民团体(包括社会网络和更正式的

组织)和农业社区。强调一系列空间尺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团体和社区间的差异

表达得更为强烈。为了使这些比较成为可能，研究设计(如果量化的方法用于取样

结构)变得尤为重要。 
下面是一些对于了解和分析农民的作物多样性管理最有用的社会特征。 

1. 年龄 

有关作物多样性和当地农业环境的知识经常被社区内的特定年龄团体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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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拥有。社区中年长的人往往充分掌握作物遗传多样性的本土或传统知识，尽管

青年人也可能具有关于作物及其野生近缘种的独特知识。青年人可能在意识形态

或个人喜好方面不同于年长的人，做出了影响农业系统多样性的不同决策和选择。 

2. 性别 

性别是指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男性和女性所具有的社会责任，在文化间有很大

的不同。男性和女性具有生物学差异。性别角色是指适合男性和女性活动的不同

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社会行为。性别角色和关系之间的变化，与不断变化的社会条

件相适应。 
在许多文化中，女性和男性对于不同作物甚至是同种作物的不同传统品种持

有独特的见解，这使得性别在作物遗传多样性及其农田管理的社会范畴中变得尤

其重要(资料框 8.1)。作物在知识或责任中的差异是由用途、偏好、所有权或与男

性和女性相关的劳动制度造成的。无论是家附近的果菜园或是更大的田园，还是

家庭所属的果园，不同的劳作场所、不同性别的家庭成员所承担的责任不同。这

样的分配方式不仅有利于从农作物中收获产品用于销售或消费，也适合存留的种

子用于来年种植。由于作物遗传资源的知识和管理实践是依据性别而分类的，数

据也应从男女两个群体中收集。数据的分类确保了样本的平衡。例如，在调查社

区中有 60 个家庭，可采访其中 30 户的成年男性(50%的样本)，同时也调查另外

50%家庭中的女性。 

资料框 8.1  性别与劳作场所的例子 

尤卡坦，墨西哥 

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地区，栽培地或者玉米田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男性势力范

围的中心，男性主要管理所栽种作物的种子，特别是玉米、豆类和南瓜。然而，

当相同的作物种植在庭院和村庄地段时，女性经常在种子选择、采购和交换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些被视为女性影响力的轨迹。他们的劳作场所在品种

选择和维护方面是相互依存的，因为原因相似却又不同，男性和女性在一定劳

作场所的品种选择和栽培是相互影响的(Lope，2004)。 

布基纳法索 

在布基纳法索，大多数家庭通常拥有大型的农业生产单元，包括一个年

长的男性和他的一个妻子或多个妻子、他们的未婚女儿，以及所有儿子所组

成的小家庭。生产规模可能超过 50 名成员。多数有其主要的家庭农场，所有

的成员种植粮食作物(高粱或小米)。剩余的土地面积由个别家庭成员独立管

理，通常是妻子和年长的儿子拥有特定的土地(Dossou et al.，2004；Sawad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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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05a)。 

埃塞俄比亚 

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农户由女性领导，或是女性成员的比例较高。与其他

农户相比，谷类作物品种(小麦、玉米、画眉草)较为丰富(Benin et al.，2006)。 

尼泊尔 

在尼泊尔对芋头(芋属)的品种命名调查表明，女性相较于男性对当地芋

头品种的特性描述更为一致(图 8.1)。与男性相比，女性对特征描述得更为广

泛，并应用于传统品种，当问到当地品种的特征时，女性对其描述更准确

(Rijal，2007)。 

 

(引自 Rijal，未发表) 

3. 亲属关系 

亲属关系是个体间生物学相关或通过结婚、收养和其他仪式所构成的社会公

认的关系。社区内亲属关系经常在个人获得种子和作物品种，以及与作物相关的

专业知识中起决定性作用，比如如何种植或利用独特的品种。血缘关系和人类学

家所谓的“虚构”的或社会亲属关系(如教父)可以影响到种植材料和农业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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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访谈和其他社会研究方法，包括居住的规则、继承、亲子关系、婚姻[例如，

个人倾向于嫁给他们社区内的人(同族通婚)或者外嫁(异族通婚)]是量化亲属关

系的重要方面。这样的基本模式和规则影响了作物遗传多样性的地理结构(Leclerc 
and Coppens d’Eeckenbrugge，2012)，最常见的是加强了种子沿着家庭、宗族或其

他亲属关系间的“垂直”交换(图 8.1)。 

 

图 8.1  肯尼亚 Muthambi 社区之间的种子垂直传播，当女人嫁入一个家族时，她们将从婆婆那

里获得新的种子。随着定居(即女性居住在丈夫的家中)，Muthambi 的种子传播系统在界线明确

的宗族谱系中有利于作物品种的维持(引自 Leclerc and Coppens d’Eeckenbrugge，2012；重印已

获 MDPI 出版公司许可) 

4. 财富和收入状况 

财富通常被定义为“永久性收入”，因为资产如牲畜、工具、设备和住房有

助于确保创造未来收入的能力。收入来源包括农业和非农收入、租金和从亲属或

其他社会关系所获得的汇款。 
在某种程度上，财富的概念是根据农民特殊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所定义

的。例如，在一些非洲地区，家畜通常是财富的主要成分和衡量标准，特别是没

有其他储蓄或投资手段，或者土地还没有受国家法律规范的地方。任何衡量财富

特性的方法，首先应确定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财富构成。依据不同的农业环境和

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作物遗传多样性和财富潜力既有正相关也有负相关关系(见

第 9 章)。在某些情况下，富裕的农民因为纯粹出于审美原因可能最有实力保存传

统品种，如烹饪偏好或代表了当地社会声望的传统仪式和庆典。在墨西哥尤卡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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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当地蓝色籽粒的玉米品种是炖汤必不可少的成分，黑色的则被用于婚礼、

生日和其他节日场合。玉米面团可以使汤变得更浓，而蓝色籽粒玉米是首选，因

为它增加了汤的颜色。在尤卡坦农村家庭中，只有不到 15%的农户种植蓝色籽粒

玉米，这些人经常把烹饪的喜好作为种植该品种的主要原因(Tuxill et al.，2010)。
虽然该产品一般不在市场销售，但厨师、消费者和种植蓝色籽粒玉米的农民通过

使用该品种而获得回报。 
与此同时，贫困的农民可能对适合于边缘或低投入农业生态系统的作物遗传

多样性有更多的了解。例如，对尼泊尔稻农的一项研究发现，贫困的农户更倾向

于种植颗粒多且耐旱的品种，而富裕的农户更注重烹饪品质高且市场价格高的品

种(Rana et al.，2000)。 

5. 教育 

正规教育通常被认为是将个人从农业中解放出来而投入其他获得收入的活

动，减少他们花在农场上的时间。教育体现了文化水平，即使人们具有中等文化

程度，适度的教育水平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使他们具备一定社会地位所

需的知识。 

6. 社会地位 

个人的社会地位往往把财富和收入联系起来，但也经常把权力的大小作为附

加条件进行考虑。特定社会或政治地位的个人或家庭可以对农业的具体方面进行

把控，如新品种、农作物的测试和收获时间的确定。不管财富地位如何，具有不

同宗教或文化背景的人可能拥有作物多样性的独特知识，如在种子生产或其他特

别领域的专业知识。社会地位能够影响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

以影响他们的使用或从中受益。 
农民在非正式社会组织机构(有时是正式的)中的社会地位和角色能对当地种

子系统和多样性流动产生很大影响。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一个农

村家庭在参与传统社会活动(范围从参加婚礼、在村活动中心所花费的时间到参加

社区集体劳动)所花费的精力和维持家庭庭院中水果及坚果树种多样性水平之间

呈正相关关系。乌兹别克斯坦的家庭庭院中，包括杏、苹果、核桃、葡萄，以及

起源于中亚和近东的其他水果与坚果类材料。种子系统的分析表明，非正式渠道

(如家庭关系、邻居、商场供应商)为乌兹别克斯坦家庭提供了超过 85%的水果和

坚果种植材料(Van Dusen et al.，2006)。 

7. 种族 

种族或种族认同是指成员所在的一个特定文化团体。它由共同的文化习俗所

定义，包括但不仅仅限于习俗、传统、食品、节假日和语言。尽管环境条件相似，

但是基于传统、标准和他们民族遗产的价值，不同民族可能种植独特的作物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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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用不同的农业生态管理方式。 
在秘鲁讲克丘亚语的社区，“kawsay”一词指的是对个人如何生活的一套哲

学和道德期望。通过加强饮食规范，kawsay 为农民维持传统品种，如马铃薯、玉

米、酢浆薯(Oxalis tuberosa)、乌卢库胭脂薯(Ullucus tuberosus)和其他安第斯农作

物提供了重要的动力。kawsay 文化来源可追溯到 17 世纪，虽然近几十年农民从

事市场化生产更为广泛，但它已被证明是克丘亚世界观中一个持久的元素。这种

持久性的一个原因是 kawsay 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文化观念，而不是静态的。在社会

冲突发生期间，例如，被剥夺选举权的克丘亚语社区非常重视通过 kawsay 的帮助

获取土地和生产资源。虽然 kawsay 烹饪强调生产和准备安第斯传统食品如马铃薯

和藜麦，但非传统作物如蚕豆和豌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被包含在内(Zimmerer，
1996；Hermida，2011)。 

作物品种在农民和农村社区的宗教及祭祀活动中有特殊价值。例如，在印

度尼西亚的部分地区，主要在轮歇地种植旱稻的当地农民还拥有少量的传统品

种，如甘薯、芋头、山药、薏苡(薏苡属)。这些作物并不能对维持家庭生计做

出主要贡献，也不被出售，但是在农业礼仪和个体家庭举行仪式时发挥重要作

用(Dove，1999)。 

8. 语言 

语言也是社会和文化关于作物多样性知识的共同标志。如何识别和管理作

物品种的信息往往体现在概念的不同、细节变化或语言的不同。在一个社区内，

语言能力或偏好在隔代间的差异(如少数民族语言被更广泛使用的官方语言所

取代的时候)可能与维持作物多样性水平相关。种族和语言可能反映了独特的历

史关系和社会限制，而这也影响了作物遗传资源在农业社区、跨区域的农业景

观甚至更大尺度上的分配(Perales et al.，2005)。例如，对高粱的多项研究表明，

尼罗河/苏丹语和班图语使用者之间的语言模式决定高粱在非洲具有多样性并促

进了其传播(Leclerc and Coppens d’Eeckenbrugge，2012)。民族间的政治或贸易

关系是不可预见的历史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影响到不同社区间遗传资

源的获取。 

8.2 社会关系和多样性分布 

社区内的社会关系会影响到个人获得种子和作物品种的机会，以及成功地

种植它们所需的信息。为了方便，基于亲属关系和更微妙的社区内关系，农民

往往依赖于社交网络。对于农民获得种子而言，这些内在的人际关系为农民提

供了可靠的信息，包括种子出处、特性和质量，通常这些信息在农民种植前是

无法通过观察和评价获得的。因此，在非正式的种子系统中，个人关系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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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对种子的认证与在正式的种子市场具有相似的作用(Badstue et al.，2007；
Dalton et al.，2010)。 

然而也存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规范可能导致农民向亲属或者本地机构寻求

种子资源。例如，在马里的荒漠草原地区，村民经常关注在种植过程中表现不好

的种子，并因此而感到羞愧，因为它反映了其是否能作为合格农民的能力(Smale et 
al.，2010)。在这样的情况下，马里需要种子的农民更愿意从当地或整个地区的市

场而不是从亲属或邻居中获取种子，交易可以更客观或者在收购粮食的伪装下，

农民实际上是去获取他们所需的种子(Lipper et al.，2010)。那么，农民转向市场

至少让传统品种和其他非认证的种子有机会参与其中。马里的研究表明，大的市

场更有可能提供多个来源的种子，但也导致了对种子一致性和农艺性状的不确定

性(Smale et al.，2010)。 
并不是所有的农户在管理和维护一个社区或一个特定种子协作网的多样性中

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在地方层面，有时也在区域层面，一些农民是我们获取种子

来源、信息的重要资源，同时他们也是多样性种植的专家。这些关键人物，有时

被称为“核心农民”，具有社区专家或高手的身份。此外，有许多其他重要的社

会角色，如礼仪主持人或草药医生。 
核心农民的角色不是静态的或固定的，可能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在社会和

经济情况改变时，一个农民会被另一个农民所取代。一些关键的农民在农场能

够维持非常高的品种多样性水平，包括地方或区域内不被大多数农民种植的罕

见栽培种，是区域内获取特殊、稀缺资源的重要来源库(Salick et al.，1997)。其

他人可能不会在农田中维持非常高的多样性水平，而这些关键农民在社区和社

交圈子内以非常勤奋、敬业、技术娴熟而闻名，即使在不理想的环境下仍然可

以获得收成。这样的人可能提供种子在地方和区域的种子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特别在歉收的时候，很多农民可能需要从他们那里寻求更多的种子以满足

种植的需求。 
从保护的角度来看，农民保护和分配高水平生物多样性或独特作物品种的

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可以有针对性地使更多的社区成员去获取多样性。随机选

取社区内的农户进行调查或半结构性访谈(下面将进行更多的描述)，得到不同

农户在管理作物遗传多样性时最原始且相对重要的部分，但可能不足以识别所

有的关键个体。进一步采用“滚雪球”的方式，由最初的受访者提出对其他人

或家庭进行调查，即反过来建议别人等方式。该方法可用来跟踪种子交换的过

程，进一步发现社区内种植材料的来源、作物遗传多样性中谁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有种子来源的社会协作网络图也可以产生类似的结果(更多的详细介绍见

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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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及其相关信息主要通过一些社会协作网进行交换，并且这些渠道在维

持当地种子系统多样性中是必不可少的(资料框 8.2)。社会协作网最重要的一个

组成部分是在社区中发现的多种类型的协会，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所有

的协会或其他机构为参与社会建设或具有发展和使用协作网能力的农民(包括

男性和女性)提供便利(Jarvis et al.，2011)。一些协会由外来者建立和领导，如

拥有现代品种和其他资源的农民信贷俱乐部。建立在乡村或者城市的许多其他

协会是为了满足一系列的日常需求，如婚礼和葬礼的资助、非正式的信贷协会

和工作小组，其中一些协会比其他组织更具有包容性，有些则发挥着很大的经

济作用。 
确定获取种子及其相关信息的关键在于可以通过对农民进行访谈和调查，识

别协会的类型和他们参与的其他社会机构，并了解他们所参与的强度/频率，特别

是关于农业交换的信息(Van Dusen，2006)。当这些信息与调查的其他种子系统数

据相结合时，如询问农民是从哪里、向谁获得所需的种植材料(见第 11 章)，则会

勾勒出一幅详细的图画，展现关于农民获得品种多样性的协会在社交协作网中所

处的重要地位。此外，还可以利用回归分析定量地模拟农民参与协会或其他社会

机构和维持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见第 9 章)。 

资料框 8.2  安第斯山脉中部社会协作网与传统品种多样性 
在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地区，数百万小规模农户种植不同

的传统品种，如马铃薯、其他块茎薯类、玉米、豆类和其他一年生作物。农户

的种子大多数由他们自己收获，但研究表明，安第斯农民至少有 15%的种源并

非来自于当地农田(Zimmerer，2003b)。以亲属和社会关系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

(“义父母”或教父)是最重要的非农场种子来源，农民协会也在地方和区域中

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以保护为目的而成立的组织。在与本地和

全国性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的基础上，农民协会帮助组织种子交易会、社区

种子银行，以及其他有利于促进小农户在地方和地区获得作物多样性的项目

(Tapia，2000)。在不同程度上，三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已经与国家政府机构合

作，如农业部，以促使社会协作网能够获得作物多样性(Zimmerer，2003b)。 

8.3 社会资本、集体行为和产权 

社会协作网也影响了农民以多种间接的方式维持作物遗传多样性，反映了更

广泛的社会机构和政策结构。协作网和协会(如农会和合作社)的一个关键作用是

方便获得信贷和关于新管理办法和做法的信息。农民通过协作网和协会获得的社

会资本，包括制定适当的集体管理办法、加强个人或团体的财产权。 

 科
学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第 8 章  谁是多样性的管理者？ ·137· 

 

集体行动被理解为采用自愿措施，由一个实现共同的利益和财产制度的组织

所制定(Meinzen-Dick and Eyzaguirre，2009)。集体行动可能涉及成员自己或通过

组织同意并实施遗传资源的利用或不利用规则，以及协调各农场之间的活动。农

民可能会寻求集体行动，以帮助处理市场存在的漏洞和交易成本，如在信息、信

贷和营销等方面所出现的问题。 
财产权意味着“号召集体支持个人利益诉求的能力”(Bromley，1991)。项目

或政策的干涉可以加强个人或集体产权，帮助农民参加集体活动，提高自身的谈

判地位和与其他社会主体的谈判能力(Eyzaguirre and Dennis，2007)。这种干预可

能涉及机构体制的发展，当地参与者可以自己组织并促进传统作物品种的利用，

如经特殊的地区、私人协会和地方/区域政府倡议(Meinzen-Dick and Eyzaguirre，
2009)。这种机制可以使政策机构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支持农民协会和合作社为

农民举办生产及销售方面的培训、协助进行价格谈判、征收土地税、共享信息，

为维持地方和区域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做出了贡献(Caviglia and Kahn，2001；
Pretty，2008)。 

8.4 汇编作物遗传多样性的工具与方法 

社会科学家已经开发出了广泛的研究方法用来汇编在不同的分析尺度上农民

在作物多样性管理方面的社会、文化、经济作用，通常这项工作开始于对当地情

况的参与式诊断，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参与式诊断的目的是通过采取“仰视图”的方式来探索用户群体是如何理解

和解决问题的。参与式诊断的成果有助于确定后续项目的议程：①确定和评估建

立在土著知识及资源基础上的技术方案；②确保技术创新适合当地社会经济、文

化和政治背景；③建立更广泛分享和利用农业创新的机制；④监测和评价研究及

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农业革新。 
当项目的目的是调查用户群体所感知的问题、需求和机会时，参与式诊断很

有用，它补充了该项目小组直接观察和解释自然或社会情况的其他方法(例如，科

学家收集土壤样品用于实验分析)，但不一定是替代。参与式诊断专注于问题的识

别和排序。它也可能涉及相关联的问题或主题，包括需求和机会评估、利益相关

者/性别分析、生计系统评估，土著知识的记录和基础研究。 
在一般情况下，诊断研究寻求通过调查和开发，有针对性地提出农业系统的

相关信息。诊断研究可以大致分为：①农业生态系统的自然特性；②农民和其他

农业生态系统管理者的社会状况；③当地居民关于农业生态系统自然和社会动态

的民族生态学与民族地理学知识。第三类是指广义的知识，如观念、信仰、价值

观、决策和行为，而且参与性诊断在其中可能是最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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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社会研究定性方法 

定性的方法使研究人员深入记录一个农业社区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并且可以直

接熟悉当地对作物遗传多样性的管理。社会科学家使用最广泛的定性方法是访谈、

参与观察、口述历史记录，大多数方法适用于个人和团体。在定性情况下获得的关

于多样性管理的社会信息往往对全面正确解释定量收集的后续数据至关重要。 

8.4.1.1 访谈 

个人或小组的访谈为某些社区成员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如女性或贫困的

人可能不太愿意在更大的群体内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Davis-Case，1990)。正如

在第 5 章所讨论的那样，群体访谈会呈现社会群体或社区在单一环境下的多视角

优势。在通常情况下，一些群体访谈最具启发性的信息来自于不同社区成员的社

会互动，因为他们就讨论的主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Freudenberger and Gueye，
1990)。访谈的类型是相对开放的，其目的是简单深入地了解当地生活，研究人员

先拟出一个主题大纲，以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进行，一些要点和关键问题在访谈

的过程中得到体现。 

8.4.1.2 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是访谈的一种，目的是从当地人的角度去记录过去发生的事件、发

展趋势和产生的变化。口述历史可以以小组参与的方式执行，如记录社区或个人

土地使用或土地使用权的历史变化(如记录农民在种植、选择和管理作物品种方面

的经验)。准备历史时间表或历史的分割线是一种有用的以视觉为中心的方法。在

较短的时间尺度上，对农事活动的记述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 

8.4.1.3 参与式观察 

参与式观察实质上是一种扩展的访谈，研究者和被访问者参加同一项活动，

如清理土地、播撒种子、除草或收割，或为即将到来的种植周期选择种子。记录

的信息既来自与受访者一起劳动时的非正式交谈，也来自研究者试图进行手头工

作的直接经验。参与式观察的一个优点是可以在非正式的访谈中提出一些很详细、

很广泛的问题(如农业和种子的管理经验)，并在观察的过程中验证或对照检验所

获得的信息。 

8.4.1.4 作图 

作图是与访谈相结合的非常有效的一种活动，是以小组为单位(如展示社区的

农田或周围村庄的农业环境)或以家庭为单位(如展示农民的农田和地块)的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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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作图，可以有效地获取大量的空间信息。与当地(作图)合作者所完成的或认知

的图形通常没有被完整地绘制出来，或者从特殊的视角描绘了当地的地貌特征，

因此可以成为有用的模板，可以据此询问有关农业生产和发展趋势，以及社区或

植物遗传资源的农田管理水平(Tuxill and Nabhan，2000)。如果合作者熟悉正式的

基线地图(如四边形)，这样的地图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由协作者完成的绘图，

可通过 GPS 技术获得标准化的信息(见第 6 章)。 

8.4.1.5 图表 

图表是用于说明和解释过程、关系和结构的，即使信息不是最初的数据。利

用图表可以节省时间并向农民询问许多问题。绘制种子流动图是一种有效的视觉

方法，为农民关于在哪里、如何获得不同品种种子的方式方法和他们向谁提供种

子传达了准确信息(图 8.2)。绘制图表也是与其他人交流种子信息的有效方法。在

图表中，调查者定义和使用的线条与形状的含义是十分最重要的。研究人员可以

绘制独立的图形展示社区中不同来源的种子，便于了解种子输入和输出的百分比。 

 
图 8.2  受访者玉米种子流动图(*指 Ts’iit bakal：10kg 来自市场，20kg 来自父母，10kg 来自推

广站，10kg 自己留种，为 50kg 播种季节的种子；**指 Na T ’el：播种 20kg 来源不明确的种子，

是指 20kg 自己保存的种子)。绘制的个体种子流程图可展示社区中不同来源的种子，便于了解

种子输入和输出的百分比(引自 Jarvis and Campilan，2006；承蒙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授权) 

8.4.2 社会研究定量方法 

定量社会研究方法涉及系统地收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数据，根据抽样规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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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整个群体、社区或地区的统计结果，是真实有效的。有关多样性社会背景的

定量信息，通常通过调查或者就代表性问题进行访谈而可获得。如果应用得当，

在上一节中描述的参与式研究方法中，可至少产生三种不同类型的定量信息。 
1)识别和表征数据，包括名称列表、标准、描述、原因和类似的名目，用于

识别并描述一个特定主题。通常这些数据通过“什么”“什么时候”“在哪里”“如

何”“为什么”产生各种探究性问题。 
2)评分和比较数据，包括等级、分数和农民或其他受访者要求。为了方便对

这种类型的数据进行编码，在设计收集数据的方法时，理想的做法是把分数或规

模设置在相同范围内。这些数据通过矩阵排序和评分工具生成。信仰陈述是涉及

评分和比较的另一种数据类型，根据评分范围把分数分配给每个可能的应答，分

别代表方向、范围或协定的程度或与之相符的特定信仰、态度、规范和动机。 
3)可视化数据包括地图、图表和样本，用来作为受访者表达他们对于一个特

定主题知识的可视化工具。通常，这些都是用来说明位置、方向、关系、模式和

趋势的，图形上的数据以符号、标志和标签来表示，使用内容分析法对这些视觉

数据进行处理。内容分析法是农民用符号代表田间数据而具有实际意义的一种方

法，然后通过赋予它们的数字身份和价值将它们编码到数据库中。无论对于个人

访谈还是集中参与小组讨论的组内成员而言，每个地图或图形被认为是一个观察

单位。随着内容分析法的使用，一系列的图表被编码到一个数据库中，随后就像

对待常规调查数据一样进行分析处理。 
定量信息可以从群体和个人中收集。在所有情况下，区分定量收集的每个观

测单位是很重要的。从小组讨论收集的数据构成了单一的定量观测，而不管每个

部分参与者的数量如何。同样的社区地图，其社区内的部分农民与研究团队共同

工作，记录空间信息，得出组内水平上的输出结果。无论使用参与式工具还是直

接提问来收集答案，组内每位关键农户准备的地图是一个观测单位，个人访谈是

观测中的独立单位。 
问卷调查及类似调查手段的作用是充当访问者向受访者提问，从而引出研究

假设的相关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及其描述和顺序确定了访谈的结构(Frankfort- 
Nachmias and Nachmias，1996: 232)。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出现，可以将社会、经济变量结合环境因素进行空

间分析和制图。例如，在秘鲁中部地区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与 8 个社区的农民绘

制了关于传统马铃薯品种在休耕模式和轮作种植下的分布图，以便了解随着时间

的推移，农民土地管理的决定如何影响他们维持马铃薯品种的多样性(de Haan and 
Juarez，2010)。空间信息也可以与在多样性管理中相对重要的不同社会或经济群

体的调查相结合。 
调查手段或问卷可以在个人访谈中完成，并且是直接从受访者中收集定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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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一种方法。调查访谈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灵活变化，以便回答研究中的问题。

在结构式访谈中，给每位受访者的问题应该是一样的，且问题顺序一致以防止针

对同一问题出现不同的解释。 
与其他定量技术一样，所开展的调查应能获得适合于统计分析的数据，尤其

适合经验模型的建立，可以对农民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保留、增加或降低作物多

样性的假说进行检验(Smale et al.，1994；Van Dusen，2006)。这样的模型可以用

于研究个人和家庭关于作物多样性的决策，并且能够基于调查研究中特定的问题，

整合一系列经济、社会、生态和农艺的定量变量。 
最常用的建模方法之一是将因变量(如作物品种的选择)与一系列自变量(如农

民的年龄和民族、农场的大小或家庭劳动的可用性)相联系。模型结合了数学函数

中不同类型的自变量。例如，生产函数描述了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如产量、家庭

收入或维持多样性，农民在不同投入下获取生产的最大潜力。实用函数描述了农民

或农户从不同属性的活动中获得的利益，如维持菜园或种植品种多样性，以便最大

限度地发挥这些活动的价值(Birol et al.，2006)。一旦模型被作为函数详细描述，调

查数据的应用可通过回归方程进行测试和细化(将在第 9 章中进行详细描述)。 

8.5 多样性管理中使用社会和经济数据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政策制定者和保护人员关注管理农场植物遗传多样性，需

要知道哪些人、家庭和社区是最有可能维持多样性的。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保

护方案需要以成本效益的方式实施，因为方案需要考虑其他稀缺公共资金的分配

(见第 10 章)。本章所列概念方法有利于收集、分析社会背景下作物多样性的信息，

并将识别和理解社会群体或协作网保护政策作为目标。例如，经济模型(将在第 9
章中讨论)揭示了在地保护方案应与针对最贫困阶层的农村农业社区的贫困改善

计划相结合，但他们也必须做好与经济富裕的家庭合作的准备工作，可以获取大

量的资源使富裕家庭在维持不常见的作物品种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特别地，为理解作物多样性在农民管理的尚未完全商业化的农业环境中的演

变和持续存在，“农户”作为一个关键社会团体出现了。然而，田间研究表明，特

定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下对决策单元的界定应受到持续关注。 
本章的方法也可用于确定潜在的机构(如农民合作社或村级组织)，一些保护

项目可以和这些当地机构合作。例如，在意大利南部，种植者合作社被证明是一

个把不同品种小麦继续应用于农业景观的关键机构(Di Falco and Perrings，2006)。
这些方法通过解释不同的社会角色如何重视作物多样性的价值，以及为何各个角

色继续保持耕作方式的多样性，为如何最有效地制定政策提供建议。衡量、分析、

了解作物多样性为农民和整个社会提供的价值是第 9 章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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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9  女性、男性、儿童在许多文化中对不同农作物甚至不同的传统品种拥有各自的知识经

验，使得性别和年龄在理解作物遗传多样性及其就地管理方面显得特别重要。社会关系和社会

资本是理解农民管理实践的基础 
左上：索娜·塔帕(Sona Thapa)在记录她祖父纳里扬·苏贝迪(Naryan Subedi)关于他种植于尼泊尔贝格纳斯村庄

的传统品种的信息及社区生物多样性注册信息。右上：匈牙利农民种植祖传的品种以满足家庭消费需要。左下：

布基纳法索的农民一起劳动，将收割的作物储存起来。右下：墨西哥尤卡坦的玛雅妇女在做金黄色的玉米圆饼，

并将南瓜种子嵌在面团里，两种作物都因其烹饪品质而受到高度重视。照片来源：B. Sthapit(左上)，D. Jarvis(右
上)，R. Vodouhe(左下)，J. Tuxill(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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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农田多样性的价值评估 

通过本章的阅读，读者可以了解到以下内容。 
(1)从经济学视角评价农田多样性的工具和方法。 
(2)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与农田多样性关系的测定。 
(3)影响农民关于农田多样性决定的外部因素的界定。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个人和社会关于其可获得资源合理分配的学科。作物遗传

资源在地管理的经济学研究，关注在地管理的多样性、农民在田间所认识到的品

种属性特征，而不是作物遗传学或者可控环境下作物表型的研究。在农业生产系

统中，将作物遗传资源看作“非纯的公共物品”是思考作物遗传多样性方面的

经济困惑之一。非纯的公共物品具有私人和公共两方面的经济属性，在使用中的

竞争程度和控制或排他性程度所定义的两个轴上，所有的物品都能找到其定位

[图 9.1(a)]。 

 
图 9.1  物品在经济属性上的简化分类（引自 Smale，2006b；经 CABI 许可重印） 

少数提供给农民的作物品种种子，一开始并不是私人物品，但是这些种子经

过农民的辛勤种植而再次收获就成了私人物品。这种给定的作物品种就是一种生

产投入，而农民收获的谷物或者草料就是一种生产产出。区别于任何其他种子，

所提供的那份种子的种质(即遗传资源)属于公共物品。许多农民可以从相同的种

质中同时受益，但是要排除某个社区中其他人是否也受益于该种质是不容易的，

这种现象在异花授粉的物种种质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如玉米，它们的花粉和基因

常常被风从一块田地带到另一块田地，继而扩散基因。评估作物遗传多样性时，

还有一个更深入的问题需要探讨，即一份种子或谷物的遗传总量非常巨大，以至

于在没有实验室先进技术的辅助下根本无法观察。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我们不

难发现：在很多情况下，遗传资源市场(即种子市场)的完善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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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由于农民决定在他们地里种植和管理的作物品种，可能导致某些作物种植量

减少、某些潜在的珍贵等位基因的丢失，他们的选择将会产生代际和区域差异

[图 9.1(b)]。因此，寻找适当的政策和机构去解决这些问题变得非常困难。 

9.1 多样性的公共价值和私有价值 

首先需要区分多样性的私有价值和公共价值。私有价值主要是由个体所有

者或者多样性管理者所拥有，而公共价值及其产生的利益通常是由一个社区或

团体以间接的方式所共享。当农民种植获得高度评价的传统品种并且在市场上

出售利用这些品种所生产的粮食时，这些品种所强调的就是一种多样性的私有

价值；如果同样是多样化的传统品种产生了减少杀虫剂使用的生态效益，那么

就产生了一种私有价值，因为既减少了杀虫剂的花费也降低了因使用杀虫剂而

对农田造成的毒性。 
农区下游的河流干净而清澈、环境中的农药残留减少，便会产生公共价值。

农业社区和社会团体会从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中考虑其整体利益。此外，农民和

消费者将来可能从现今就地种植的传统品种的遗传多样性中获得利益——这就是

著名的“选择价值”的概念(Smale，2006a)。下文将首先从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两方面，对农田多样性的公共效益和私有效益、如何测定展开阐述，这些在交易

市场中通常很难被发现。 

9.2 总经济价值 

总经济价值是经济学家进行鉴定和评价自然资源(包括作物遗传资源)时最常

用的术语(图 9.2)。经济学是实用性的，它注重人类社会而不是生物系统的研究。 

 
图 9.2  总经济价值及其主要组成 
改编自 D. Dziegielewska, T. Tietenberg and S. N. Seo, “Total Economic Value.” In: Encyclopedia of Earth. Ed. C. J. 

Cleveland [Washington, D. C.: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Coalition, National Councilfor Science and the Environment], 
http://www.eoearth.org/article/Total_economic_valu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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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物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就体现在人类对其的直接和间接利用方面。人类

的利用不仅包括食物、纤维、动物饲料和医药利用的直接价值，也包括非使用价

值或间接价值，如农民从种植高产、喜爱的传统品种过程中获得的乐趣。1967 年，

Krutilla 首次提出了“非使用价值”的概念。存在价值是指个人或社会仅仅从知道

某物存在而获得的满足感，而不管它是否被利用；特殊种子的遗产价值是指后代

在享用祖先流传下来的品种时所获得的满足感。 
间接利用价值则可反映作物遗传资源对其周围生境、生态系统和其他社会支

持功能的贡献。直接利用和间接利用在当前及未来两个维度都会存在，尽管未

来的事情具有不可预见性，但另一个利用价值，即选择价值可以确保供给作物遗

传资源的灵活性。目前关于选择价值属于利用价值还是非利用价值抑或两者兼有，

仍然没有一致的结论，选择价值有时被看作一个群体或社会的保障。 
环境经济学领域的大量研究对总经济价值进行了阐述，并且已经将其应用到

很多方面。特别是在 Pearce 和 Moran 于 1994 年编撰的著作里，已经把总经济价

值的概念应用到了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当中。 

9.3 作物品种的选择及其多样性的维持 

农民做出的关于多样性的最基础决策就是作物品种的选择——应该种植哪

些品种，每个品种应该种植的比例。假设农民有足够的土地、收入，或者有广

泛的关系网去购买或用实物交换到他们需要的品种(见第 11 章)，那么农民可种

植的材料就成为严重制约他们对作物品种选择的因素。一些早期研究作物品种

选择及其多样性维持的主要推动力是“位移假说”——现代作物品种的快速传

播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潜在、宝贵的传统品种丢失，这个假说在亚洲绿色革命

的早期就已经被发现(Frankel，1970；Harlan，1972)。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位

移假说并非总是正确的，因为在很多案例中农民在他们的部分土地上既种植现

代品种又继续种植了传统品种(主要由当地或地区的种子供应协作网提供) 

(Brush，1995)。 
作物品种的选择也受环境异质性的影响，如降雨量的不同、土壤类型的变

化和病虫害的发生率。正如第 6 章、第 7 章描述的那样，作物品种的选择为农

民应对环境风险提供了保障。作物品种的种植、种植该品种地区的发展可能受

市场需求和可获得途径，农民家庭(包括成年劳动力)的社会经济特点，文化、

宗教和象征性偏好的影响。品种的象征性价值可能更加抽象，也可能包含自我

满足和独立的价值。 
甚至就单个农户而言，对品种的选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有时还十分

突然。例如，在发生社会动乱或者自然灾害时期，当农户可能不能自给自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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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一定会通过种植一系列不同品种来满足他们的生存。作物品种也会因其膳食

或营养价值、贮藏优点、口感或烹饪的重要性或者高产的传统特性而被选择性地

进行种植。在这种情况下，高度地评价传统品种可以增加额外价值，从而弥补其

低产的不足。特定的作物种类和品种在当地及区域美食中也是很受欢迎的原料，

或者可提供营养价值。因此，当一些地方作物品种具有独特的烹饪价值时，它们

就很难被其他的品种所取代(见第 8 章的例子)。还有一种情况是，当那些集中育

种工程下培育的现代品种不能够很好地适应边缘地区及其小气候时，农民更愿意

选择种植当地的传统品种。农民对种植品种的多种选择可能还受到他们对农地高

效添加物的使用(如化肥和杀虫剂)或者补贴(用于支持特殊品种种植及化学物质

投入)的影响。 
农民对品种遗传结构的相关认知有助于为“附加值选择”确定目标作物。国

际水稻研究所研究菲律宾低地旱作农田系统的一个科研团队发现，在对当地农民

进行传统水稻品种的贡献的调查中，一种名为 wagwag 的非糯性水稻品种占主导

地位(Pham et al.，1999)。农民特别喜欢 wagwag 大米在烹饪过程中散发的香味和

优良的膨胀性。对应的遗传关系分析表明 wagwag 群体与菲律宾所有其他的水稻

品种的亲缘关系较远，不管这些水稻是生长在旱地里，还是在灌溉条件良好的低

地生态系统中。同工酶多态性和微卫星多态性数据也证实了这个遗传结果。然而

wagwag 水稻品种与现代培育的水稻品种相比，存在产量低和成熟晚的缺点。该研

究团队认为开展缩短 wagwag 成熟时间的选育或者管理工作或许可以增加这个品

种的附加值、提高农民对其的关注度，同时假定随着时间推移 wagwag 的等位基

因结构不会发生较大改变，开展这类项目的研究也有利于菲律宾农地水稻遗传多

样性的保护(Pham et al.，1999)。 
当研究者认识到减少危害的概念时，那么他们关于病虫害压力和农田投入

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就取得了新的进展。在个别农田里，投入可以带来直接的产

量效应，即生产性投入(如化肥、劳动力)的使用或者选择能带来可观产量的种

子。投入也能减少损害效应，主要体现为合理控制杀虫剂、杀菌剂的使用或者

种植一些抗性品种，尽管这些品种不能直接增加产量的输出，但是它们可以有

效地减少病虫害对农作物的影响。自 1986 年 Lichtenberg 和 Zilberman 的开创性

研究以来，应用研究者利用特定的模型来区分减少损害投入和增产投入所带来

的效益。 
表 9.1 列举了一些重要的关于减少损害、与农田作物产量有关的作物遗传多

样性的文献。应用研究者已经进行了作物遗传多样性与增产潜力和产量波动的研

究，但是关于作物遗传多样性与减少损害的测定还未见报道。 
 

 科
学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第 9 章  农田多样性的价值评估 ·147· 

 

表 9.1  作物遗传多样性对农田作物产量的影响 

作物遗传多样性的影响 特殊影响 模型 参考文献 

产量影响 增产潜力 包含遗传多样性的标准

生产函数 Headley，1968 

 

产量波动 

包含风险和不确定性 Smale et al.，1998；Widawsky et al.，1998 

 
具有滞后效应的动态生

产函数，用于监测遗传多

样性随时间变化的影响 
Di Falco and Chavas，2006 

损害减轻影响 杀虫剂和其他控

制性投入的影响

对冲损害函数，这是一种

反映控制性投入对冲损

害影响的标准生产函数 

Lichtenberg and Zilberman，1986；Babcock 
et al.，1992；Carrasco-Tauber and Moffitt，
1992；Oude Lansink and Carpentier，2001；
Thirtle et al.，2003；Qaim and de Janvry，
2005；Pemsl et al.，2005 

 作物遗传多样性

的影响 

对冲损害函数，这是一种

反映包含遗传多样性的

控制性投入对冲损害影

响的标准生产函数 

未找到相关文献 

任何一个传统品种都既有优良的也有不良的属性，农民也不可能仅依靠某一

品种来满足他们所有的农事需求和消费需求。有关作物品种选择的经济学分析对

除作物产量和产量波动(变化)以外的性状的考虑相对较少，虽然世界上很多地方

的农民需要满足他们最基本的食物和喂养牲畜的粮食需求，这些粮食由他们自己

生产，但对于农民来说，这些粮食(谷物或饲料)的总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

外农民也很注重所提供材料的品质。例如，一些主粮品种用作饲料和粮食的比例

较高，而其他品种用作粮食只是因为它们更适合农场加工或者专门的膳食。 
研究者在乌干达通过测定产品性状和栽培属性的相对重要性来解释香蕉多样

性的模式(Edmeades et al.，2006)。乌干达的大部分香蕉都由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

种植，他们倾向于在小于 0.5hm2的小块土地上利用低投入的方法种植香蕉。这里农

民种植的香蕉品种主要有受到当地好评的一系列适应高原环境的地方品种、近年培

育出来的杂交品种，以及来自东南亚的未被改良的品种。研究者利用香蕉克隆的分

类法来进行多样性的测定，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乌干达农民分配给香蕉品种吸芽苗簇

的数量、吸芽苗簇的大小。一簇吸芽苗是浅根系的幼苗，香蕉在其生命周期中可发

出多条假茎而从土壤里冒出，形成吸芽苗簇。研究者鉴定了一组栽培香蕉品种的特

性，这些特性对决定种植哪些品种、种植频度都非常重要。研究者根据从乌干达 517
个农户家庭获得的调查结果，将每一个栽培品种特性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量化。有

研究表明，在解释香蕉多样性方面，生产性状(如栽培品种对病虫害的抗性)通常比

消费属性(如烹饪品质)更加重要(Edmeades et al.，2006)。 
关于作物品种多样性的潜在利用或者特定品种可能带来的诸如病虫害的调

控、维持授粉多样性、维持地下生物多样性及土壤健康之类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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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相对较少(Di Falco et al.，2007)。这类品种的应用可以减少化肥及杀虫剂等高

投入性农业给区域内农民、环境所带来的健康和经济上的风险，但是在某种程度

上，农民在选择要种植的品种时对这些因素的考虑也会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此外，

像市场准入和农业生态环境这样的外部因素也会限制个体农户的决定，因为这些

因素远远超出了农民直接控制的范围。第 11 章详细探讨了农民播种时限制他们获

得更好种植材料的因素。 
只有当通过社区的样本能够观察到这些因素的变化时，才可以检验与农民对

品种选择相关的集约化、农业生态学和市场拓展的假说。分层法是一种测定与多

样性相关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特征的便捷方法。可以收集每个阶层中表示农户特

征的数据，包括第 8 章中讨论的一些社会和文化的变化特征和第 6 章、第 7 章讨

论的环境特征。样本变量和因子包括收入、生产者类型(如为生计或为商业的生产

者)、对非农业收入的依赖性、劳动力供给、民族、年龄、性别、土地使用权和土

地质量(表 9.2)。然后，由于农民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这就要求那些被选定的

变量假设符合农民对某些品种的需求。农民对品种及其性状的需求取决于前文所

讨论的各种外部因素。 

表 9.2  尼泊尔稻农品种选择分析中的自变量分析(Gauchan et al., 2008)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假设效应 

农户特征 

AGEPDM 生产决策者的年龄(年) (+) 

EDUPDM 生产决策者的教育程度(年) (+，−) 

EDUCDM 消费决策者的教育程度(年) (+，−) 

AAGLABR 积极从事农活的成人(数量) (+) 

FAADTPCT 积极从事农活的成人中女性所占百分比 (+) 

LANIMLV 大型动物的价值(公牛、产奶动物) (+) 

TOTEXP 上一收获季节结束到本次收获之前的月平均家庭支出(外源性收入) (+，−) 

SBRATIO 5 年平均水稻生产量(kg)与消费量(kg)的比率 (+,−) 

农田特征 

IRPCNT 灌溉区水稻田面积百分比 (+,−) 

LNDTYPS 水稻地类型数目 (+) 

RDPLCULH 从家里到稻区的总步行距离(min)，被种植地隔开 (+) 

市场特征 

TMKTDS 从家里、稻区到当地市场的总步行距离(min) (+) 

LRSOLD 在收获季节之前，农户出售的当地粮食作物重量(kg) (+) 

MVSOLD 在收获季节之前，农户出售的现代品种作物重量(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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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计量经济学模型 

收集描述农民家庭特征的数据后，就可以在计量经济学模型里利用微观经济

学理论分析农民对品种选择的决定(详情可进一步阅读本书对这种模型的描述)。

计量经济学模型就是利用经济学理论假定因果关系并且对这些关系进行多重回归

分析的模型。尽管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会普遍应用回归分析，但是每个学科在利

用该方法时都有不同的方式。生态学家将回归分析作为测定某一组数据观测格局

的方法，特别是在观测值的空间独立性、鉴定变量间相互关系的最简单解释方面。

相比之下，经济学家通常在收集数据之前就将多重回归应用于测定理论模型开发

中的变量间关系。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回归分析只是鉴定和确定一个模型中因变

量和自变量的一种方法。虽然强调了这些不同点，回归分析仍然是自然科学家和

社会科学家不可或缺的统计工具(Armsworth et al.，2009)。 
在多元回归分析中，代表一种多样性指数(品种选择或者品种多样性)的因变

量与前文提及的影响因子存在相关性，这些因变量都被视为独立变量(表 9.3)。多

元回归分析可以用来测定每个独立变量或者组变量的分离效应，同时还可控制其

他变量的分离效应。在分析在地作物多样性时，有多种方式可以测定因变量，如

两种作物种群的选择、品种生长的总量、品种的实时分配、命名品种的空间多样

性指数(表 9.4)。利用多元回归分析鉴定的关于农民对品种多样性选择的其他例子

见资料框 9.1。 

表 9.3  多重回归分析有关多样性的社会变量数据 

项目 
秘鲁：马铃薯

传统品种多

样性 

土耳其：小麦

传统品种多

样性 

墨西哥：栽培地

系统、全部作物

和品种多样性

墨西哥：玉

米传统品种

多样性 

埃塞俄比亚：

谷物类品种多

样性 

匈牙利：家庭庭

院、传统品种 

户主年龄 0 0 +  +，0，− + 

教育水平  0 +  +，0  

妇女教育水平     +，0  

农地劳动力  − 0  +，0 0 

非农收入，移民 − − − 0   

财产 −，+，0 −  0 −，0 −，0 

资料来源：Brush et al.，1992；Meng，1997；Van Dusen，2000；Smale et al.，2001；Benin et al.，2004；Birol，

2004 
注：来自多重案例研究中的农户访谈，并且利用多重回归分析的方法测定了这些数据。正号(+)代表随着

变量增加，多样性增加；负号(–)代表随着变量增加，多样性降低；(0)表示没有统计学意义；空格处表示回归

案例研究中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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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多元回归分析尼泊尔稻作农民间的因变量(Gauchan et al.，2008) 

多样性 不均匀，异种种群 若是则记为 1，不是则记为 0 满足这种选择标准的当地品种 

稀有性 特有，不常见的性状 若是则记为 1，不是则记为 0 满足这种选择标准的当地品种 

适应性 广泛适应 若是则记为 1，不是则记为 0 满足这种选择标准的当地品种 

 

资料框 9.1  关于假定关系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以下结果来自墨西哥、埃塞俄比亚和土耳其的研究，其阐释了利用计量经

济学的分析来理解植物遗传多样性的价值。 
当面对严重的干旱时，埃塞俄比亚东部的农民更愿意依靠当地的高粱品种，

而不是改良的早熟品种(Cavatassi et al.，2011)。 
在埃塞俄比亚提格里州的农民看来，他们麦地里的品种多样性不但可以提

高田地的生产力，还可以降低产量的波动性、小麦作物总体上的暴露风险(Di 
Falco et al.，2007)。 

在对墨西哥恰帕斯玉米栽培的研究中，计量经济学结果支持这个假说，即

民间土壤分类影响农民对玉米品种的选择，因为农民以可预测的方式将玉米品

种与合适的土壤条件进行匹配种植(Bellon and Taylor，1993)。 
在土耳其，当地农民在种植现代品种的同时继续栽培当地传统小麦品种。计

量经济学研究表明现代品种和当地品种可能会长期共存，这不但对农民产生积极

的私有利益，而且带来空间多样性的公共利益(Meng，1997；Negassa et al.，2012)。 

9.5 多样性：规模的重要性 

市场是涉及参与者之间的商品和服务交换的社会机构，它们对农民的作物多

样性管理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当农民因为市场的需求种植作物时，农民能够获得

的作物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口感和选择偏好。口感和选择偏好可以

决定某种作物的市场需求，同时也可以被一些因素改变，如消费者的收入水平、

对产品的认知标准、采后管理与加工。消费者可以通过对他们最喜欢的商品提供

支付溢价来表达其选择偏好，当这些信号反馈给农民时，他/她就会更有动力去种

植那些可以获得最好溢价的作物品种。市场价值属性在现代品种中非常普遍，这

就意味着在很多地方市场将“不鼓励”种植传统品种。然而，也有些案例表明在

不同尺度(从地方到全球)的市场、农村和城市，传统品种的独特性状也能转换成

价格溢价。例如，墨西哥中部高原地区的传统玉米品种在专业市场上可以获得溢

价，此外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展的实证研究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进行了量化，相

 科
学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第 9 章  农田多样性的价值评估 ·151· 

 

比于现代栽培品种，这里的消费者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当地传统的马铃薯和苹果

品种(Brugarolas et al.，2009；Keleman and Hellin，2009；Dinis et al.，2011)。 
当品种性状在市场上有价值时[如在烹饪中广受喜爱的传统瓦哈卡(Oaxacan)

番茄]，它的价值可能被量化并且利用特征价格模型来确定其溢价。特征分析是一

种相对直接的线性回归，用来评估市场样本呈现的价格与其相关特性的分析方法。

回归系数的意义在于对每个特征边际值进行估算。消费者愿意支付溢价的观测特

征(如香味、颜色和烹饪品质)与种子或作物的生理属性的相关性研究可能涉及化

学家、作物学家和其他方面专家的通力合作。此外，诸如市场效益评估或者加工

处理成本的其他相关经济学分析，为了解市场在研究区域或农业系统中的作用提

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一种被称为价值链分析的方法可用于辨别获得更大传统品种价值的限制因

素，确定市场作用与获取作物遗传资源瓶颈之间的关系，还可以提供种子和产品

市场价格变化的依据(Giuliani，2007；Kruijssen et al.，2009；Anderson et al.，2010)。
价值链是指一件物品(如农产品)的附加值从生产者(如农民)开始，经过一个或多

个中间体(如交易者、商人、加工者)直到消费者手中的移动途径。物品沿着价值

链移动的结果就是产生一系列的交易成本，这些成本通常可分为信息、谈判、监

督和执行的成本(Pingali et al.，2006)。关于价值链的一个较为简单的定义是

Anderson 等(2010: 39)在 Kaplinsky 和 Morris(2001)的基础上提出的，即一个产品

或服务从概念开始，经过生产的不同阶段(包括所有物理转化、各种生产性服务的

投入)，最终传递到消费者，再到产品使用后的最终处理，整个过程全部活动的价

值变化。 
市场链方法是一种确定各种市场参与者(生产者、加工者、交易者和消费者)

如何相互关联的非常有效的分析工具。它可以分析在市场链的某个具体阶段、某

个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市场链分析涵盖了以下问题：组织机构、参与者间的权力

关系、参与者间的相互关联，以及政府方面的问题。为了量化传统作物品种在生

产者向消费者流动过程中如何增加其市场价值，价值链分析首先构建种子或其他

特殊作物种植材料市场的概念图。一个完整的市场图通常具备以下 3 个相互联系

的元素(Albu and Griffith，2005；Anderson et al.，2010)。 
(1)涉及主要价值链的参与者。 
(2)基础设施、组织机构、政策、影响广泛市场环境(也叫支撑环境)的习惯做

法。支撑环境的机构和政策通常在一定范围运行(如国家农业政策)，这个范围常

常超越了价值链各方的控制范围(Anderson et al.，2010)。理想的市场图可以揭示

影响价值链的支撑环境的作用动态和趋势，同时为制定支持作物多样性新政策或

方针创造机遇。 
 

 科
学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152· 作物田间与在地遗传多样性：研究实践中的原理和应用 

 

(3)支持价值链活动和功能的服务提供者(如商业、推广服务)。服务提供者是

影响价值链效率的主要因素，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增加价值(表 9.5)。 

表 9.5  种子和其他物品从生产者向消费者流通过程中增加商业和推广服务价值的方式 

所提供服务的种类 具体事例 

市场信息 价格，趋势，买方，卖方 

金融服务 信用，存款，保险 

质量保障 监管，审核 

技术支持 产品研发，多元化，营销 

运输 物品，参与者 

注：改编自 Anderson et al.，2010 

这些元素与多样性的适当测度(如品种的丰富度或均匀度)或者传统品种所呈

现的特殊性状相关。 
开展价值链分析时，首先要确定市场图的规模和范围，选择收集样本的市场，

然后通过市场交易的观察和商贩的调查来收集定性、定量数据。一种有用的方法

是根据市场库进行价值链分析。市场库作为一个地理区域，其中的居民与定义的

市场中心有实际或潜在的贸易关系(Anderson et al.，2010: 44)。 
通过更好地理解价值链中每个市场参与者对产品的贡献，价值链分析可以尝

试鉴别价值链中的低效、不公平和损失因素，使这些得到不同程度的补救。基础

环境的分析强调影响整个市场链的趋势、测定驱动这些变化的动力和利益。以上

这些知识可以帮助确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游说，以及创业途径和机会(Albu and 
Griffith，2005)。 

原始的分析参数一旦被设定，利益相关者讨论会就会成为收集价值链重要

信息的有效途径，因为会议为了形成统一目标往往会涉及尽量齐全的市场参与

者(包括市场中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这些参与者有生产者、交易者、零售商、

出口商、栽培专家、非政府组织(NGO)和政府部门代表，以及其他参与者

(Giuliani，2007)。这些会议不但有助于价值链参与者(如农民、食品制造者、零

售商、社区组织和政府代表)间对产品质量建立信任和信心，而且可能促进私有公

司间建立联合的合资企业，这对降低交易成本是非常重要的(Almekinders et al.，
2010；Lipper et al.，2010)。 

9.6 测定多样性的非市场价值 

作物品种多样性及其服务的全部价值并未被市场所体现，因为它们的外部成

本不可能被内化。但是如果离开了市场，品种多样性的社会、文化、保障性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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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性价值都会被低估。由于农村家庭往往不能获得主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体现的

作物品种属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至少要消费部分他们自己种植的作物产

品，他们也因此被称为“为了维持生计的生产者”。生计生产对精确评估农民所种

植品种的价值提出了挑战。 
排序或者分级是评估非市场价值最直接的方法之一，该方法可以通过两条途

径实施：①获得农民认为最重要的作物特征(包括生产和消费特征)；②要求农民

的评估范围包括满足他们所需特征的所有品种。以这种方式所确定的生产和消费

成本可以用个人劳动时间来进行量化，这里的个人劳动时间应该包括作物的田间

管理和作物被消费前的采后加工。 
由于农民很清楚他们的品种，可以根据这些品种的特点对它们进行排序和

分级，因此这种排序或分级的方法实行起来比较简单。然而，并不存在绝对简

单有效的方法，这种排序分级的方法自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将农民

确定的主要品种特征同科学家认识的作物生理性状联系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其

次，因排序分级而产生冗长的列表(名录)可能不方便进行统计分析。总体来说，

即使存在这些局限，如果研究目的是确定自给自足家庭如何看待他们所种植品种

的优缺点，排序分级方法还是适用的。同时在这种研究目的下，调查男女老少成

员，尽可能地调查不同收入群体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对不同品种的相对

价值常常会有很多不同的认识。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变量就是不同品种间的生产

成本(如化肥的使用或种植密度)是否会有明显变化，如果有变化，这些差异也

应该被记录下来。 
有很多分析工具已经被经济学家用来评估由于人类的决定或活动物品和服务

的非市场价值的变化。有些方法需要收集大量数据以满足方法中严格的规定，因

此应用这些方法可能需要相对高的花费。一般来说，基于观察的分析工具[体现优

先权，如基于调查数据的品种选择分析(Pham et al.，1999)和前文描述的特征分析]
比基于假设的分析工具更易受到青睐。 

优先权工具常被用于评估非使用价值，这其中的条件价值评估法和选择实验

法应用较为普遍。条件价值评估法即询问受访者对没有市场价值的物品或服务的

支付意愿，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环境和自然资源经济学的研究中[例如，评估人们强

加于荒野的价值或者测定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Hanemann，1994)]。但是这种方

法常常会受限于受访者对物品和服务较为有限的知识储备，以及相关回答的潜在

偏差等常见问题。 
选择实验方法可以将研究中的这些偏差最小化，并且由于其是基于属性的研

究方法，故其特别适合分析作物品种的特性。尽管也会面临受访者知识程度的限

制，但是这种方法实施起来还是相对简单的，仅需给受访者一份预先制定的选项

单(表 9.2)供他们选择。对于结果的分析，则需要应用先进、复杂的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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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实验方法也可用于评估传统品种的非使用价值。在一个关于匈牙利庭院

的研究中(资料框 9.2)，对三个不同地区的农民的选择实验发现，聚居分散、经济

边缘化地方的农民最喜欢评价他们庭院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品种和作物品种

的丰富度(Birol et al.，2006)。在墨西哥开展的一项类似研究中，选择实验方法被

应用于评估农民对栽培系统中作物品种丰富度和玉米丰富度的评价，探讨农民种

植转基因玉米所获得的收益(Birol et al.，2009)。 

资料框 9.2  选择实验方法：匈牙利的一个实例 
样本选择表的设置来源于匈牙利家庭调查的受访者，他们拥有家庭庭院。

这个随机选择的样本设置结合了基于原始背景研究鉴定的家庭庭院特征(或者

属性)。在这项研究中，家庭花园的主要属性：种植的作物品种总数、地方品种

的存在或缺失、家畜的存在或缺失、有机方法的使用，以及农民家庭的自给自

足。对每一个受访者都会发放如下的选择表，并且提问：假设你只能选择以下

一个家庭庭院，你愿意去经营哪一个呢？ 

家庭庭院特征 庭院 A 庭院 B  

种植的作物品种总数 25 20  

种植传统品种 否 是  

产品包括家畜 是 否 
没有庭院 A 或庭院 B，
不愿经营庭院 

完全利用有机方法种植 否 否  

预期家庭消费的食物占庭

院食物生产的比例(%) 
45 75  

然后，要求受访者做出以下选择，我愿意经营：①庭院 A；②庭院 B；③都

不。在选择实验中，会为每个参与的农民分发 5 或 6 个不同的选择表，每个表

都包含不同排序的两个假设庭院(A 和 B)的特征。在这项研究中，总共记录了

来自匈牙利三个不同地区 277 个参与农民的 1487 项选择结果，这些选项构成了

进行统计分析的主要数据集(Birol et al.，2006)。 

在农业家庭的理论框架中，影子价格指的是家庭决策者对一个物品或者服务

所观察不到的价值。区别于市场价格，影子价格因家庭各异而不同，它取决于家

庭的特征，如他们的民族、语言、财富、生活史，以及他们可获得商品或服务的

市场环境。越是期望从市场价格中区分影子价格，农户距离市场就越远、其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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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也越艰难。 
基于全国性参与调查者的调查数据，一项近期的研究建立了一种结合多元回

归的新方法来评估墨西哥传统玉米品种的影子价格(Arslan and Taylor，2009)。研

究者发现传统玉米品种的影子价格高于其市场价格，但是改良玉米品种的影子价

格与其市场价值接近，这种现象在墨西哥南部和东南部的原住民地区尤为突出，

这一发现证实农民继续种植传统品种存在经济激励。 
选择实验方法的介绍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实例可参考 Bennett 和

Birol(2010)的研究。 

9.7 关于农民如何评价多样性信息在管理决策中的应用 

通常，政府与机构制定和实施产品补贴、税收减免、价格控制和其他的农业

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民关于多样性的决定。很多政策扭曲了农田水平多样

性品种的选择和保持，进而最终阻碍了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Pascual and Perrings，
2007)。在制定维持农田多样性的农业激励政策时，首先要了解农民如何评价多样

性。多样性的市场和非市场价值是制定支持在地多样性政策的重要基础，第 10
章将做进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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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10  由于市场不能内化外在价值，因此市场可能不能反映作物品种多样性及其服务的全部

价值。很多农民生活在离城市和地区市场较远的地方，缺乏有效的或者可靠的交通工具进入城

市或市场 
左上：在秘鲁，农民沿着乌卡亚利河(Ucayali，亚马孙河的一条支流)去其他村庄卖他们的玉米；通过独木舟去最

近的城市——普卡尔帕(Pucallpa)需要三天时间。左下：妇女将她们收获的大麦带去久姆拉(Jumla，尼泊尔的一个

城市)。右上：在乌兹别克斯坦一个水果市场选择当地的苹果品种。庭院是房屋周围一种土地利用方式，在庭院里

种植很多一年生和多年生的植物品种，家庭成员打理庭院，也能从庭院中获得收入。右下：墨西哥尤卡坦地区一

个妇女管理的庭院；她在这里种植了很多可能农地里不会种植的玉米品种，并且套种了几个红辣椒品种和多年生

栽培种。照片来源：L. Collado(左上)，A. H. D. Brown(右上)，D. Jarvis(左下)，J. Tuxill(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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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政策和农田作物遗传多样性 

通过阅读本章，读者可以了解以下信息。 
(1)政策和法律框架对农民获取、使用、交换和管理农田作物遗传多样性的

影响。 
(2)根据国际公认的农民权利概念，建立政策机制，激励农民参与保护和利用

农田作物多样性。 

10.1 引  言 

本章介绍了政策和法律框架对农民维护及管理植物多样性的约束与阻碍，分

析和介绍了为鼓励农民继续使用植物遗传资源而制定的政策措施，与《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所认可的农民权利保持一致。 
本章中的大部分例子涉及国家政策和法律，因为国家层面的措施旨在最大程

度地影响不同的作物多样性管理者。然而，“政策”一词可以而且必须从更广义上

去理解，它还包括从事农业研究和开发的公共及私营机构为开展农业研究及开发

所制定的内部政策与规定(如国际农业研究中心、国家研究机构、国际援助的发展

项目、私人企业等)。 

10.2 对农户利用田间多样性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的 
政策和法律框架 

农业现代化是政府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通常依赖于生产过程机

械化、耕地灌溉和“技术组合”的应用，其中包括现代种子和农业化学品(杀虫剂、

化肥、除草剂)等以确保提高产量。这一系列技术的产生和推广通常基于一个相当

简单的线性模型，科研机构和农业化学公司的科研人员根据模型开发技术并向农

民展示，这些农民则被视为新技术的实践者(Biggs，1990)。 
世界各地出现了产生与传播技术的协作方式，这样的事例越来越多，但是政

府的主要政策仍然受到经典和简单的线性技术传输模式的启发。总之，制定这些

政策的目的为：①确保技术能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即提高生产力；②根

据对技术生成和转让的简单理解，为参与者服务。 
在本节中，我们描述了公共政策如何满足这两个目的，并展示了在地遗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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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的可获得性和被利用的结果。这里介绍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几个案例，说

明如何采取不同的措施减少或避免政策的负面影响。 

10.2.1 确保技术符合农业现代化目标的政策手段：种子法 

我们使用的术语“种子法”是指国家发布的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以确保提

供给农民的作物品种具有提高生产力的价值，长远来看具有统一和稳定的特

性。“正规的种子系统”一词通常是指种子法中的术语，满足参与者对新品种

种子的开发、生产和推广的需求，也就是说，由正规的科研机构和种子企业开

发的种子。 
“种子法”的首次提出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期的欧洲，随着专业的植物育种

产品的发展，五花八门的品种名称应运而生，为此需要创建一个透明的种子市场

(Bishaw and Van Gastel，2009)。根据目前的规定，品种首先需要登记才能进入市

场。按照登记的规定要求，新品种必须不同于其他品种的特性，且具有统一的基

本特征和高度的稳定性(DUS=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这些标准保证了农民

购买注册品种的种子确实是该品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保证所购种子保持原有的

性状。此外，引入栽培和利用价值的测试手段可以满足商业化推广的需求，而

农民可以对产量、质量和价值进行独立评估。在欧洲市场的极大鼓舞下，发展

中国家建立了种子营销系统，它们采用了类似于欧洲种子认证和品种登记制度

的模式(Grain，2005)。 
由农民参与的传统品种选育和改良的品种通常不符合种子法所要求的均匀性

和稳定性的标准。此外，农民往往无法参与和担负起植物新品种注册的费用。在

一些国家，他们甚至无法申请注册，因为他们没有资格成为科学家。其结果是，

他们选育的品种被法定种子市场拒之门外(Leskien and Flitner，1997；Louwaars, 
2002)。因此，合法的或正规市场获取的大部分种子都是现代品种，这并不总是满

足传统农民的需求，特别是在低投入的农业和极端环境条件下。在农业产业化中，

农用化学品能提供化肥、防治病虫害、抑制杂草；然而，供水系统需要机械化灌

溉系统或相对可预测的和充足的降水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作物改良策略大多

不会特别关注这些情况，只考虑利用植物品种资源的特性，而忽视了水和土壤肥

力等方面的农业投入。这些不关注投入的情况通常与传统的耕作系统不符，同时

这些作物品种可能不适应极端的和不利的气候条件。此外，现代品种认证要求统

一和稳定的特性。植物品种的一致性并不是传统农业系统所要求的。相反，如第

7 章所讨论的，可变性可以确保在不利条件下的产量稳定性。同样，植物品种多

年来重复相同的特性(稳定性)并不适合传统农业，因为品种需要具有应对和适应

环境变化的特性(见第 11 章讨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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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种子法在地方层面很少强制执行，即传统和现代品种可在当

地市场上由农民自由交换和销售(Louwaars and Burgaud，出版中)。然而，从政府

支持的正规服务机构或开发商等渠道获得的 DUS 现代品种替代了传统品种，只有

使用这些品种才能得到贷款和补贴，满足食品加工行业使用统一品种的要求

(Tripp，1997)。 
现有正规种子系统不能满足对种子的整体需求。公共种子组织没有及时提供

优质种子的能力，私营种子公司尤其是大中型公司不能覆盖整个国家，因此种子

市场没有得到改善。此外，私营企业借助投资方面的优势进行杂交种(用户需要每

年购买才能维持种子的独特性)及其他作物的选育和推广，才能满足巨大且监管严

密的市场需求。但是这样一来，就忽视了边远地区农户种植的大部分植物，或者

难以得到国家补贴的作物。这里以豆类为例，每公顷种子用量大且难以储存，还

包括其他许多地区的地方小杂粮，对于这些作物，偏远地区的小农户自己收获，

而种子来源主要依靠农民间交换和当地市场。 
对于非正规认证的种子，质量没有保证，包括品种纯度。当迁移等因素导致

维持非正规种子交换的社会网络、质量控制系统瓦解时(见第 11 章)，这个问题就

更加严重。此外，销售非认证种子阻碍了替代型种子的正常认证和供应(Lipper et 
al.，2010)。作为种子生产者，农民无法使自己的品种得到官方承认并从中获益，

作为种子消费者，他们无法获得有质量保证的喜爱品种。 
很多国家认识到了这些限制，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模式用于管理传统品种和现

代品种的商业化，以更好地满足传统农民的需求。这方面的部分情况将在第 12
章进行介绍，作为指导性意见之一，促进农民把种植材料的遗传多样性应用于生

产系统中。 
现举一个发生在越南的例子：由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批准的第 35/2008 号

文件，旨在支持农民生产优质、低成本的种子。农民获得资金支持(高达 100%)

用于地方品种种子的收集、保存、筛选、评估、注册和生产，并监控地方品种质

量状况和质量监控流程等，这些种子被列在越南商业化植物品种目录的正式登记

品种中。2010 年，两位农民的水稻品种已被登记在官方目录中，农民根据种子的

质量要求，已获得财政支持生产和销售这些品种。该文件的价值也体现在它形成

的过程中，这使得它于 2011 年被采用：在一个通常由中央集权决定政策决策的国

家，一个高度参与性的法律措施得以制定。 

10.2.2 支持现代品种作物改良的政策指导：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法授予了育种家在若干年内培育植物品种的独特权力。育种者利用

品种的某些特性进行育种将不会受到控制，任何种子生产商都可以进行商业化育

种，农民可以自由繁种，用于来年播种而无须购买种子，这些措施防止育种者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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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农民的成果。1930 年，美国通过《美国专利法》，率先成立了通过知识产权对

植物品种实施保护的特殊制度体系。在欧洲，品种保护由法国首创，通过《国际

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得到了一些国家的大力支持，并于 1961 年成立了国际植物

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来自法语新品种保护联盟的首字母)。这个法律框架旨

在保护与利用获得批准认可的“科学”方法和技术，通常生产均匀和稳定的品种，

以适应大规模农业种植模式。 
基于对知识产权全球标准化保护的共识，为了促进商品流通和加强国际贸易

服务，1994 年通过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规定了世界贸易

组织所有成员方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权利。关于植物和植物品种，TRIPS 缔约方

同意执行植物专利权，并且必须执行植物新品种保护。在发展中国家执行这些规

定已经得到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双边肯定，因为协议规定将对保护知识产权采

取一贯的有效措施。 
随着国际法律框架对地理范围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扩展，国际法律框架也

提出并讨论了农民作为作物多样性监管者和拥有者的作用。下面是讨论的主要问

题(The Crucible Group，1994)。 
1)知识产权的实施限制了植物种质资源的利用、保存、繁殖或交换。UPOV

鼓励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使得历史上允许农民自己保存的品种能够被再开发利用。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于 1991 年进行了修订，UPOV 成员可以享有豁免权。

一些国家已经选择性地给予农民无条件使用他们收获的种子进行再繁殖的权利，

而在另一些国家则仅限于某几个作物或仅仅是小农户享有这一权利。 
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和欧洲专利局(EPO)的某些决定为生命形式的可专

利化铺平了道路。根据欧洲法律，植物品种不能作为专利保护的对象。然而，在

实践中，专利保护确实适用于育种过程和由此产生的植物、植物组织和种子

(European Patent Office，2009)。在这种情况下，将植物品种排除在专利保护之外

是多余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申请新品种专利时明确了法律所允许的权力。专

利制度不像 UPOV 那样给予农民豁免权。 
在农业科技领域，关于植物开发、植物品种和种子的专利及控制权的申请明

显增多，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这引起了对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产

生的影响的更多关注：①育种者和其他植物研究人员需要获得优异种质进行多样

性开发；②农民可能需要现代/受保护的品种以应对生物和非生物胁迫。然而，这

种影响尚未有实验证明。此外，尽管保护的范围和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大规模保

护只在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开展，经济欠发达国家有效利用这些技术还为

时尚早。而且，大部分受保护品种是观赏植物而不是粮食作物，大多数品种保护

了所有者权力，限制了或禁止了市场活动，但并没有限制通过受保护材料进行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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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或为未来栽培而储藏种子，这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育种家与农民可以

获取种子来开展自己的活动(Koo et al.，2004)。 
2)知识产权制度无法保护由农民和农村社区获得的创新性成果。知识产权制

度实际上是将专业育种者视为唯一的农业创新力量。与种子法类似，植物品种保

护要求新品种具有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传统和农家品种很少能满足这些标

准，因此不适用于该保护条例。一些国家的法律已经制定了知识产权的专门制度

来保护地方品种和农民开发的新品种。该制度的例子有 1999 年的《泰国植物品种

保护法》、2001 年的《印度植物新品种保护和农民权利法》，以及 2004 年的《马

来西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然而，这些法律在实现作物多样性保护和农民权利保

护方面仍然存在问题，还有很多人反对这样的观点，即授予农民品种的私人权利

将有利于农民和农民社区(Eyzaguirre and Dennis，2007)。Jaffé 和 Van Wijk(1995：
76)认为，引进的植物品种导致原则变化：“当农民开始使用保护品种，他们保护

种子的原有权利变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法定权利，甚至变成一个‘特权’。这样的合

法权利是受政策引导的，将来可能容易受到制约。” 
3)农民的传统品种和/或传统知识成为其他人开发现代品种的资源，目前的知

识产权制度不能识别和/或补偿他们。 
4)知识产权制度的缺失导致了专利和植物品种保护得到承认，实际上这些植

物品种是在公共领域由农民采用传统方式栽培的。列举最近有关伊诺拉豆(Enola 
bean)的一个著名的例子，1999 年，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美国植物新品种

保护办公室(USPVPO)分别向 Larry M. Proctor 授予了该品种的专利证书和植物品

种保护证书，作为一种普通的田间菜豆品种被命名为伊诺拉。在申请专利时，

Proctor 解释说，他曾在墨西哥市场上买了一些豆子，经过几年的栽培，开发出了

“一个新的菜豆品种，其籽粒呈黄色，其颜色不随季节变化而变化”。一些组织谴

责伊诺拉专利，这些组织包括国际热带农业中心(CIAT)、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以及荷兰 ETC 集团等非政府组织。国际热带农业中心对 Proctor 的论点

提出了反对证据，他们提供了 260 份保存在其基因库中的黄色豆种，还提供了一

些以往发表的文献中有关黄色豆子的文献。在该专利修订过程中，一些研究表明

伊诺拉豆与拉丁美洲墨西哥农民普遍种植的品种 Peruano 几乎完全相同。并且，

该黄色种子的基因型与文献中提到的黄色豆子基因型几乎相同(Pallottini et al.，
2004)。而由墨西哥农业部于 1987 年首次批准的 Azufrado Peruano 87 被证明与伊

诺拉种子具有相同的遗传指纹图谱。2003 年，美国专利商标局初步决定拒绝其所

有专利权的要求，并于 2005 年 12 月做出了最终驳回决定。Proctor 通过美国专利

商标局提起上诉，专利仍然有效，又上诉到专利复审委员会进行审议。2008 年 4
月委员会最终做出裁决，拒绝了所有的专利声明要求，但这已是 9 年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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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tor 声称利用该专利在美国销售的黄色豆子为他获取了 0.6 美元/lb①的利润，

2009 年 7 月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证实了这一决定。 

10.2.3 支持农民利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作物新品种：政策补贴 

补贴是由政府或其他机构提供的一种奖励形式，旨在鼓励个人参与政府可能

无法开展的活动。补贴是一种常用的手段，通过降低最初风险和学习使用新技术

的成本，促进农业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通过克服暂时的市场失衡，补偿基础设

施的固定成本，降低风险，补贴提高了投入的成本(良种、化肥、农药、贷款)以

增加农业产出，最终实现减少贫困的目的(World Bank，2008)。在文献中可以发

现很多通过推广特色作物和品种得到补贴的成功例子。例如，如果没有政府在信

息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亚洲的绿色革命就不会成功。特别是在印度和中国，

由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及在农业研究和发展中的投入，高产小麦和水稻品种得到

推广；同样，在非洲，对玉米种子的补贴、对玉米食品价格等的经济鼓励措施，

使玉米在非洲得到应用和推广。最近由印度西孟加拉邦地方政府启动了补贴微型

设备计划(minikit)，旨在强化水稻和其他作物品种的推广。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补贴阻碍了作物多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通常

是针对那些正规渠道的主要作物(水稻、小麦、玉米)等良种的补贴限制了农民选

择种植其他作物，包括那些他们赖以维持生活的小杂粮、豆类和块茎作物，限制

了这些品种和非注册的其他传统品种通过替代育种进行更新或进行参与式品种选

育(将在第 12 章进行讨论)。 
一些研究表明，菲律宾政府对杂交水稻的大规模补贴影响了农民选择杂交稻

和纯系水稻品种的识别能力(Cororaton and Corong，2000；David，2000)。印度传

统作物如谷子、高粱、豆类这些可以保证农民粮食安全的重要传统作物得不到农

业补贴，而对杂交水稻等种子的补贴可高达种子价格的 50%～60%，有时还可以

得到免费分发的种子，虽然这些种子的质量有时不是很稳定，但还能得到化肥、

机械、灌溉等农业投入的各种补贴。 
中亚苏联共和国的一些地区得到政策补贴的作物，其生产是受政府监管的。

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仍然有这样的指挥和监控机构，使农民

在某些情况下(在最好的水浇地)陷入种植棉花和小麦的僵化栽培模式，这剥夺了

他们的自由选择权。国家对棉花的各个环节进行干预，如棉花交货详细日程和用

地面积、播种和收获时间、产品价格。作为回报，一系列计划需要与国家扶持的

项目保持一致，保障棉农获得充足的水、能源和肥料的补贴。政府的做法是保持

对小麦和棉花等受政策扶持作物的水和其他生产投入的供给，使农民放弃对不受

———————— 
①1lb=0.453 59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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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扶持作物的投入(Lapeña et al.，2013)。在哈萨克斯坦，补贴方案应用于列入

优先发展名单中的作物，首先满足粮食大农业生产的需求，而忽视了小农场。2009
年，财政支持计划建立支持常年种植的水果和浆果树木与葡萄园，但仅限于在国

家注册登记的植物品种且面积在 5hm2 以上的现代生产系统，而忽视了利用祖传品

种且低投入传统栽培方法的小农场主的利益(Lapeña et al.，2013)。 
对农民田间作物多样性管理的补贴可以采用综合的公共补贴方式，而不是仅

仅考虑对农业的影响。例如，在墨西哥，政府的农业项目对促进杂交玉米推广发

挥了重要作用，而另外一个减贫计划(“机会”项目)赋予妇女更大的权力，促进

了传统品种的保存(Bellon and Hellin，2010)。 
在印度，通过粮食分配系统(公平价格商店)对贫困的人进行补贴，支持小麦、

大米、玉米和蔗糖的消费。其他粮食安全计划，如学校提供的正餐也完全基于大

宗粮食作物，因此影响了印度农民种植传统农作物的积极性，对粮食需求产生了

消极影响(López Noriega et al.，2012)。 

10.3 决策进程：概念和方法的总体概述 

术语“决策进程”通常指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问题作为公众所关注的事务

被提上议程，由政府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无法定义的机制被提出来进行讨

论(Keeley，2001)。决策进程列述如下(Karl，2002)。 
(1)规划(包括信息收集、分析和决策)。 
(2)实施(包括法规、规章和制度的制定)。 
(3)监测和评估。 
根据传统方法进行决策仍然是普遍采用的方法，决策进程采用自上而下的线

性模型，其中要求决策者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以确保决定的合理性，并预测到

政策将按以下顺序执行(Hogwood and Gunn，1984；Fischer，1990)。 
(1)分析和界定问题的性质。 
(2)确定可能采取的行动。 
(3)权衡备选方案的优点和缺点。 
(4)选择最佳的解决方案。 
(5)执行政策。 
(6)结果评估。 
线性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决策进程，但有证据表明，实际上这个制定

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运作方式。政策设计和实施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其中包

括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磋商，结合不同知识背景，参与者之间权力的权衡，同时预

测了执行过程和结果(Dobuzinskis，1992)。此外，政策的实施要求先采取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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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来检测政策的有效性，包括能力建设、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解决冲突、

妥协、应急预案、资源调动和调配(Sutton，1999)。 
制定政策的方式多种多样，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没有一个模型是绝对有效的或适

用的。决策的制定取决于环境背景，根据现有文献和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建议有

关作物多样性农田保护和利用研究及开发项目的政策需要基于以下几个重点领域。 

10.3.1 明确政策改革的领域 

政策干预要求必须根据农民需求，综合分析他们获得作物多样性及其管理的

限制因素，结合现有政策和法律框架，评估其执行水平和存在的问题。以下问题

能够指导这样的分析。 
(1)什么政策会影响农民决定种植哪些材料？ 
(2)哪个层面的政策才具有影响效果？国际、区域、国家、省市还是县一级？ 
(3)政策能得到完全实施吗？哪些机构负责政策执行？ 
(4)政策在何种程度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是否有更有效的办法/解决方案？ 
(5)决策进程的哪一部分需要更多的关注：信息收集、分析、决策、法律法规

的制定、机制建立、评估或其他？ 
(6)哪些政策改革的制约因素是可以预见的？ 

10.3.2 了解政策制定过程的背景 

了解政治背景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决定政策影响的可能切入点，评估可能的

政策干预的可行性，并影响决策和采取适当实施方法。政治环境由许多因素决定，

以下是一些最相关的因素。 
(1)国家的政体类型(民主制或集中制)。 
(2)政府的结构(集中或分散)。 
(3)透明或封闭、官僚主义。 
(4)公民参与法律和政策制定的文化氛围。 
(5)影响和制定政策的现有渠道。 
(6)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农业的优先发展计划。 
(7)政府的意愿和进行农业政策与机构改革的能力。 
(8)对农业领域产生突发性或渐进式影响的因素，如过渡到市场经济、国际贸

易协定、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冲突或和平协议等。 

10.3.3 采用参与式政策研究和发展方式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可以理解为一个过程。由个人、团体或组织选择积极参

与决策，或者可以影响决策，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这种方式已逐步被国家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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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在制定农业政策时普遍采用。在政策决策中引入参与式的模式，是对政策过程

理解的回应，它偏离了传统的线性过程，并承认政策制定过程和执行的复杂性。 
有人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可能会影响决策者忽略边缘地区人群的利益

(Martin and Sherington，1997)。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模式可以分为不同的方式(如当地

的、传统的、学术的)，以了解和共同解决复杂的问题(Greenwood et al.，1993；Stringer 
and Reed，2007)。通过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这种模式，政策才有可能是全面的、公

平公正的，由此，平衡了价值观和需求的多样性、人类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

关系。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能发展新型合作伙伴关系，避免敌对，有利于倾听

对方的意见(Stringer et al.，2006)。其结果是，提高了政策的有效性，从而提高了目

标群体的接受度、持久度和扩散度(Fischer，2000；Beierle，2002)。 
参与式方法的潜在好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和利用作物遗传多样性时显得尤为

重要(见第 5 章和第 8 章)。政策问题需要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从农民到植物

学家、私企代表和政策制定者)，并结合各个不同学科(生物、农学、人类学、社

会学、经济学、政策)等，这一学科综合体对政策制定过程具有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目前政府的传统条块分割结构可能是执行作物遗传多样性保护政策的

障碍，因为批准、支持和执行这些政策的是政府部门，而不是传统上专门负责农

业和自然资源管理的部委(即农业和环境部委或部门)。其次，决策过程中利益

相关者的参与性不足，可能导致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或者可

能与他们的利益或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相冲突。通常在偏远地区的小农户会遭

遇这些情况。 
总之，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以确保保护和管理政

策基于科学证据，即法律条文在技术上站得住脚，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考虑经济和

社会政策的影响。 
在决定采用哪些参与式方法用于政策相关的活动时，会考虑有多少利益相关

者参与到一个项目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①项目目标；②需要和

可利用的资源；③周边的政治环境(如上所述)；④项目执行中由谁来牵头(政府机

构、研究机构、民间组织)。如果项目存在很强的干预成分，那么政策评估和改革

将是其主要目标之一，建议该项目采用的参与性模式，不仅包括收集来自不同利

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还包括相互间交流的信息。鉴于农民作为作物在地多样

性的管理者，应发挥其核心作用，项目考虑农民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理想的情

况是，政策研究本身应该由农民与其他相关者来合作完成，以便听取当地社区的

意见和建议。 
通过大量的参与式方式，包括构想、测试和评估，能提高参与者在农业政策

制定中的作用(Reed，2008)。表 10.1 介绍了这些方法的不同类别，从小规模、小

范围参与到大范围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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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用于政策研究的参与式方法 

参与式方法 利益相关者 活动和方法 

信息共享 利益相关者了解自己的权利、责任和选择 
起草政策草案、进展报告，通过传统媒体(广播、电

视、报纸)和网站与电子邮件等电子方式共享现有政

策报告，或者在公共场所设立信息宣传栏 

磋商 

利益相关者有机会进行互动，反馈意见，并

可以表达建议和关注点； 
分析和决策通常由非利益相关者完成，不能

保证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被采用 

设立论坛进行讨论，如圆桌会议、公开听证会、小

组座谈会、网络会议 
调查(现场或网络调查)。政府的咨询工具如民意调

查、对政策草案的意见征询期。常设咨询机构，如

公民委员会、利益相关者代表的咨询委员会 

合作与达成

共识 
利益相关者协商定出立场并帮助确定优先

级，但整个过程由外部人员指导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平台 
共识会议 

决策 利益相关者在项目、决策设计和执行中发挥

作用 
公民陪审团 
市民论坛 

合作伙伴 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 公共活动 

赋权 权利从决策和资源拥有者向利益相关者转移
合作伙伴 
联盟 

注：修改自 Rietbergen-McCracken(1996)和 OECD(2001) 

10.3.4 确定参与政策评估和制定的利益相关者 

描述参与者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确定那些与保护和利用农田作物遗传

多样性有利害关系的组织及个人。以下问题可以指导这项工作。 
(1)在地方层面有哪些团体和组织？ 
(2)他们代表谁(农民、推广服务站、民营企业、消费者等)？ 
(3)是否存在代表性不强的情况(如女性、原住民)? 
(4)团体和组织之间存在哪些权力和动态的关系? 
(5)在参与式政策研究和制定过程中他们有哪些经验？ 
(6)哪些人群、社团和投资方可以纳入决策过程? 
(7)在参与式政策研究中他们具有哪些或缺乏哪些技巧？ 
(8)他们需要哪些方面的能力培训？ 
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如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反映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和他

们之间的关系。 

某些与政策有关的活动项目是否适当体现农民的意愿，依赖于代表农民利益

的民间社会团体的参与。这些活动可能来自国际或国家非政府组织、农民联合会、

宗教组织、研究机构或其他人。在与专门组织合作时，必须根据自身的优势和劣

势进行比较，分析他们可能的潜在角色。下述是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选择地方层

面合作伙伴的标准(IFAD，2001)，可供参考。 
(1)了解当地情况。 
(2)承诺在参与式方法的框架下加强当地组织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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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自己的管理方法纳入社区计划。 
(4)愿意合作和与他人分享知识。 
(5)承诺调动本地资源和响应当地社区变化的需求。 
(6)明确而公开透明的组织结构。 
(7)具有熟练技术、经验、合适的管理和设施，可完成该项目任务。 
关于政策制定，可以增加以下标准(Karl，2002)。 
(1)组织/机构和当地社区之间的信任关系。 
(2)向当地社区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的能力和承诺。 
(3)有能力和决心直接交流及沟通。 

10.4  制定政策支持农民作为作物多样性的 
发起者、管理者和守护者 

10.4.1 确保农民获取利用田间多样性所产生的惠益 

应提高因保护和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这在 1992 年通过的《生物多样性

公约》(CBD)已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生物多样性公约》将各国对遗传资源的主权转

化为三项具体原则：①国家有责任保护在其境内发现的遗传资源；②获取这些资源

的监管能力；③由于使用这些资源，有权利得到部分惠益，包括以货币的形式支付。

获取和惠益分享(ABS)办法由《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并在 2010 年《名古屋议定

书》中得到重申，将创造良性的利用循环，并在保护方面进行再投资，使发展中国

家保护遗传资源所需的资金可以源自这些资源的商业化利用(Stannard，2012)。 
经过多次谈判，以同样的方式通过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PGRFA)，创建了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多边系统(多边体系)，通过该条约，缔约方

提供了获取 64 种作物和牧草遗传资源的便利，对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根据条

约，商业利用这些资源所产生的货币收益，部分必须存放在一个多边基金中，旨

在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项目

(Halewood and Nnadozie，2008；Manzella，2012)。然而，到目前为止，CBD 和

PGRFA 尚未实现引导商业利益的一部分用于补偿农民田间保护植物多样性的目

标。目前，该条约的多边基金被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保护和开发项目，这些捐

款来自会员和国际组织。在 CBD 的框架下，农民没有从利用农业和粮食加工的商

业企业那里直接得到田间保护的好处，这些公司仅依靠他们自己收集材料和来自

其他公共及私人机构的育种材料。由于大量的公共收集材料可以免费获取，种质

资源和信息可以免费使用，商业企业就不必从农民那里获取田间作物遗传资源。 
为了确保农民可以获取由他们生产、保存和管理遗传多样性所产生的惠益，

政府和组织有责任将遗传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的责任制度化，明确农民利用植物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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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资源从事商业和非商业参与性活动的性质，告知他们这些资源是否已经被基因

库收集或农田收集。条约体系向这方面发展，但是由于国家执行力的滞后、系统

范围的限制暴露了多边系统的潜在问题：不能涵盖所有的农作物，只有获得专利

的作物遗传资源实现商业利益时人们才有权分担惠益。 
由公共和私营机构领导的“获取和惠益分享”(ABS)行动建立机制，以综合

分析国际和国内法律的成功或失败案例为指导，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农民和其他

人员维持田间遗传多样性。在这些法律中，印度和泰国的例子值得关注。2001 年，

《印度植物新品种保护和农民权利法》涉及了利益分享问题，建立国家基金的目

的是从利用传统知识或地方品种进行繁殖且成功的公司那里筹集资金，将这部分

钱用于原有的植物遗传资源持有者。1999 年，《泰国植物品种保护法案》也创建

了一个利益分享基金，但泰国的基金未与利用遗传资源或利用知识所产生的实际

利益建立关联，它是为泰国植物品种申请所作的贡献。 

10.4.2 促进农民权利的落实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第 9 条(该条约由 FAO 大会于 2001 年

通过)是专门针对农民权利的(资料框 10.1)。根据该条例，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

提高和保护农民的权利。根据条约文本，包括保护农民的传统知识、利用植物遗

传资源进行粮食和农业活动产生效益的获取，参与决策，以及保存、利用、交换

和出售在农田保存的种子及繁殖材料的权利。 

资料框 10.1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第 9 条 

农民的权利 

9.1 签约各方认可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品种起源中心和多样性中心的土著农

民及社区，在保护和发展植物遗传资源方面，已经并将继续为世界粮食及农业

生产做出的巨大贡献。 
9.2 签约各方一致认为，各个主权国家有义务承担实现农民权利的责任，因

为这些权利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关。考虑到农民的需求和优先权，每

个签约方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应当尽力保护和提高农民的权利，包括： 
(a)保护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 
(b)公平参与分享开发粮食和农用植物遗传资源所带来利益的权利。 
(c)参与制定国家有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粮食及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决策的

权利。 
9.3 本条款中的任一项都不能限制农户在符合本国法律的情况下，对其自身

拥有的种子或繁殖材料的保存、使用、交换和出售的权利。 

 科
学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第 10 章 政策和农田作物遗传多样性 ·169· 

 

然而，理解农民权利及其落实的方式仍然不是很清晰。国际条约管理机构已

采取措施，指导各国有效地承认农民的权利。最后，在“农民权利”这一总体概

念下的措施应着眼于提高农民作为田间遗传多样性的监护者和创造者的作用。世

界各地的许多经验，如如何创建激励机制、消除不利因素、发挥农民的作用，为

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案例，这些将在第 13 章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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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11  政策和一些法律框架阻碍了农民获取及管理植物多样性，为了让农民可以从他们挖

掘、保存和管理的遗传资源中获益，政府和相关组织有责任完善共享机制，确保农民参与到财

政和非财政的植物遗传资源研究及商业活动中。相关保护和利用作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其他

确保农民权益的政策都需要确保各方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利益 

左上：在生物多样性展示会上尼泊尔农业大臣和农民获奖者交流互动。右上：农民 Saraswati Adhikari 在尼泊尔自

己的农田中培育水稻。左下：2013 年 5 月社会协作网分析培训班，以确定参与执行卢旺达《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国际条约》的实施者的培训 b 班。右下：来自 30 个国家的与会者在 2013 年 2 月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利用农业

生物多样性保障可持续粮食安全全球论坛上讨论南南合作。照片来源：B. Sthapit(左上和右上)，G. Otieno(左下)，

C. Zananiani(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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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农田、社区和景观 

在不同社会和时空尺度下的遗传多样性及其选择压力 

阅读本章后，读者会对以下内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1)决定传统品种所表现的遗传多样性的农民管理和进化因素之间的关系。 
(2)选择的重要性。 
(3)传统农田系统中，种子系统的运转机制。 
(4)社会、空间和时间尺度对多样性模式发挥的作用。 

11.1 引  言 

前面的章节描述了了解环境、社会、经济和政策影响传统品种的管理及使用的

方法。这些因素与作物的生物学、生产特征共同决定了农民和社区维持生产系统中

传统作物多样性的管理实践。这些生物、遗传、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并非

各自独立，而是共同运作、形式多样且相互影响。通过影响生产系统中品种内、品

种间可观察到的遗传多样性的方式，与农民的管理实践共同影响选择、基因流动、

突变、迁移和重组。本章探讨了生产过程和生产系统的不同方面如何影响遗传多样

性，并描述了探究不同的社会、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各种因素对遗传多样性影响的调

查方法。研究这种复杂的情况，需要多个领域、相互交叉、跨学科的方法

(Vandermeulen and Huylenbroeck，2008)，具有不同专业知识的研究人员合作达成

共识。需要整合收集到的数据，以便不同研究人员收集的数据能够有机结合。 
本章采用的方法是首先研究作物生产的不同阶段：种子管理和播种、作物生

长、收获用于繁殖的种子或植物组织。选择是影响传统品种多样性的主要驱动因

素，本章有一节主要是探索农民选择的结果。种子交换作为保护传统品种的主要

方面，对多样性模式有巨大影响，对种子交换模式和范围进行了分析。本章的最

后一部分讨论了更广阔的领域——社会、空间和时间——这将会影响在任何生产

系统中观测到的多样性。 

11.2 作 物 循 环 

作物生长期间，播种、种植和收割都会影响传统品种内部和品种之间的遗传

多样性。前面的章节描述了许多影响作物管理措施(如播种、移栽，以及除草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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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频率)的具体因素，包括现有劳动力的最佳利用(见第 9 章)或者减少霜冻或病

虫害的具体管理措施(见第 7 章)。例如，涝地或特别多石的农田，或霜冻地带，

可能需要特定作物或仅适用于已知耐受这些条件的某些作物品种。这些品种可能

是罕见的，在小范围种植，必须以各种方式进行管理，以确保它们能够适应特定

的田间环境。 
了解传统品种保护，并确定相关的重要的环境、农艺、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

首先可以为正在研究的作物制定作物日历(见第 6 章)。这项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将不同品种和作物的分布信息与生产季节(当地时空维度)的栽培措施相结合。品种

间播种和收割期的差异，可能对现有劳动力的优化利用或为了避免交错授粉而错开

花期很重要；在管理和投入方面有不同需求、具有不同生长周期的品种或作物混播，

能够优化资源利用。这种资源优化利用在田间和社区层次都能得到体现，并且可以

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表现在现有劳动力合作使用或共享收割/耕作设备。 
综合人为因素、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合理采样，对确保收集到的信息所反

映的情况或样点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是非常重要的。抽样规模取决于任意一组样本

的变异总量。与小样本量相比，大样本量能提供更多样本间的差异信息。许多多

样性研究表明，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在更多的地点采集较少的个体，与在较少

的地点采集更多的个体相比，能够获取的信息量更多(Frankel et al.，1995)。 
采取随机抽样还是系统抽样是一个关键问题。随机抽样的主要目的是检测和评

估一个因素与另一个因素分布的相关性。应该设计采样程序，探讨社区内遗传多样

性的分布与社会、经济、生物、环境和作物管理因素的相关性。拥有更多分散土地的

农民，是否拥有更多的多样性？在社区中，某些选种实践是否与任何水平的遗传多

样性都相关？在景观尺度上，采取家庭随机抽样，可能更有利于分析上述这些问题。 
全部样点都进行随机抽样，可能适合于了解影响作物多样性的主要非生物、

生物因素的范围和多样性(见第 7 章)。虽然随机抽样是统计学上最稳定的方法，

但是特别耗时。定期或系统抽样很容易实施，但可能不太适合进行统计分析。折

中方法是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利用分层标准将研究点或者种群划分为不同层次，

从每一个层次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样本。 
分层抽样法有助于减少跨多学科收集的数据的抽样大小。这对于在既定时间

和资源限制的情况下避免采样总数不合理很重要。例如，因社会经济因素而抽样

的家庭数量与用于遗传分析抽样的每户家庭的作物数量相乘，每个作物的品种数

量与每个品种抽样的植株数量相乘。减少样本量要求数据收集结构化，以符合具

体时空尺度的可检验的假设，本章后面会介绍一些例子。无论选择哪种抽样方法，

人类、环境和遗传多样性因素的某些部分将不会被抽样。 
在不同时间收集数据时，可以使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来研究随时间变化的变

量之间的关系(Kendall and Ord，1990)。时间序列分析法的基础是连续观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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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测变量可以被视为信息信号。在不同的时间间隔，对信号进行采样会产生一个

离散信号或时间序列。自相关系数用来衡量由一个特定的时间间隔分开的测定值

的相似性；而相关系数是用来检测随时间变化变量之间的变化规律。功率谱分析

是比较事件出现频率常见的统计工具。功率谱分析用于确定数据的频率，它能够

指示随着时间变化的不同频率，即最具变异性的数据。这些工具通常需要大量的

数据点或采样次数。在某些情况下，计算类之间的转换概率非常有趣[例如，确定

研究区域内，在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中生长的不同作物品种(见第 6 章)或者具有

不同利用价值的不同作物品种(见第 8 章)，然后使用模型来模拟由于土地类型或

作物利用价值改变，作物品种随时间的变化]。 

11.3  收获材料的利用和传统品种的多样性 

已有大量文献描述了许多不同作物品种的收获实践，以及确保品种满足不同

用途或满足多种用途的重要性(Balick，1997；另见第 7～9 章)。研究种子作物的

第一个方面，是农民区分收获的种子用于消费或者用于再生产的程度。一个地方

的农民区分种子的层次、他们实施的实践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将会影响他们贮存

种子的方式，本章的后面会对此进行讨论。 
收获产品的利用方式影响着品种的多样性和品种选择。利用方式——生产的材

料用于特定市场、环境或文化活动，或者更多的用途——会影响农民的选择，从而

影响材料的遗传多样性(Rana et al.，2007)。利用方式也会改变管理实践对作物品种

遗传多样性的影响。用于烹饪或具营养品质的品种、作为饲料或屋顶材料的品种，

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多样性。生产的最终目的会影响农民对品种纯度或者典型种植材

料的关注度。表 11.1 列出了研究影响遗传多样性的利用方式需要考虑的主要方面。 

表 11.1  影响传统品种特性的收获材料的不同用途 

利用特征 品种特性 

利用方式 特定(单一的特定用途，如满足市场需求的谷物、高质量的巴斯马蒂大米) 

 多用途(专门为提供多种用途而种植，如粮食和饲料) 

 通用(根据需要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 

利用类型 粮食(如贮存、烹饪、营养、熟食的特征、味道) 

 饲料(如质量、产量、不同家畜的适口性) 

 建筑材料(如盖屋顶、围墙栅栏) 

 酒精饮料(啤酒、烈酒) 

 药物(如适合哺乳期妇女或者不同的疾病) 

分配方式 家庭消费 

 出售给个人 

 出售给当地市场 

 作为高价值产品出售给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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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利用方面或类型常常是互相结合的。因此，在西非，高粱的秸秆产量和

种子产量都很重要，为家畜提供饲料和为人类提供食物(Nordblom，1987)。农民

倾向于选择生长旺盛且种子产量合适的植物。像印度香米这样的特殊品种的种植，

是为了满足高消费群体的需求。种子和作物的保存决策的制定将确保保存这些品

种的多元价值。例如，在作物生长过程中，避免与其他种子混杂，仔细进行田间

去杂或者耕作。一批种子可以被看作农民管理的单元，即农民将这批种子作为单

独的单元进行管理。 
在大多数社区仍然种植传统品种，粮食安全是主要目标，产量和可贮存性一

直是农户的主要关注点，这使产量成为重要的选择标准，产量和其他利用特征往

往受复杂的基因控制，第 4 章和下文提到，选择的目标可能涉及大量不同的复杂

性状，导致选择的整体有效性也许会非常低。在特殊情况下，基于特定利用目的

的选择，必须与其他农艺性状结合，如病虫害抗性。 
保存许多适于不同用途的品种，是满足复杂的多重目标的一种途径，这似乎

是自花授粉或无性繁殖作物的特殊特征，如水稻、马铃薯和香蕉(品种选择的更多

内容参考第 9 章)。在其他作物中，品种多样性可能为农民提供一种实现多重目标

的途径，或提供可接受的折中方案。记录不同品种的不同用途、不同用途的相对

重要性及相关特性(必要的、合适的或可选择的)，这是多样性分析过程中必不可

少的部分，第 5 章对此进行了描述。 
大量文献表明，农民对于鉴别和保存他们的作物品种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

例如，西非农民鉴定来自许多不同地方的水稻类型并且保存它们认为有价值的特

征(Richards，1986)。这些作物品种可能是异花授粉、遗传重组或者无性繁殖作物

突变的结果。这些农民很可能了解更多知识，并且对变异作物及其繁殖产生新品

种的可能性特别感兴趣。这种做法似乎常见于自花授粉或无性繁殖的作物，在这

些作物中保存新确定的作物类型的机会大于异花授粉作物。 
对传统品种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的种子管理，分为 3 个方面：①种子大小和

形状，包括地点、时间的选择，以及挑选的用于种植的种子比例；②在收获和播

种期间，农民对种子的管理或贮存；③农民对不同作物不同品种的种子的保存和

交换方式(称为“种子系统”，下文进行讨论)。注意，如前几章所述，“种子”一

词是指作物的繁殖材料，包括根、球茎、块茎和其他繁殖材料。虽然“种子”包

括根、块茎或球茎，但是下面主要介绍真正种子的保存。许多果树和坚果作物通

过扦插繁殖，通常是嫁接在特定的砧木上(通常是相关的野生物种)，该品种的遗

传基因不变，大多数浆果(草莓和覆盆子)也是如此。在这些作物中，所谓的种子

系统的运作方式完全不同；除了突变，选择和其他进化因素对繁殖材料的遗传结

构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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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种子大小和种子特征 

在大多数一年生农作物(谷物、豆类、油料)种子中，收获的种子远远多于

下一季的播种量。因此，通常源种群规模大，它的基本特征是收获的品种包括

杂交后代。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农民选择不同作物的特定植株或收获的种子，

为次年提供种子。农民也会在确定具有更好的土壤、水分或其他生长环境的农

田里选种。收获前可能在农田里选择，或者收获后在打谷场进行选择。选择种

子的地点很关键，可以选择一个小规模种群。在墨西哥的Cuzalapa，Louette(1999)
指出，农民使用约 40 个玉米穗的种子进行下一季的播种。她认为，在异花授粉

作物中，小种群的保留将会导致多样性丧失、近交衰退的可能性，尤其是对于

相对生长量较少的品种。然而，异花授粉和品种之间的基因流动，保持了该地

区的作物多样性。 
虽然有很多为未来作物选种的成熟案例，但有很多情况似乎是没有进行实践

的。这可能是农民、社区、文化特征，或者特殊环境等因素影响(贫困、管理、收

获时缺乏劳动力、家庭变故)的结果；在任何调查研究中，都需要对这些不同的因

素进行区分。 
蔬菜作物的种植数量通常比种子作物少得多。通常谨慎地选择一棵或两棵植

物，就能够为后茬作物提供种子，并保留成熟的水果和种子。因此，对这些作物

的选择压力可能会更大，有效的种群规模则较小。对于远交繁殖的作物，如叶菜

类蔬菜，需要留下足够的植物以确保异花授粉以及防止近交衰退。 

2. 种子贮存 

种子贮存对于保存传统品种、确保在下一次收获之前家庭有足够的食物非常

关键。世界各地的农民和农村社区已经开发了各种不同的贮存种子的方法，包括

特别设计的容器。诸如以牛粪、煤灰或者其他化合物作为添加物，用来降低病虫

害的风险；在特定环境中保存，如农场烟雾弥漫的椽子(Lewis and Mulvany，1997；
Latournerie Moreno et al.，2006)。 

另外，保存用于下一年播种的种子和用于消费的种子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即

使分开保存种子是正常的做法，在歉收的年份也不可能做到。然而，即使在内战

或灾难造成饥荒的情况下，农民也经常保存一些传统品种的种子(Sperling and 
McGuire，2010)。 

在确定种子贮存方法时，社会和文化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反映在以下特

征中，如种子贮藏方法和农民所采用的不同方法，以及负责种子贮存的家庭成员

的身份(Latournerie Moreno et al.，2006)。环境因素也很重要。干燥环境中的种子

贮存比潮湿的热带气候中的种子贮存容易得多。通常，家庭经济状况可能会决定

是否有种子可用于明年的作物种植或满足本年的使用。 
捕食或病害导致的种群规模减小可能是影响贮存材料遗传结构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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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倾向于选择对特定病虫害的抗性较强或者可以在特殊贮存环境中存活的

种子，这些都由遗传所控制。在任何调查中，都应该对来自不同农民和不同品种

的贮藏种子质量进行研究。这为可供生产的种子及任何可能影响贮藏期间遗传多

样性选择的状态或特征提供了测度。 

11.4 作物生产和种子管理的选择 

选择，发生在田间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的整个时期，是作物生长过程中的主要

进化因素。一部分种子不会发芽，或无法存活到收获时。第 4 章描述了选择的主

要特点。Allard(1999)将选择定义为“任何使具有不同基因型的个体在下一代中不

均等出现的非随机过程”。我们发现在传统农业系统中，许多过程和农民的决定对

农业社区遗传多样性产生直接影响或潜在影响。当这样的过程导致遗传变异的组

成发生变化时，就是我们所说的进化。不是所有的选择过程都会导致进化(例如，

当一个等位基因频率均衡的种群经过平衡选择时)。 
种群内的个体与一个物种的不同种群，其生存率和繁殖率不可避免地存在

差异。然而，繁殖过程中的变异不一定会引起进化。为了改变物种的遗传结构，

受青睐的个体必须与种群中其他个体具有一致的遗传差异。也许因为这些个体

携带某一基因或基因的特定组合，并为传统品种提供了令农民认同的用途而受

到青睐。 
进化特征的改变受育种体系的影响很大。对于远缘杂交物种，除非通过致

密的染色体连锁联系在一起，否则基因会被重组。对于自花授粉的二倍体物种，

近亲繁殖会降低重组速度，有益的等位基因组合在一起的时间更长。然而，近

亲繁殖使每一代中受青睐的基因型的杂合子减少了一半。当植物通过块茎、块

根或种子进行无性繁殖时，整个基因型将被保存，并且对克隆的全部基因型进

行选择。 
农民通过各种农艺措施进行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选择(如细化出苗、移栽和田间

去杂；Rana et al.，2011；图 11.1)。这些措施实施的时间和地点可能会促使一些

基因型的保留，同时消除其他基因型。农民可以从他们农田的某一特定部分选择

种子，这些地方是他们为收获种子进行专门管理的，或者改善了土壤条件，或者

经过了广泛除草。 
在墨西哥，通常在收获后脱粒前对玉米进行选择，留存整根玉米为将来的作

物作种子。这种方法也适用于非洲不同农村社区中的高粱或珍珠稷。Gautam 等

(2009)的报告指出，在尼泊尔，通常是在田间选择下一代的种植材料，无论是在

作物成苗期还是在第一次结果时，此时农民选择芥菜(Brassica juncea)、丝瓜(Luffa 
cylindrical L.)和黄瓜(Cucumis sativus L.)中最好的植株或果实用于保留种子。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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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芋头、豆类这样的作物中，农民利用食用之后剩下的部分作为繁殖材料。

Gautam 与其同事认为，农民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关键物种的繁殖特性相

关，而且农民在选择自然授粉作物的种子时更谨慎。 

 
图 11.1  尼泊尔水稻种子选择的不同时间(Rana，2004；Hodgkin et al.，2007；承蒙国际生物多

样性中心授权) 

确定收获过程中选择的有效性或重要性，包括专门设计实验，随着季节变化

和在相关的种植系统下，将不同的农耕方式与农业形态和分子特性联系起来。 
在异花授粉种子作物中，如玉米或珍珠稷，也许重要的是开花期的基因流动。

在生产和收获期间，农民的选择可能是为了阻止基因流动和重组，以确保保留品

种的优良特征。在喀麦隆，Barnaud 等(2009)发现，生产和收获期间的选择，尽

管在农田及其周围存在作物自然授粉的特性、野生型和中间型种子，但仍保留了

品种特性。 

11.4.1 选择的层次和模式 

选择可以在多层次进行。我们只强调对有利的特定基因进行选择。选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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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涉及受青睐的特定性状(如谷物含量和质量、株高、植株成熟度、确定性等)。

在这种情况下，关键问题是个体之间这些性状差异的遗传基础。如果优选性状的

遗传性强，编码该性状的基因频率就会增加。同样的，选择可以发生在一个物种

或品种的不同种群之间。在这一水平上的选择，对于一个种群的偏好，将意味着

在这一物种中，该种群与其他种群的任何基因组成差异都会增加。在种子协作网

中，有强烈的首选种子来源或“关键农民”时(见下文)，我们可以预测这样的趋

势。潜在关注的第三个层次是品种之间的选择。在这个层次，整个品种可能都未

受到农民的青睐，并且它独有的任何特定的基因都会丢失。 
第 4 章详细论述了选择理论所认可的多种模式，包括定向的、稳定的、破坏

性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时间和空间的，以及其他类型。通常情况下，对一个

种群单一特性的选择并不是按一种模式进行的；相反，是多种模式的协同作用。

最突出的方式是农民选择(所谓的人为选择)与环境选择(生态或“自然选择”)的

相互作用。农民凭借对作物应对环境挑战、提高生产力的能力的了解，的确选出

了适应农田环境的不同品种。 
在一定程度上，该条件下的遗传变异很好地反映了农民的选择，为了保持生

产力，农田环境特征相对稳定，也会增加选定植物的基因频率。“人工”选择和自

然选择以这种方式相互加强。选择具有抗性或其他特性的品种，将有利于农民和

该品种的遗传进化。一个典型的例子，驯化的基因(如谷物的不易碎基因)有利于

收获时农民保留种子，因此，无论农民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种，用于播种的种子

中该基因的频率都会增加。 
实施传统农业的社区，包含不同的亲属关系、区域或环境。社区成员也不

同程度地共享种子、知识和生态多样性。其结果是决策产生“多生境”的局面。

与统一并强制执行海关、法规、市场、用途和环境相比，我们希望这样的模式

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护多样性。这种模式的重要性在于可以记录农民多元选择

的标准，并且承认大多数传统农业系统中一个基因型不适合所有的农民、生产

环境或用途。 

11.4.2 农田系统调查的选择 

在考虑不同的参与式方法，以及环境、社会和经济因素影响传统品种多样性

保存或改变的选择压力时，需要特别设计调查，以验证多样性确定时不同选择类

型或优化过程的重要性，不同选择压力作用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在哪个作物生产

阶段的选择最有意义。这些调查需要充分描述选定的品种保存的过程，以及农艺

形态和分子数据的收集方法，以区分不同的进化压力。资料框 11.1 提供了选择对

多样性影响的两个非常详细的研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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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框 11.1  撒丁岛大麦和尼日尔珍珠稷的分析及选择 

A. 撒丁岛大麦传统品种的遗传结构 

研究撒丁岛大麦(Hordeum vulgare)11 个地方品种种群的多位点基因连锁不

平衡(LD)和种群结构，采用了 134 个显性简单序列扩增多态性标记。这些标记

的分子变异分析表明，种群部分分化(GST=0.18)，并聚集在三个地区。关联不同

组分的多位点分区显示，遗传漂变和建立者效应对确定地方种群多样性的全部

基因组成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也提出了上位均质性或多样性选择。对这些大麦

地方种群多位点结构的分析表明，它们的遗传结构与杂交种群和野生大麦自然

群体的遗传结构不同(Rodriguez et al.，2012)。 

B. 尼日尔珍珠稷早花期的选择 

2003 年，从尼日尔不同生产区的 79 个村庄对珍珠稷进行采样，并与 1976
年的样本进行对比，对比内容涉及品种名称、形态特征和分子标记。尽管经历

了超过 25 年的重大社会经济变迁和气候变化，仍没有证据显示该国家的多样性

损失。实际上，品种名称的数量大幅增加，而农艺形态和遗传多样性的数量相

似。一个主要的变化是早花基因的频率。这也许反映了该地区的气候压力有所

增加。与 1976 年的样本相比，2003 年的样本显示了珍珠稷较短的生命周期，以

及植株和穗的大小减小。phyC 基因位点的早花期等位基因频率在 1976～2003
年增加。早花期等位基因频率的增加超过了漂变和采样的影响，表明早熟选择

对该基因有直接作用。研究表明，经常性的干旱导致萨赫勒地区的主要作物选

择提早开花(Bezancon et al.，2009；Vigouroux et al.，2011b)。 

11.5 种子供应模式：“种子系统” 

种子系统和种子交换协作网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促进或限制多样性的保存。

理想情况下，上述分析包括了解农民个人认定和保存的不同作物不同品种的数量，

以及保存与交换种子的比例，农民或社区之间不同作物或品种的特点、程度及操

作方法。 
Hodgkin 等(2007)综合分析了农作物种子系统，最近 Pautasso 等(2013)综述

了种子交换协作网。前几章，特别是第 8 章，介绍了一些重要的传统品种种子供

应系统的特点。Hodgkin 等（2007）探讨了种子系统的不同特征对基因流动、迁

移、选择和重组的影响，强调了在确保保存特定品种从而满足农民需求的同时，

保持种子系统高度多样性的重要性。Thomas 等(2011)在他们的综述中强调了社会

和文化因素与种子系统的遗传特征之间的联系，以及其对传统作物品种保存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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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Pautasso 等(2013)主张使用一系列不同的方法来分析种子系统。这些方法包

括人种学和描述性研究，与农民合作的参与性研究，生物地理分析，实验(种子释

放)研究，调查相关性，以及荟萃分析。所有这些方法，结合适当的遗传研究以及

来源于环境、生态、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信息，可以揭示种子系统对观察到的作

物模式、品种和遗传多样性的贡献方式。 
现代品种通常从规定的来源(种子公司、政府供应商或当地的私人供应商)购

买，而传统品种一般每年由种植它们的农民保存，或从本地市场获得。商业种子

供应商和政府来源通常被称为“正式的种子系统”，而农民保存以及个别农民或涉

及本地市场之间的交换来源被称为“非正式的种子系统”。如图 11.2 所示，两者

不是完全分开的。许多农民保存和交换来源于正式种子系统的品种的种子，作为

改良品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种子被混合在一起(Bellon and Risopoulos，
2001)。同样，受欢迎的传统品种往往由种子销售商在本地或地区市场上出售。 

 
图 11.2 当地的和正式的农民种子供应系统：两个相互作用相对较小的平行运作系统(引自

Almekinders and de Boef 2000，鼓励多样性：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发展，承蒙 Practical Action 
Publishing 提供) 

种子交换协作网在传统品种保存中发挥核心作用。它们有助于满足农民在适

当的时候有足够的首选品种种子(Weltzien and vom Brocke，2001)，使农民可以获

得面临丧失的品种种子，并帮助他们获得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或需要的新品种。

种子交换协作网也有助于基因流动和迁移，将品种暴露在新的生产环境并计数，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农民个人保持独特亚群的发展。 
协作网分析提供了一种探索农民和社区所保存的品种的特征及动态的途径。

种子协作网可以确保一个地区传统品种的持续保存和利用。它既包括保存自己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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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农民对单个品种的保存，也包括通过交换、销售和购买，以及礼物或易货实

现的种子转移。虽然交换或易货通常是在个别农民之间进行的，但买卖也可能涉

及当地市场。在许多社区，种子作为礼物，是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是

婚姻或其他重大事件的一部分。 
种子交换协作网地理范围的大小，取决于环境的异质性、不同品种的适应性，

以及社区之间的交流程度。在大尺度下，生物地理或环境因素可能更为重要；而

在地方层面，社会和文化方面可能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实践中，大多数种子交换

发生在社区内或距离不到 10km 的相邻社区之间(Chambers and Brush，2010)。然

而，交换可能发生在更大的区域。秘鲁马铃薯品种作为传统产品和管理实践的一

部分，在不同海拔地区间转移(Zimmerer，1996)。Valdivia(2005)报道称，块茎酢

浆草品种 Isleño 种薯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多样性微中心之间转运，该品种在 800 多

千米外的市场上销售。 
对种子系统的分析需要收集大量的信息，收集的信息很可能只是某个社区作

物多样性的子集，并且需要一个适当的抽样策略，集中在种子系统可能是决定观

察到的变异模式关键因素的地方。抽样策略的制定应该以检验和确认前面章节所

讨论的发现结果为目的。需要对不同种子样本进行遗传分析，从而探索不同进化

力量的相对重要性。下文总结了一些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不同作物的种子保存和交换的方法显然是不同的。作物对农民生计和粮食安

全的重要性是主要考虑的因素。更发达、更复杂的种子系统似乎在更大程度上与

主要作物相关，在无法获得种子的情况下，农民可以不执行生产计划而维持一段

时间的生计。育种系统和繁殖方式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异花授粉作物比自花授

粉或无性繁殖作物需要更多的主观选择，以保持它们的特性。因此，也许有人会

问，异花授粉作物的种子协作网是否具有更少却更安全的供应来源(如关键农户)，

自花授粉作物是否有更多数量的个人交换。所需种子数量也将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它反映农作物种子生产特性(每棵作物的种子数)及耕地面积。社会文化特征也很

重要。在有些文化中，在重要的场合(如结婚)会将特定的品种作为礼物赠送，并

且不能随便从任何合适的来源购回。 
协作网通常是以分析社区内种子交换总量，种子交换频率，以及农民获取种

子的来源这些特征来构建的。在许多情况下，家庭成员是首选的种子交换来源，

其次是邻居、家族的其他成员，以及本地市场。不同品种交换总量的数据，可以

通过遵循交换模式和追踪社区农民样本所用的种子来源来补充。这样的分析有助

于整体认识协作网，并确定不同供应者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单一的复杂协作网或

不同协作网的组成部分(Subedi et al.，2003)。显然，如第 5 章所讨论的，任何调

查都需要特别关注品种的鉴别和命名问题，尤其是当农民要为他们从其他地方获

得的品种重新命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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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年种子交换的比例可能很低，并且仅涉及小部分农民，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大量的农民迟早会参与品种交换。因此，Baniya 等(2003)发现，90%的

农民每年都保存自己的小米种子，80%的农民平均约 3 年后会更换种子。随着时

间的推移，即使只有相当有限的交换，品种也已经通过非正式的协作网被广泛传

播。一位农民引进一个新的水稻品种 15 年后，在加纳西部约有 73%的农民种植这

个品种(Marfo et al.，2008)。 
在某些情况下，经典的统计技术，如多元回归(见第 9 章)或排序(见第 6 章)

可能有助于阐明种子系统和其他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然而，种子系统的数据往往

可能不准确，家庭可能仅具有特定类型的种子来源或种子交换系统的部分所有权。

“模糊逻辑”是一种系统的分析方法，用于处理不确定的数据集(如种子来源的比

例)，部分或不确定的组分称为“模糊集合”(Baldwin，1981)。这种方法用于处

理可能不完全属于一个群体或其他群体的数据。不同的群体可以有不同的成员比

例，如正式成员(总是使用自己的种子)、部分成员(30%的时间使用自己的种子)

和非成员(从来不使用自己的种子)。 
对于任何社区的种子系统，都应该进行若干年的分析。在丰年，农民不太可能

交换种子；而在产量很差的年份，农民可能需要极大地依赖于新的供应来源。如果

整个社区经历种子收获困难，就需要利用当地市场或从其他社区寻求种子(图 11.3)。
在摩洛哥突出的工作是，在丰年或歉收年份，农民往往利用相同的品种；只有品种

的来源发生变化，从自己保存到从市场中获得(Sadiki et al.，2007)。在某些社区，

其他农民常用的各个品种都来源于特定的某些农民(Subedi et al.，2003)。 

 
图 11.3  在摩洛哥的一个村庄，丰年和歉收年份，不同蚕豆品种种子流形成鲜明对照(Sadiki et 
al.，2005；承蒙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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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协作网的运行、个体农民种子保存与交换之间的平衡、交换的模式以及

每年的变化，是决定品种保存和遗传多样性程度及分布特征的关键因素。它们以

不同的方式影响迁移、基因流、选择和种群规模。 
农民年复一年地保持自己的种子所形成的品种亚群的特点，取决于农民管

理材料的方式、他们喜欢的具体性状，以及土壤的特征。种子交换是指一个种

群迁移到另一个地点。如果农民在种子交换中起关键作用，那么在许多不同地

方相同的作物种群将会有增长的趋势，因此种子迁移伴随着均质化。如果替换

不完整——农民获得一些新的种子，并将它们与自己的种子混合——下一年基

因流可能发生交叉。基因流交叉伴随着重组，农民可以从基因重组和新的基因

型中选择他们喜欢的类型。同样的，庄稼歉收的年份，社区的大多数农民必须

从当地市场获得种子，它们也将形成统一的品种群，通过农民连续几年的选择

可能会建立新的亚群。 
以上的讨论是广泛分布在各个地区最相关的作物品种。正如前面章节中提到

的，许多品种(通常超过 50%)仅由小区域的一个或两个农民保存。这些品种的种

子交换可能并不重要，但对广泛种植的品种的种子交换的研究与稀有品种种子交

换的研究通常并没有很大区别。 
作为亚群体，偶尔在农民之间进行交换的保存的品种，可以被认为是集合种

群，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作用的同一品种的空间分离种群(Slatkin，1977)。使用

集合种群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作物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分布越来越普及。引入新品种

后，当地品种绝种的持续模式表明，集合种群研究法尤为重要。然而，正如

Heerwarden 等(2010)所提出的，几乎没有供集合种群研究法利用的数据，使其符

合农民对作物多样性管理的实际。这些表明，调查应该区分替换、迁移量和迁移

频率，并且对异花授粉作物的调查应包括花粉流及其效应的明确研究。 

11.6 传统品种与农业生态系统的社会、空间和时间层面 

作物品种内和品种间的多样性受空间和时间层面以及社区和个体农民决策的

影响。在本节中，将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这些因素，并提出了一些分析方法。 

11.6.1 社会层面 

许多影响维持多样性的决定，不是由个别农民做出的，而是由整个社区做出

的。这些决定包括影响整个社区需要获得资源的管理以及可能涉及集体行动的资

源管理的决定(见第 8 章)。在水稻种植区，往往包括涉及或反映水资源管理的决

策。因此，在斯里兰卡的部分地区，由人工湖(称为小型水库)供水，用于水稻生

产的土地数量是由既定的社会过程决定的，这一过程会考虑未来的生长季节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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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供应情况(Shah et al.，2013)。这又会反过来影响作物的土地分配。可以影响

农民决定的其他集体活动，如轮作制度下的土地分配，利用森林以获得可以维持

生计的天然林产品，以及水管理(Swallow et al.，2001)，会影响土地和劳动力的

可用性，最终影响作物和品种种植。 

11.6.2 空间层面 

对作物遗传多样性分布模式的充分认识和了解，通常涉及对景观维度的认识，

这是比某个社区或村庄更广泛的区域(McNeely and Scherr，2002)。可以认为景观

是具有共同的功能或特征，比村落或社区更大的区域。它们可能与流域、地理特

征相关。景观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认识到大尺度研究的价值。 
景观通常是具有不同土地利用特征和实践的嵌合体。它们可能包括在不同海

拔或地区的不同类型。与村庄或单个社区相比，景观在水源获取、土壤类型及其

他自然因素方面，如坡度和海拔，具有更大的空间异质性。因此，它们可能包含

更广泛的多样性以适应不同的条件。景观还包括专门的生产区域，如家庭庭院(虽

然这些在村庄和农场尺度也是重要的)和森林地区、非生产用地、河岸走廊、公路

和小道。这些为不同的生物多样性与传统品种的共存提供环境，并提供重要的生

态服务系统，如授粉、病虫害替代寄主、杂草及作物野生近缘种等。 
与农场或社区相比，景观环境特征的变化，可能会伴随着一系列的社会经济

因素的变化，如种族和收入水平，以及作物和品种种植的变化。在安第斯山脉不

同海拔生长不同的作物和品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Brush，2000)。不仅是特定的作

物生长在不同的海拔，而且品种也发生了变化。这与尤卡坦(Yucatán)玉米的情况

相反，这个村庄的特点是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见第 5 章)。景观层面的分析有别于

特定社区和农场，会包括不同层面的详细信息，需要仔细考虑哪些信息值得收集

以及如何收集。然而，通过适当的分层抽样技术，景观研究能显示更多的局部层

面不可见的模式和趋势，正如 Zimmerer(2003a)对安第斯马铃薯和落葵的研究，

Bezancon 等(2009)对尼日尔高粱和珍珠稷、墨西哥恰帕斯玉米的研究(Brush and 
Perales，2007)。 

在景观尺度上，最重要的进化过程可能包括选择、基因流和迁移。由于不

同社区的农民追求不同的目标，加上环境变化剧烈，如何选择可能会变得更加

复杂。随着市场或种子系统的其他部分材料持续共享，种子混合，可能会反映

基因流和迁移。交叉授粉的结果也可能发生基因流，但可能更多的是局部而不

是景观水平特征。 
探索不同生产系统的多样性模式时，尺度很重要。住宅周围的家庭庭院和轮

作是两个尺度对比的例子。家庭庭院是许多生产系统的重要特征，常常保持着大

量的多样性(无论在物种还是品种方面)(Eyzaguirre and Linares，2004)。它们是复

 科
学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第 11 章 农田、社区和景观 ·185· 

 

杂的、多层次的农业生态系统，在一个小区域内生长着乔木、灌木及林下物种，

如蔬菜、草本植物和药用植物。在许多社会中，妇女在家庭庭院的管理中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在家庭庭院里发现的作物与那些在耕地中发现的作物相比，往往是

小种群。演替也很重要，而可用的土地总是用于种植一种或另一种作物。家庭庭

院的特点往往是种植特定作物，并且种群数量少，但它们具有非常高的物种丰富

度(Galluzzi et al.，2010)。因此虽然种群数量可能非常小，并且该品种可能会发生

遗传漂变，在一组家庭庭院中，一种作物的整体多样性也许很高。 
从对比的尺度看，轮作是另一个生产系统，它具有丰富的作物和遗传多样性，

以及如第 6 章所介绍的复杂的管理实践。虽然有时被认为是“历史上过时的”，但

据估计，全世界数百万农民进行轮作至少满足了部分生产需求(Cairns and Garrity，
1999)。轮作可能只是针对特定的作物，简单地随意使用相邻作物生产区的土地(经

常是林缘)。在斯里兰卡，种植的往往是快速生长的作物，可以很容易地进行销售，

为家庭提供现金来源。与之相反，特别是在亚洲的部分地区，如印度东北部或泰

国北部，这一生产系统高度发达并且得到精心管理。因为使用的土地不断变化，

轮作可以减少特定生产环境选择的可能性。另外，它更倾向于成本低，并且在新

的轮耕地有良好竞争力的品种。区域分配往往集体进行，或在当地负责人的指导

下进行，这种情况也可能倾向于适应性广泛的品种，并且减少具有明确特征的特

定亚群出现的可能性。 

11.6.3 时间层面 

正如植物种群的遗传结构在不断地改变和进化一样，农业环境也同样如此。

从一个季节到下一个季节，环境的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下一年的病原体种群，

将包含不同频率的致病型，或者病虫害发生率会有显著变化。如同降雨和气温

等气候变量一样，土壤肥力、盐分或酸度水平也可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将

定向变化(如全球变暖)和周期性变化(如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季节)的影响与随机

波动结合起来。植物种群依靠遗传多样性(某些基因型具有特殊的适应性)或基

因型的适应性(尽管环境改变，某些基因型或品种也能够生长繁殖)，应对不断

变化的环境。 
社会和经济因素为农民创造了变化的环境。其中一些变化将导致基因型的年

度或周期性波动。Labeyrie 等(2014)最近分析了社会、环境和遗传特征之间的相

互作用，表明社会经济和文化分析与环境和遗传研究结合起来很重要。其他变化，

如劳动力减少或管理传统品种相关知识的减少，将会产生更持久的影响，并可能

会与品种特征的变化有关，如适应农民粗放式的管理(较少的干预措施)。 
传统品种是动态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是选择、基因流及其他进化

力量影响的结果。了解这些品种的动态特征，需要更长时间的研究。这些变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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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生在品种内，也可以发生在一个品种与另一个品种的演替中。既有短期变化

也有长期变化。从短期来看，年度间的变化，如天气、劳动力或种植材料和/或市

场需求会改变生长的作物和品种，以及任何地区品种内和品种间遗传多样性的水

平和分布。 
上述摩洛哥蚕豆种子系统的短期变化，明显影响了次年的品种及其遗传结构。

有些年份，农民能够使用自己的种子；而其他年份，他们则依靠当地市场提供种

子。多年来持续使用个别农民保存的种子，可能会产生具有各自特点的亚群。相

反，使用当地市场的种子，可能会导致单一种群的广泛分布。这在某些方面类似

于灭绝和更替现象，这对理解集合种群很重要。其他如西非的山药、美国南部的

木薯，以及印度尼西亚的甘薯的持续驯化过程，说明了在任何农业系统内，多样

性的获得和利用的快速变化(Scarcelli et al.，2006a)。 
由于生产条件的变化，农民的要求也随之变化。例如，市场需求的变化将导

致农民做出反应，选择品种或在品种内选择适应市场所需的性状。新的市场机会

可能会导致这些品种的变化。农村可用劳动力的下降，有利于减少劳动力需求的

品种。气候改变也会导致作物品种内和品种间多样性的变化。萨赫勒地区的温度

上升和降雨，导致了早熟品种的日益普及，以及与开花期更早、短穗和较小的植

物相关的基因增加(Vigouroux et al.，2011b)。 
将正式育种项目开发的新品种引入传统农业系统中，通常被认为会导致传统

品种损失，发生显著的遗传侵蚀。然而，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对遗传多样性模式长期变化的监测研究还很有限，目前仅开展了关于珍珠稷

和高粱的研究。与尼日尔珍珠稷(资料框 11.1)一样，研究检测了尼日尔(Deu et al.，
2010)、埃塞俄比亚(Mekbib，2008)和几内亚(Barry et al.，2008)的高粱，没有长

期其丧失多样性。Deu 等(2010)使用 28 个微卫星标记，并应用空间和遗传聚类方

法收集了 1976～2003 年的多样性数据。在此期间，行政区内和气候区内的等位基

因丰富度都有所增加。作者推测，农民在一段时间内更大程度地控制品种纯度以

及关注种子生产，导致了杂合性的减少。 
结果表明这种研究非常有意义；应该扩展到更广泛的不同条件下，并涵盖

更多的作物。当然，这可能在未来还会面临很多挑战，但补充更多的品种对未

来揭示更多种植品种的价值非常有意义。种子样品的长期贮存，全面综合的采

样程序，以及 GPS 的使用，都是研究项目的重要方面，这将为未来的研究提供

时间动态信息。随着利用基因测序机会的增加，我们将会获得更多关于品种间

和品种内发生变化的信息，更有利于跟踪品种谱系和品种关系。最近的模拟研

究，比较了不同的选择信号筛选方法(De Mita et al.，2013)，提供了以下参考：

①基于 GST 分析与基于相关性方法相比，具有较低的假阳性率；②从许多种群

中抽取少量样本，比从少量种群中抽取大量样本更好；③基于不同假设确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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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模型和方法，不同于自花授粉和异花授粉，以及岛屿与踏脚石模型(island 
versus stepping-stone model)。 

11.7 小  结 

本章的重点是农业系统的环境、社会、经济特征，以及管理该系统的社区和

农民如何影响决定系统多样性发展的驱动力。这些不同因素及其特征的相对重要

性，将表明何种实践可以有效地支持传统品种多样性的保存。这就是选种实施的

方式以及种子系统的特征。 
传统农业系统的复杂性及不同因素相互作用影响现有多样性的方式，使分析变

得困难，但有价值。本章及本书提出的方法是为了提出特定的可检验的假设，反映

农民所需及其兴趣，这是以前面章节中描述的参与式分析方法为基础的。这些假设

可能解决特定的问题，如多样性是否能够应对气候变化，改变病虫害问题或开拓新

市场。他们还可能会询问是否存在必要的机构，这些机构可以支持持续的种子迁移、

选择及维持整体多样性或保存特定品种所需的其他驱动力。此外，如果要保持传统

作物品种的多样性，必须明确特定政策对不同发展因素产生的影响。 
下一章的讨论有助于传统品种管理和利用的实践，合理的分析是研究的基础。

显然，如果分析不完整或分析错误，提出的干预措施就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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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hallenges.” Agronom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3:151-175. 

 
图版 12 在许多文化中，农民选择不同作物的特定植株或收获的种子，为次年提供种子。如果

认定某特定农田具有更好的土壤、水分或其他生长条件，他们也会从该农田中进行选择。这种

选择可以于收割前在农田里进行或收割后在打谷场上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强大的选择

力(见下文)，并得到比总收获材料小的种群 

左上：越南妇女在为下一个季节的播种选择绿豆种子。右下：越南妇女选择水稻植株，将它们作为种子单独贮存。

左下：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传统玉米的贮存——把一小部分带外皮的玉米挂在厨房椽子上，作为种子贮存起来；炉

火产生的烟会使昆虫远离玉米。右上：布基纳法索的传统仓储建筑。照片来源：D. Jarvis(左上和右上)，J. Tuxill(左
下)，B. Sthapit(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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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合作与干预策略 

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将对以下问题有一定的认识。 
(1)不同层次的合作者间如何建立有效联系以利于作物遗传多样性的田间

管理。 
(2)促使农民获取、保护和利用作物田间遗传多样性并从中获益的方法措施。 
在农业生产系统中制定并实施支持利用和保护作物遗传多样性的计划，不仅

需要收集、理解研究数据和相关专业知识。还需要在个人及机构间培养合作关系，

并且动员社区组织参与合作。虽然这些合作很容易被忽略，但它们是农田管理成

功的基本要素。 
本章首先介绍了参与的各方合作者，所需维持的关系类型以及共享责任和利

益的方式。然后介绍了一系列的方法，明确如何利用前面章节所提供的信息来制

定支持传统作物品种的利用和保护的行动方案。 

12.1 机构与合作伙伴的多元化 

支持保护和利用传统作物田间遗传多样性在不同层面上将会涉及不同类型的

机构及合作伙伴。有必要联合多样化的机构，发挥每个机构的特有能力，解决前

面章节提到的在生产系统中保护多样性时遇到的复杂问题。复杂原因主要基于对

作物遗传多样性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数量、分布和管理的不同阐述或分析将产生

一系列不同的响应。 
我们将分别从以下 6 个方面进行广泛的分析：①农民和当地农村社区；②生

态学家或生态系统健康工作者；③资源保护学家和育种家；④国家政府机构；⑤私

营部门；⑥消费者。农民和当地农村社区可能通过维护与利用传统作物品种多样

性来提供多元化的食物，从而巩固他们的粮食主权并确保当地社区的食物安全。

利用这些品种可以使农民有效利用劳动力和现有资金，减轻虫害、病害和其他环

境胁迫所造成的影响，为未来环境或经济变化提供新的遗传物质基础，增加收入，

保留传统文化，建立并发展社会组织，授权农民和当地社区自主制定保护行动计

划(见第 7～10 章)。 
生态学家或生态系统健康工作者将作物田间遗传多样性的管理视为维持当地

作物管理系统的重要途径之一，来确保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可持续性和农田生态

系统的健康，其主要依据是改善土壤生物多样性、减少地下水污染并限制植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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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蔓延，调节土壤结构并保持养分良性循环(见第 6 章、第 7 章)。 
资源保护学家和育种家主要致力于保护或提高材料的遗传价值，以确保在未

来的育种工作中有足够的多样性材料，主要侧重于优化产量、提高对环境变化的

适应性和新型病虫害的抗性(见第 4 章、第 5 章)。 
国家政府机构可能发布一些针对农田管理和粮食及农业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政策与计划，作为保障当地粮食供应的有效措施之一。也可以保护国家具有实

际或潜在经济价值的文化遗产，作为贫困地区小农户的安全资产，也是维护社会

稳定的手段之一(见第 10 章)。 
私营企业可能会支持传统作物品种的保护和利用，从而可以选择植物材料和

植物产品，并从消费、育种和营销中获益。然而消费者更多的是将保护行动视作

获取多元化作物产品的方法，以满足多样化的饮食需求以及对其他农产品(饲料、

秸秆)的需求(见第 9 章)。 
平衡不同合作伙伴的目标与预期，资源保护学家、环境保护学家、管理农业

生物多样性的农民、农业发展部门和社会工作者之间的不同需求，可以通过本章

后面描述的多种行动同时解决。 
并非所有的机构都采用多机构、多学科的合作方式，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

这类合作框架是不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开发合作项目框架，必须留出时

间和精力。一旦管理层和行政机构介入，项目进展会延缓。因此，获取行政支持

的项目活动在设计初始时应与其他项目活动的分配时间一样，以确保项目结果无

论是在科学、行政、财务还是获益方面都能够使正式及非正式机构感到满意。例

如，有一种合作方式被称为签署谅解备忘录(MOU)，是参与机构制定、服务于高

层管理人员的一种协议，在其规定框架之下各级工作者有效合作。虽然谅解备忘

录的制定极其耗时且需获得广泛的支持，但是与单独行政人员签订的协议相比，

它具有更高的可信度，特别是在高层人员经常变动的国家，优越性更为突出。 
早期有必要和农业与环境部门负责政府技术推广服务的机构进行沟通和讨

论，避免和政府推广工作者及地方非政府机构人员所提供的信息发生混淆。这方

面的培训已被纳入国家级推广工作者的必修课程中，或者作为有经验的推广工作

者的在职培训，是支持田间作物资源多样性推广项目的重要一步。为拥有知识的

农民构建协作网，提供必要的培训，同时加强社区推广人员和政府推广部门(可以

是投资者)之间的联系(Practical Action，2011)，这样有助于建立互信关系。 

12.2 平等互惠合作关系的建立 

建立典型可靠的合作关系意味着农民和合作者在经济及知识层面上有能力与

其他合作者站在平等的位置上。确保“自由事先知情同意函”(见第 5 章)是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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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研究者之间建立信任的重要一步，在利用传统知识或者采取任何行动之前，

先以农民能够理解的语言和形式充分地解释研究目的与范围。 
农业生物多样性在管理和利用时的平等合作是实现粮食主权的核心内容

(Practical Action，2011)。“粮食主权”是 Via Campesina(农民之路)提出的观念，发

起于 1996 年，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发展并最终成型。Via Campesina 是国际型的农

民运动，代表了以下农民组织的立场；小型及中等规模的生产商，农业工作者，农

村留守妇女，以及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的农村社区(http://viacampesina.org/en/)。 
粮食主权是人民的权力，它使得人民能够通过有效的生态可持续方法获取健

康的、符合当地传统的粮食，并且确定自己的粮食及农业生产系统。粮食系统和

政策不仅考虑了市场和企业的需求，同时考虑到了生产、分配和消费粮食的愿望

与需求。 
增进人员和机构之间的相互信任，是确保我们所做的决策代表了所有参与者

需求的第一步。信任源自于信息透明度、互惠、责任义务、双方同意的规则，它

们主要通过团体和协作网建立相互合作。 
欧洲在过去的十年中，西班牙(Red de Semillas，RdS)、意大利(Rete Semi Rurali)

和法国(Réseau Semences Paysannes，RSP)建立了关注作物遗传多样性管理和利用

的民间协作网。这些协作网与专业的农民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招募合作者

而不是小农户自己经营；它们将所有关注种子生产和保护农业生态系统的人员聚

集在一起，包括技术人员、消费者、地方行动团体和相关科研人员。合作者利用

各自的专业技能精诚合作，研究并改善受当地土壤、气候条件影响并考虑特定地

域文化协同进化所形成的品种的各项特性。他们开展合作研究项目、生物多样性

展示会和各种培训活动，有能力与公众交流并分享自己的理念；在国家层面上，

他们还制作了品种保护法律文本(Bocci and Chablé，2009)。 
文化场所，如婚礼、体育馆和公共浴室，是建立信任的绝佳场所，这里提供

了更多的信息交流的机会。文化协作网本身在知识产权中占有一席之地，如使实

验技术大众化，这原本是农民参加交流会时缺乏信心的原因之一(Meinzen-Dick 
and Eyzaguirre，2009)。关于权力、利益和主要合作者合法性的社会分析，有助于

降低潜在的合作冲突。通过识字、新知识和信息技术的培训，帮助农民更有效地

了解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公民陪审团是农民领袖、富有成就的研究人员及非政府

组织技术人员成功建立合作关系的典型案例之一，用于评估、商讨和公开修正传

统研究体系和方法(Pimbert et al.，2010)。 
男性和女性所掌握的知识有所不同，确保利益公平不仅需要有性别之分的信

息，还要求有公平的培训和管理机会(Howard，2003)。这将会确保男性和女性在

决策类及管理类职务中有平等的参与和被雇用机会，并确保他们公平参与高水平

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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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正式的合作框架能够确保农民和作物遗传资源拥有者及提供者之间

的公平合作，如国家基因库和其他的种质资源库(见第 3 章)。这是双向的联系，

每一方(基因库和当地农民)都可以为另一方提供有价值的资源。农民想从基因库

或者收集有野生种质资源的育种家处获得传统种质资源存在困难，即使是那些从

他们社区收集的物种。正式的育种机构可能不愿意在育种过程中使用农民选择的

材料及传统品种。这样的框架有助于将农民选择实践、地方材料和参与式植物育

种实践整合在一起，改善本地抗性品种的产量和质量特性，并提高当地非抗性品

种的抗性(参与式植物育种内容会在本章后面进行介绍)。 
农民合作机构使农民能够通过集体合作做到生产营销、价格谈判、征收土地

税和信息共享。该合作机制使农业推广部门能有效地反映农民的各种需求，特别

是妇女、贫困人口、边远地区的农村社区和农户。微观经济政策和保险制度可以

确保利用社会和经济资本帮助农民特别是妇女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并且构建社会协

作网，进而帮助他们脱贫，更加独立。这些合作机制可以有效地提升市场潜力，

实现利益共享，主要是通过召集市场链中的主要成员，包括生产者、贸易者、种

植专家、非政府组织、各政府机构代表和农村社区成员，共同制定提升传统作物

品种市场价值的措施和方案(见第 9 章)。 
世界各地在管理作物遗传资源时广泛采用两种方法在地方到国家不同层次

的合作者间建立平等合作关系，这两种方法是田间多样性平台和社区生物多样

性管理。 

12.2.1 农田多样性论坛 

农田多样性论坛(DFF)建立在农民田间学校(FFS)的基础上，在这里农民接受

培训，并培训其他的同伴(参见 van der Berg 和 Jiggins 2007 年的评论，以及 Doing
于 2011 年对 FFS 的详细描述)。DFF 研发于非洲西部低遗传力环境中，以增强农

民分析和管理自己的作物遗传资源的能力，在区域规划之下，促进当地作物遗传

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获得安全作物(Bioversity International，2008)。低遗传力环

境是指由于作物生长环境和环境条件的异质性，难以建立和培育适应性品种的环

境，如萨赫勒地区降雨量和季节性分布的不可预测性或不确定性。根据 DFF 参与

式方法衍生出了农民可以使用的一系列方法，以替代外部资源转化而来的技术方

法。DFF 团队中有男有女(通常是 25～30 人)，按性别分组来获取作物遗传多样性。

农民团体尝试改良品种和当地品种，他们接受关于种子繁殖的培训，在团体内外

进行所选品种的种子繁殖和传播。DDF 考虑到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首选标准。通

过每周的会议，告知农民国际及国家有关植物遗传资源交流的公约/立法[如《生

物多样性公约》(CBD)、《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和国

家种子条例。该非正式种子系统通过农民的交流和选择，形成了一个不断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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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基因库，以适应长期不断变化的外界条件。DFF 为农民交流使用、管理、

选择和保护作物遗传多样性的信息提供了一个平台，并为农民、研究人员和推广

服务人员之间建立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机会(Smale et al.，2009)。 

12.2.2 社区生物多样性管理 

社区生物多样性管理(CBM)办法类似于多级参与式过程，该过程侧重于加强

地方决策的制定能力，提高社区和农村机构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利用能力。一个

人、一个社区乃至一个机构将会拥有决定权，只要他们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认

识到自己受哪些因素影响以及自己能够影响哪些因素，从而在自主决策制定过程

中利用这些知识和技能并考虑所有的影响因子以实现它们的价值。获取和利用自

然资产的能力取决于知识、技能和社区的社会关系。社区生物多样性管理办法有

4 个基本原则：①地方合作者由授权的农民及当地机构所带领；②建立在地方创

新、实践和资源基础之上；③丰富基于生物多样性的生境策略；④为社会学习和

集体行动提供平台。该管理办法包括参与式田间遗传多样性的评估和社区生物多

样性管理基金的建立，该基金的功能类似于小额信贷，但由服务用户负责维护当

地作物多样性、社区监测评估、社会学习和社区集体行动(Sthapit et al.，2006；
Shrestha et al.，2012)。Subedi 等(2013)将社区生物多样性管理的发展及演变进程

演绎为一种方法论。De Boef 等(2012)近期完成了社区生物多样性管理的目标及

其影响的全球评估(见本章“延伸阅读”)。 

12.3 整合遗传学、生态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知识，支持 
作物遗传多样性田间管理的行动计划 

利用和保护传统品种的行动计划，根据地点、文化和作物的不同，制定全面

的探索式框架，它能帮助从事保存和发展的工作人员和社区确定在不同情境下的

相关行动计划。该探索式框架基于农民所面临的问题或限制因素分为 4 个主要类

别，这些限制因素有可能阻碍农民在农业生产系统中通过作物遗传资源的利用和

保护获益，具体包括：①生产系统中缺乏传统作物品种多样性(见第 4 章、第 5
章)；②农民缺乏获取多样性品种的机会(见第 8 章、第 10 章)；③在关键方面品

种的表现特性缺乏(见第 5～7 章)；④农民和社区机构缺乏了解他们所管理和利用

的材料真实价值的能力(见第 8～10 章)。图 12.1 是包含了探索式框架的各种关系

的描述性图表。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关于四方面主要限制因素的任何描述和分析

都有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农业社区、地方机构和本地服务供应商利用这一框

架的能力是当地作物遗传多样性田间管理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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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和保护传统品种的限制因素 

1. 当地作物遗传多样性在生产系统中不存在或者数量不足 
1a. 生产系统中不存在当地作物遗传多样性 
1b. 生产系统中存在当地作物遗传多样性，但数量不足 

1b.1 可用材料不足 
1b.2 缺乏多用途材料 

2. 农民无法获取当地作物遗传材料 
2a. 农民缺乏获得材料的资源库 

2a.1 社区内缺乏获取资源的资金 
2a.2 缺乏支付社区外部运输费用的资金 

2b. 社会约束导致无法获取作物遗传多样性 
2b.1 来自正规部门的阻碍压力 
2b.2 缺乏获取多样性的社会关系 

2c. 种子流动系统缺乏交换或提供足够大的样本量，以确保种子适应性和种子进化的能力 
2d. 政策和机构限制种子流动 

3. 农民不重视、不利用地方作物遗传资源 
3a. 农民认为地方农作物遗传材料不具有竞争力 

3a.1 关于价值、利益的信息存在，但不可获取、访问 
3a.2 关于价值、利益的信息不存在 

3b. 材料的农艺性状差、生态性能低、品质表现不佳、受到文化的排斥 
3b.1 材料农艺性状差 
3b.2 材料对非生物条件适应性差 
3b.3 材料对生物压力适应性差 
3b.4 材料品质表现差 
3b.5 材料受到文化的排斥 

3c. 可以加强材料管理 
3c.1 种子清理和储存是限制因素之一 
3c.2 材料不作为多品系进行管理 

3d. 政策禁止使用以农民为主导的材料和管理方法 
4. 农民在利用当地遗传多样性中没有受益 

4a. 材料的市场收益不足 
4a.1 市场价值低 
4a.2 市场需求低 
4a.3 缺乏多元化材料加工工艺 
4a.4 市场链主体间缺乏信任 

4b. 材料的非市场收益不足 
4b.1 不重视社会文化效益 
4b.2 不重视输入替代品(农药、化肥) 
4b.3 不重视材料的生态服务效益 
4b.4 不重视农民权益 
4b.5 缺乏社会责任心 

4c. 地方机构及农民/社区领导力薄弱 
4c.1 缺乏集体行动 
4c.2 农民/社区领导力缺乏 
4c.3 缺乏地方机构的支持 

图 12.1  构建探索式框架以识别农业生产系统中利用和保护传统作物品种的限制因素与相关行

动(改编自 Jarvis et al.，2011；经 Taylor & Francis 公司授权后转载，以出版物的形式发表于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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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农民生产系统中有充足的遗传多样性资源 

第 4 章、第 5 章和第 7 章描述了在农民生产体系中评估多样性程度和分布情

况的方法。这是决定生产系统中是否有足够的多样性来满足农业社区各种需求的

第一步。然而在农民生产体系中增加新的多样性，抑或是恢复已经丧失多样性的

生产系统，最终主要由农民决定，传统物种的供应还存在着很多困难。缺乏为农

民直接播种提供充足的种子，或为适应环境和管理措施的转变提供足够大的种群

基因库。 
一种解决方法是促进社区种子库与社区基因库相结合，并建立社区果树苗圃。

社区基因库的主要功能是收集和贮存当地作物多样性并且保存少量的种子作为种

质资源备用，而种子库是用来确保有足够的种子以保证粮食安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为了应对战争、长期干旱和当地作物遗传多样性的大幅

下降，大多数国家已经建立了社区种子基因库。这些地方机构提供了传统农作物

品种种植材料，并且获得了国家乃至国际发展机构的支持。它们承担的责任包括：

保存当地稀有物种；让农民有机会获取现代或者传统品种，特别是在危机情况之

下。社区种子库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它们的建立和维持是基于以下三个核心

步骤：①种质资源收集(整合相关知识)，一般来自于野外收集、市场购买、邻村

交换；②种质资源贮存；③在农民需要时，随时提供种子和种植材料。虽然大部

分的社区种子库是由一个或者多个农民使用公共设施机构管理的，但有些种子库

仍然是分散管理，即由个别农民负责在他们的农场中收集和保存种质资源，以供

全村使用(Development Fund，2011)。 
育种家能够从社区管理苗圃中获得植株亲本(接穗和砧木)及其遗传资源的相

关信息。苗圃对于农民而言也是一个学习更好地管理种苗的地方。此外，收集、

分配和繁殖种子的地方种子合作社，以及多样性展示(后述)，能够为社区确定多

种种植材料。 
在世界上的部分地区，种子展示会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例如，在安第斯山

脉，通常在每年的收获季末，来自不同社区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将会聚集一堂，

销售、购买、交换他们所拥有的植物遗传材料以及交流相关知识(Tapia and Rosa，
1993)。种子展示会不仅为农民提供了交换本土生产的且适应性强的种子的机会，

还能够促进农民之间、农民和种子推广人员之间、农民和种子私营企业之间的社

会交流。通过这种方式，正规种子部门的法人代表能直接了解到农民对种子的需

求和喜好，同时农民也有机会知道种子部门能为自己提供哪些有效资源。这样的

交流有利于加强种子分发协作网的作用。 
多样性展示是提高农业社区对作物多样性价值认识的有效手段之一。它汇集

了不同社区的农民，以展示不同地区的传统物种。开展多样性展示活动并非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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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最佳作物品种(如根据产量、形态等)，而是为了嘉奖保存作物多样性数量最

多并整合其相关知识的农民或合作社。在某些社区，类似于多样性展示会的集会

已经作为一项传统活动了，农民聚集在此展示地方物种、分享种子、交流相关知

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集会也是市场，因为在这里可以购买或者出售地方传

统品种。为了极大地发挥它们的吸引力，多样性展示会不应频繁举行，而是有规

律地定期举行，如一年一次。多样性展示会能够帮助人们认识那些保存有大量遗

传资源、拥有独特的作物多样性知识并且获得其他农民认可和尊崇的农民。展示

会已被用于：社区乃至地区的传统物种名录制作(包括稀有或者濒危物种的鉴别和

定位)；确定特定品种的分布；确定社区内的正式及非正式种子供应来源。这些展

示会还为农民或者社区成员提供了一个平台，以收集和评估传统作物品种，发掘

新的种质资源，包括现代品种和参与式育种的资源。 
地方市场是农民种子的重要来源。不同于多样性展示会，地方市场中的作物

多样性是十分有限的。农民在地方市场采购的种子，在田间种植后往往不会引起

作物多样性的增加(Lipper et al.，2012)。然而，地方市场是获取多样化种子的重

要干预手段，特别是当环境和社会因子破坏传统种子供应系统时。正如第 11 章所

描述的，种子质量差和不恰当的种子管理措施都有可能限制农民利用作物多样性。

地方的种子生产和种子质量控制系统在保证种子质量的同时，有利于农民更进一

步地了解多样性。这一系统的部分案例见资料框 12.1。 

资料框 12.1  玻利维亚和尼泊尔分散型及组合型的正式、非正式种子生产系统 
在过去的 20 年中，Fundación Proinpa 已经完成了数个项目，通过这些项目，

已登记的传统马铃薯的认证原种已经提供给农民，同时也为当地负责种子储存、

繁殖和传播工作的农民提供了技术支持。由于这些项目，农业部的办事处了解

到了有能力生产既定数目并且质量经由专业机构认证的种子的专业农民。 
在尼泊尔，农业区域发展部门于 1996 年推出了区域种子自助计划，目前已

经在各地区执行。该计划旨在通过与当地组织合作并提供技术支持，加强非正

式的种子繁殖和分配制度。受有限资源的严重制约，基础种子数量有限，参与

的农民人数不足，该计划的优势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正如第 10 章所阐述的内容，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利用作物多样性时，政策能为

其带来机遇和挑战。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对于作物田间遗传多样性的保存和可持

续利用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限制农民之间自由交换作物品种的相关政策、法律

和有关规定。正式种子系统建立的初始目标在于保证种子市场公开透明并且确保

种子质量，现已经推行并测试了各种系统模式以规范传统和现代物种商业化，并

尝试降低或者避免常规或者标准种子法规、政策对田间作物多样性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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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植物品种登记和种子质量认证的替代方案 

12.3.2.1  保存品种 

欧盟最近通过了关于保存品种的一项特殊的方案，其规定适用于地方或某区域

生境条件下受基因流失胁迫的传统物种，在特定条件下，可被登记用于商业用途

(Directive 2008/62/ EC，2008 年 6 月 20 日)。该方案由以下两部分组成：①在种子

要求一致性的情况下，保留适当程度的灵活性；②如果申请者能够通过其他方法，

如非官方测试和实践经验提供品种足够的信息，也可以不进行官方检测。 

12.3.2.2  农民品种的登记和发布 

《尼泊尔种子法》要求公平公正，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执行，便于农民申请登记

由参与式植物育种获得的，并经由农民、农场主和零售商在田间进行参与式评估的

植物新品种。改良后的大部分作物品种的农艺性状、收获产量、质量性状和市场需

求大同小异，由品种注册发布委员会(VARRC)下的品种审定室正式登记、发布，

VARRC于2006年6月以“Pokhareli Jethobudho”命名正式成立(Gyawali et al., 2010)。 

12.3.2.3  常见种 

在阿根廷，牧草野生种的种子商业化称为“Clase Identificada Común”(常见

种)，并且在种子包装上没有任何品种名称的标记。因此，紫花苜蓿的典型品种之

一的 pampeano 只需以紫花苜蓿为名进行出售。由于品种名称无足轻重，因此种

子可以无须达到品种登记所要求的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DUS)标准而被合法

出售(Gutiérrez and Penna，2004)。然而，一旦种子的商业化超出了可控范围，将

不可避免地造成信息缺失。 

12.3.2.4  种子质量申报制度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1993)提出的种子质量申报制度已被广泛应用

于以下情况：种子市场功能性不足；政府资源有限，无法有效管理综合认证系统。

在这一制度下，种子生产商全面负责质量监控，而政府代理人只需检测小批次的

种子质量和种子在田间的繁殖情况。该制度于 2006 年修订出台，旨在明确国家政

策的作用，并对申报的种子质量如何适应当地品种提供更清晰的解释，随后对选

定的植物繁殖作物申报的种植材料质量体系进行了修订(FAO，2006，2010)。 

12.3.2.5  种子标识法规 

种子标识法规是一项法律措施，它关注种子质量而非品种纯度。标记种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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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提交、认证、标记等一系列程序而产生的；种子和田间标准对于认证种子来

说同等重要，生产程序也是如此；然而种子认证机构对于种子市场营销而言却并

非不可或缺。 

12.3.3 增加农业社区作物遗传多样性的行动计划 

想要获取作物种子及多样化的种植材料，必须拥有大面积的土地(自然资本)、

足够的收入(金融资本)和强大的社交能力(社会资本)，这样才有能力购买或者交

换需要的品种(见第 8 章)。村里可能没有农民想要的种子，而且农民也没有资源

去种子所在地。社会制约亦导致农民无法获取传统品种的种植材料。来自推广延

伸服务及社区同行的压力使得收集和利用地方品种的种植材料并非易事，也可能

导致农民丧失获取种子资源的社会纽带。 
有很多措施可以帮助农民获取各种种子。种子证是种子经济价值的凭证，可

用于从批发商处交换种子。而种子销售商可以收回发行机构发布的种子证。多样

性收集箱包含了一组不同品种的少量种子，农民可自由使用以便增加接触到更多

地方品种的机会。多样性收集箱里的种子大多来源于多样性小区(见后文)、试验

农场和农田，多数已分发给了农民。如前文所述，社区种子库可作为当地的一个

开放式种子库，其内可进行种子的自由交换。通常，获取种子的限制因子之一是

其运输费用。地方核查种子年度运输费用的组织机构认为，小额信贷计划能够帮

助农民购买更多的地方材料。 

12.3.4 通过信息、材料和管理提高种子利用效率的行动计划 

传统作物品种形状识别及其利用依赖于其特征信息(农艺性状、适应性、营养

状况、质量性状)或功用、原材料的农艺性状、生态适应性以及质量性状的表现和

合理的农业管理措施。农民已经意识到传统品种的竞争能力差，可能因为他们缺

乏对这些品种生理生态、适应性及质量性状等信息的整合、评估，也可能是因为

他们缺乏提高地方品种生产力及市场竞争力的有效管理措施。这些信息的缺乏可

能是由于信息并不存在(例如，那些未经田间检测而未评估命名的品种)，也可能

是由于用户无法获取它们。 
为了提升识别和评估作物品种的能力，各机构均采取了很多措施。田间多样

性小区是为了研究和开发农民品种而设计的试验小区，由当地机构进行管理。小

区在作物栽培阶段，会邀请一些有相关知识的农民进行参观。这些小区可用来繁

殖作物材料、栽培稀有作物品种、作为社区种子库的种子来源。比较传统品种和

现代品种的田间试验与室内实验，对于量化田间管理条件下传统品种和现代品种

生产力及适应性的不同非常重要(见第 7 章；He et al.，2011；Serpolay et al.，2011)。
这些试验，不仅比较了传统品种和现代品种，还有助于农民科技知识的普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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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达到这一目的，试验者采取了诸多类似于参与式品种选择(见后文)、参与式子

母试验(Mother Baby Trials)的技术手段(Snapp et al.，2002)。 
品种和样点信息数据库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以方便直观的形式呈现给农

民，使得农民能在视觉上直观地看到社区内不同品种的分布区域。该系统也可用

于反映土壤类型和病害覆盖区域，以帮助农民根据自己农田系统的生态条件来选

择合适的作物品种(见第 6 章)。目前，本地和地方机构皆有机会接触并使用先进

的信息通信技术，他们可以通过手机网络获取并分享适应当地的作物品种。在电

力时断时续、不可用或者手机信号连接不上的地方，甚至利用了太阳能搭建了有

线及无线网络(Kesavan and Swaminathan，2008)。一些简单的文本和语音信息(翻

译成当地方言)可以提高农民获取气候、市场和农业生产相关信息的能力，从而帮

助他们做出有利于保护和利用当地品种的明智决定。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将小型气

象站连上网络站点；为农业社区购置一个相对便宜的气象站并将其链接到免费的

气象网络中心如 Weather Underground(http://www.wunderground.com/)，这样当地

数据将会被共享。然后农民可利用这些信息获得实时天气数据，以及相关的作物

生长发育和病虫害预测模型。 
农村广播节目里涉及作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的言论，是传播信息并吸引农民

及城乡接合部地区人员注意力的最快速且有效的手段之一。农村广播不仅为合

作者传递信息，而且为广大听众提供了一个意见分享交流平台。传统知识往往

蕴含在歌曲、诗歌和民间故事当中，它们往往反映了当地的社会及文化价值观。

因此可以以生物多样性为主题，以移动剧场、音乐和诗歌为载体传达生物多样

性的重要性。 
由研究机构和民间组织发起的公共地方品种注册，记录生物多样性及其用途

变得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地方品种注册的主要目标差别很大，但

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记忆银行”的方式。这一术语是由 Nazarea-Sandoval 
(1998)提出的，所代表的内容是：收集并记录农民的生产实践技能以备今后使用，

如将种质资源贮存于基因库并记录相关知识。记忆银行用于收集并记录植物生物

多样性的文化价值，主要包括植物的土著名称、本土栽培技术和不同植物品种的

功用，它们被当地农民以口头转述的形式一代代流传下来，以方便地方社区的管

理和使用。资料框 12.2 列出了国家传统品种注册和社区生物多样性注册的案例。 

资料框 12.2  国家和社区登记的传统作物品种 

1.社区生物多样性注册 

社区生物多样性注册表(CBR)是对一个社区传统作物品种的记录，由社区

成员长期坚持记录得来，包含了作物品种以下信息：形态学特征及农艺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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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学适应性、特殊用途、独特性状、原产地和品种保管者。CBR 的管理

人员不仅保存农户收藏的种子，而且在社区层面上支持种子管理并鼓励农民间

非正式的种子、信息交换。 

2.国家传统品种注册 

秘鲁的国家农业研究院(Institut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óny Tecnología 
Agrariay Alimentaria，INIA)建立了一个国家马铃薯品种在线登记网(Ruiz，
2009)。该网站已被国家法律认可，并且由国家公共资金资助。 

记录国家及地方作物遗传资源并非仅限于发展中国家。在葡萄牙、法国和

意大利我们都可以发现传统品种登记、编册的相关记录。一般，一个品种能够

被编入国家登记册的前提是对该品种的完美描述以及能够称之为“传统”的长

期使用证明。 

除了记录地方品种及其相关知识，国家和地方作物遗传多样性登记室还可以

保护这些品种以防滥用。通过将地方品种公之于众，这些品种的自然特性可能会

阻碍它们受到专利及作物品种保护中心的保护。这种防御保护战略的核心是在公

共文件中关于农民品种的详尽描述。使注册表便于专利审查者核查也是该战略的

部分内容之一。 

12.3.5 改进传统作物材料的行动计划 

虽然传统作物品种达到了农民的种植要求，但仍然存在很多限制因素，制约

着这些材料的使用或者阻碍它们功用的全面发挥。生长环境和市场状况可能因此

而改变，植物新品种也可能因此而更易受到病虫害的侵扰。质量性状在地方饮食

文化中举足轻重，并且一旦超出当地社区文化范围，其发展相当受限。对于传统

作物品种，种群内部在适应性和质量性状方面不尽相同，不同品种之间则显著不

同。这些性状可以通过三种育种方式得到改善。第一种方法是从目前存在的地方

多样性品种中进行简单的性状选择(例如，质量筛选是基于首要或者次要表型性

状，从单个植株中择优选取种子以培育出性状优异的下一代)。在墨西哥尤卡坦的

Yaxcabá 地区，育种家和农民一起工作，育种家通过质量筛选提高了传统玉米品

种的生产能力。在开花期之前或者开花期(不同于农民选择收获后储藏这一传统做

法)选出具有理想性状的植株个体；在收获期再次选择，挑出最健康、最高产的植

株个体。采用 20%的选择压力避免遗传漂移，同时和农民的喜好保持一致。这一

过程将被重复 5 次，质量筛选效益每年都会根据农艺性状进行评估，具体指标为

种子产量和植株质量性状。有关质量筛选效益的报道指出经过每轮筛选种群效益

会提高 2%左右。在墨西哥中部高原，超过 5 个种群的三次选择的总体效益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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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Smith et al.，2001)。 
第二种方法是固定品系选择法(发布稳定品种、先进品系或者传统品种)，是

农民在目标环境中使用自己选择的标准时所使用的方法(参与式品种选择)。当地

品种和外来物种的杂交种占种植面积的 1/3，以剔除地方品种的不良性状[如参与

式植物育种(PPB)；图 12.2，图 12.3；另见第 3 章]。PPB 是一个育种程序，将农

民和育种家联合在一起，在目标环境下从隔离材料中筛选出栽培品种。 

 
图 12.2 植物育种的不同方式：农民(F)自行繁殖；科学家或者育种家(S)参与式育种进程(改

编自 Morris and Bellon，2004，Euphytica，荷兰植物育种研究组织，经由 Springer-Verlag Dordrech
许可、从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转载) 

 
图 12.3  参与式植物育种的概念框架，增加了当地作物多样性，拓宽了农民的种子系统，提

高了社区对环境和社会经济逆境的抵抗能力(改编自 Sthapit et al.，2001；承蒙国际生物多样

性中心授权) 

如第 5 章所述，辅助标记选择和基因组选择可以缩短育种周期。植物基因变

异可以通过性状分离进行测定，对农民发现的理想表现型来源进行定序，并将其

应用于指导田间杂交工作，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获得目标性状的可能性，同时在亲

本植物育种进程中维持尽可能多的生物多样性。所有植物育种程序的关键之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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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由农业合作社确立一个合适的育种目标；育种家帮助农民在目标环境之下改善

当地品种的农艺性状；由农民完成收获前后的选择工作。附录 C 给出了 PPB 的部

分最优程序及其在该领域的贡献。 
基于遗传的多样性育种包括多品系育种，这种育种方式是基因相似的品系混

杂，或者对不同病害的抵抗力差异很大的品种杂交。美国和欧洲的谷物育种(Finckh 
and Wolfe，2006)以及哥伦比亚的小粒咖啡(Coffea arabica)育种均采用这种方式。哥

伦比亚品系是一个多品种的咖啡品系，其抗锈病(由蚜虫 Hemilera rastatrix 所引起

的锈病)能力存在差异，种植面积超过 3600hm2(Moreno-Ruiz and Castillo-Zapata，
1990；Browning，1997)。在其他育种观念中，亲本选择、复合杂交、最优杂交组

合和杂交优势都利用了作物种内的遗传多样性(Wolfe and Finckh，1997)。 

12.3.6 加强管理传统作物多样性的行动计划 

通过有效管理提升田间传统品种的生产力和稳定性。传统品种或具有较高遗

传多样性的作物的混播能够提高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并且降低遗传脆弱性以抵抗

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这部分内容在第 7 章有深入的讲解。对非生物胁迫具

有不同程度的抵抗和忍耐能力的物种及作物种群，对它们的管理已经成为撒哈拉

以南的非洲地区农民赖以生存的策略之一，这能减少因无法预测降雨和温度变

化所带来的产量损失。在果园和菜园中增加果树品种能够提高杂交效益，提高

昆虫授粉效率以获得更高的水果产量。杂交一般包括株型高、矮品种的杂交，

不同开花期树种和其他的多年生树种杂交。不同花期的作物品种多样性可用于

增加授粉季不同时间段内的授粉类型，并且在大部分野花尚未开放时维持蜜蜂

种群(见第 7 章)。 
从当地母本植株上选取更多的接穗进行嫁接，或者通过种子交换从其他地区

引进新品种，都可以用来增加非灌溉热带果树的品种多样性，如杧果(Phichit et al.，
2012)。提高物种的种子纯度并改善种子的贮存条件(如第 11 章所述)是提高传统

作物品种生产力的附加方法。这些利用遗传多样性来维持作物产量的方法不一定

能单独奏效，更多情况下它们是和水、肥、病虫害防治及其他农艺管理措施综合

应用的，如第 7 章所述。 

12.4 农民从原材料的利用和保护中获益 

提高农民从地方作物多样性中获利意味着提高净收益，伴随着效益的产生，

农民也应付出相应的成本。这包括制定合理的奖励制度以确保农民能够获益；通

过税收和津贴消除了农民获益的障碍。第 9 章介绍了一些方法，用于在生产系统

中评估利用和保护作物遗传多样性的市场及非市场利益。本章提出了支持农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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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从传统作物品种利用和保护中获益的不同战略。这些战略的成功需要支持地方

机构、加强集体行动和产权意识、使农民参与并主导决策过程，提出合适的行动

计划并执行。 

12.4.1 改进加工工艺 

目前标准处理技术需要统一的品种、播种和收获机械的调试程序，无论是设

计将多品种植株分离成不同的收获产品的装置，还是设计适应于小型种子的机器，

都是罕见的。虽然种植和收获小颗粒谷类作物如小米、荞麦需要相对较少的劳动

力，但是将这些小颗粒谷物加工成消费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作，而且主要是由

妇女承担这项工作。简单调试种植和收获机械，设计用于加工各种原材料的复杂

设备目前都已开始使用，但还是为数不多且鲜为人知(Finckh，2008)。加工设备

的调试还需要对生产制造商进行改进加工工艺的培训，为零售商提供不同加工设

备的获利信息，并且提供获取设备的信用贷款，这可以和购买、修理机械的小额

信贷结合使用。 
通过加工增加农民的利益是提高田间遗传保护力度的各种措施中较为费时费

钱的一种。可以通过详尽的经济研究和简单的试点试验明确一个倡议是否有利并

可持续。农作物加工厂可能是资金密集型的。此外，建立一个供应农产品的工厂

还可能需要政府的许可和监管。优点在于农民通过加工工艺增加利益可以为经济

发展提供一个可持续的机制，并且(初步支出之后)可能只需要最低限度的检测和

维护力度。 

12.4.2 “多样性市场”的创建和推广 

传统的散货市场往往过分强调了农艺性状和功能特性而低估了特定的市场需

求和消费特征。质量监管系统可能会使生产过程统一化，这可能意味着对传统知

识和实践的摒弃。通过创建市场链(见第 9 章)使传统物种及其产品商业化，并且

通过增加这类产品的供应及市场需求来提高它们的商业价值，从而提高农民种植

作物及销售其产品的利益。农产品的市场值可通过以下方法进行提升：开发新的

市场；完善市场营销策略；高价值产品差异化；改进加工设备以适应原料多样化；

建立市场链参与者之间的信任。 
作物品种多样性的市场推广可以通过征收税收和给予津贴的方式进行，此类

税收是针对破坏环境的农业生产行为，同时对环境友好型行为给予补贴。为传统

农业生产系统的品种粘贴质量标签的方法可以增加其附加值。 
地理标识和有机农业标签在近几十年来已变得十分普遍，它们的使用往往与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传统耕作方式有关。地理标识是一种应用于商品上的标

签，这类商品有特定的地理来源并且拥有起源地所带来的质量和声誉。它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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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贸易组织(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中的一种保护形式。

地理标识的作用在于避免国内和国际市场中同类产品的竞争。它通过市场分化

保护了无形的经济资产，如产品的质量和声誉。它是维持乡村地区多功能性农

业的一种手段，并且通过激励营销特色产品的方式使得当地居民参与到管理和

保护生物多样性之中。 
一些众所周知的关于地理标识的例子包括希腊奶酪芝士、法国香槟酒和墨西

哥蒸馏龙舌兰酒。地理标识有不同的形式：地理来源标识；保护地理标识；原产

地保护标识；原产地名称和原产地命名。它们具有不同的特点，但都享有一个共

同的原则：与某一地区紧密相连，并且和该地区传统知识紧密相关。基于地理标

识和质量标签的理论基础，另一种标识方法可以通过市场法规来实现，进而将多

样化种植的品种和普通单作栽培的品种区别开来。 
如果产品是基于单一的作物品种，则根据消费者认知来定义其产品特性，为

该品种创建一个市场可能有助于降低遗传多样性损失。这就是发生在越南海后的

水稻 Tam Xoan 和玻利维亚的水稻 Quinua Real 上的真实事件。在这两种情况下，

地理标识的成功都导致了其他品种的边缘化，在整体上造成了作物多样性的损失

(Larson Guerra，2010)。传统品种的地理标识和关键市场是否适应当地生态系统

并能推动作物多样性产品的可持续利用主要取决于产品特性和市场大小。 
在尼泊尔的卡斯基地区，私人经营的小作坊如 Gunilo 和 Bandobasta 所营销的

产品是由当地作物制成的，且对当地的饮食文化和旅游业的关键市场有特殊的价

值。商家协作网已经建立，并且与农业社区相连接。在由非政府组织促成的会议

上，根据农民和企业家联合认证的对消费者而言高价值的地方产品，制定生产和

市场决策。酒店和餐馆也比较热衷于在日常饮食中使用地方产品，并且厨师已经

可以根据地方食谱充分利用新产品(Rana and Sthapit，2011)。 
公平贸易和生态标识是基于市场的保护策略，该策略要求消费者为经过认证

的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或相关环境的农场生产出的产品支付较高的费用。公平

贸易标签要求买方同意以下条款：①支付的费用涵盖生产成本和社会保险费用；

②预付货款；③直接从生产商处购买产品；④建立长期合同。公平贸易更侧重于

产品的人性化，而生态标识着眼于环境或者生产者。公平贸易和生态标识可能

间接地刺激了生产系统中作物多样性的使用，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更深

入的研究。这些产品可以和推广活动相结合，以提高消费者和零售商对重要特

性(如营养、适应性)的认知。此类活动提供了某类产品真实的环境成本的相关

信息，该类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与其他管理措施如引入传统作物品种相比，投入

了较多的化学物质。 
农业和食品生产的差异与有机农业的原则一致，也被用来创建奖励机制以保

护那些适应当地环境条件并且外部投入较少的(肥料、农药、灌溉等)作物和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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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因此更加环保。随着有机农业的发展，适应这种生产模式的改良品种的需

求促进了在育种过程中重新评估和利用地方及传统品种。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总结了有机农业的主要内容，并在 2005 年

审核通过了其 4 个指导原则：①健康，有机农业应当将土壤、植物、动物、人类

和整个地球的健康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加以维持和加强；②生态，有机农

业应该基于有活力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循环，与它们合作，效仿它们，并帮助维持

它们；③公平，有机农业应建立在能确保公平享受公共环境和生活机会的关系上；

④保健，有机农业应该以预防性和负责任的态度进行管理，以保护环境并维持当

代和未来几代人的健康及幸福。 
在有机和低投入农业育种系统中，重新燃起了人们利用传统品种的兴趣，传

统品种不仅是从耕地上分离出来的遗传资源，也是农业生态系统适应环境变化而

存在的必要条件(SOLIBAM，2011)。市售品种在高输入条件下的性能已经在很大

程度上被开发出来了，并且在更加异质性的有机环境中往往无法获得令人满意和

信赖的产量。与常规商业育种方法相反，在最优化特定设计(QTL 作图)中研究了

分子标记和表现型之间的关联，而有机和低投入育种系统侧重于为系统研发的植

物和群落。育种群落多样性的开发是为了评估在不同作物管理和农业生态条件下

遗传多样性的演变，以了解不同种类的作物群落对其的响应，如复合杂交、混合

和传统品种，目的是制定维持生物种群合适的多样性水平的战略。对种群间异型

杂交的水平和变异性进行评估以制定战略，提高并维持其杂合性和异质性，增强

群落对环境变化和生态条件的缓冲能力(Wolfe et al.，2008；Goldringer et al.，2010；
Lammerts van Buerenand Myers，2011)。 

12.4.3 土地利用法规及其激励机制 

通过与当地居民以及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广泛结合，尊重环境的整体风貌，已

经在很多发达国家获得了认同(见第 3 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公众宣传活动

实现的，土地利用法规利用媒体传播比较成功地宣传了生态环境管理措施。虽然

迄今为止，它们在这样的宣传活动中内容较少，但是地方农业系统可以从这些类

型的信息中提取有用内容，传播遗传侵蚀的含义和过程以及在农民生产系统中维

持作物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性等信息。 
维持田间多样性的激励措施也包括通过土地利用管理和规划来建立农业生态

区及农业旅游区，或在生态敏感区推进低投入耕作方法。例如，匈牙利将划分为

环境敏感区的土地视作促进有机农业的目标站点，这可能更适于传统作物品种的

利用(Bela et al.，2006)。秘鲁已经形成了一个法律框架来规范生态多样性区域的

建立和维护，包括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支持这些地区的农民(Ruiz，2009)。厄瓜多

尔建立了推进休闲农业区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园区的项目。这些项目都强调传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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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是文化特征的一个元素，并为地方农业社区参与旅游相关的经济活动提

供了基础。 
一般地，与无法长期拥有土地安全使用权的农民相比，拥有土地安全使用权

的农民在栽培作物的过程中，历年来更喜欢从事长期的管理实践工作，以保护土

壤肥力、水质量及其他的必备资源。部分研究表明，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或者拥

有长期可信赖的土地安全使用权的农民，有更多的动力通过种植和轮作更加多样

化的作物品种来保护土地。 
在中亚前共产主义共和国(译者注：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几十年里，苏

联中央计划署优先种植小麦、棉花，不种植果树、蔬菜，并划拨相应的土地。家

庭庭院平均最大能达到 1hm2，由于具有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是农民享有自主权的

唯一场所。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

坦的大部分农民都拥有用作庭院的土地，他们用这些土地种植蔬菜和水果，以供

自己消费，同时也增加在中央集中管理制度下的经济选择。因此，庭院成了真正

的水果及园艺作物多样性的储备库，也成为实验和创新中心，以及国家生计发展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国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央政府的集中规

划在逐渐减少，但是在一些国家，庭院仍然是承认农民的土地拥有权并允许农民

个人规划实施的唯一场所，这导致了传统农业措施和地方作物品种能在这片土地

进行传承(Lapeña et al.，2013)。 

12.4.4 利用生态补偿保护田间作物多样性 

生态补偿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奖励机制，旨在通过收费、可交易的许可证、津

贴和减小市场摩擦从而促进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生态服务补偿(PES)机制是从

农民的层面“捕获”公共价值，从而激励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并支持扶贫(FAO，

2011)。在连接上游和下游的社区之间，它们的付费规模较小。这一机制要求明确

上游和下游社区在流域管理中发挥的潜在作用，通常由上游和下游合作机构确定

(资料框 12.3)。 

资料框 12.3  尼泊尔鲁帕湖合作社 
鲁帕湖修复和渔业合作社于 2001 年由下游的社区成立，对那些社区而言，

渔业是他们生计策略的重要组分之一。为了减少上游不当的农业管理措施引起

的侵蚀，合作社建立了一个利益共享机制，为社区以及上游用户团体提供奖励

机制以保护该流域。该系统由传统机制发展而来，因为当地没有环境服务的官

方市场。鲁帕湖合作社将其渔业管理收入的 10%支付给上游社区，以确保得力

的上游作物管理措施，从而减少淤积、改善水质。该支付机制是自愿的。买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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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用户)和卖方(合作社)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契约及协议。合作社每年直接将钱支

付给用户群体，如学校和需要资金进行特定流域管理实践的社区。合作社也会

通过提供幼苗的方式给予奖励或者间接支付(Pradhan et al.，2010)。 

迄今为止，生态系统服务一般与自然区域关联较为密切，而与人工生态系

统如农田关联较少。农民往往缺乏动力去思考农田管理对于农业生物多样性相

关的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除非这些服务能转化为直接利用价值如农田产量

等。第 6 章讨论了利用作物遗传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服务这一过程，如控制病

虫害、维持授粉、减少土壤侵蚀并有效利用水资源。关于这些服务功能及其范

围、监测和激励机制等信息的完善，可以影响农民的作物多样性管理决策并改

善环境。 

12.5 小  结 

任何关于作物遗传多样性的分布和范围的分析以及如何通过地方机构和农业

措施维持生物多样性，需要确定一系列综合配套支持措施而非单一的解决方案。

一个主要的指导因素是，任何支持在生产系统中保护并利用传统作物遗传多样性

的特定行动，农民以及农业社区都需要用其拥有的知识和领导能力来评估该行动

能够带给他们的利益。该原则强调了发展地方机构(地方、国家、国际组织或机构)

行动的重要性，以使农民在资源管理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延伸阅读 

Bioversity International. 2008. Manuel de formation des formateurs sur les champs de 
diversité. Bioversity International, Rome, Italy. 

de Boef, W. S., A. Subedi, M. Thijssen, and E. O’Keeffe. 2013. Community 
Biodiversity Management: Promoting Resilience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Routledge,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Jarvis, D. I., T. Hodgkin, B. R. Sthapit, C. Fadda, and I. López Noriega. 2011. “An 
heuristic framework for identifying multiple ways of supporting the conservation 
and use of traditional crop varieties with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 
Critical Reviews in Plant Science 30: 125-176. 

Vernooy, R., P. Shrestha, and B. Sthapit. 2015. Community Seed Banks: Origins, 
Evolution and Prospects. Routledge,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科
学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208· 作物田间与在地遗传多样性：研究实践中的原理和应用 

 

 
图版 13 左上：在摩洛哥进行项目点互访，参与人员来自摩洛哥不同农业生态系统的 3 个项目

点(阿特拉斯北部、阿特拉斯中部、绿洲)，共 20 名女性，她们参观了每个人的试验点，在不

同试验点参观了大豆、大麦、苜蓿和硬粒小麦。右上：在乌干达中部，卡布沃赫地区的多样性

展示会，来自不同村庄的农民团体聚集一堂，展示各自的大豆品种。左下：农民在厄瓜多尔萨

拉古罗的多样性展示会上检测传统大豆品种的多样性。右下：特制的用来加工小型谷类的省力

型装置——小型铣床，小型谷类有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科利山(Kolli Hills)地区的小米。照片来源：

D. Jarvis(左上)，C. Fadda(右上)，J. Coronel(左下)，S. Padulosi(右下) 

 科
学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第 12 章  合作与干预策略 ·209· 

 

 
图版 14  社区基因库旨在收集和储存当地作物多样性，并提供少量种子作为种质来源。与此相反，

社区种子库被用来确保当地种子的供应，以保证粮食安全，并使种子成倍增加，直接分发给农民 
左上：尼泊尔的社区种子库，其内水稻和葫芦品种可供农民“借用”，取走—种植—收获后归还。右上：布基纳

法索地下 5m 处用作社区种子库的储藏室，可密封以避免干旱和其他干扰因素。左下：马里的田间多样性平台，

是在非洲西部地区低遗传力环境下开发的，目的是加强农民分析和管理各自作物遗传资源的能力。右下：Khola Ko 
Chew 乡村和尼泊尔的卡斯基地区的妇女团体组织，以“我们的宝贵资源”为主题的多样性路边剧场。该剧以一

个真实的故事为基础，展示了传统水稻品种种植体系中野生稻的价值。照片来源：B. Sthapit(左上和右下)，D. 
Balma(右上)，R. Vodouhe(左下) 

 
 

 科
学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第 13 章 结  语 

传统品种和农业生产力 

这一章描述了目前农民在哪里和如何利用传统作物品种的很多途径及方法，涵

盖了男性和女性等不同人员如何维持作物多样性的很多案例，包括生态和社会的

一些因素以及多样性的数量和分布。这些方法来自广泛的学科，如遗传学、生态

学、农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植物学和农业社区的文化。每个研究领域都有

助于全面了解农业生产系统中管理作物遗传多样性的特征。 
农民和农村社区参与式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凸显。研究成功的关键是参与式

诊断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探究人类的选择过程如何丰富农田多样性，这些研究成果

在第 12 章进行了描述，同时该成果有助于提高农村社区农民的生活水平。研究人

员已经采用了第 4～11 章讲述的方法并和当地农民有效合作。 
研究者共同努力把农田生物多样性研究落实到各个领域。之前研究的重要经

验之一是研究者需要更加深入的合作而非简单聘用不同领域的人员。多学科研究

应该是各领域针对其中的某一特定问题发挥各自的优势。多领域密切合作解决共

同的问题，即研究者应用综合模型分析共同的问题。学科领域交叉研究

(Rosenfield，1992)将进一步整合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和合作伙伴需要共同解决的问

题，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有机交叉融合，确定问题的共同本质。本章指出交叉的

方法可以有效确保研究成果获得支持并付诸实施(正如第 12 章中所描述的)。实际

上将多学科丰硕研究成果应用到农田作物遗传多样性的研究中也是非常令人期盼

和富有挑战性的。 
在与其工作社区合作的过程中，每一组的研究者都将找寻一些问题的答案。

以下列举了我们认为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作物遗传多样性的一些特性，一

些关键主题在之前章节都有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作物遗传多样性多学科交叉的框

架，正如桑佩尔在本书前言中所提到的。 

13.1 社会经济与政策 

传统品种及其特性反映了人类的选择，即不断满足农民和农村的需求。利用

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方法不断挖掘出这些多样性的价值，彰显了农田中保存和利

用的作物品种的价值。第 9 章介绍了经济价值的方法，主要考虑直接价值(与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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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和间接价值(提供生态服务功能)。一些方法从不同的尺度剖析了多样性的价

值，其中农民直接参与市场链也影响到品种的价值。其他方法指出多样性品种可

以降低病虫害的危害，并且分析了不同品种适宜利用的典型条件，同时分析了如

何权衡高产品种和低产品种、具备其他的一些重要特性如满足高质量要求或用作

牲畜的饲料。即使当地的市场运行良好，农民也经常种植传统品种来满足一些特

殊的需求。经济分析应当认识到品种是遗传资源和公共资产，即具有满足生产者

的直接价值，也具有为未来作物的改良提供大量有价值资源特性的间接价值。经

济分析指出一些更广泛影响传统作物品种价值的农业政策。典型的案例包括对特

定农业生产的补偿(如利用化肥和杀虫剂)以及对特定产品的补贴(对一些商品设

立固定价格)。 
传统种子体系的经济价值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社会学的分析将揭示传统作

物品种的其他价值，以及男性和女性对品种管理的不同特性。通过分析才有可能

分辨出社会对构成农业生产系统生物多样性的观点和管理模式(见第 8 章)。农户、

农民组织、村庄和大型社区对不同作物的传统品种设定不同的利用目标，因此探

究和区分性别、年龄、财富和社会地位、血缘关系和民族等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过去的 10 年在很多国家，外出打工使农村的劳动力减少，农业的社会因素

发生改变，留下妇女和小孩从事农田劳作。这些变化将对自然产生影响，进而影

响到品种的一些特性，如有些品种更适应一些相对粗放的管理，或能满足这些群

体的一些特性被保留。 
政策在生物多样性的管理中也是至关重要的。特定的政策将影响社会经济特

性，如对特定生产模式和特定作物的补偿。与种子相关的政策实际上影响传统品

种的管理，并进一步影响到市场上种子的质量，市场上的传统品种不能满足一些

特定的指标如均匀度、一致性和稳定性。在一些国家如印度制定了一些规程，允

许传统品种进入市场流通。但是更多的传统品种依然被禁锢在非正规种子系统和

政策之外。因此一些当地非正式的农田实践和社会机构也许会管理其分布和利用。

第 10 章提到的政策有国际和国家两个层面，国际层面将会影响到《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定》(TRIPS)、《名古屋议定书》，并且《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

际条约》(ITPGRFA)也是政策层面的相关部分。 

13.2 环  境 

许多环境因素会影响农家品种的分布及其遗传多样性(见第 6 章)。农业-生态

方法(Gliessman，2015)为调查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切入点。此外，对农家品种对于

生物和非生物因素响应的测试——结合农民对环境、品种、选择程序的传统知识

和经验——使得整合大规模丰富数据成为可能。同时可以将很多其他方法与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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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遥感过程相结合，对与多样性的空间分布相关的特性如土壤类型、海拔和水的

可利用性等进行分析。 
当传统品种生长在贫瘠偏远的环境中时，主要考虑作物品种具有的对生物

和非生物胁迫的不同抗性。干旱、高温、极端寒冷和洪涝都需要利用一些具有

特殊抗性的品种。对这些抗性特性的遗传控制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直接进行。

品种可以长期地被种植主要是由于其对胁迫的特殊抗性，反映了其适应环境的

可塑性。找出这些适应性的变化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同时要结合考虑农民的田

间观察。农民和研究人员需要共同制定观察规程，记录作物品种的生物和非生

物抗性。 
帮助农民观察生物和非生物抗性是管理传统品种作物遗传资源的重要方法。

第 7 章讨论了一系列规程，确定如何有效利用多样性促进生产。关键的问题是何

时、何地选择一系列品种适应不断变化的各种气候环境并保障稳定的产量，一个

突出的案例是关于蚕豆的传统品种。 
乌干达的农民种植大量的蚕豆传统品种已经有效地降低了作物病虫害的危害

并维持了稳定的产量(Mulumba et al.，2012)。利用作物多样性降低作物危害形成

的一个理论框架指导一系列相关研究，测定何时利用作物种内的遗传多样性提高

产量、减少病虫害，同时降低了遗传的脆弱性和未来作物产量丧失的风险。研究

基础在于寄主作物对不同病菌和病原体的抗性不同。 

13.3 生物学和遗传学 

传统作物种内和种间遗传多样性的进化是和人们对作物的管理模式、环境因

素和生产实践休戚相关的，作物的生物学特性特别是其育种体系、物候期和生活

史都将影响这一进程(见第 4 章)。传统品种是一个动态的体系，随着环境、社会

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时间尺度主要取决于作物和生产环境。西非的一年生作物品

种在过去的几十年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很快(见第 11 章)，而一些长期生长的多年生

作物在过去的几十年变化不大。 
对传统品种的定义应当特别考虑其进化、管理和所有权。应当调查特定时间

和地区内，在农民和社区间品种名的一致性(见第 5 章)。确定农民的管理实践是

非常重要的，如果农民对一个实体认定有差异，他们的管理就会有所不同。因此

相关的遗传性状就会和其他农民管理维护的性状有所不同。所以，研究将会反映

农民确定和命名品种的方法，同时在选择过程中考虑文化保护。这些都和

Harlan(1975)对当地品种的描述一致(见第 1 章)。 
综合各种信息资源对多样性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是一项很有挑战的任务。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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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主要讲述不同生产方式和生产的不同阶段的管理受到作物的生物学特性、遗传

特性和社会经济特性的限制。在各阶段农民的决定将影响后代遗传特性的变化并

可能影响其他农民对作物性状的选择，也可能导致出现不同的品种(农民选择不同

的品种性状满足他们的需求)。环境因素也会影响种植材料的下一代性状，产生不

同的选择类型(表 4.5)，这主要取决于环境影响因子在各代中和不同的地区是否连

续，或者是否随着地区和年份有所波动。确定人类和环境因子对多样性的影响要

求准确地度量品种间和品种内的多样性。可以简单估算品种的丰富度和均匀度，

也可以更深入地用分子的手段来评估多样性。 
总之，种子系统是影响传统品种分布、利用和生存的关键因子。当地种子系

统的遗传动态取决于当地机构和农民之间的内部联系(如当地市场)，以及农民作

为不同种子来源开展的活动(见第 11 章)，农民的种子系统反映了当地种群和新种

群消长的动态平衡(个体农户的很多种子消失，但同时又从邻居或亲戚手中重新繁

育种子)。个体农户的选择将导致种群具有特殊的特性，通过交换和售卖到当地市

场会导致当地特殊品种呈现一致性。第 4 章、第 5 章重点揭示了这一过程，这也

是多样性农田管理的核心和重点。 

13.4 从多样性的描述到保护 

最近的多样性及其动态研究清晰地反映了农民和社区对多样性的利用。这些

结果也揭示了如何保护多样性。利用多样性控制生物和非生物的抗性，特别是病

虫害管理在保护粮食安全方面还是至关重要的(见第 7 章)。揭示传统品种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价值将进一步推动这些价值的提升(见第 8 章、第 9 章)。例如，传统

品种市场链的研究将使其价值提高。同样，对当地社区的研究揭示作物多样性的

文化价值将进一步提升这些价值。因此，还需要更多地挖掘多样性的其他特性从

而应对其他挑战。 
政策也会对多样性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对政策的分析可以揭示政策对多

样性保存和利用潜在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见第 10 章)。一些研究已经确定了有利于

传统品种保存的方法和措施。政策分析有助于支持保护多样性从而改善农民生计

的项目活动(见第 12 章)。很多研究实践揭示了传统品种的作用，但确定改善种子

的产量和质量的方法还需今后进一步深入探究，因此有必要开展一个全面综合的

研究项目。 
了解传统品种多样性的分布和利用超越了对传统品种多样性模式和特性的

科学描述。这将包括持续地挖掘、保存传统品种和可持续生产的未来价值，同

时使农民保存和利用已有的品种(Brush，1995；Jarvis et al.，2011)。这些建议将

引发未来传统品种如何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讨论。很多农业专家和研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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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认为保护传统品种是提高产量和改善全球贫困人口生计的非常重要的举措

(至少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未来传统品种及其遗传多样性对农民生产的作用

将会更大。 

13.5 传统品种的未来价值 

我们出于什么原因要保护农业生产系统中的遗传多样性？值得探究的是前面

章节中提到的植物遗传资源的诸多益处。第一，遗传资源具有补充性，不同的基

因型有不同基因和等位基因可以互相补充从而应对不同的环境和改善对病害的抗

性(见第 7 章)。第二，这种均衡效应可以提高其他品种或品种组合应对恶劣环境

的可能性。第三，保持多样性将增加应对未来环境改变的选择。生产系统不再局

限于一些不能适应变化的基因型。第四，遗传多样性为不断进化提供了可能，即

具有变异的潜能。 
在传统品种未来的重要贡献方面，遗传多样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

①多样性可以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的方式提高农业系统的生产力和生产率；②多样

性在改善系统恢复力、适应性和进化潜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③对多样化

的作物种内不同材料和更多的天然食物生产系统的消费需求与日俱增；④农村

社区和农民自我管理生产系统的意愿增强。总之，多样性是保持可持续生产必

不可少的资源。 

13.5.1 多样性：实现可持续生产的关键 

传统品种经常被认为是农业发展和研究必不可少的资源，其中有用的资源可

以被提取或转移到现代农业中。如果可行，将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依据，农业生

产实践的改变也要求转变对这些品种在现代农业中价值的观念。对遗传资源保存

和利用的一些观点已经在第 3 章进行了描述。 
FAO 已经估计在未来的 30～40 年农业生产力需要提升 70%。同时，需要可

持续的农业生产实践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可持续农业旨在保护自然资源特

别是土壤和水，尽量减少对外来非生物投入的依赖，同时在经济和社会上更可行

(Pretty，2008)。提高可持续力需要有效地利用农业投入，目前有一系列措施包括

改善水的利用率(Molden，2007)、土壤质量和养分利用的有效性(Vitousek et al.，
2009)、农用化学品和能量的有效性(Pimentel，2011)。提高生产和不同投入的

有效性要求通过改善生物有效性来提高作物和品种适应低投入的农业生产(如

低水平化肥和能源)，各方面表现优异的品种将拥有和许多传统品种一致的生物

和农艺性状，并将适应更加多变的生产系统，有效地利用农业投入，这些品种

将比农业生产系统中最近使用的高产品种的资源利用效率更高，其他高产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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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肥和农药的要求较高。通过传统品种的参与式育种培育的品种很好地解

决了这一问题。 
总体来讲，农业生物多样性在发展可持续农业生产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减少投入主要取决于生产系统组成的生物特性，即利用生物多样性提高生态系统

的服务功能。通过有效地管理生物多样性可以显著改善土壤的养分利用效率、水

的利用率和控制病虫害。作物品种的性状是利用多样性的必要条件。 

13.5.2 可恢复力和进化能力 

变化特别是气候变化在未来的几十年将对农业生产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可持

续农业的目标即不受环境和人类的负面影响达到所期望的生产力水平，也许有人

要问，我们如何才能在目前多变的世界里达到这样的平衡。强化生产系统的可持

续力(可恢复力或反弹力)是保障农业生产应对变化的有效途径。可持续性旨在使

世界回归平衡状态，提升恢复力在于改善世界不平衡的方法，可能使我们生存的

世界呈现美好的前景(Zolli and Healy，2012)。这里有几种不同的反映稳定状态的

指标，如保持功能性的能力、生态系统对特殊干扰和损害的反应。对可恢复力的

其他描述将其看作一个更动态的概念，所以 Carpenter 和 Brock(2008)将可恢复性

定义为在社会生态系统中所包含的能力，即应对冲击和保持功能、自我组织、学

习和适应。Taleb(2012)进一步强调了发展系统适应变化的能力，他强调抗脆弱性

的重要性，即应对未知或未来变化的能力。 
多样性(包括系统、作物和品种)可以改善可恢复力。传统品种的抗性是多

样的，可以应对变化的环境和长时间的波动。它们有一些特性可以保证农民或

社区在生物和非生物胁迫下还可以保持生产力(见第 7 章)。尼日尔大豆和珍珠

稷的传统品种 20 年来在适应及维持生产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见第 11
章)。适应和学习的过程是以传统品种为基础的农田系统的重要特性，这些多

样性保持了进化的能力，农民总在学习如何面对挑战。加强可持续性强调了保

持传统品种动态特性的重要性，并强调保护这些动态特征的重要性(如种子系

统和其他的社会结构等)。 

13.5.3 消费者、农民和社会的兴趣点 

在过去的几十年社会对天然和高质量食物的需求与日俱增。人们对主要的食

物安全忧心忡忡(如疯牛病、食品添加剂的毒性)，对食物生产、动物饲养、疾病

从动物到人类转移的健康隐患非常忧虑。强有力的国际运动如慢食运动不断挑战

食物的生产方式，一些活跃的社会团体也致力于推广传统作物种子，使其扩大种

植面积(如“种子救护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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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也在不断呼吁自主管理生产和生计，而不是由一些跨国种子和食物生产

企业控制。对食物主权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同时涌现出一些国际农民联盟，如 Via 
Campesina(http://viacampesina.org/es/)，并且在 Terra Madre 的主要会议上将世界

各地的农民集中起来。这些团体将传统品种作为他们遗产的一部分，他们希望保

持和培育，农民通过这些行动维持多样性，帮助未来种子生产。 

13.6 保存传统品种的途径和方法 

为了提高对生产系统传统品种价值的认识，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从国际层

面到与单独的农村社区合作，很多活动已经在之前的章节中被描述。这些活动从

不同的视角探寻保存的重要性、生产系统的特性、农村和农民的生计。从广义上

讲，这些途径包括了在项目点保护，既强调保存作物和品种，又强调农民和社区

的重要作用，并考虑制定特殊的农业生产措施。 
一些国际计划推崇在项目点保护，包括里山倡议(IPSI)、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GIAHS)、国际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ICCA)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这些计划的重点是确定可以通过社会、文化和生态途

径保护多样性的地区(资料框 13.1)。这些途径倡导保护受人为干扰的环境，使其

不断适应和调整，并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生态指标评估维持这些系统的有效性(Van 
Oudenhoven et al.，2011)。 

资料框 13.1  基于定点研究方法认识当地社区在人为干扰环境中保存作物遗传

多样性的重要性 
里山倡议旨在通过更广泛的全球认识，保存可持续的、人为影响的自然环

境(社会-生态生产景观和海景观)。里山倡议的目标是实现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统

一，将人为的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和森林)和自然过程相结合，通过可持续

的管理和利用自然资源，有效地维持生物多样性，人类将从未来各种自然资源

的稳定供给中获益。 
联合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被定义为传统/历史农业系统，有一些特殊

的地区作为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对国家和全球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文化景

观对当地社区的食物和生计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并为全球或国家提供重要的农

业和粮食遗传资源，保留了无价的传统知识、传统技术和自然资源管理系统，

包括农业生态管理的传统机构、资源获取和利益共享的标准化规定、复合环境

和农业进程的价值体系，以及农业实践、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播，通过合理的管

理对自然和社会因素的限制提出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是一个政府间的科学机构，旨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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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科学基础。将这一项目和栽培景观相融合，其完整性

和可恢复性取决于其生态和社会组成，这些组成相互结合可以保持系统在受到

干扰后依然能保持其结构和功能(Gunderson and Holling，2002；van Oudenhoven 
et al.，2011)。 

目前有很多种方式强调利用经济和政策机制提升材料的价值及认知度。特殊

的品种(经常来源于特殊地区)可以进行登记，因为有来自这些品种的产品。这些

市场和非市场的措施可以鼓励农民继续种植这些品种，这样品种就可以在农业生

态系统中得以保存。 
很多非政府机构和其他团体也特别关注农民参与和管理利用当地资源。这些

机构强调农民已经通过几百年创造和管理了传统品种并使我们获益。这些措施既

强调组织和机构对农民的支持，也关注多样性管理中社会和生计的作用。这些工

作都强调了农民权益和食物主权的重要性。 
一系列研究倡导将农业生态措施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并指出传统品种可以在

这一框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一措施中，传统品种体现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价

值将更广泛，将在整个农业发展中发挥作用。研究还指出传统品种的重要作用即

维持或提升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所有研究方法的共同主题一致认为作物遗传多样性在生产力、生态和文化等

方面都可以在农业生态系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在未来持续发挥作用。 

13.7 总  结 

本书主要讲述有关的方法和措施，即了解何时、何地农业生态系统中的作物

遗传多样性，如何通过提供给农民多元的资源，以增加其对环境变化的抗性，并

提高系统的可恢复力。本书的重点是为读者提供可依据的原则和方法来测定、量

化和支持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作物遗传多样性。 
世界各地的大量研究表明，保存作物遗产的主要动力是大量小农户的多元化

管理策略，他们面临不同的生产条件，有不同的需求和适应措施。这些变化通常

是很微小的，种群内部通过持续汇集和分化，发生动态变化而形成品种。这些品

种被保存在农业生产系统中，因为它们能够满足农民的需求，所以农民选择保存

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和社会需求不断进行

调整。最终，由农民决定需要种植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他们拥有这种选择

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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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A 常用数据分析软件 

名字 数据 平台 参考链接 

Arlequin DNA, SNP, 
SSR Unix, Mac OS http://cmpg.unibe.ch/ software/arlequin35/ 

MEGA DNA 
distance 

Unix, Mac OS, 
Windows http://www.megasoftware.net/ 

Structure SSR Unix, Mac OS, 
Windows http://pritch.bsd.uchicago.edu/software/structure2_1.html 

Adegenet DNA, SNP, 
SSR 

Unix, Mac OS, 
Windows http://adegenet.r-forge.r-project.org/ 

GeneLand DNA, SNP, 
SSR 

Unix, Mac OS, 
Windows http://www2.imm.dtu.dk/~gigu/Geneland/ 

APE DNA Unix, Mac OS, 
Windows http://ape.mpl.ird.fr/ 

DNAsp DNA Windows http://www.ub.edu/dnasp/  

BAPS SSR Unix, Mac OS, 
Windows http://www.helsinki.fi/bsg/ software/BAPS/ 

STRUCTURAMA SSR Unix, Mac OS, 
Windows http://www.molecularevolution.org/software/popgen/structurama 

Paup4b10 DNA Unix, Mac OS, 
Windows http://paup.csit.fsu.edu/ 

PhyML DNA Unix, Mac OS, 
Windows http://www.atgc-montpellier.fr/phyml/ 

Network DNA Windows http://www.fluxus-engineering.com/sharenet.htm 

SplitsTree DNA 
distance 

Unix, Mac OS, 
Windows http://www.splitstree.org/ 

TCS DNA 
distance 

Unix, Mac OS, 
Windows http://darwin.uvigo.es/ software/tcs.html 

Genetix SSR Windows http://kimura.univ-montp2.fr/genetix/ 

Genepop SSR Unix, Mac OS, 
Windows http://genepop.curtin.edu.au/ 

Fstat SSR Windows http://www2.unil.ch/pop gen/softwares/fstat.htm 

Bottleneck SSR Windows http://www1.montpellier.inra.fr/URLB/bottle neck/bottleneck.html 

Migrate-n DNA, SSR Unix, Mac OS, 
Windows http://popgen.sc.fsu.edu/Migrate/Migrat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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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互联网上的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资源 

资源 描述 网址 

Landsat(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陆地卫星)
Landsat 代表了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

基于空间的中等分辨率陆地遥感数据集
http://landsat.gsfc.nasa.gov 

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地球资源观

测与科学中心(EROS) 
美国地质勘探局的遥感数据管理、系统

开发和研究中心 
http://eros.usgs.gov 

MODIS——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MODIS 是搭载在 Terra 和 Aqua 卫星上

的一个重要的传感器 
http://modis.gsfc.nasa.gov 

ASTER——先进的星载热量散发和反辐

射仪 
ASTER 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日本

经济产业省与日本空间组织合作的成果
http://asterweb.jpl.nasa.gov 

EUMETSAT——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EUMETSAT 是提供与天气和气候相关

的卫星数据、图像和产品的国际组织 
http://www.eumetsat.int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

国家环境卫星数据和信息局(NESDIS) 
NESDIS 从卫星上及时获取全球环境 
数据 

http://www.nesdis.noaa.gov 

附录 C 不同年度参与式植物育种(PPB)活动 

Ceccarelli 等(2001，2003)、Ceccarelli 和 Grando(2005)及 Ceccarelli(2009)
的研究显示，大麦和小麦分散式的参与式植物育种如何在半干旱地区的农田中

实施。Ceccarelli 在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做了杂交试验，并为农民提供了

多种选择。 
Almekinders 等(2006)记录了许多使农民重新开始植物育种的研究案例，包括

尼加拉瓜非政府组织(农村社会研究中心)的工作，这项工作通过组织感兴趣的农

民和尼加拉瓜理工学院(INTA)的国家育种工作者，发起参与式植物育种试点项

目，以开发农民偏好的豆类、玉米和高粱品种。 
Sperling 等(1993，1996)通过将农民带到研究站选择他们喜爱的品种，实现

了参与式品种选择(PVS)。在此基础上，Joshi 和 Witcombe(1996)开发了一种 PVS
方法，该方法为了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在获得当地作物多样性、进行农田试验和

传播之前，先对农民的需求进行评估。 
Witcombe 等(1996，2005)和 Sthapit 等(1996)的研究证明，通过从异质种群

中选择优良性状可以改善当地耐冷水稻品种的价值，并在作物改良项目开始之前

在当地进行收集。 
Gyawali 等(2010)展示了农田参与式评估、系统地收集农民的传统品种

(Jethobhuddo)及选择具有消费者偏好性状的种群，如何使传统品种在与现代品种

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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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hapit 和 Rao(2009)的研究展示了基层机构如何获得简单的植物育种培训，

以便从现有的材料中选择功能多样性并且通过农民的种子系统进行推广。 
Weltzein 等(2005)、Weltzein 和 Christinck(2009)让农民根据他们的优先偏好

确定育种目标，并在马里开发育种材料，用于农业社区的分散式 PVS。它由国际

半干旱热带地区作物研究所(ICRISAT)的植物育种者发起，起源于对高粱和珍珠

稷育种项目的经济影响评估。 
稻米农业系统的参与性作物和家禽改良(PEDIGREA)项目(Smolders and 

Caballeda，2006)支持南亚和东南亚的本地蔬菜、鸡肉和水稻的 PPB 项目，发布

了 PPB 的田间指南，并巩固了农民在育种和田间学校中的作用。 
Humphries 等(2005)在洪都拉斯与当地农业研究委员会(CIAL)合作进行参与

式豆类育种(http://www.odi.org.uk/agren/papers/agrenpaper_142.pdf)。 
Chablé等(2008)和Lammerts van Bueren等(2008)证明了参与式植物育种在欧

洲有机农业中的利用。 
Soleri 等(2000)对墨西哥从农民的角度进行的选择实践及其结果与植物育种

者使用的概念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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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汇 表 

半结构式访谈：一种用于社会研究的迭代数据收集工具，通过该工具，研究

人员预先概述了与受访者访谈时将涉及的关键问题和参考点，但也允许访谈随着

新信息和见解的出现而向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保护：管理自然和农业环境及其生物资源，确保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不被破坏，

以保持其满足后代需求和愿望的潜力。 
保险假说：具有可能在以后有用的特征的个体。更大的物种、品种或基因型

多样性“保障”生态系统不受由有害的环境变化导致的功能衰退的影响。 
倍性：每个细胞的完整染色体组的数量(例如，一组=单倍体，两组=二倍体，

三组=三倍体)。 
被忽视的作物：现代农业基本上忽视了的作物，但对当地社区仍然很重要。

这类作物包括埃塞俄比亚画眉草和西非马唐米(fonio)。 
标记辅助选择(MAS)：使用与特定性状相关的 DNA 标记来改善种群中选择

的效率。 
表达序列标签(EST)：cDNA 序列的短序列，用于鉴定基因转录本和发现目

的基因、基因测序和检测 DNA 多态性。 
表型：植物的物理特征的总和；植物表型是基因型性状与环境条件之间相互

作用的结果。 
表型可塑性：植物经历环境变化，改变其表型并因此存活和繁殖的能力。 
病害三角：植物病理学的基本范式；需要病原生物——在有利于宿主植物

生长、病原体传播和病害发展的环境中与易感宿主相互作用的毒性病原体，才

能致病。 
捕食：生物体通过消耗另一种生物的组织而获益，特别是取食植物叶子或种

子的动物。 
不规则的干燥期：通常在雨季的 7 月下旬或 8 月出现。 
参与式观察：一种定性的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与当地居民一起

生活和进行日常活动，并根据与当地居民的非正式对话、研究人员尝试执行的任

务或手头工作的经验记录调查结果。 
参与式品种选择：农民在其目标环境中根据自己的选择标准选择固定品系(发

布的稳定品种、优良品系或传统品种)。 
参与式诊断：一种研究方法，旨在征求用户群体、居民家庭和其他当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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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意见和使其参与，收集和分析有关技术创新、发展干预或影响社区或地区的

开发资源或土地使用政策的信息。 
参与式植物育种(PPB)：育种者和农民在植物育种所有阶段(亲本选择、杂交、

农场评估、选择)密切合作的育种计划，以开发产量高和农艺性状好的新品种。 
测序的基因分型(GBS)：用于构建下一代测序平台，简化表示文库的高度综

合系统。它产生大量单核苷酸多态性(SNP)用于遗传分析。 
陈述偏好技术：收集经济数据的方法，这些数据依赖于受访者的假设行为

陈述。 
重组：必然但不仅仅与减数分裂相关的过程，其产生具有衍生自一个以上亲

本 DNA 分子片段的重组 DNA 分子。 
除趋势对应分析：一种多变量统计技术，找到大而物种丰富却分散的数据矩

阵的主要因素或梯度。 
传统生态知识(TEK)：被视为社会生态系统中人类-环境动态的记忆。这种记

忆越久，传统生态知识就越准确地反映出社会生态学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并促进

社区适应周围生态系统的变化。 
传统知识的特殊制度：适用于植物品种保护时，是指为保护植物品种作为知

识产权的特定主体而颁布的一套法律法规。 
垂直育种：抗病育种，选择对特定致病型具有抗性的主要基因(如来自相关野

生物种的抗性基因)，很少关注次要基因的抗性。 
春化：发芽种子或幼苗经历一段持续低温，以诱导开花。 
纯合性：用于描述同源染色体上给定基因的所有同源拷贝具有相同等位基因

或 DNA 序列的个体。 
雌雄同体：一种植物，其花含有雄蕊和心皮(雄性和雌性生殖器官)。 
雌雄同株：在同一株植物上具有单独的雄花和雌花的物种。 
雌雄异株：雄花和雌花分布在不同植物体上的植物。成年植物可以保持性别

表现不变或随时间变化。 
次要多样性中心：物种最初被驯化地点之外的作物物种多样性高的地区。 
促进作用：对至少一组相互作用物种或基因型有益的作用，不同于必需的共

生体。 
脆弱性：系统易受不利影响或无法应对其非生物或生物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

的程度。 
存在价值：个人或社会群体从知道某事物存在中获得的满足感，与其是否被

利用无关。 
单倍体：细胞仅具有一组染色体的真核生物。 
单倍型：一定的连锁区内，特定等位基因的特定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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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当基因组中的单个核苷酸(A、T、G 或 C)在物种之

间不同或成对时，由 DNA 序列内特定位置的序列变异引起的遗传标记。 
单链构象多态性(SSCP)：通过凝胶电泳检测的同源单链 DNA 片段的核苷酸

序列的差异。 
单性结实：未受精的果实发育。 
单作：种植单一作物的农业生态系统。 
氮肥利用效率(NUE)：氮肥吸收效率和利用效率的乘积。它反映了植物在低

氮条件下生产的能力，并通过产生的谷物产量(特别是从田地输出的氮的量)与土

壤和肥料中可获得的矿物氮的比率来衡量。 
刀耕火种：一种农田生产制度，在该制度下，田间地块在长期休耕系统上轮

作，种植 1～3 年，然后休耕期足够长，以便就地再生次生林。 
等位基因：DNA 序列不同的遗传基因位点的替代形式，通常是对应于单个基

因的一个拷贝。 
等位酶：在同一基因位点上由不同等位基因编码的酶。 
低遗传力环境：由于作物生长环境的异质性，以及不可预测性或季节性分布

的不确定性等，难以建立和培育具有适应性品种的环境。 
地理标志：用于具有特定地理来源且具有源于该原产地的品质和声誉的商品

的标签。有不同的形式：地理来源的标识、受保护的地理标志、受保护的原产地

名称、原产地名称和原产地命名。 
地理生态位：物种在其社区中的位置和作用，与它和环境、相关生物的相互

作用有关。 
地理信息系统(GIS)：一种数据库管理系统，可以同时处理图形形式的空间数

据(如地图或位置)和相关的、逻辑连接的非空间属性数据(即地图中不同区域或地

点的标签或描述)。 
典型相关：两个不同变量的分变量的线性函数之间的相关性。 
电泳：一种分子生物学技术，有许多形式，用于将大分子的复杂混合物分离

成不同大小分子的组分，通常在多孔基质上施加电场。 
调查工具：一个相对高度结构化的问卷，由标准化问题组成，在与受访者样

本的个人访谈中完成。 
动态保护：为了传统系统中作物多样性的持续演变，对生物、农业生态和人

类文化过程进行保护。 
毒力：病原体克服宿主群体中存在的抗性基因多样性并导致病害发生的能力。 
对照：根据田间试验的具体目标选择具有已知特征的对照品种，以进行比较

或标准化处理。 
多态性：在两个或两个以上遗传上不同种类的同一杂交群体中，通常在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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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位点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等位基因。 
多系：基因相似的品系或品种的混合物，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对病原菌株的抗

性不同。 
多样性试验区：由当地机构管理、用于展示、繁殖或研究目的的农民品种的

试验区块。邀请经验丰富的农民参与观察试验区的多样性。 
多样性展示会：将来自一个或多个社区的农民聚集在一起，展示各自种植的

传统品种。多样性展示会不奖励最佳个体品种(如基于产量或规模)，而奖励掌握

最多的作物多样性和相关知识的农民或合作社。 
多元回归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旨在建立依变量或因变量与不同的独立或预

测因素之间的线性关系。 
二倍体：具有两个完整的同源单倍体染色体组的生物。 
非市场价值：未在市场价格中反映或获得的商品或服务的价值。 
非正式种子系统：植物品种开发、种子生产、商业化和种子交换的系统，不

一定遵循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上可获得的植物品种和种子的质量。 
分层法：一种研究设计方法，通过社会、文化和环境变量确定样本中不同群

体或受访者层次的数据。 
分蘖：从单一草本植物的茎上形成多个枝条。 
丰富度：样本或特定区域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等位基因、基因型、变种或种类)

的总数。 
腐殖质：土壤中积累的经过分解和矿化的有机物质。 
附加价值：评估没有市场价格的商品或服务价值的方法；该方法涉及调查受

访者支付商品或服务的意愿。 
复合交叉种群：来自几个亲本之间不同杂交后代的集合，其作为单个进化群

体繁殖。 
干摩尔分数：二氧化碳分子数除以干燥空气分子数乘以 100 万。 
高产品种(HYV)：在现代育种项目中开发的作物品种，为了产量最大化(通

常在高投入条件下)而牺牲多样性或局部环境适应性。HYV 通常由农业发展项目

推动，并且被视为对同一物种的地方品种造成威胁或者会取代其他传统作物。 
公平交易：买方同意支付包含生产成本和社会保险费用的价格；预付款；直

接从生产者处购买；建立长期合同。 
功率谱分析：一种时间序列分析统计工具，通过指示随时间变化的不同频率

来确定数据中的周期性，这可以解释数据中大部分的可变性。 
功能多样性：影响生态系统功能的物种及其生物特征的价值及范围。 
功能特征：根据生态角色定义物种的特征(它们如何与环境和其他物种相互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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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显性：表达杂合子中存在的所有等位基因(二倍体中有两个，多倍体更多)，

因此表型反映了两个等位基因的贡献。 
孤雌生殖：单性繁殖，从未受精的卵子中产生后代。 
固定系：育成的先进品系或地方品种的稳定品种，意味着消除了某些分离变异。 
关键农民：社区或地区的特定农民，他们是种子和信息的重要来源，也是种

植传统作物的专家，因此在工作网中具有多重联系。 
关键人物：公认的调查主题的当地专家。 
光周期：为生长和发育阶段所需信号(如花的起始)提供的日照长度和时间。 
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用于分析遥感测量的图形指标——通常来自卫

星——并评估被观测目标是否包含活绿色植被；如果包含，NDVI 则用于监测植

物生长、覆盖度和产生量。 
滚雪球法：一种社会研究抽样方法，要求初始受访者建议其他个人或家庭进

行调查，这些人反过来建议更多的受访者，直到达到所需的受访者样本量。 
寒害：热带植物暴露于低温时，造成细胞功能障碍的农业气象灾害。 
互惠：两种生物相互作用，使双方都受益。 
互惠移植实验：在每个源环境中引入和测试来自两个或更多环境的生物的实

验。而常见的园林实验仅在同一环境中对所有生物进行对比测试。 
化感物质：与种间化学相互作用有关。 
化感作用：植物释放对其他生物有抑制或刺激作用的化合物进入环境中。 
恢复力：生态系统或物种从干扰中恢复的能力。 
回归分析：一种统计分析方法，用于确定依变量或因变量与预测变量或自变

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混播：两种或多种栽培品种混合播种，这些品种有许多不同的性状，包括抗

病性，但具有足够的相似性，可以一起种植。 
获取与惠益分享(ABS)：获取遗传资源并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基因位点：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 
基因型：植物的遗传组成，由遗传性状组成。 
基因组选择(GS)：使用全基因组、分子标记和高通量基因测序改善植物育种

中的数量性状。 
集合种群：同一物种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作用的一组空间分离的种群。特别是

这些种群可能随机遭受局部灭绝或者因迁移作用而建立起新的局部种群。 
计量经济学模型：一种经济学模型，其参数能够定量估算。 
记忆银行：收集和记录农民的知识，供将来利用；类似于基因库中种质的储

存和记录。记忆银行用于捕捉和记录植物生物多样性的文化维度，包括当地名称、

本土技术，以及不同植物和品种相关的用途，传统上通过口头方式从一代传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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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代，供当地社区获取和管理。 
价值链分析：一种分析方法，用于确定一种产品通过一个或多个中介从生产

商转移到消费者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如何增加价值。 
简单序列重复(SSR)：见“微卫星”；由 2～6bp DNA 组成的、短的重复序列。

这些序列在群体中倾向于是多态的并且通常是共显性的，因此是有用的标记。 
渐渗：由于物种之间杂交和重复的回交，遗传信息从一个物种转移到另一个

物种。 
交互平均法：也称为对应分析，它是多变量数据的排序技术，与加权平均相

关，类似于主成分分析。 
交易成本：购买和出售商品或服务所产生的成本，不超过市场价格。 
接穗：用于嫁接到另一个基因型的砧木上的植物分生组织(芽或苗)。砧木提

供成株的根系和主干，接穗发育形成上部茎、叶冠和果实。 
接种物：从组织或器官的外植体切下的一小块组织，或来自悬浮培养物的少

量细胞材料，转移到新鲜培养基中以继续培养。在病理学中，它是源自病原体的

材料，如在先前未感染的植物中引发病害的孢子悬浮液。 
进化能力：种群或物种产生适应性遗传多样性的能力。 
近交衰退：由种群中密切相关的个体之间的交配引起的适应性丧失。 
近交植物：具有自交生殖的生物学特性的植物，经常自花授粉；与远交植物

相对。 
竞争：生态系统中因资源有限导致的生物相互作用；由于争夺所需资源，两

种生物的生存条件都变得更糟。 
就地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栖息地的保护，以及在自然环境中保护物种的存

活种群，在形成驯养或栽培物种特性的环境中保护其生态种群的过程。驯化资源

就地保护的重点是现有农业生态系统的农田，而其他类型的就地保护则关注在其

原始栖息地中生长的野生植物种群。 
聚合酶链反应(PCR)：通过在循环特异性 DNA 序列中重复复制而扩增的分子

生物学程序，由靶序列末端的 DNA 序列或引物序列确定。 
均匀度：样本、群体或区域中不同类型（如等位基因、基因型或物种）的频

率有相似性或无差异。 
开放授粉：由风、昆虫或其他自然机制授粉，无须人为干预，如花粉迁移障

碍、防止自体受精或其他繁殖操作。 
抗病性：由遗传决定，植物宿主减少或阻止病原体繁殖，从而保持健康的

能力。 
抗寒性：植物对低温的响应及其在低于最佳温度下表现的适应能力。 
抗生现象：抗性植物对试图将其作为宿主的节肢动物的生活史特性产生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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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现象。 
抗性：面对不确定性，能够茁壮成长。 
可持续性，感知可持续产量（Gliessman，2007）：能够永久性地从系统中收

获生物量的条件，因为系统自我更新或更新的能力不会受到损害。 
克隆：由无性繁殖或营养生殖产生的个体，因此在遗传上与其亲本个体相同。 
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AFLP)：依赖于 DNA 片段或 PCR 扩增产生的扩增产物

大小变化的 DNA 标记系统。 
粮食主权：生产、分配和消费粮食的人们有权确定自己的粮食系统，并成为

粮食系统和政策决策的中心，而不是仅由市场和公司的需求决定。 
轮耕：一种农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临时耕种土地，然后放弃并恢复其自

然植被，同时农民移动到另一个地块。 
马尔可夫过程：通常被描述为无记忆的随机过程，下一个状态仅取决于当前

状态而不取决于它之前的事件序列。 
酶切扩增多态性序列(CAPS)：是 RFLP 方法的扩展，利用 PCR 更容易分析

有用的遗传标记。 
民族分类学：也称为民间分类法，是由各个民族定义和使用的分类系统。 
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比较和分析不同民族的特征及其关系。 
耐病性：植物耐受传染性或非传染性病害，不产生严重损害或使产量损失

的能力。 
耐寒性：温带植物在零度以下存活的能力。 
内容分析：系统地分析特定交流或活动的内容以确定其含义或目的的方法，

包括符号和主题元素。 
农家品种（也称为传统品种、农民品种或民间品种）：一种作物品种，通常具

有一定的遗传变异性，但也具有一定的遗传完整性，这种遗传完整性已经在栽培

中进化，通常在传统的农业系统中长期存在，并且已经适应特定的当地环境或研

究目的。农民认识到它的特征，选择他们想要的特征，通常给它一个有意义的名

称或根据特征命名。 
农林业：将树木和灌木融入农业实践。 
农民权利：该术语用于指应该被认定和保护的权利，以支持农民作为作物多

样性的保护者和利用者。 
农民田间学校：一个以团体为基础的学习过程，已被许多政府、非政府组织

和国际机构使用，培训农民成为其他农民的培训者；主要是为了推动有害生物综

合治理(IPM)。 
农田多样性论坛(DFF)：由按性别分组的男女组成(通常为 25～30 人)，以评

估作物遗传多样性。农民团体测试改良品种和当地品种。农民接受种子繁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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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栽培品种的种子在团体内外繁殖和传播。该方法考虑到了女性和男性农民的

选择标准不同。通过每周的会议，农民可以了解与植物遗传资源交换有关的国际

和国家公约/立法。 
农业生态方法：是将生物和生态过程纳入粮食生产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

那些对环境或农民和消费者健康造成危害的不可再生投入。它包括有效利用农民

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人们共同努力解决农业和自然资源问题的能力。 
农业生态系统：农业生产的系统，包括其中的所有生物和环境因素，在人类

的帮助下，是一个具有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稳定系统。 
农业生物多样性：包括与粮食和农业相关的生物多样性的所有组成部分，以

及构成农业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动物、植物、微生物在遗传、物种、生态系统

层面的多样性和变异性，从而维持农业生态系统的功能、结构和过程。农业生物

多样性由农民、牧民、渔民和森林居民创建及管理，不断地为世界各地农村社区

的农业系统提供，并构成其生计战略的关键要素。 
农业系统：农场的所有元素，作为一个系统相互作用，包括人、庄稼、牲畜、

其他植被、野生动植物和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相互作用。 
农业形态特征：作物中易于观察的、与提高产量直接相关的农业数量性状或

形态特征。 
排趋性：植物的一种特性，使其对一些摄食或产卵的昆虫没有吸引力：节肢

动物的非偏好反应。 
排序：通过几种统计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分析多变量数据，这些统计方法对

多个变量的值进行排序，使得相似的对象彼此靠近、不同的对象彼此分离。 
判别分析：一种统计分析，用以找到表征或分离两类或更多类对象或事件的

特征的线性组合。 
偏害共生：生物间的相互作用，其中一种生物体对另一种生物体产生负面影

响，而本身并未获得任何直接利益。 
偏利共生：生物间的相互作用，其中一种生物体受益于相互作用，另一种生

物体既没有受益也没有受到伤害。 
偏置放大：竞争性候选 DNA 模板中的选择性 PCR 扩增导致其在最终产物中

的优势。 
品种：选择具有所需特征并培养的植物。它可能是传统品种，由农民保存，

或者是现代品种，由于有意识的育种计划而发展起来。 
品种纯度：被认为是营销所必需的作物品种的特性，该作物品种不包含被认

为是污染物的基因型，并且其种子保留品种特征，品种类型真实。 
评价：评估植物性状，如产量、农艺性状、非生物和生物胁迫易感性，以

及生物化学和细胞学特征，这些性状的表达可能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与表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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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比。 
谱系生物地理学：研究生物物种基因谱系地理格局的历史演化及形成原理、

过程的科学。 
期权价值：未来消费者将从当前持有的商品或服务中获得的利益。 
迁地保护：将种质从其产生或生长的地方迁出，并作为基因库中的种子、离

体保存的植物材料或将植物种质种植在植物园中，存放在异地或田间基因库。 
迁移：个体从一个种群到另一个种群的迁移。当迁移的种群的等位基因频率

与接收种群不同时，迁移会产生基因流动。 
侵略性：对宿主造成损害的植物病原体的定殖和传播能力的定量度量。 
亲属关系：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社会公认关系，这些关系是生物学相关的，或

者通过婚姻、收养或其他仪式获得的。 
趋异：种群或品种之间(遗传)无论是隐性的还是表现为形态学或生理学特征

的差异的积累。 
缺氧：低氧张力，将生物体的呼吸转移到厌氧途径，从而引发不利的生化

变化。 
确定性：种群中的植物倾向于协调开花和结果时间，同时成熟以进行异花授

粉和收获。 
认知地图：由没有接受正式制图培训的个人绘制的地图；认知地图通常不是

按照精确的尺度绘制的，或者可能从不寻常的角度展示地形或其他特征，但它们

在揭示受访者对土地和资源的理解及概念方面非常有用。 
社会网络分析：基于网络理论的社会关系分析方法。 
社会制度：它是观念、组织、规范和设备的复合体。它存在于特定类型的社

会结构中，用来满足社会基本需要的相对稳定的人类活动模式。 
社会资本：个人在社区或社会中发展，获取和利用社交网络的能力。 
社区生物多样性登记：由社区成员维护的社区中传统作物品种的记录，可能

包含诸如农业形态和农艺性状、农业生态适应性、特殊用途、独特性状、原产地

和保管人等信息。该方法用于记录遗传资源的传统知识，并提供防御性保护、促

进生物开发。 
渗透调节：细胞中溶质的净积累对细胞环境的水势下降的响应。 
生产函数：一种数学模型，描述了投入要素的使用量与利用这些投入要素所

能得到的特定目标（如产量、家庭收入、作物多样性维持）最大数量之间的关系。 
生理小种非专化型抗性：也称为水平抗性、微效基因抗性、数量抗性和田间

抗性。通常是部分抗性，并且受多个 QTL 控制，使其难以融入新品种。 
生理小种专化型抗性：也称垂直抗性、主基因抗性和定性抗性。对病原体的

某些致病型的抗性和对其他致病型的易感性。它通常由抗性等位基因占优势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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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极少数位点控制。 
生态标签：使消费者知道产品的制造符合公认的环境标准，而对产品进行的

标识。 
生态区域：是生态和地理上定义的区域，比生物区小，而生物区又比生态

带小。 
生态系统多样性：特定区域（如生态区）的生态系统的种类或数量。 
生态系统服务：健康运作的生态系统给人类带来的益处，如清洁水、传粉媒

介的栖息地和废物分解。 
生态系统服务费：基于市场的激励措施，旨在通过收费，可交易许可，补贴

和减少市场摩擦来促进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所有生物体之间和物种内的总变异性。 
生物防治：害虫、入侵植物或病害因子的天敌，可以减缓或抑制有害生物的

种群增长。 
生物扰动：土壤移动或消耗。 
时间序列分析：对在一定间隔时间段内按照时间排序的序列进行预测。该分

析提取有意义的统计数据，估计自相关，并检测趋势，以允许基于生成过去观察

值的模型预测未来模式。 
适应性：物种随时间变化以提高它们在环境选择中的适应能力。 
舒适性价值：由个人消费者决定的商品或服务提供的非功利性的价值。 
数量性状基因位点(QTL)：影响连续性状的表型表达的多个基因，通常是测

量性状。 
双二倍体：一种多倍体，其染色体包含两个物种的整个体细胞染色体。 
水平育种：选择抗性，这种抗性不是种族特异性的，而是基于许多基因 QTL

的表达。 
四元分析法：评估多样性程度和分布的参与性工具；有助于识别常见的、

稀有的和独特的品种，并提供有关一些品种广泛存在并在社区中本地化的原因

的见解。 
随机交配：种群中个体的随机交配。 
随机扩增多态性 DNA(RAPD)：基于 PCR 的基因分型技术，其中基因组模板

用单个、短的（通常为十聚体）、随机选择的引物扩增。 
随机事件：不可预测的事件，如非生物或生物变化事件，这些事件与常规环

境条件发生的事件有很大不同。 
特征：表型表达，作为生物体的结构或功能属性，由基因或基因组与环境的

相互作用产生。 
特征价格模型：来自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商品内在特征和外部因素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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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商品的价格。 
特征序列扩增区域标记法(SCAR)：通过转化为单个随机扩增多态性 DNA 产

物的序列标记位点而获得的分子标记。 
体细胞克隆变异：体外培养的植物细胞愈伤组织期诱导的表观遗传或遗传变

异；有时可见从培养物再生的植物中改变的表型。 
田间保护：一种在原生境保护遗传资源的方法，重点是保护农民田间的栽培

植物或驯养的动物物种。 
调节服务：从生态系统的调节过程中获得的服务，如碳汇和减缓气候变化、

病虫害防治、水供应和授粉。 
同工酶：酶的多种分子形式。同工酶可以由不同的遗传基因位点编码，或由

一个基因位点的不同等位基因编码。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们被称为等位酶。它们

具有相同的功能，但由于氨基酸序列的微小差异，活性水平可能不同。 
同源：来自相同来源或具有相同的进化功能或结构。 
同源多倍体：具有两个以上来自单一亲本物种或进化谱系的完整单倍体染色

体组。 
同族结婚：个人在社区或其他社会群体中结婚的倾向。 
突变：新的遗传变异的来源；它是基因核苷酸序列的遗传变化或染色体结构

的改变。 
土壤层位：与土壤表面平行的层，构成土壤剖面、颜色、质地，和其他土壤

性质不同。 
土壤因子：影响植物生存和生长的土壤的物理、化学特性和属性。 
土著知识(IK)：存在于当地社区的知识或传统。 
脱粒性：种子在植物成熟时容易从穗轴、圆锥花序或豆科植物等其他结构上

脱落的天然能力。 
外植体：无菌切除并准备用于培养或在培养基中保存的植物的一部分。 
顽拗型种子：通过干燥杀死的种子，因此不容易长期保存。许多热带作物的

种子具有这种性质。 
微卫星：一段 DNA，其特征在于可变数目的拷贝（通常为 5～50 个）约 5 个

或更少碱基的序列（称为重复单元）。 
微效基因抗性：由于许多小基因的复合作用而引起的宿主对病害反应的变异。

抗性反应通常不限定病理类型。 
微阵列：将大量克隆的 DNA 分子固定在固体基质（通常为载玻片）上，形

成紧密且有序的亚微米斑点图案。 
未被充分利用作物：那些具有推广潜力但由于某种原因不适应现代农业或当

前生产或营销做法的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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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假说：这一理论认为，现代作物品种的传播迅速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民

保留的地方品种和其他传统作物品种的丧失。 
温室：一种建筑，旨在使植物在受保护或受控制的温度条件下生长，而且通

常比开阔地更温暖。可按大小、控制程度和覆盖材料（玻璃或塑料）分类。 
文化：社区与自然、历史和社会环境之间长时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果，为伦

理价值观、神学、美学和当地个人或群体身份提供基础。 
涡流协方差：一种测量大气与生物圈之间 CO2通量的数学方法。 
无融合生殖：不发生雌雄配子核融合的一种无性生殖方式。 
物种：与其他此类群体具有生殖隔离的一组实际或潜在杂交的个体，与相关

物种的个体有共同的祖先，并且具有相似的生态和形态。物种划界的标准并不总

是明确的，因为物种形成是一个持续的进化过程。 
物种多样性：物种的数量和频率的量度，通常指生态群落的水平上。 
系统发育：有机体分类群的进化历史；被描绘成一棵分化关系树。 
系统树图：一种表示对象、个体、样本或种群与物种亲缘关系的树状图解。 
显示性偏好法：收集涉及知情者观察到的行为的经济数据的方法。 
现代品种(MV)：由现代植物育种者开发的作物品种，通常扩展到其他地区和

国家，是高产品种的代名词。 
线粒体 DNA(mtDNA)：在细胞线粒体中发现的环状 DNA 分子。 
限制性内切核酸酶：在特定识别位点切割双链或单链 DNA 以产生片段的酶。 
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通过用特异性限制性内切核酸酶消化 DNA

样品产生的不同长度的 DNA 片段的变异。当同源片段的大小不同并且在遗传基

因座处作为等位基因分离时，产生多态性。 
小额信贷：通常被理解为需要向地方一级的微型企业家和小企业提供金融服

务，而缺乏获得银行及其相关服务的机会。 
小生境市场：特定产品所关注的整个市场的子集或一部分。 
小宗作物：在全球生产系统中占权重较大作物以外的作物。它们可以是全球

分布的（如荞麦）、区域性的（如印度的家山黧豆），或者极具地方特色的[如安第

斯山脉的小根和块茎（如乌卢库薯）]。 
效用函数：衡量商品或服务的好处或消费者满足程度的数学模型，定义如何

最大化其产生的价值。 
协同进化：由于两种或多种生物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它们在进化过程中

发展的相互适应的共同进化。 
辛普森优势度指数：是对群落内生物个体在物种间分配的度量。 
新一代测序(NGS)：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如 454、SOLiD、Illumina、Ion Torrent)

可在全基因组范围内实现高通量测序，从而产生数千或数百万个 DNA 序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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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数据需要生物信息学程序来进行比对和分析。 
信息学：具有大量数据的复杂系统中的信息和计算科学。生物多样性信息

学是将信息学技术应用于生物多样性信息，用于改进管理、展示、发现、探索

和分析。 
性别角色：适应社会环境的行为模式，反映关于哪些活动最适合男性或女性。 
性状鉴定：为了区分表型，对高度遗传、容易观察并在所有环境中均表达的

植物性状进行评价。 
休眠：暂停或降低活动或增长率，同时保留恢复先前活动的潜力；可存活种

子延缓其萌发的先天物理或生理特征。 
序列：DNA 或 RNA 分子的核苷酸的线性顺序。 
选择：任何天然或人工的过程，其允许在后代中增加某些基因型或基因型组

的比例，而失去其他基因型；基因型的差异生存和繁殖。 
选择实验方法：评估没有市场价格的商品或服务的价值的方法，根据商品或

服务的属性向受访者提供一系列选项，并要求其做选择。 
驯化特征：区分作物物种与其野生祖先物种的一系列特征，这些特征是驯化

和使作物适应人类种植的标志。 
阳离子交换量：土壤肥力的衡量标准，土壤可容纳的可交换总阳离子的最

大量。 
遥感：通过远离感兴趣对象的设备(飞机或卫星)获取数据来得到物体信息的

科学。 
野生近缘种：与驯化物种或多或少密切相关的非栽培物种。它通常不直接用

于农业，但可以出现在农业生态系统中，并且作为有用基因的来源。该类别包括

作物的直接进化祖先、较少相关的物种，但通常属于同一属。 
叶绿体 DNA(cpDNA)：叶绿体中存在的 DNA。尽管叶绿体具有小的基因组，

但每个细胞的叶绿体数量很多，这就保证了叶绿体 DNA 占植物总 DNA 的比例

很大。 
遗产价值：个人或社会因知道商品或服务可以传递给后代而获得的满足感。 
遗传变异：个体间 DNA 序列的差异。 
遗传多态性：在一个以上等位基因的位点发生，其中最常见的形式是遗传频

率小于 99%或 95%。 
遗传多样性：品种、种群或物种个体样本之间或内部的遗传变异。 
遗传多样性 Nei 指数：从群体中随机选择的遗传基因位点的成对同源拷贝的

平均概率不同，对应于随机交配的二倍体群体中的预期平均杂合性。 
遗传多样性选择：农民使用的品种多样性管理方案，会影响下一季作物的进

化和存活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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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距离：基于表型性状，等位基因频率或 DNA 序列或这些数据的组合的

差异，用于衡量一对种群之间的遗传差异。 
遗传力：种群中给定性状表型变异的程度由遗传多样性控制，而不是由于环

境因素或非遗传因素的变化。 
遗传漂变：由于小种群中的随机抽样而发生的种群遗传组成的变化。漂变

(等位基因的丢失、等位基因频率的变化和种群的分化)的影响在非常小的种群

中最明显。 
遗传瓶颈：在突然限制种群规模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会导致丰富多

样性的丧失。 
遗传侵蚀：同一物种种群之间和种群内遗传多样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丧失，

或由于漂移和选择而导致的物种遗传材料的减少。 
遗传同质性：种群由与特定基因位点样本相似的个体组成。 
遗传异质性：种群由遗传上不同的个体组成，无论基因型在表型上是否可

区分。 
遗传资源：植物、动物或其他生物的种质，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有用性状

的多样性。 
异倍体：是指从两种不同的祖先物种获得两组或更多组染色体的杂种个体或

细胞。 
异花授粉：来自不同花朵的花粉进行异花授粉或异花传粉，通常是来自于同

一物种的不同植株。 
异源多倍体：一种同源异型生物，通过两种或更多种物种杂交产生，是含有

不同染色体组的生物。 
异族婚姻：个人在社区或其他社会群体之外结婚的倾向。 
抑制剂：阻止化学反应的物质。 
疫情发展：大量感染疾病的个体在当地或广泛区域迅速增加。 
引物：与单链 DNA 模板关联的短的寡核苷酸，提供双链结构，通过 DNA 聚

合酶合成新的 DNA 链以产生双链分子。 
隐性同源性：两个具有不同遗传起源的等位基因产生相同的限制性片段长度，

因此不能被识别为非等位基因。 
营养繁殖：通过遗传上相同的营养部分(如块茎、球茎、芽、匍匐茎或茎插条)

繁殖植物，而不是通过种子，也称为克隆繁殖。 
影子价格：商品或服务所观察不到的价值，与市场价格不同。 
有机农业：一种农业形式，依赖于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和适应当地条件的

周期，而不使用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投入。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认为，

它具有健康、生态、公平和关怀四项原则。有机农业使用肥料和农药，但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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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严格限制使用人造(合成)肥料，农药(包括除草剂、杀虫剂和杀菌剂)、植物生

长调节剂、激素和家畜抗生素。 
有效种群规模：理想化种群中的个体数量，其中任何给定种群遗传数量的值

等于实际种群中该数量的值。 
远交植物：由于基因控制的自交不亲和、雌雄同株或雌雄异株的繁育系统、

二倍体或两性花等，主要依靠与远缘植物异花授粉而形成种子的植物。与近交植

物相对。 
杂草：一种入侵植物，在不需要的地方自发生长，与栽培植物竞争或不利于

当地的自然生物多样性。 
杂合子：具有特定基因或不同等位基因的个体。 
栽培品种：选择具有可通过繁殖维持所需特征的植物。大多数栽培品种都是

在耕作中产生的，但少数品种是从野外进行的特殊选择。 
载体：一种生物体，携带并将寄生虫或病原体的传染因子从一个宿主个体传

播到另一个宿主。 
真核生物：有细胞核的单细胞生物和所有多细胞生物。 
正常型种子：可以在低温下干燥和储存较长时间的种子，非常适合基因库中

的异生境保存。这些种子通常在自然界中进化为繁殖体以保持休眠，并且在土壤

种子库中长时间持续存在。 
正式种子系统：植物品种开发、种子生产及其商业化系统，遵循国家颁布的

法律法规，规范市场上可获得的植物品种和种子的质量。 
支持服务：见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水文循环、土壤养分循环和土壤形成。 
植物岩：在活植物组织中形成的微小矿化钙质颗粒。 
植物育种者权利(PBR)：也称为植物品种权利(PVR)，是赋予育种者的权利。

根据该权利，育种者可以开发新品种。 
质量选择：以成熟个体基因型为基础，针对特定性状选择具有多个有更好适

应性的基因型的成熟个体的种子，以形成下一代。 
致病性：微生物在宿主中引起病害损害的能力。 
种群：一群占据单一范围或地点的杂交物种。 
种群差异：两个或更多种群在等位基因频率上发生分化并随时间累积分别产

生基因突变的过程。 
种质：个体、个体集合或代表基因型、品种、物种或培养物的繁殖材料，作

为原生境或异生境收集品保藏。 
种质资源：迁地保存的样本，用于该物种的保存和利用。 
种子法：由国家颁布的一套法律法规，保障植物品种和种子在市场上的质量。 
种子批次：给定品种种子的物理单位，由农民选择并在种植季节播种以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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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品种。 
种子市集：专门研究种子的市集，通常在当地或村庄组织。它提供了一个交

易者展示他们的产品和买家购买种子的市场。 
珠心芽生：一种无融合生殖的形式，其中胚胎从胚囊周围的体细胞组织进行

营养生长，而不是通过卵细胞的受精。 
主成分分析(PCA)：使用正交变换将一组可能相关变量的观测值转换为一组

线性不相关变量或主成分值的排序统计过程。第一个线性组合的方差最大。前几

个线性组合确定测量对象映射的坐标。 
主要多样性中心：作物物种高度多样性的区域，通常似乎是许多作物被驯化

的地方。 
主要基因抗性：抗病性表现为对病原体的特定致病型(种族特异性)的定性反

应，并且由有限数量已确定的个体基因控制。 
自花受精：一种单株的植物通过自身花粉由受精卵产生可存活后代的一个或

多个品种。 
自然选择：一种进化过程，其中更好地适应其环境的生物倾向于存活并产生

更多的后代。 
自体感染：该术语最初被用于植物产生的接种物造成自身感染。 
自体受精：通过用自己的花粉授粉来实现自我受精；在遗传上与同株授粉

相同。 
自相关：变量成对值的相关性，属于时间序列或空间排列的值，并由固定间

隙分开。 
总经济价值：商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总和，包括直接和间接

收益。 
最小可生存种群：确保在某个概率水平上存活一定时间所需的种群规模

(如 95%)。 
作物生产策略的效率：在单位时间点和空间产生影响的能力。 
作物遗传多样性：指农业中使用的植物物种及其近缘野生物种的遗传组成中

的遗传特征总数。 
CAP：分解代谢产物活化蛋白。 
CBM：社区生物多样性管理。 
DUS：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育种者授予所需的新品种的属性。 
EPO：欧洲专利局。 
IFOAM：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 
JPO：日本专利局。 
Shannon 多样性指数：根据样本中已有的信息，在预测下一个待采样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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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时，将多样性量化为熵或不确定度。采样的等位基因或种类的数量越多，它

们在频率上越均匀，就越难以正确地预测下一个采样项目的种类。 
TRIPS：《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UPOV：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 
USPTO：美国专利商标局。 
VCU：培养和使用的价值。 
α 多样性：指特定区域或生态系统内多样性的度量，通常由该生态系统中物

种的数量(即物种丰富度)表示。 
β多样性：指物种组成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例如，从一个农民的农田到

另一个农民的农田，或沿着环境梯度)的变化的量度。 
γ多样性：衡量一个地区或景观的整体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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